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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只给美国大学生开设各自州的经济史课，而不是开设作为整体的美国的经济史课，这是不可思议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现有的欧洲经济史教科书都是关于特定国家的，这将使学生把整个欧洲的现象曲解为单纯某个国家范围内的现象，并单纯从国内寻找原因。本书将从泛欧洲的角度，按主题而不是按国家编写欧洲经济史。


  本书将以剑桥出版社出版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剑桥英国经济史》（Floud and McCloskey，1981）为模板，编写现代欧洲的统一经济史。每一章均由该领域的两位或三位杰出专家撰写，涵盖欧洲的三大区域（北欧、南欧以及中东欧）。本书遵循Floud和McCloskey建立的模式，分为两卷[1]，分别介绍1700—1870年和1870年至今两个时期。每一卷中的各章都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史的主题——总增长与周期、部门分析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的。本书使用数量方法，使经济分析更加准确，但这种数量方法采用了本科生很容易理解的方式。


  如果是在20年前，那么本书是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完成的。粗略翻看一下《剑桥欧洲经济史》（Postan and Habakkuk，1966）的前几卷，即可明白泛欧洲经济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如这几卷中许多伟大的学者所做的，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经济发展。不过，令人震惊的是，《剑桥欧洲经济史》（Postan and Habakkuk，1966）中关于工业革命后的几卷，趋向于由一系列国家的历史构成，无论国家还是主题都精挑细选。与此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者们经常用数量方法书写欧洲经济史，计量经济史往往不是单纯地出现在国别史中——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经济史学家开始使用他们自己国家的全国性统计数据来量化长期的经济增长。此外，不列颠之外的计量经济史学家仍然较少。结果与北美同行相比，欧洲经济史学界比较小而且互相分割。


  现在一切都变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是1991年欧洲历史经济学学会（European Historical Economics Society）的成立，这个学会旨在将欧洲从事经济和历史研究的计量经济史学家集中起来。1997年，该学会发行了《欧洲经济史评论》（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它为整个欧洲的经济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共同论坛。另一个突破是，2003年位于伦敦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欧洲最大的经济研究网络）发起了一项经济史倡议，再加上欧盟对泛欧洲研究计划的资助，结果是在欧洲发展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史专业，从而使之可以真正地将自己描述为“欧洲的”经济史专业。


  我们召集撰稿人召开了两次艰苦的会议（2006年在兰德，2007年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并在会上讨论了大纲草稿。十分感激这两次会议的当地组织者，感谢撰稿人在两次会议中表现出的热情和毅力，也感谢撰稿人及时交稿。


  本书是欧盟资助的玛丽·居里研究培训网络（Marie Curie Research Training Network）“统一欧洲经验：泛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成果，合同号为MRTN-CT-2004-512439。不用说，十分感激欧盟委员会的慷慨资助，没有这一资助，这个项目不可能起步。同时也感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全体人员，他们在申请该项目的拨款和管理中提供了专业协助。奥罗克在担任爱尔兰政府高级研究学者（a Government of Ireland Senior Research Fellow）期间完成了本书的大部分工作，他感谢爱尔兰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慷慨支持。


  2007年我们最尊敬和最喜欢的成员之一斯蒂芬（拉里）·爱泼斯坦突然逝世，年仅46岁。这对我们的培训网络是个灾难性的打击。拉里的去世是学界的巨大损失，我们非常怀念他，谨以此书献给他。


  斯蒂芬·布劳德伯利


  凯文·H.奥罗克


  注释：


  [1]本书第一卷指《剑桥欧洲经济史：1700—1870年》，第二卷指《剑桥欧洲经济史：1870年至今》。——编辑注


  引言


  斯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


  凯文·H.奥罗克（Kevin H.O’Rourke）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的主要议题是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库兹涅茨（1974）用以下六个特征来定义现代经济增长：（1）人均产出和人口的高增长率；（2）每单位投入所获产出的高增长率（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3）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从个人企业向大型非个人公司组织结构的高转型率；（4）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包括城市化和世俗化；（5）国际交流的开放或国际化；（6）增长的有限传播（导致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生活水平的分化）。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于1700—1870年发生在欧洲，它始于英国，但极快地向西欧的其他地区扩散。


  从整个历史来看，这一变化无疑是剧烈的，而且一定可以和其他划时代的变化相提并论，比如，从狩猎采集到定居农业的变化。然而，近几十年来，越来越有可能重建当时的经济发展路径，这使以下事实变得越来越明了：这些变化更为渐进，而且超越经济范畴，扩散范围比前几代人所想的更广，因此使人质疑“工业革命”一词的使用。虽然如此，但我们仍然保留这个词，这部分是因为它已经牢牢地嵌在了流行意识以及专业文献之中。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也应该牢记，尽管增长率比曾经认为的要慢，但这个时期的经济变化依然是革命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经济转变已被证明是不可逆的，并成为一种理想的类型（de Vries，2001）。这类似于“法国大革命”一词的真实含义——它不仅仅是指攻占巴士底狱这个短时期内发生的史实。此外，随着现代化经济体将资源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工业在经济中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工业革命”一词依然正确（Crafts，1985a）。


  欧洲在1700—1850年增长得有多快？这种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过去？近年来，欧洲的经济史学家已经在量化经济增长过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表0.1列出了欧洲各国的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和相对增长值。系统监测以单个国家为基础得到的人均收入相对增长值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手段，有助于为检验特定国家的增长率提供一致性标准。


  从表0.1中可以明显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1820—1870年这个时期欧洲各国的人均GDP的年增长率比现代化的早期阶段（1500—1700年）要高得多。事实上，已有的数据表明，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与西北欧尤其是英国和低地国家的收入缓慢上涨情况相反，南欧和东欧地区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这部分反映了开辟经由好望角通往东方的新贸易路线以及发现美洲大陆之后著名的欧洲内部的财富逆转。人均收入领先的地区从地中海转移到西北欧大西洋沿岸，这种转变最近被称为“小分流”（Little Divergence），以区别于 1800年之后欧亚之间生活水平的“大分流”（Pomeranz，2000；Allen，2001；Broadberry，2007）。


  
  表0.1　1500—1870年欧洲各国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和相对增长值
[image: ]


  资料来源：van Zanden（2001）；Maddison（2001）；Pamuk（2006）；Alvarez-Nogal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2007）.


  从表0.1中可以得出的第二个明显的结论是，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是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是在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英国，19世纪前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也依然小于0.5%。只有在1820年之后，我们才看到每年有高于1%的人均GDP增长率，而且仅仅是在极少数国家。从表0.1中可以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尽管现代经济增长起源于英国，但其扩散到欧洲的其余国家相对容易，而且扩散到新大陆的欧洲移民者殖民地更是如此。表0.1表明，1820年之后所有欧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均有所增加，这导致了欧亚之间生活水平的“大分流”。


  本卷的结构安排要集中反映1700—1870年欧洲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变这个中心内容。第一部分专注于总的发展，包括第5章所介绍的较短的经济周期波动，以及第1章所介绍的较长期的经济增长。独立的有关人口的第2章以及有关经济增长的第1章，反映了库兹涅茨对现代经济增长和前工业（pre-industrial）增长的区分。正如马尔萨斯（1798）那个有名的论断所表明的，前工业时期生活水平的上升通常是短暂的，因为新增的人口吞噬了实际工资短期增长的部分。相比之下，在欧洲人口结构向低人口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时代转型之前，工业革命时期显著的特征是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人均收入增加。关于贸易与帝国的第4章，反映了库兹涅茨对全球化的强调，并论述了关于西方通过剥削外围国家致富的长期争论。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探讨后，如今经济史学家们已经确定，欧洲和更广阔的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模并未大到足以独立地解释西方的崛起（O’Brien，1982）。制度变化是对“欧洲奇迹”（European Miracle）的另一种解释。欧洲建立了一套深深嵌入社会体制的激励制度，该套制度使其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这是第3章关于国家与私有制度的内容。


  第二部分更详细地论述了部门变革，包括第6章所介绍的农业、第7章所介绍的工业以及第8章所介绍的服务业。这三章专注于库兹涅茨所强调的产出、生产率增长以及结构和组织的变化这些主题。第三部分考虑生活水平变化的结果。这部分包括关于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其他指标的第9章，以及关于城市化的第10章。这是库兹涅茨所强调的结构变化之一，它显然也对生活水平有重大影响。最后，通过第11章来论述全球化和生活水平分流的问题。


  第一部分

  总增长和周期


  第1章

  理解1700—1870年欧洲的经济增长：理论和证据[1]


  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


  汉斯-约阿希姆·沃斯（Hans-Joachim Voth）


  今天发达国家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让人类大部分历史时期的富人的财富相形见绌。尽管仍然保留着些微的怀疑，但是凯恩斯还是认为，1930年人类社会（至少就欧洲和北美而言）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Keynes，1930）。人们不再饱受饥饿之苦。干净的衣服、洁净的住所以及供暖从奢侈品变成了生活必需品。1870年，最终将使人们变得更为富裕的所有层面的发展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章对发展经济学家近来关于人类如何脱离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的“肮脏、兽性以及短缺”的生活境况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且把这些解释与现有的历史证据和经济史学家们近来的发现进行了对比。有四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人口统计学、制度、人力资本以及技术。最后本章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理论方法


  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宏观经济学家们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从经济周期转向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有关内生增长的文献致力于研究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得比其他国家更快。这些内生增长模型着力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回溯到了库兹涅茨关于当时经济增长率的经典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从当时往后进行推断，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以及更早的历史时期收入水平都相当低。由此看来，在现代化的经济增长出现之前存在一个很长时期的经济停滞阶段。但是，世界经济从缓慢增长或是零增长状态转向快速而且持续的增长状态的源泉到底是什么呢？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寻求一种既包含缓慢增长又包含向快速提高人均收入转型这两方面内容的一般性理论——一致性经济增长模型。此后，他们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人口统计学、制度的影响、人力资本和文化以及技术的作用等方面的论点层出不穷。我们首先对理论文献中所包含的十分突出的贡献进行总结。在本章的正文部分，我们针对学者的理论预测与经济史学家们揭示的主要事实进行对比。我们的结论将就如何获得未来研究上的进步提出建议。


  早期的一致性增长模型，例如Kremer（1993）的模型，刻画了经济从长期停滞到逐渐加速增长的过程。与很多内生增长文献中的假设一样，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快的技术变革，因为单个人的聪明才智或多或少是固定的。由于新思想是非竞争性的，所以新思想的出现可以促使经济增长加速。Kremer从跨时期以及横截面的简单增长模型中得出了一些基本预测。从公元前100万年开始，人口增长率可以通过当前的人口规模进行预测。而且，地理面积越大的经济单位，其人口越多且人口密度也越大。当人口规模扩大和技术提高得以同步发生时，在Kremer模型中不会存在稳态。为了避免所有的变量均出现激烈变化，人口转型是必要的，结果是生育率与临界水平之上的更高收入水平出现了反向变化。


  相比之下，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技术“只是出现了”，关于采用新技术的决策并不明确。人口规模本身并不影响技术或生产率变化。在利用内生增长模型解释经济转向自我持续增长时，Hansen和Prescott（2002）假设技术在使用土地（报酬递减）和不使用土地的生产中都是内生给定并且固定不变的，用模型描述了经济“从马尔萨斯到索洛”的转型。最初该模型只是利用了马尔萨斯技术。在这一模型中，经济中的每一代人存活35年，“马尔萨斯部门”（例如农业，这一行业中的劳动是边际报酬递减的）的生产率按照3.2%的比率得以提高，而“索洛部门”（产出的所有要素都是可再生的）的生产率则以52%的比率增长。最终，当从未用过的技术的生产率以指数级提高时，索洛技术变得具有竞争力并且被采纳。在这一模式之下，工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同时，除了在校准中使用到的具有差异化的产出增长率之外，它并不依赖任何其他方面。


  这种包含人口规模的第二阶段的模型，同样认为技术变化是内生的。此处的关注点在于什么条件下新技术可以被吸收和采纳。早期的模型遵循Murphy、Shleifer和Vishny（1989）关于需求效应以及经济规模的传统，对“大推动”什么时候有可能发生进行了解释。学者们认同Rosenstein-Rodan的观点：在“大推动”发生时很多部门会同时采用先进技术。为了支付吸收现代技术所必需的固定成本，需求必须足够大。只有发生整体上的产业工业化，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只有总产出增长，这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才会提高。这些模型暗示，当且仅当每个人都更早地对具有固定成本的技术进行投资，利润高到足以抵消其开支时，工业化才有可能在其实际发生之前就具有可行性。技术知识本身的增加并不一定会转化成更多的产出。因此，如果不进行有效协调，那就很可能破坏其向现代技术的转型。


  高固定成本以及不可分性同样都对技术采用决策的核心内容——风险分散化——起到了关键作用。Acemoglu和Zilibotti（1997）给出了一个产出要求与家庭投资之间存在张力的模型。使用新技术的生产性项目需要很高的启动成本。同时，家庭希望其投资多样化从而最小化其投资风险。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对于新的生产性技术的投资在其初始阶段显得很低，如此一来，产出在其初始阶段也很低。而当家庭变得更加富裕之后，这一状况将会发生改变，相对于新技术投资所需要的资本，储蓄已经变得足够多，可以“避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了”。工业化一旦起步就会开辟出让自身得以持续的途径。许多类似“幸运大抽奖”的事件可以使它启动。这类似于在第一轮的幸运大抽奖中运气的好坏最终影响了两个具有同质性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Acemoglu和Zilibotti的模型同样具备这样的特征：家庭并不会考虑它们的投资决策对总体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即使存在可行性，工业化也可能不会发生。这一模型包含着一种随机成分——工业化部分是运气的结果。言下之意就是，并不是实际产业转型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有意义的——第一个出现这种转型的国家，可能仅仅是因为幸运。[2]


  很多统一增长模型把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新技术和观念的产生联系在一起。与这些模型相关的论文认为，在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人力资本重要地位的凸显（Becker and Barro，1988；Lucas，2002；Becker，Murphy，and Tamura，1990）。Galor和Weil（2000）构建了人力资本与技术变化之间的纽带，并且把这一纽带作为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变的基石。他们认为逃离经济停滞这一过程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从马尔萨斯阶段向后马尔萨斯阶段转型，然后才是转向现代经济增长阶段。Galor和Weil的关键假设在于，当技术变化加速的时候，人力资本将更有价值：它使得人们能够应对工作岗位的快速变化。在长期的马尔萨斯阶段，人口越多，出现的想法将会越多，这就使得技术变化加速。人口增长的反应相对于收入增长存在滞后，从而就使得人均收入出现了增长，即使这一增长非常缓慢。最终，父母亲将对他们后代的人力资本进行更多的投资。这一行为的结果是加速了知识的增长。更高的收入使得父母亲更容易拥有更多的小孩。同时，人力资本上升为父母亲提高后代的质量以及减少后代的数量提供了激励。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收入效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而导致了出生数量的上升；而在稍后的时期，由于替代效应变得更为重要，从而生育率出现了下降。


  Cervellati和Sunde（2005）与de la Croix（2008）都认为随着生产率的上升，预期寿命会迅速延长，从而使得这一研究格局出现了变化。投资回收期的延长反过来也鼓励了人们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即使技术变革只是略微有点技能偏向，它也会启动技术更好、预期寿命更长以及人力资本投资更高的自我强化周期。Boucekkine、de la Croix和Peeters（2007）证明了，人口密度上升导致学校教育费用下降，这有利于提高识字率。Jones（2001）则把“人口-思想”这一机制与保留一部分产出给发明家的产权体系结合起来。基于他所做的校准，Jones认为，导致19世纪之后经济起飞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更为有效地执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因为它是创造新思想的必要激励。


  来自经济史的一些观察


  在很多一致性增长模型中人口与思想的联系甚为关键。这一点与历史证据是否一致？正如Crafts（1995）已经指出的，对于欧洲以及全世界的横截面增长数据来说，这仅仅意味着这一点并没有被事实所证实，即更大的国家并没有增长得更快。[3]现代证据进一步证实：国家规模与人均GDP要么负相关，要么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负相关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法律规则是与经济增长存在可靠关系的因素之一，法律的约束力会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而递减（Hansson and Olsson，2006）。即使我们可以使用相关的概念，比如市场规模来替代“人口规模”，但因为市场规模可以对新产品的市场需求产生影响，所以来自英国和法国的相反的增长记录也很难与强调规模的内生增长模型一致。[4]更进一步来说，在工业革命前夕的1750年，英国事实上已经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人口增长的停滞，这使模型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人们同样可以指出，如果人口规模是关键所在，那么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必然让人困惑不解。中国的人口从1650年的1.3亿增加到了1850年的4.2亿，然而工业革命并没有出现。Lin（1995）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Lin认为人口规模和技术变化之间的联系依赖于创新的来源。在一个新技术从整体上基于“干中学”的世界，假设技术进步可以在更大的组织中得以有效传播，那么更大的人口规模就意味着更多的创新。一旦技术进步开始更多地依赖于试验和理论，那么这一规模优势就消失了。Lin着重强调了中国在宋代（960—1279年）的成功，这一成功反衬出了17世纪以及之后技术的相对停滞，从正反两个方面体现了创新来源的变化。


  即使数据中体现出“规模在起作用”，其起作用的有关途径也并不明确。更大的人口数量（并没有出现人均收入的减少）也许伴随着不同类型的正的外部性。正如内生增长模型所认为的，即使不考虑人口规模对新技术的形成和采用所起的作用，仅就更大的人口规模本身而言，其也可以促进劳动分工，从而刺激经济增长。Kelly（1997）提出了一个“斯密式增长”模型，交通设施的改善促进了贸易整合，从而导致了增长的加速。他利用这一模型分析了宋代的中国。类似地，从欧洲范围来说，更大的人口密度可以不断拓展正外部性的范围，这一拓展部分是通过公路和运河的改善实现的，部分是通过长距离贸易实现的（Bogart，2005a，2005b；Daudin，2007）。从这个意义来说，中等规模的国家比较容易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但是17—18世纪的荷兰共和国人口密集，市场的国际化整合程度也很高。


  传统的“大推动”理论与基于内生增长的人口模型一样遭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700年之后欧洲的历史并未表明经济体的绝对规模是一个关于工业化时间表的好的预测指标。大多数工业化部门的规模通常很小——即使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也仅仅由单个人进行投资，很难形成大规模的风险集中。在19世纪晚期之前，制造业中的固定成本是有限的。而且，在工业革命过程中，英国当时的商业结构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5]当1870年以后较高固定成本的生产技术出现时，技术采用决策也许可以利用“大推动”理论的框架进行解释。然而，就那一时间点来说，国际贸易已经发展到足够打破国内经济规模与技术采用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的联结的地步了。如果说在1870年之前存在巨大的固定成本，那么它们也只是存在于基础设施行业之中而不是制造业之中。在英国，这些基础设施行业——运河、收费公路以及港口——中的投资似乎并没有因资本稀缺而陷入困境。这还没有考虑18世纪的大多数时期英国金融体系的很多缺点，这些缺点包括榨取私人信贷的法令和高利贷法规，以及王室颁布的严禁举债措施（Temin and Voth，2008）。从整体上而言，在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方面显然并未遇到太多的困难，而这主要得益于当地的显要人物的力量（Michie，2000）。


  最后，强调农业部门（传统部门）与工业部门（现代部门）的生产率之间存在增长差异的统一增长模型，例如Hansen和Prescott（2002）的模型同样面临着大量实证上的难题。一旦经济到了整体的增长率开始提高的那一时间点，使用土地的部门以及工业部门都会变得更有生产性——基于一些测量方法，这两个部门具有比较相似的增长率（Crafts，1985a）。当然，Hansen和Prescott模型未能解释哪一个国家最早开始工业化以及为什么是这个国家最早开始工业化，因为该模型把整个世界本身作为了一个观察单元。


  这些经济史中的证据并不意味着一致性增长模型没有优点。这些证据实际上解释了我们为什么相信理论经济学家、应用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特别是应该更为深入地挖掘生育率、人力资本、制度以及技术之间的交互影响。这也正是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试图探讨的。


  马尔萨斯效应的消失


  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都出现了增长，有些地区的人口数量甚至超过了黑死病发生之前的人口数量。可以确信，18世纪晚期欧洲的很多国家的人口增长都加速了。但是加速的时间表有很大不同，英国和爱尔兰比较领先，法国则没有出现巨大的人口数量上的跳跃。在1500—1870年期间，人口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发生了变化。它刚开始时是欧洲大部分地区人均收入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但是由于1800年之后技术进步的加速，它的作用越来越小。增长理论家们经常指出，1750年之前的阶段属于马尔萨斯时代。我们首先描述马尔萨斯模型以及1800年之后人口与经济相互作用方面的主要变化，其次对历史证据进行评论，最后对我们所知的人口压力怎样转变为一个并不重要的经济变量这一问题进行总结。


  马尔萨斯模型依赖以下两个主要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人口增长会对人均收入的增加做出正向的反应。同样，如果工资或人均收入开始下降，那么生育率将下降（“预防性抑制”）并且死亡率将上升（“积极性抑制”），如图1.1所示，这就意味着生育率曲线BB向上倾斜并且死亡率曲线DD向下倾斜。第二个假设是，由于劳动报酬递减，人均收入与人口规模负相关，所以我们在图1.1中用向下倾斜的MPL曲线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一曲线的位置反映出经济中的技术水平。一个被广泛应用于解释收入与人口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的例子是黑死病。由于黑死病的暴发，欧洲人口比之前下降了1/3~1/2，任何地方的工资都出现了激增。14世纪英国通常的生活水平达到了19世纪之前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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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马尔萨斯模型

  


  而且，马尔萨斯模型的这两个潜在假设意味着，收入的任何上升均不可避免地会被人口增长完全稀释掉。在图1.1中，生育率曲线与死亡率曲线的交点为工资W*。在这一工资水平上，对应的劳动边际产出曲线意味着经济中的人口规模为P*。如果暂时性的技术冲击使得MPL向右移动（意味着劳动边际产出的上升）到MP'L，那么这将使得工资水平上升到W'，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上升。最终，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又将使工资下降到其初始水平（人口规模为P*）。正如H.G.Wells所指出的，人类“通过毫无感知地复制自身而浪费了科学的馈赠”（Wells，2005）。[6]而Clark（2007a）则走得更远，他甚至认为，1800年英国的人均生活水平并不会比1000年前生活在非洲平原的祖先们高多少。


  更高的死亡率（死亡率曲线从DD往右移动到D'D'）意味着更高的人均生活水平。例如，不卫生的生活条件以及微生态环境的恶化将会使得存活子女的数量出现下降，从而增加人们的收入。更低的生育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福利水平并不一定需要足够高，但是收入水平却必须达到使得人们自身可以存活下去的水平。在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欧洲，人口压力也曾经有所缓解，因为女性中有很大一部分从未生育过，而且还有一部分女性推迟结婚时间，从而就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这属于欧洲生育率中独特的模式，并且也仅仅出现在从圣彼得堡到的里雅斯特以西的地区（Hajnal，1965）。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曾出现过以杀婴这样的方法来削减人口的现象，但是其效果却相对较差。


  马尔萨斯模型有两个版本。马尔萨斯模型较强的版本是建立在经典的“工资铁律”的基础上的。这一模型认为，即使不出现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同样会存在实际收入的停滞。假如不存在技术革新以及供给冲击，人口规模仍然会处于停滞状态。马尔萨斯模型较弱的版本则强调人口均衡化机制本身，并不强调这一机制所产生的结果，该版本确认了马尔萨斯关于积极性抑制和预防性抑制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这一较弱的版本意味着，只要这些效应足够大，并且不存在进一步扰动人口机制的外在因素，那么在极端情形下，经济就会回归到存活工资水平。


  显而易见，马尔萨斯模型较强的版本——在存活工资水平上的长期停滞——很难获得实证证据的支持。像人口规模这样的存量总是缓慢发生变化。死亡率的变化（也许源于城市化）可以导致新均衡的出现，但是我们能否观察到这一新均衡却又依赖于短期变化幅度的大小及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就英国来说，Clark（2005，p.1311）利用其编制的实际工资序列数据取代了传统的Phelps-Brown和Hopkins编制的工资序列数据。这两种数据都是基于广泛的商品种类以及丰富的名义工资数据而编制的。Clark以及Phelps-Brown的工资序列数据都表明，在1495—1575年间，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工资出现了奇怪的急剧下降。这一下降之所以令人诧异，是因为它刚开始时是伴随着稳定的人口规模出现的，此后的人口规模却出现了上升，并且预期寿命也更长。近来Allen（2001）和其他人的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欧洲工资遵循着不同的转折形式。西北欧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工资上升，与此同时，其人口规模也通常会扩大。而这与通常所认为的北欧以及南欧都受制于马尔萨斯因素这一观点相冲突。[7]而且，有关马尔萨斯过程所产生的后果的争论，实际上还混合了实际人均GDP或实际工资问题。


  这是因为参与率以及工作时间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人均收入以及每一个家庭的收入都发生了很大改变，甚至固定工资水平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实际上，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参与率的上升能够导致人均工资水平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向相反的方向移动。著名的“原始工业化”现象，即1650年之后农村中兴起的农舍产业确实就是如此。同样存在合理的证据使得我们可以相信，在工业革命之前劳动投入处在上升时期（De Vries，1994，2008；Voth，1998，2001a，2001b）。


  即使对这一模型最弱的形式所进行的预测——对平衡机制的强调——也不能要求过高。我们观察到，诸如出生人数以及死亡人数这些流量，经常与食品价格和实际工资联系在一起。在短期，1750年之前的人口移动看起来对马尔萨斯效应提供了有限的支持。[8]死亡率和结婚率甚至在短期内都是可变的。诸如饥荒、战争以及流行病等高频事件的长期效应比设想的要小：人口的急剧下降同样伴随着更高的工资水平。在有些年份，并不常见的高出生率与低死亡率可以抵消人口数量内在的减少（Watkins and Menken，1985；Watkins and van de Walle，1985）。Lee针对Wrigley-Schofield的数据所进行的独创性工作证明了结婚率与工资的关系（很弱，并且包含让人很难确信的滞后），但是预期寿命与工资不相关。


  在对马尔萨斯模型的弱版本以及强版本进行检验的时候，内生性问题是主要的挑战所在。工资影响着人口规模，反之亦然（Lee and Anderson，2002）。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利用潜在的进步识别外生变化的来源。Kelly（2005）近来的研究表明，天气是工资的一个有用的工具变量——由天气变化而导致的实际工资改变部分并不是源于工资对于人口数量的反馈结果。如果按照这一方法进行估计，有强烈的证据表明，就1650年之前的英国而言，马尔萨斯约束确实存在，对于工资变化，婚姻率具有强的反应（正的），同时，死亡率也具有强的反应（负的）。Kelly的发现表明，相比对死亡率的影响，暂时的实际工资波动对结婚率具有更大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从短期来说，预防性抑制所起的作用比积极性抑制更大，但是两个方面都很显著。


  向量自回归提供了另一个可选的方法。Nicolini（2007）与Crafts和Mills（2009）使用其对英国的生育率、死亡率以及实际工资之间的动态反馈进行了分析。通过这一途径，他们检验了预防性抑制与积极性抑制的强度。两篇论文都发现，相比其后的年代，17世纪中期之前，有更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人们偏好马尔萨斯式抑制并且达成了平衡。生育率这一途径相对于死亡率这一途径来说更有效。Nicolini（2007）的结论认为，“也许马尔萨斯之前的世界并不那么马尔萨斯”。这是个反效应的例子，但是如果使用的统计程序不够完善，或者对数据中包含的方差识别不足，或者缺少真实可信的因果关系，那么结果并不会总是那么清晰。总之，Kelly的工具变量方法（Ⅳ-procedure）在确定因果关系和交互作用的强度上更有效。


  学者们在分析短期反应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人口因素对欧洲现代化早期阶段的人均收入分化所起到的确切作用仍然很不清晰。相比欧洲其他地区，黄金时期的荷兰拥有异常高的工资水平，同时其人口却处于停滞阶段。除了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之外，我们并不清楚生育行为或死亡率曲线（假如有的话）的哪一个特殊性质可以解释这一点。尽管马尔萨斯机制在短期运行良好，但是荷兰的例子却表明，很多有趣的转变也许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整个欧洲地区以及城镇的收入水平均超过了传统定义中维持生计的水平，但是人口规模并没有随之扩大。一些一致性增长模型（Galor，2005；Jones，2001）对工业革命之前的人均收入的上升进行了测算（适中的）。这就从整体上证实了：在1800年之前，在欧洲的部分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上升了，尽管这一上升很缓慢。其理由——人口规模相对于技术进步存在滞后的反应——并不具有整体上的说服力：就大多数现代化之前的人口规模来说，女性的总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大幅低于她们生理上的最大值（尤其是欧洲的）。每一次饥荒之后，生育率都会出现急剧的反弹。这一点表明，其同样可以对生活水平的上升做出反应。那么重要的问题就是：欧洲人为什么要抑制他们的生育率？他们为什么以如此奇怪的方式进行抑制，这些方式包括一些女性延迟结婚以及一些人选择独身？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巩固了这一“欧洲婚姻模式”？一个有趣的假设把生育率抑制与黑死病之后较高的劳动力价格联系了起来（van Zanden and de Moor，2010），认为抑制生育率使得女性工人更有价值。她们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工作岗位上并且推迟成为母亲的时间具有经济上的好处。但是为什么这一机制在荷兰起了作用，而在意大利、中国或者印度却并未发挥作用呢？这一问题切中要害，因为所有这些地区都暴发了瘟疫。把高工资的持续性与欧洲的地区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方法涉及城市和死亡时间表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欧洲城市的死亡率远比乡村高得多，是名副其实的死亡陷阱。相反，中国和日本的城市和乡村具有大致相等的死亡率（Woods，2003）。诸如远东地区移除城市的排泄物的正规途径是把它们作为乡村的肥料等不同的文化实践也许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一般情形下（由于拥挤以及糟糕的卫生设施），人们居住在欧洲城市不仅不健康，而且很容易感染传染性的瘟疫以及遭受诸如围攻以及掠夺等军事灾难。因此，由于混合作用，图1.1中包含了乡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DD曲线在W-D空间中的部分有可能会向上倾斜。那么就可能存在多重均衡：社会可以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工资水平低、城市规模小以及总体死亡率低的状态转变到一个工资水平更高、城市规模更大、死亡率更高以及人口规模更小的状态。诸如黑死病之类主要的冲击可以推动经济从一个均衡到达另一个均衡。[9]


  除了过高的死亡率之外，城市有理由起到更大的作用。它们是开展大规模国际贸易的地方，还是实行私域的制度（private-order institutions）的地方，其中私域的制度支持了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它们也是创造性活动的中心。城市生活为发展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新技术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技术本身可以借助城市化的发展得以改进（Clark and Hamilton，2006；Voigtländer and Voth，2006）。如此一来，城市增长伴随着技术曲线的缓慢、渐进的向外移动，二者共同使人口数量增加时还能保持更高的工资水平。也就是说，不管人口数量位于哪个水平，当城市部门变得更大的时候，收入都将更高，这样的观点还不能完全解释荷兰的“异常”。城市化不是仅仅简单地作为一个生产率方面的指数，也可以成为一个推动人均产出提高的动力。如此看来，马尔萨斯式的力量仍然在短期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关键的有待解释的事物不再遵循它所衍生出的基本信条了。


  在某些时刻，通过一种重要的途径，大部分欧洲国家出现了加速的人口增长。通常来说，生育率的上升以及死亡率的下降标志着上一个模式的结束。最终，生育率尾随着死亡率下降的趋势完成了“人口转型”。[10]Wrigley-Schofield对英国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Wrigley et al.，1997），这一修正表明上升的生育率是快速的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死亡率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它只能解释大约三分之一的这种增长。[11]大约到了1750年，旧的人口模式土崩瓦解。Patrick Galloway（1988）的研究证明，在18世纪中期，英国的短期经济活力不再受到价格变化的影响。


  1800年后，尽管欧洲的人口爆炸有时候是源自高生育率，但是到最后，死亡率的下降变得更为重要。在很多例子中，几十年来生育率的下降趋势都存在滞后（Lee，2003；Coale and Watkins，1986）。绝大多数生育率的下降都集中在数十年间，其始于1870年，在1890年之后开始加速。诸如英国、德国、瑞典、荷兰、芬兰和比利时这样一些国家，在生育率下降之前，生育率都出现了持续并且有时显著的上升。例如，在1850—1880年间，每一名荷兰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从4.5个增加到了5.5个。到1900年，这一数字则恢复到了最初的水平。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生育率的第一次大幅下降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而这时候离工业革命引领这一块大陆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有些国家在其生育率开始下降之前，婴儿死亡率会出现大幅下降（瑞典、比利时和丹麦）；对于其他一些国家来说，这两个指标呈现出一致下降的现象（法国、德国和荷兰）（Chesnais，1992）。


  为生育率的下降寻找经济上的理由一直以来都不容易，同时当前学者们并没有在什么是主要的贡献因素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Alter，1992）。欧洲地区范围内以及时间范围内的差异给人们带来了解释上的挑战。普林斯顿欧洲生育项目（EFP）是生育率转型方面的最大型的比较研究计划，这一项目认为在社会经济因素与生育率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联系。相反，伦理、宗教、语言以及文化因素看起来占据主导地位（Coale and Watkins，1986）。Woods（2000）从对英国的研究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把维多利亚时期生育率的下降归因于正在发生变化的意识形态（这主要是指“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限制家庭规模的欲望或是意愿”）。他更尖锐地指出：“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人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拥有多少个孩子’。”生育率变化的前沿解释被称为“扩散模型”，这里的“扩散”是指有关避孕技术的知识是通过语言这一途径得以传播的。学者们接受了EFP的研究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从转型时间来看，其传播的途径与EFP一样，都是通过语言。[12]


  放弃大范围加总并且只局限于地区性数据的研究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例如，在巴伐利亚，妇女的时间的机会成本、宗教和政治背景看起来扮演了重要角色（Brown and Guinnane，2002）。更进一步来说，基于EFP结论的统计结果与之前所假设的相比并不稳健。[13]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欧洲范围内生殖率的同时下降，使得生育率的下降很难归因于经济因素本身。外生的非经济因素有可能在欧洲生育率的大幅下降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增长模型都面临挑战。然而，对于一致性增长模型中更为“野心勃勃”的结构模型来说，经济因素难以对生育率的结果进行解释算得上是提出了挑战。


  在很多长期增长模型中，生育率的转型扮演了关键角色，生育率下降的时间点同时也是很多致力于解释向自我持续增长的转型的理论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中心所在。生育率下降通常被看作对经济刺激发生改变的一种反应。Becker和Barro（1988）以及Lucas（2002）的前沿性解释强调了在技术变迁更快以及人力资本具有更高回报的社会中，父母亲所面临的在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权衡。这一标准论点体现在：（1）通常，技术变迁导致技能可获得的回报激增；（2）父母亲限制生育，是对孩子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权衡关系出现变化后所做出的一种反应。这里面问题众多。按照通常的方法进行测算，在1870年之前，人力资本的回报也许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增加。把人口动态和技术进步相联系的模型，比如Galor和Weil（2000）的研究，通常会遇到英国工业革命的时间点的问题。因为在任何重大的技术对可识别的人均产出产生影响之前（例如英国在18世纪中期），人口增长就已经加速了。而且，由于正规教育对雇佣工人也许只会产生很小的经济上的利益，所以任何基于孩子数量和质量的父母亲的生育率选择模型都会遇到不少困难，它顶多能够解释少数群体的行为。


  关于父母在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进行权衡没有确切的事实依据。看起来比较可信的是在19世纪后半期选择生育更多孩子的净成本上升了。另一个可行的解释强调政府通过义务教育法和对童工的管制等进行干预的重要性。Doepke（2004）认为后一个解释是关键所在，并且进一步认为其他政府政策（诸如教育补贴）起不到类似的作用。如果政府干预的重要性确实存在，那么对采用童工法令或者进行教育改革背后的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进行分析则变得至关重要（Doepke and Zilibotti，2005）。Galor和Moav（2006）强调了引入义务教育的《巴尔弗法案》（Balfour Act）。在他们看来，改革的支持者是需要更多熟练劳动力的资本所有者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14]


  然而，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政府干预在使得儿童从工厂转入教室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否至关重要。对美国来说，由州颁布的学校法案对于童工只产生了很小的影响（Moehling，1999）。同时，数据上的问题使得任何针对这一效应的估计都存在偏误并且估计结果趋近于零。在英国，Nardinelli（1980）和Kirby（1999）认为，技术变化使得雇用童工变得用处不大与童工法令的颁布发生在同一时间。因此，显而易见，理论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看法出现了冲突：对于理论经济学家来说，其要么强调迅速的技术运用变化，要么强调有效的政府干预；而经济史学家大多不同意前一种观点，并且他们发现支持后一种观点的证据有限。


  一些数据方面的困难将很难克服。我们对是什么决定了整个欧洲的生育率、教育投资、结婚年龄以及城市工业化进程等问题的答案所知甚少。由于没有微观水平上的世代生育率的研究，我们无法清楚地识别学校法律和其他类似情况造成的非连续的效应。Wrigley和Schofield的著作《英格兰人口史》（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重构了基于乡村教区的家庭数据，数据的结束年份是1837年。由于人口流动性的提高，相比更早的时期，欧洲每一个地区19世纪的家庭数据都更难进行重构。未来的研究应该着力于改善我们对生育行为以及养育孩子的相关成本的分析。对工人阶层的生育选择行为进行更细致的人口学分析——有关学校出勤率的信息、学徒经济学以及在义务教育法引入之前和之后的类似情形——对于深化我们对人口转型的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好的制度与坏的制度


  当代大部分关于增长的争论的核心都是制度与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问题（Acemoglu and Johnson，2005；Rodik，Subramanian，and Trebbi，2004；Glaeser et al.，2004）。从20世纪晚期各国的横截面数据来看，行政约束倾向于与更高的人均产出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因为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更高的人均产出提高了制度的质量）的可能，所以针对现代数据所开展的工作的重点就在于寻求一个可以影响制度而不是影响经济结果，因而能够用作分析制度的工具的外生变量。这一方面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功就是历史上的殖民者死亡率数据。在他们的一系列开创性论文中，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证明了在那些欧洲殖民者存活率更高的国家里通常会建立更为合理的制度（比如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2001），并且这些国家在今天相对更为富裕，这使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比较令人信服。


  那么，制度方面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1870年之前的欧洲增长呢？制度变迁在经济向自身可持续增长的转型方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历史背景下，任何对制度的分析都需要超越国家的作用以及行政约束这样一些视角。我们对于1500—1870年制度在欧洲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一点知道得并不多，因而很难判断出制度对经济增长总体上的贡献。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立法过程、“国家机构”（state building）扮演的角色以及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也许制度化传统中仅有的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是由North和Weingast（1989）提出来的。他们认为，1688—1689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权利法案》的作用并不只是使得政府财政建立在更为坚固的基础之上。由于议会的作用得以加强以及普通法法庭具有更为巨大的影响力，英国君主的权力被削弱了。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形是因为可靠的承诺。专横地破坏合同以及剥夺财产的情形不复存在。[15]North和Weingast认为，一旦确立起财产权以及行政约束，那么其风险溢价就下降了。资本积累加速，而且对于新想法进行投资变得更为有利可图。最终，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飙升了。[16]


  类似地，绝大部分关于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的制度化解释的核心都在于曾经残暴的专制统治消失了。DeLong和Shleifer（1993）回溯到了孟德斯鸠的著名论断，在共和国家，因为更少遭遇来自当权者的任意干扰，经济增长将更具活力。[17]


  他们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专制主义制度是有害的——野心勃勃且强有力的国君通常发动更多的战争、征税的范围更广，并且更不尊重财产权利。独裁政体也通常碰巧出现在远离通往美洲和亚洲的新贸易航线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和狭义制度解释直接相连的只有一条渠道，而DeLong和Shleifer未能证明它的有效性。


  Acemoglu、Cantoni、Johnson和Robinson（2005）的研究认为，DeLong和Shleifer所说的两条渠道以一种特别的形式相互交织，从而强化了制度。对于那些有条件从事大西洋贸易的国家而言，它们经历了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增强这一阶段。由此看来，按照他们的估计，在英国和荷兰共和国，“行政约束”增强了。Acemoglu等论证了制度质量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地理条件优越、适于开展大西洋贸易的地方，其城市化水平出现了迅猛的上升。


  对于工业革命及其结果的制度化解释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作用。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5）以1800年之后的英国为例，认为政治力量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使得对收入的再分配成为可能。他们对法律上的权力和事实上的权力进行了区分：法律上的权力是指制定正式的法律和法令的权力；事实上的权力是指如果发现政策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则具备推翻体制的有形的权力。然而，到1720年，英国议会已经拥有了大量法律上的权力，从而使自身上升到了制度的源头这一地位。然而它仍然需要顾及财富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事实上的权力，以及到1832年和1867年改革时才恢复了公民权的人。Acemoglu等（2006）认为法国大革命可以作为一个针对邻近国家政治体制的外生冲击。普鲁士和奥地利因受到被拿破仑所统领的军队打败的刺激，开始了其重大改革。在其他被法国征服的地区，陈旧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则完全被推翻了。结合1850年之后技术变迁的上升势头，作者们认为，法国周边那些进行了制度改进的国家的经济在19世纪早期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加速增长。


  在有关现代增长的文献中，制度对于增长所具有的影响获得了很大的认同（Rodrik et al.，2004；North，2005）。然而，主要从制度方面解释欧洲历史上的增长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很少有学者会在制度是什么以及这一概念如何被用来解释历史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North把制度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约束从最大化财富或效用原则出发的个人行为的规则、程序以及道德和伦理上的行为规范”（North，1981）。Greif（2006）则在制度中加入了创造历史化规则的模式。在其模型中，观念和意识形态被作为决定效能的“深层”参数，而社会则通过效能确立起使交换和投资成为可能的规则。然而，很少有比较好的理论能够详细解释制度是如何发生变迁的以及为什么有些经济体相比其他一些经济体有更好的结局。诸如（可感知的）被没收的风险、政府部门的效率以及针对执法者的约束等都属于现有文献中关于制度的标准度量方法，这些都能够很容易地反映出政府的选择，并且可能会迅速地发生变化。任何模型如果暗示了制度会对资本积累或者技术进步起作用，那么都会有问题。Glaeser等（2004）证明了仅仅在一次选举后，制度的三个度量标准就都会发生改变。对产权进行保护有可能只是源于统治者没有多大价值的怪念头。在不同的时期，这些易变的度量标准在政治体制的结构化参数中很难被识别出来。其他诸如司法独立、比例代表制以及违宪审查等常见的变量，由于其变化较小，因此正如North曾经指出过的，它们更适合用作针对政府方面的结构化约束的代理变量。然而，从现代数据来看，这些变量的效应很小而且不显著。我们需要找到在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不会迅速变化的“深层”参数，这个参数不仅仅是对当前经济状况和政治情形的反映。


  对于1500—1800年这一时间段来说，Acemoglu等人所编辑的书中用“行政约束”这一变量成功地预测了城市化水平。DeLong和Shleifer的“绝对主义指示器”（absolutism indicator）也是这样。然而，对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这两个概念都包含着很大的疑问。在数据来源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而且1800年之前处理欧洲很多国家基于复杂制度安排的变量十分具有挑战性。按照Acemoglu等的处理方法，16世纪统治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是完完全全的专制主义者，但是其在从卡斯提尔议会获取税收或其他特许权上经常遭遇失败。在其统治的其他王国，例如阿拉贡，自中世纪以来一直保护它们的“自由”和集会有效地削弱了君主的权力。比如，即使是对于象征专制主义的太阳王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来说（Acemoglu等把其视为“对于执法者完全不存在约束”，用代码“1”表示），这样的变量处理也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反对把他的统治刻意看作成功实施的并且影响深远的专制主义。Georges Pagès和Roland Mousnier（1970）等激起了一代人新的共识，这种共识强调了法国国王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社会妥协和一致来实现专制统治，并维持传统社会的稳定以及保留传统精英对社会的影响的。如此看来，应该要质疑，现有的变量分类体系是否抓住了1800年以前制度和对执法者的约束导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因果关系。[18]


  比如威尼斯、神圣罗马帝国以及波兰这样广泛存在审查和平衡的国家也对统治者的行为自由施加了约束。然而，它们却并没有成为经济迸发活力的“温床”。这也许是因为，在明确定义和有固定边界的现代统一国家出现之前，对君王的束缚对于经济并不具有确凿的好或坏的影响。S.R.Epstein（2000）晚年的时候强调了一个可以抑制地区性寻租行为以及解决协调失灵问题的强有力的国家所具有的优势。绝大多数“对执法者的约束”具有寻租集团为确保自身利益而保持固定份额这一形式。不足为奇的是，大部分欧洲早期现代化历史读起来就好像是关于土豪、对教廷进行游说的商人阶层以及在产出分配方面不断叫嚣的行会这些利益集团的冗长的故事。一个特别令人吃惊的例子来自Rosental（1992）提出的关于法国农业中出现的无效率行为。那些对法国、西班牙、俄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统治者的中央集权行为提出反对意见的利益集团中，没有任何一个集团关注经济增长。当其获胜的时候，其并没有促成明智的长期政策的实施，通常只是用当地垄断者征收的苛捐杂税取代统治者的专横税收。[19]


  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那些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的实力通常很弱小。国际政治弱肉强食的本质破坏了好政府的生存能力。威尼斯在康布雷联盟（League of Cambrai，1516）中拥有的实力很弱，造成了威尼斯由盛转衰这一后果。在今天，对执法者的约束与发生军事冲突的更小的可能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看起来民主国家之间更不可能发生战争（并且在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民主国家的胜算更大）。而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这种相关性可能刚好与今天相反。那些对执法者的约束具有较高效率的政治实体很快就将成为外部势力的受害者，而外部势力的当权者的政治运行通常并未受到国内反对者们的牵制。因此，在欧洲的早期现代化阶段，由诸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和法国的路易十四等人统治的这些规模比较大而且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对那些位于意大利、德国以及低地国家中的更为富裕但是规模较小的城邦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经济上成功但是比较小的国家不断地遭到超级军事势力的破坏，或者难以承担维持一支军队所需要的与其税基不成比例的成本。[20]只有英国和尼德兰北部这两个地区逃脱了这一噩运，它们有这样的好运气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非比寻常的地理优势，使得它们可以击退外来侵略。这些经济体甚至还必须忍受高税收这一重负，同时还要承受重商主义时代的观念，认为国家之间的经济博弈是零和博弈，而且对外贸易必须为政治和王朝的利益服务。


  一个基本交易规则由此得以创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更有效地使自身的经济避免来自外部侵略的威胁，与此同时，只需要最少的内在检查与平衡。波兰走入了另一个极端，波兰认为对执法者的严格约束无益于经济发展——至少这些约束导致国家在一系列让人筋疲力尽的军事失败后消亡。弱政府与强政府其实都不是问题所在，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制度特征也许就在于它应该具有制度上的灵活性，也就是说，以最小的痛苦与摩擦为代价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


  我们依次总结欧洲1750年转型之前的两个关于重要制度的史实。第一，我们观察到在1750年之后，整个西欧社会兴起了反对与重商主义这一古老的社会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寻租制度这一潮流（Mokyr，2006）。出现这一社会进步的根源在于经济精英们对政治的影响和更为自由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第二，变革通常由武力引起（例如美国与法国）。英国是最为重要的例外，由于英国存在根本性的制度（比如议会），因而它可以适应外在环境以及观念的变化，而且其系统化改革不需要天崩地裂的革命（Mokyr and Nye，2007）。然而，即使这样学者们对英国的例子也依然争论颇多，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没有血流成河的国内战争，那么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就不会达成和解协议。


  针对1500—1870年欧洲的制度所进行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家以及正式的制度方面，而对于正式和非正式的非政府制度关注不多（Mokyr，2008）。让人吃惊的是，对中世纪时期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已经突出了这些制度安排（Greif，2006）。正如制度经济学文献从其根本性的理论基准进行论述一样，如果对产权的尊重和合法的追索权对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就需要构造可以更为严谨地反映出这一维度的相关变量。[21]一个更为广泛的以及更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指标集应该能够衡量那些对执政者或地方势力集团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的法律或者基于习俗的措施——没有法律上的追索权，权力将很难得到正确运用。而且，可以通过一系列机制（除了第三方执行这一标准之外）克服由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帕累托均衡（Pareto-dominated equilibria）这一问题。在这些机制中，精挑细选出来的集团成员可以通过各种“昂贵的信号”（costly signals）（Greif，2006）确立起信任机制并且相互合作。甚至在今天，诸多制度经济学文献也已经证明这一类安排仍然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Ellickson，1991；Posner，2000）。我们需要针对Greif并未涉及的时期，对这样一些安排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相对于议会等正式制度的重要性进行考察。


  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Mokyr（2008）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非正式的安排和文化变迁对公共制度和市场运行机制具有类似的影响，它们都有利于促进市场的有效运行。在规模更大的人口集团中出现稳态，有利于社会信任信号的发送。中产阶级接受了绅士行为这一社会价值观；由于人们普遍认为绅士并不贪婪，他们可以在只具有一个回合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实现合作（Clark，2000）。而且，在18世纪的英国，正式以及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都得到了明显发展，互助会、共济会以及饮食俱乐部的成员到1800年估计达到了60万人。这种增长效应通过使不合作行为的记录得到广泛传播而使信誉机制更具效率。这也许就缓解了18世纪英国由私人提供包括地方治理、经常费用项目（overhead projects）、教育以及医疗等方面的公共产品时的“搭便车”行为。也可以认为这样一些非正式制度不仅维护了市场运行，而且有助于英国获取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因为这些非正式的制度使得学徒体制更具效率（Humphries，2003）。学徒合约特别容易受到机会主义行为的破坏，而执行这一合约的行会体制在英国各地都较弱——然而，这一合约在英国却运行良好。结果，英国具备了大量拥有熟练技能的手工业者和机械师，这些人在工业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


  就像Acemoglu和Robinson所着重指出的，英国1830年之后出现的贵族与富裕的市民阶层之间的权利分享安排巩固了制度平稳化功能的诸多方面。工人也许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力，但是他们潜在的反抗能力赋予了他们事实上的权力。基于“现实政治”的分析忽视了启蒙思想意识对政治制度所产生的不断增大的影响；对事实权力的分析仍然不完整。尽管英国军队有效地镇压了18世纪90年代的大众骚乱以及路德派暴动，但是宪章运动绝大部分情形下都属于非暴力运动，它基本不会引发军事镇压的危险。如此一来，法律上的权力与事实上的权力的一致性就很高。也许这就是英国的政治模式能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那些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在把收入再分配给自己的时候确实利用了政治权力（最明目张胆的例子就是恢复1815年的《谷物法》），不过，在19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这一倾向越来越弱。到了1860年，英国的权力寻租达到了其历史上的最低点。


  人力资本和文化


  在很多长期经济增长模型中，向自身可持续增长的转型几乎是教育的投资回报的上升以及技能的快速积累的同义反复。Becker、Murphy和Tamura（1990）构建了经济中没有固定要素的生产模型。人力资本的改善直接转化成更高的产出。这一模型假设人力资本由父母亲的时间投资来决定。父母亲的效用最大化受自身的消费、孩子的数量以及质量所驱动。一旦父母亲开始在他们后代的教育上进行大量投资，经济增长率就会上升。当收入达到足够高的阶段时，生育率就会出现下降，这仍然将导致更多的针对孩子质量的投资。在这一模型中，人力资本与增长几乎是同一的。Lucas（2002）通过引入一个具有递减报酬的土地利用部门以及一个具有线性的人力资本的现代部门对Becker等的方法进行了拓展。很多统一增长模型遵循同样的思路，通过加入技术变化率的相互作用进行拓展。


  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发展看起来与这些预测具有很大的不同。大部分相关的统计资料仍然基于个人是否能够签署自己的姓名（这被论证为较低水平的识字率）（Schofield，1973）。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的识字率相对较低并且很大程度上停滞不前。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相对来说较为富裕这一事实，那么这一点就显得特别有说服力，因为随着收入的上升会出现对识字技能的内在需求（Mitch，1999）。而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人对年轻一代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和意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提升。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学校入学率的提高幅度也并不大（Flora，Kraus，and Pfenning，1983）。


  源于Lucas传统的模型通常预测，在经济转向自身可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将上升。同时技术变迁存在严重的技能倾向。这是历史性的问题。由于仅仅是针对一些包含技能的行业进行估计，而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关于随时间而变化的技术溢价的行为的了解并不全面。而且，针对技术和溢价只是进行了简约形式的测算，其自身出现的变化可能反映出任意的供给和（或）需求因素变化方面的混合效应。我们缺少关于18世纪或19世纪的教育回报上升的有力证据。Williamson（1985）认为英国在1750—1850年的技术溢价出现了巨大的上升，不过此后开始下降。经济史学家们一致认为，不能接受Williamson的论证。正如Feinstein（1988）所充分论证的，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表明技术溢价在整个时间范围内出现了变化。[22]


  工业革命期间甚至此后的时期，制造业方面的重大发展依赖人力资本的上升这一点并不确定。也许管理方面的工作显得更为重要。Boot（1999）从他观察到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的薪酬水平的上升这一证据出发，认为在经济的一些（较少的）部门中，正规教育也许算得上成功。然而，技术变迁本身也许并不是技能偏向的。正如大肆破坏机器的路德暴动所强调的，也许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相伴随的是技能退化这一趋势。[23]这给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在纺织业中，走锭纺纱机、多轴纺纱机以及阿克奈特纺纱机的应用使得工厂用资本和不熟练劳动力的混合体取代了熟练工人。对那些更为传统的部门而言，这一证据则更为混杂。Clark（2007a）探讨了1700—1850年英国工匠对工人的工资比率。他的证据表明，工资溢价从65%下降到了50%。当然，建筑业经历了有限的技术变革。如果这一部门体现出来的证据不代表经济中更为广泛的趋势，那么我们还需要就1850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较为温和的技能退化这一现象进行总结。也许聚焦于工业社会中人力资本分布的变化比探讨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更有效。19世纪的技术变迁使得社会出现了对高技能的机械师以及工程师的巨大需求，而这些人处在人力资本分布的上尾部分，因此对这些人的需求的增加有可能同时减少了对手工业者的需求。使用传统方法测算出的技能溢价并未上升，可能掩盖了劳动大军中不断恶化的两极分化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工业化使得管理以及高级机械技能的回报不断上升，而基础技能（诸如铸铁、木工手艺和编织）的回报不断下降而形成的。


  同样，对于下面几个问题我们暂时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人力资本形成上的加速是否为其对于要素价格变化以及其他经济激励的内生反应？它是否只是更高的实际收入的结果（孩子接受教育成为一个正常的消费品）？或者它仅仅是教育供给出现“外生”变化的结果（例如以下事件的长期滞后影响：启蒙运动、19世纪的民族国家主义和国家的形成，以及加强对较低社会阶层的社会控制）？[24]


  如果我们仅仅以正规教育水平来识别人力资本，那么很少有证据可以支持一致性增长模型，同样也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人力资本突破了工业化之前的水平，在1750年后的英国出现了突变。如此一来，主要的结论似乎只能是，尽管对于1850年之后的时期人力资本方法看起来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很少有基于人力资本方法的增长模型对逃离低增长的初始状态有足够的解释力。对从技能替代向技能利用的技术转型进行内生化处理的模型才刚刚开始出现（O’Rourke，Rahman，and Taylor，2008）。当我们拓展关注点时，我们的结论通常会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当从英国的特殊例子扩展到1500—1870年这一更长时期的整个欧洲时，人力资本的定义囊括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包括了更多因素，例如计算能力、规则和学徒制这样的非正规化教育，并且理论和历史的契合度也上升了。


  毫无疑问，某些形式的人力资本（诸如识字率和计算能力）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很长时期里上升了。这部分可归因于宗教改革运动，部分可归因于缓慢上升的收入水平，并且似乎还有一部分可归因于在一个商业和金融业迅速发展的年代里，服务部门对识字技能的需求的增加。在一个一致以及可比的框架中，对识字率的测算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1800年之前的数据的可得性问题使得这一测算变得非常困难。最近的一篇关于识字率的研究论文关注了1800年前后个人正确签署自己姓名的能力，这一比率在英国男性中是60%，英国女性的这一比率则是40%。比利时的这一比率与此基本相当，稍高于法国，但是不如荷兰和德国（Reis，2005，p.202）。Baten和van Zanden（2008）探讨了欧洲现代化早期的图书生产。他们发现了在发明活版印刷之后真正的人均产量的扩张，产量增长了10~100倍。荷兰和英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最富裕的地区的人们购买了最大数量的图书。[25]


  另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测算是算术能力。了解数字的意义并且准确记忆以及进行最简单的换算是很多商业交往中一个关键的技能。对于历史数据的测算结果可以通过一条捷径来获得。正如Mokyr（1985）所提议的，我们可以使用“年龄堆积”（age-heaping）作为算术能力的度量指标。很多历史资料显示，年龄只有在达到五的倍数时才会被记载下来，然而年龄的真实分布应该是平滑的。A'Hearn、Baten和Crayen（2009）针对过去的2000年编撰了一个覆盖面甚广的数据库。他们发现有证据表明从16世纪开始，欧洲的算术能力存在上升的趋势。尽管经济出现了彻底的变化，但是在1800年之后英国民众的读写能力却出现了停滞。我们可以从欧洲之外获取更多有关算术能力的数据。如果可以更为严谨地证明收入提高是具有更强的算术能力的结果，那么Becker和Lucas的传统预测就更有说服力。


  如果想更上一层楼，那么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就需要拓展他们关于技能的概念。一般而言，他们并不必然是从学校教育或是类似的正规教育中获得这些概念的。相反，这些概念主要是通过私有化的合约进行传播的。学徒制是技能培训的主要方式。受训人员受到导师的“合约约束”。这一合约包括学徒承诺在其受训期间参与工作、导师有进行教育的义务以及父母有时还需要支付培训费用（Humphries，2003）。一小部分高技能的熟练工人掌控着新技术的配置、运行以及维护。这些人包括时钟以及工具制造者、木材工人、玩具制造者、玻璃切割者以及类似的专业人士。他们能够正确利用尺寸规格和材料精确生产部件；他们能够看懂设计图纸以及计算周转率，也理解机械装置的使用年限、耐性、摩擦程度以及相互依赖性。这些不出名但是能干的工人是投资人和工程师的必要补充，他们的数量在劳动力中占5%~10%。他们使得模具和设计变成具有可行性的机械，他们还操作和修补这些机械，导致经济中出现了小的但是累计效应不容忽视的微观激励。如果没有这些人，英国也许不会成为“世界工厂”。


  熟练工匠中的精英们带到工厂的大多数技能源自一个世纪以来传统手艺在专门技巧上的积累。如果新技术出现了，而且熟练工匠的技能与所采用的生产率更高的新技术之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从而使这些工匠的人力资本更值钱了，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发现这一部分工人的工资的变化。兰开夏郡采用纺纱和织布机械增加了对技能熟练的手工业者的需求，这应该能够补偿手工织布工人工资的降低。虽然证据并不完整，但有迹象表明18世纪英国的雇主们曾哄抢玻璃切割机、磨坊水车轮或者细线纺织机器（Mosson and Robinson，1960）。仅从概念上来说，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模型如果要从概念上对工业革命进行比较好的检验，那就应该重点关注这一部分上层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收入比率的变化，以及由这一收入差距所引起的劳动供给的变化。


  然而，我们也许还需要对相关的人力资本的定义进行更为深入的拓展。由于工厂体系的兴起，这一体系内在地要求工人必须具有一般技能——纪律、守时、尊重别人，以及识字能力和算术能力，但这一技能并不必然通过正规教育来获取，近来劳动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也强调了非认知技能的重要性（Heckman and Rubinstein，2001）。工人使用的设备以及原材料归资本家所有并且耗资巨大。工厂主需要向工人灌输关于诚信以及节制的文化观念，以及工人之间开展互助和进行合作的意愿。尽管类似的规则同样出现在导师与学徒之间，但是由于工厂中存在昂贵的设备，因而这一规则得以强化。[26]除此之外，更为复杂的技术以及更为精细的分工使工人之间建立起互相依赖的关系，而这一相互协作在工人们不情愿以及不具有合作观念的前提下很难得到巩固和加强。工厂中有纪律性的工作相比其他工作包含更高的工资溢价，并且更多地采用自我雇佣形式，工厂的盈利能力也更依赖于劳动强度（Pollard，1965；Clark，1994）。同时，纺织业中工作经验丰富的工人的收入，高于那些习惯于从事工厂工作的工人。如果在诸如制砖工人这样一些非熟练工人都可以获得更高报酬的较早时期，熟练工人就针对他们的人力资本进行有效投资，那么到这些人35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获得相当于制砖工人2.3倍的工资，这一工资也高于煤矿开采工人的工资（Boot，1995）。[27]


  出于类似的理由，监管工作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如果“纪律资本”相比按通常方法进行测度的教育对第一次工业革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那么经济史学家们就应该编撰更为广泛的工资测度指数，使得它可以准确地捕捉到工业化时代将需求成功内在化的工人的所得。而且如果有纪律性的工人所获得的回报尤其巨大，那么我们也应该能发现那些确保19世纪的工厂平稳运行的杰出领班以及等级制度中的其他成员具有较高的并且上升的工资溢价。这一观点最明显的可以检验的含义就是早期的工厂主偏好雇用那些性格相对更为柔顺的工人，即使这些人的技能较低，也就是说，可以是女人或儿童。在棉纺织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确实是这种情形。类似地，对于人力资本方法的有效检验应该集中在Boot（1995）和Leunig（2001）已经检验过的纺织技工这样的高技能工人上，并且要问，相比传统部门中的学徒制，他们是否从他们的技能投资（通过接受经年累月的报酬微薄的在职培训）上获取了更高的回报？


  这些观测表明，相比正规的学校教育以及传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非认知技能以及非正规教育对欧洲向自身可持续增长的转型有更强的解释力。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与人力资本的区别是一方面，文化变得越来越武断则是另一方面。自Max Weber阐述资本主义精神之后，文化就成了一种“普通嫌疑犯”（usual suspects），它可以决定财富以及生产率，并且当代学者也认同这一点（比如，Jones，2006，pp.126-132；Temin，1997）。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作用可以使用当今的数据加以论证。这也意味着经济史学家们可以通过历史证据再论证这一命题。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6）证明了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外生的。文化同时具有很强的持续性（也可参见Tabellini，2006）。此处尤其重要的是文化是按照价值观和个体的信仰进行定义的。尽管想尽可能地努力控制住内生性问题，但这些研究证明，当人们可以相互信任对方，相信通过努力工作可以取得更大成就，并且相信体现国家权力的正规化制度从总体上不会构成威胁的时候，经济上的进步也将随之发生。当然，我们从历史记录中没找到这样的类似民意测验的数据，并且寻找这样的数据也将会非常困难。但是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欧洲社会中的私人秩序制度具有惊人的作用。这些制度一般包括使得人们履行诺言以及以受人尊敬的方式行事的文化观念，在这样的前提下，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在社会群体中不是占优策略，所以这就确保了社会成员间的重复交往。信誉就成为需要认真进行管理的社会资产。在这一解释中，商业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接受更具有协作精神的行为模式，从而导致了帕累托改进。针对这一均衡的论证的核心也许可以很恰当地理解为究竟什么样的中产阶级行为可以被认为符合“绅士化行为法则”。因为这些法则标志着个人对金钱不怎么感兴趣，因此他们将更多地顾及个人声誉而不是个人收益，这样一来就降低了遭受欺骗的风险（Mokyr，2008）。相比来自法律和合约的第三方的执行，也许这样的社会规范更有利于维护欧洲的市场体系，尤其是信贷与劳动力市场。


  但是，这样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源自何处呢？Doepke和Zilibotti（2008）在其原创性论文中强调了贵族与中产阶级之间在行为上存在的差别。Doepke和Zilibotti提出了一个通过内生化、遗传性偏好形成的阶级构成模型。他们认为英国工业化社会进程中出现的市民阶层精英的兴起可以被看作一个奇迹。在经济转型开始之前，贵族阶级就积累了很多有利因素——可用资金、政治关系和受教育的途径。然而，1750年后，在制造业中富裕起来的传统政治精英却并不多见。Doepke和Zilibotti认为这是因为社会中的其他集团——中产阶级——已经积累起存量更为巨大的“忍耐资本”。大多数文化实践以及行为规范使得他们具备延迟享受的能力。技工们需要获得这一技能，因为他们在成为工匠之前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接受必需的培训。老贵族们通常只教会他们的孩子如何去享受。如此一来，这些孩子接受到的是与努力工作以及进行投资正好相反的文化。通过好几个世纪的积蓄以及对孩子们的教育，中产阶级积累了金融资本，同时也形成了可贵的文化特质。当工业革命中的新技术采用使得忍耐获得了更大的回报时，更有利地利用了这一机会的人并不是政治精英，而是那些拥有较强忍耐力的人。Doepke和Zilibotti认为正是这一类型的文化在随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中起到了主要作用。按照他们的解释，有效信贷市场的缺失对于中产阶级的兴起至关重要——只有金融市场支离破碎时，忍耐的收益才会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间体现出差异。


  忍耐资本这一概念有巨大的前途。正如亚当·斯密在讨论英国时所说的，最初开始工业化的是那些“店主式国家”，这绝非偶然。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及其活动得以昌盛起来并且相对更重要。如果中产阶级价值观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就已经兴起，那么相伴而生的将是社会较低阶层劳动力的工作强度的提高和工作时间的延长，以及脱离自给自足后越来越市场化的倾向。De Vries（1994）把这一变化称为“工业革命”。在18世纪前后，为了增加经济中的劳动投入，天主教教义甚至取消了宗教节日（de Vries，2008）。Clark（1987）发现，在欧洲绝大多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人们的劳动强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Voth（1998，2001a）认为，在1750年的英国，一年中的工作时间已经足够长，由于减少了节庆、宗教节日且打破了星期一不工作（“圣礼拜一”）的惯例等，工作时间大大延长了。诸如此类的变化与Doepke和Zilibotti（2008）提出的模型具有一致性。在这一模型中，相对其他人而言，那些对“休闲技能”进行约束的人最终成了主流社会阶层。


  近来，学者们对利用达尔文自然选择模型解释文化变迁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Galor和Moav（2002）提出了一个模型：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时期，出现变化的关键状态变量并不是人口规模，而是“人口质量”（基因或是行为方面的质量）。那些具有更为合理的人口特征（教育、正确的基因以及追求经济利益的态度）的家庭生育更多的存活子女并且逐渐地但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人口组成。如此一来，在工业革命之前，人口质量出现了上升。近来，Galor-Moav理论框架得到了一些质量较好的实证研究的支持。Clark和Hamilton（2006）发现，在英国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富人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养育了更多的存活子女。Clark和Hamilton的这一更富有的人有更多存活子女的结论，而不是一些关于人口质量的不可测量以及不可定义的指标，很简单明了地表明那些已经学会如何进行储蓄（及投资）以及那些把这些价值观灌输给他们的子女的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提高了。假定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欧洲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维持生存的水平，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对生育行为的约束主要源自社会性的以及文化方面的因素（通过结婚率起作用）。人口组成的这一变化同样影响了英国自中世纪之后的利息率的下降（Clark，1988），利息率从13世纪的10%~11%下降到18世纪的4%。人口组成效应是通过那些更具耐性的人口的相对数量的增加进而导致储蓄的逐渐增加来发挥作用的，这也可以解释储蓄的上升是因为“卡尔文教义”。人口组成结构的变化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理解进化的人口统计学行为。正如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发现的，在不同的人口群体之间，生育率和初次结婚年龄通常并不一样。[28]


  在18世纪之前，就那些脱离马尔萨斯陷阱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自然选择在一些可以进行定义的维度上提高了这些国家的人口质量水平。解决由反应导致新的激励这一“内生化质量”变化问题存在艰难的挑战。假定人们只是在他们快20岁或是20岁多一点时才开始生育，那么依赖自然选择的过程都要求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或者完全不同的生育率。[29]我们对生育行为的相对差异（例如，正如针对不同的结婚年龄的研究所表明的）的了解远远不够，而且我们对欧洲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也所知不多。人口组成变化也许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一点也很难说。“欧洲普遍盛行‘富者适存’，而远东地区则没有出现这一现象”（Clark，2007a）这一自命不凡的论断建立在并不坚实的基础之上。Clark和Hamilton整理了关于长时期的生育率和存活率的差异的数据，我们需要沿着他们的方法在全球不同地区寻找更多的证据。


  诸如Boyd和Richerson（1985，2005）这样的文化演化研究领域的学者指出，事实上文化变迁仅有一小部分归因于自然选择的人口组成效应。与自然选择的论点不同，他们指出学习和模仿是文化变迁的来源。无论是通过基因还是教育，人们通常都只从他们的父母亲那里接受一部分文化。由于他们在整个一生当中都将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影响，他们也许会体现出不同于他们父母亲的特点。诸如此类的“偏差”也许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也许此处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他们所说的“模式化偏差”（个体通过观察那些具有他们认为合意的特点——诸如社会地位和财富等——的人，把这些人作为他们的行为榜样）。在诸如英国这样存在高度的社会分层但具有流动性的社会中，人们有很强的激励去模仿那些被看作上级的人物的行为。这将使得那些最有成就的工人以及工匠通过模仿中产阶级的行为来努力成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如此一来，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将远远快于生育率差异化观点所预计的。


  技术


  由于所有其他资源的生产率增长都是报酬递减的，所以技术变迁成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支柱。资本的积累、资源配置的改善、得自贸易的收益、更好的制度以及规模经济都将导致产出增加，但是它们最终将屈服于报酬递减。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工业革命期间以及其他时期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联系，那么就谈不上对现代增长的历史具有清晰的印象。史学家中存在少数派观点与多数派观点的分歧，少数派观点坚持认为科学以及科学化的文化是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Musson and Robinson，1969；Rostow，1975；Jacob，1997；Lipsey，Carlaw and Bekar，2005），而多数派观点则倾向于把科学的作用仅仅看成附加因素以及边缘化因素（Landes，1969；Mathias，1979；Hall，1974；Gillispie，1980）。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一些关于科学和数学对工业革命中的一些发明创造具有重要性的例子。然而，同样可信的是，制造业中许多最为显著的突破所依靠的科学知识同阿基米德时代并没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纺织业的机械化过程中。在诸如蒸汽发动机、制陶以及动物饲养等其他领域的进步中，技术上的进步主要源于反复试错，而不是由于对潜在的物理和生物过程有深刻的了解。


  那些认为科学在工业革命中起到中枢作用的人与其反对者之间的争论，跟关于一个杯子是半满还是半空的争论一样没有多大意义。这一杯子起初完全是空的，而在175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逐渐满起来了。科学家和科学（并不一样）在新生产技术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非凡的成就，比如氯漂白技术、苏打制作过程以及像Franklin、Priestley、Davy和Rumford这样的自然哲学家们的发明。虽然即使没有这么多科学上的进步，典型的工业革命也很有可能会发生（除了一些例外情况），但是我们很难就此断定，即使发明家和技术人员能够利用的有用知识没有持续增加，工业革命也能转变成一个跨越全欧洲的持续的增长过程。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对这一协同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给出一个确切的日期。在有些领域，可以辨别出这一协同发生在18世纪中期。但是1820年之后，在技术上较为关键的“新”领域，科学知识对新技术的发展变得越发重要。这一时代的两个最为重大的进步是电报机的发明和对脂肪酸的化学特性（可以用于制造肥皂和蜡烛）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些都发生在典型工业革命时期的最后阶段。反复试错、全凭运气以及全靠直觉从未从科学发现的场景中完全消失，但是有关技术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起作用的知识的增长，可以帮助人们更容易、更快速地对一项新技术进行改进和调试，或是把它同时用于别的方面，以及进行变化和组合上的设计。如果没有知识的增长，那么这些是很难出现的。在化工、钢铁、电力、食物处理、动力工程、农业以及造船这些行业中，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尝试去理解他们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和其包含的规律，还有些人则把这些洞见运用到了较好的用途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结在1750年之后变得更为牢固和更加紧密，并且持续了下去（Mokyr，2002）。


  基本的制度使得这一协调的不断发展成为可能，这一点也被详细地揭示了出来。尽管知识产权具有某种重要性，但是其不可能对这一过程进行充分的解释。迄今为止仅有一篇有关增长的论文（Jones，2001）建立了随时间变化的制度参数模型。在Jones的模型中，不管工业革命是否“不可避免”，这些参数都起到了关键作用。[30]Jones设定了参数πt，它是分配给观念生产部门中雇员的消费数量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这一参数的计算与数据相匹配。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模型正确地捕捉到了资源密集型研究工作的兴起和发展。这一序列频繁地展示了历史古怪的一面（Jones，2001，p.24），这一参数的数值在16—18世纪从0.44下降到0，在18世纪出现了急剧的上升，在19世纪又下降了一半，此后增长了12倍，跃升到20世纪的5%。Jones的模型没有考虑到在早期历史中推动观念部门前行的复杂动机，当时很多自然哲学家以及发明家对信号发射法和财务收益同样感兴趣，这与现代开放源代码的技术很相似（Lerner and Tirole，2004）。针对这一年代的技术增长进行解释的模型必须意识到在观念部门中存在两个相互分割的部分，而这两部分存在不同的设定产权的办法。尽管“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也就是技术本身可以被授予专利，至少可以作为某种形式的产权进行设定，但是“陈述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却不是这样，授予知识发现者的优先声望并不包含排他性的权利。如果不能明确地认识到这两种知识之间的相互反馈机制，那么我们就仍然很难理解工业革命期间及其之后的技术增长（Mokyr，2002；也可参见Dasgupta and David，1994）。19世纪50年代之前的科学家们很少会对自己的发现所带来的实际收益感兴趣，他们在意的是声望而不是利润。像“自然哲学家们”一样，他们拒绝从他们的发现当中讨生活，并且对任何这样做的人都表示无法理解（Bowler and Morus，2005）。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从近来对发明者从其发明中获得的价值进行的估计来看，当代美国的证据表明，发明者本人只获取了相当于他或她的发明价值2.2%左右的收益（Nordhaus，2004）。就工业革命时期来看，这一数字不可能比这更高。专利制度体系是核心，但是学术界对于它在工业革命期间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实际效果仍然存在很多的争论。专利制度的作用在于赋予发明者垄断势力，然而，侵权和这一制度其他方面的失效意味着先发优势、守旧政府、私有部门的奖励与发明者所获取的租金同样重要。[31]英国的专利制度体系离用户友好型还差得远：专利的提交花费昂贵，通常很难有效保护专利拥有人不被侵权（Khan and Sokoloff，1998；Dutton，1984）。由于其无法有效地保护绝大多数发明者的权利，并且维护起来具有较高的成本，所以专利法饱受诟病（Macleod and Nuvolari，2007）。即使那些最成功的发明者，也大多没有被授予专利（Moser，2005）。与美国不同，英国的专利制度体系很难在提高潜在的发明者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作用，似乎并没有对1850年之前英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产生影响。Charles Babbage直言不讳地谴责专利法是“欺诈性彩票”，“天才一无所得，而无赖则赢得盆满钵满”（1830，pp.333，321）。诸如议会授予发明者的激励性奖励等，也许至少在激发新思想和保护专利方面达到了和专利制度体系类似的效果（Brunt，Lerner，and Nicholas，2008）。专利制度最好的一面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事前的信念，也就是说，成功的发明可以使一些幸运的人得到较好的回报，并由此提供一种积极的激励。


  相反，一个更为深刻以及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现象此时也在上演，即那些制造东西的人（企业家和工程师）与了解事物本质的人（自然哲学家）之间加强了信息沟通与合作。这一相互作用不仅意味着什么样的有用知识应该被提供给那些一旦得到这些知识就知道如何应用的人，而且意味着科学的进程日益偏向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连接专家与制造者之间的桥梁包含多种形式（从书面的技术手册到提交给学术团体及科学界的论文），这使他们能够相遇并且交流思想。在18世纪行将结束的年代里，当企业主和农民寻求更好的漂白方法、更具效率的动力引擎以及更好的培育技术时，科学家们扮演顾问这一角色的现象就变得很常见了。


  到了1815年，对这种协同的需求变成了一种共识，欧洲经济相互竞争，进一步鼓励了这种行为。英国1754年成立的艺术学会、1799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以及力学研究所（最初是由George Birkbeck在1804年建立的）都是很好的例子，展现了当一国的人民信赖自身的首创精神时，个人也可以自发地完成这一任务。还有大量的非正式机构［现存的最为著名的是伯明翰月球协会（Birmingham Lunar Society）］把一流的科学家和一些著名的企业家及工程师聚集在一起。稍微不那么有名但是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成立于1717年的斯皮塔菲尔德数学学会（Spitalfields Mathematical Society）以及伦敦章咖啡馆（London Chapter Coffee House），在18世纪80年代，这是皇家学会成员最喜爱的地方，在那里，学识渊博的人们详尽地讨论蒸汽和化学方面的世俗化的论题（Levere and Turner，2002）。在法国、德国以及低地国家，政府在这方面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可以参见Lenoir，1998）。并不是所有诸如此类的努力都导致了不证自明的成功：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工程师的研究太抽象、太形式主义，无法产生直接的结果。而在德国，从整体上而言，其大学体系比政府期待的相对要保守和缺乏实践一些。然而，人们不断创立起新颖的以及更为有效的制度，旧式的体系最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32]此后，在1815年之后的时代里，作为1660年皇家学会成立的理念基石的培根式观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为了赢得这一胜利，欧洲在设立促进有用知识的积累和传播的制度化机制方面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然而这些制度却是建立在文艺复兴观念的脚手架（North如此称呼）之上的。在文艺复兴的年代里，人们确信通过实质性的进步以及具体的程序可以实现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这一目标。


  对“新观点”的产生进行模型化处理是增长模型的一个关键挑战，而且内生增长模型不得不对历史所包含的丰富性进行简单的处理。结果是这方面的文献对发明过程包含的高风险不能进行有效的处理，在进行发明的过程中，对“生产点子”的部门的投资更像是购买彩票，而不是职业选择。[33]当一些模型明确地提及“生产的点子的数量”时，这一概念当然很成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这些点子违背了明显的算术规则，而且还因为很多被提出来的新点子有的无疾而终，有的本身就是错误的或纯粹是出于幻想。此外，很多新技术与其说是源自某种类型的认知上的灵感，不如说是熟练工人的经验以及“干中学”过程中的较小但不断累积的改良的结果。虽然在工业革命期间，诸如此类的手工艺上的进步并不全部都属于技术上的变革，但是历史学家们恰当地强调了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Berg，2007）。


  结论：从误解走向进步


  对经济向自我持续增长的转型感兴趣的理论家们和经济史学家们分属不同流派，他们在一些有共同主题的研究中表现出了较大的分歧。而这实际上已经阻碍了对“从马尔萨斯到索洛”的转换是如何出现的这一问题的理解，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地协调不同派别的分歧，在交流与互动中增加我们的智力财富。


  理论家们通常利用长期增长模型探讨经典的、最早出现的英国工业革命。这就迫使他们无视或贬低经济史中通过“已经很不容易”（原文为德文）的努力才获取的事实。例如，根据Jones（2001）的模型，在转型过程中工作时间必须缩短，尽管事实上它也有可能延长。Lucas和Becker的传统模型强调了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和回报的增加，然而我们却很少发现这一方面的证据。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强调了在欧洲现代化早期阶段对执政者进行约束的重要性，可是一旦考虑施加约束的主体对增长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个结论就不够清晰了。尽管我们可以列出足够长的文献，但是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略举一二。


  经济史学家们可以迅速地指出上述研究中包含的最为明显的矛盾，他们指出：“绝大多数增长模型中的工业革命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这一经济事件很少存在相似之处”（Voth，2003）。当然，讨论也不可就此止步。多数一致化增长模型的逻辑使得它们自身很难充当典型英国工业革命的解释工具，但是增长理论的研究者们还是越来越倾向于据此进行解释（Galor，2005；Hansen and Prescott，2002；Lucas，2002）。如果将工业化革命的早期阶段作为整体进行研究，那么一致性增长模型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换一个角度看，批评者认为，经济史学家们的论题过于狭窄。如果我们把研究期延长到人口统计发生变化的时期，考察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人力资本的积累，拓宽技能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读写能力），那么很多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处将会消失。在1500—1800年，马尔萨斯机制缓慢地解体了，而且许多人力资本方面的变化可能出现在宗教改革之后。同样，如果经济史学家们与理论家们更为关注诸如忍耐性、谨慎以及纪律性这样的非认知技能和文化特征，那么他们可能更容易建立起与经济史实存在广泛一致性的模型。就这一点来说，一致性增长模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特别是那些强调向经济转型存在两个阶段的理论（诸如Galor and Moav，2002）：第一阶段是马尔萨斯约束逐渐减弱，第二阶段则是人力资本变得越发重要。


  时期问题并不是导致出现误解的唯一重要的方面。正如德国哲学家Rickert和Windelband所着重指出的，历史学是“表意性的”——致力于对独特性进行解释，而理论家们则必然属于“定律性的”——探求统一的规则性。例如，Hansen和Prescott（2002）在对英国工业革命展开讨论时，他们的模型实际上意指可以对整个欧洲（或者说，事实上是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革命进行说明的统一的方法，而经济史学家们则通常关注每一个体所具有的实证上的准确性。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那些从横截面的角度检验历史逻辑的倾向的模型，经济史学家们一般也不会反对用模型的解释力对我们时代的经济发展进行预测，这个模型解释了“为什么是英国首先开始工业革命”而不是法国或中国这一关键问题（Crafts，1995；Broadberry，2007）。Kremer（1993）以及Galor和Weil（2002）的模型就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不过，经济史学家们还是对内生增长模型提出了批评，因为这一模型对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这明显是用尖的猕猴桃去捕猎犀牛。


  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理论家们也没怎么关注增长的时间点上横截面数据的差异。[34]例如，Hall和Jones（1999）利用数据证明了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在人均产出上表现出的巨大差异。他们认为，不管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很难解释这些差异，全要素生产率或“社会化资本”却具有可靠的解释力。只有假设经济已经达到了稳态，或是经济将以较快的速度收敛，相关增长模型才有意义。大多数利用Summers-Heston数据集的有关增长的研究文献都包含了上述假设。然而，当我们对更为宽泛的经济史实进行探讨的时候，一个尤其突出的发现就是，对脱离马尔萨斯陷阱来说，纯粹的时间尺度很重要。甚至就过去200年里经济从“起飞”阶段向自我持续增长阶段的转变（包括一些令人感到难过的逆转，比如阿根廷发生的情况）来说，不同国家发生的时间也并不相同。这些时间上的差异被证明是较难解释的。经济增长启动上的延迟会导致随时间变化的生产率差异呈现出倒U形。放松经济处于稳态的假设，并且着重考虑是什么因素引起经济转入快速的、可持续的增长阶段，有助于解决现在有关增长的文献中的一些关键难题（Ngai，2004）。如果在增长初期出现延迟，那么效率损失上相对较小的差异将导致人均产出上的巨大差异。如此一来，我们实际上需要动态化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诸如时间、滞后以及初始的历史变化与增长启动之间长期的历史性延迟这些现象背后是什么。这也就意味着，尽管理论家们可以继续从发散增长路径上的横截面证据中获取灵感，但是经济史却可以提供更为宽广的视角。希望认识一般规则的学者和希望对历史证据和数据进行严谨的研究的学者之间的更为紧密的协作将会产生很高的回报。只有了解了究竟是什么样的效率损失以及滞后影响导致了在过去两个世纪所观察到的“起飞的”时间模式，我们才可以宣称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是完整的，正如一致性增长模型所认为的那样。


  注释：


  [1]刘兴坤校译了部分章节。


  [2]源自Crafts（1977）的独创性贡献，这一直都是经济史学家们争论较多的主题。


  [3]实际上，在英国经济脱颖而出之前这是引人注目的观点，欧洲最成功的经济一般都属于城市国家（Hicks，1969，p.42）。这些城市国家具有较大的人口密度，但是人口相对少，因而在确立其商业和金融的有效制度方面存在优势。但是市场规模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这部分是由于确立起这些制度的固定成本并不那么高，同时也因为它们一般是倾向于开放的经济体。规模经济的主要渠道并不是来自经济方面，而是来自军事方面，而军事力量依赖于总体收入和人口数量。


  [4]源自Kremer模型的精神实质的一些模型，比如Jones（2001）的模型，尝试通过假设商品生产的回报提高来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允许将新观念的数量作为现有观念存量的一个函数。


  [5]Pearson和Richardson（2001）证明了在工业革命时期典型的企业家都是分工程度很高的。与把企业家描绘成全部身心扑在商业上的单一的性格严肃的所有人-经理人角色不一样，他们证明了早期企业家参与较为分散的冒险事业的程度很高。例如，在曼彻斯特、利兹及利物浦的棉坊主和其他纺织业企业家同样可以是保险公司、运河与公路公司、煤气公司及其他行业的公司的老板。


  [6]Galor和Weil（2005）假设生育率对收入的反应存在滞后。结果是，某一阶段的技术革新的加速可以提高下一阶段的收入水平，并且一系列的正向冲击能够导致收入的可持续上升（可持续增长的出现）。然而，尽管它从技术上解决了可持续增长是如何出现的这一问题，但它却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过去数百年中生育率的表现实际上却在不断侵蚀实际工资的增加［原文为“没有削弱实际工资的增加”，疑有误。实际上，Galor和Weil（2005）通过一个两阶段的动态模型从技术上阐述了可持续增长是如何出现的，但是这一模型却并没能解释为什么在此之前，实际工资的增加并未导致实际收入的可持续上升。——译者注］。


  [7]实际工资也许并不能反映福利上的变化，因为在某些城镇出现的工资上升是由更高的死亡率导致的。我们也同样不能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类型的工作将获得多少报酬，也许之所以出现更高的现金收入，是因为它是作为对小麦收入的下降的补偿而出现的。


  [8]比如，参见Galor（2005，pp.183-184），一些图表说明了在工业化之前，英国人口与实际工资向相反方向移动，原始出生率与原始死亡率负相关。


  [9]正如Voigtländer和Voth（2008）所创立的模型所表明的。


  [10]Chesnais（1992）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这一概念可以回溯到Warren Thompson在20世纪20年代所做的工作。


  [11]Wrigley（1983）证明，如果死亡率不下降，18世纪的人口将以1.25%的速率加速增长；如果没有出现生育率的变化，那么人口增长将提高0.5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70%的人口加速是由生育率的变化推动的。Wrigley等（1997）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些结论，他们发现生育率的变化将导致死亡率更为迅速地下降，但是相对的排序似乎并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12]正如Cleland和Wilson（1987）所认为的，“由于欧洲人口转型的同时性和速度，我们很难找到可以对这一现象提供合理解释的任何一方面的经济因素”。


  [13]现在正在开展更多的关于德国生育率的研究计划（如Sheilagh Ogilvie、Timothy Guinnane和Richard Smith，以及Markus Küpker和Janine Maegraith关于经济、性别以及社会资本在人口转型中的作用的研究，可以参见www.hpss.geog.cam.ac.uk/research/projects/germandemography/2005），这些研究利用了这个国家所提供的特别丰富的数据。


  [14]可以通过供给冲击来解释为什么技能工资并没有出现上升（我们在下文对其进行更为详细的描述）。


  [15]以前是通过法律体系（也就是法庭）以及残忍的暴力来实现这一点的（比如对伦敦塔的袭击，此时被铁匠们视为珍宝的铁器已经被没收了）。


  [16]North和Weingast十分谨慎，他们并没有直接将1688年所发生的事件与七年之后出现的工业革命联系起来，而其他人则没有这么谨慎（例如Dam，2005，p.84）。


  [17]“在这些（共和）国家，由于财产上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商人们可以从事任何商业活动……因为商人们确信他们将拥有自身获取的经济收益（不会被强夺），他们为了挣得更多，将大胆地展示自己的财富。”


  [18]试比较Beik（2005）针对这一折中主义观点所做的批评。


  [19]威尼斯的例子是富有启发性的。就它的制度设置而言，很难想象这一政治实体与现代观念具有十分相近的架构。财产权利获得了很好的保护。社会的中上阶层控制了政治以及法庭。总督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尽管这一职位在理论上属于终身制，但是事实上还是取决于其在任时期的表现。并且早在15世纪，专利体系就已经在良好地运行了。然而，除了其早期阶段的富裕以及雄厚的海上实力之外，威尼斯最后还是因为军事以及经济上的原因而衰落了。


  [20]从现代时期的数据来看，一方面，在军事冲突与政治不稳定之间存在稳健的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军事冲突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稳健的负相关关系（Alesina et al.，1996）。


  [21]Acemoglu和Johnson（2005）认为对财产权施加保护的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而“通过契约进行约束的制度”仅仅会对最终出现的金融中介的类型产生影响。


  [22]也可以参见van Zanden（2009）。


  [23]作为亚当·斯密的同代人，Adam Ferguson在1767年着重指出：“很多机械手艺并不需要什么突出的能力……无知是工业以及迷信之母……相应地，制造业在那些最缺乏深思熟虑的地方出现了最繁荣的景象。”如想了解最近的强调去技能化的作用的模型，请参见O'Rourke、Rahman和Taylor（2008）。


  [24]后一个效应可被看成Acemoglu和Robinson（2000）论文的核心所在，他们认为公民权的扩张实际上是人们对潜在的革命威胁做出的反应。类似的观点也可用于分析义务教育的引入。


  [25]作者们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指数是预测随后出现的经济增长的一个较好的指标（Baten and van Zanden，2008）。


  [26]这一洞见很难算得上是具有新意的。马克思在他的名作中以实业家的口吻告诉经济学家西尼尔：“如果劳动者放下他的铁铲，他将会使得在当时价值18便士的这一资产变得毫无用处。一旦我们劳动人民中的一员离开工厂，他又将会使得耗资10万英镑的资本变得毫无用处”（Marx，1967，I，pp.405-406）。


  [27]煤矿工人可以算作一个较好的比较标准，因为纺织业中技工的工资同样也会反映出工作条件艰苦性上存在的差别——煤矿开采中的工作条件比这更为恶劣，如此一来，纺织业中的工资差别可以解释技能积累上的差别。


  [28]除了Clark和Hamilton（2006）的研究之外，人们也需要关注Herlihy（1997，pp.56-57）的研究以及Galor和Moav（2002）的工作。


  [29]如果我们可以获得自16世纪开始的最早期的数据，那么就这一时期而言，生育率上的选择效应仅仅在5~6代人之间发挥了作用——在最为适中的生育率优势假设条件下，选择效应起作用的时间并不算长。近来有关基因的研究结果仍然认为“人口基因演变上的不同可以解释文化特征上的不同，这一文化特征持续了很长时间，并且是为了适应不同压力而由社会做出的选择的结果”（New York Times，March 7 and 12，2006）。


  [30]Jones模型中的参数π被定义为那些归属于“观念部门”中的人们的收入在总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模型的均衡结果等同于受雇于经济中的观念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在总体劳动力数量中所占的比例。


  [31]关于英国专利体系运行的文献汗牛充栋，可参见Dutton（1984）、MacLeod（1988）以及MacLeod和Nuvolari（2007）关于这些研究的导论。


  [32]在德国，大学与技术学院或工学院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第一所技术学院或工学院于1825年设立在卡尔斯鲁厄。而在法国，建立了许多全新的高等专业学校来提供更具应用性的教育，比如工艺学院。


  [33]实际上，这一方面的技术进步可以通过行为经济学以及决策理论来获得更好的解释，因为对观念的生产所进行的模型化处理通常会系统地高估观念生产部门中的人们随后所获得的机遇。亚当·斯密很早就理解了这一点：“他们对于自身美好前景的不合理的设想……仍然是更为常见的（相比人们高估其自身的能力这一点）……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高估了获取更多收入的机遇，而其对损失的预期则被低估了”（Smith，1976［1776］，p.120）。


  [34]近来Voigtländer和Voth（2006，2008）的工作则指出了例外的情形，他们的模型部分地解释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第一次大分流”。


  第2章

  人口转型与人力资本


  乔治·奥特尔（George Alter）


  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


  1700年的欧洲具有四个典型特征：高生育率、适度的入学率、人力资本表现为体力、低水平的经济增长。1870年，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开始步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生育率降低到现代水平，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上升，而且人力资本变成一个十分重要的收入来源。这表明在现代经济增长、生育率下降以及人力资本上升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然而，对这一联系的本质存在诸多争论。究竟是什么因素触发了向收入高、子女少这一现代人口机制的转变？这是否为与工业革命具有同样重大意义的独立的革新？又或者它只不过是对工业革命的滞后的回应？


  在现代收入出现上涨这一过程中，工业革命与人口转型是两股巨大的推动力量。迄今为止，它们一直相互独立，在欧洲，工业革命领先人口转型一百多年。直觉告诉我们这两者之间具有潜在的联系。让人感到棘手的是这一联系必须能同时解释工业革命之前、转型阶段以及现代化时期各国间的生育率差异。


  工业革命前的人口机制


  在1700年，所有欧洲国家都具有高生育率，但是由于死亡率也较高，所以人口增长速度较为适中。在1700—1750年，欧洲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是3.1%，增速在荷兰的0.3%与俄罗斯的8.9%之间（Livi Bacci，2000）。图2.1给出了通过两种测算方法得出的1540—2000年英国的生育率。第一个是粗繁殖率（gross reproduction rate，GRR），按照每一个年代对处在整个生育期的每一个妇女生育儿女的平均数量进行计算。这样一来，在其整个生育周期，一个妇女差不多可以生育5个子女，从16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都是按照这一方法进行测算的。由于在英国女性独身者的比例大概是10%~15%，所以已婚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接近于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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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　1540—2000年英国的生育情况

  


  19世纪70年代英国人口才开始出现向现代生育率水平的转型，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情况与此类似，不过此后的时期生育率水平的下降更为迅速。到了2000年，英国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少于两个。从时间上来看，英国的经历与整个西欧国家的情形较为相似。


  第二种测算方法是净繁殖率（net reproduction rate，NRR），即在每一年代能够活到生育年龄的女婴的数量。如果NRR等于1，那么这表明每一个妇女都在其生命周期中“复制”出了一个自己。在工业革命前与现代化时期之间，NRR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


  我们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使得人口增长速度与资源保持一致的机制其实就是马尔萨斯陷阱。当然，这依赖于三个方面的假设：


  （1）出生率假设。出生率是按照每年平均每千人中新生儿的数量进行计算的，我们假设出生率保持固定或者随着实际收入的上升而上升。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上，生育方面社会传统的不同会导致出生率水平的差异。


  （2）死亡率假设。死亡率是按照每年平均每千人中死亡人口的数量计算的，它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上升而下降。气候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社会的死亡率存在差别。


  （3）人口增加导致物质生活水平下降。


  图2.2显示了这些假设。在图形的上半部分，纵轴代表出生率和死亡率，横轴代表人均收入。前两个马尔萨斯假设意味着在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时，只存在唯一的实际收入水平，记作y*。这就构成了一个稳定的均衡。如此一来，y*可以被看作这一社会的“生存收入”：在这一收入水平上，人们刚好勉强维持生计，这也就意味着仅仅能进行自我繁衍。生存收入的决定独立于生产技术。它仅仅取决于那些能决定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因素。这些因素单独决定生存收入水平。


  
    [image: ]

    图2.2　马尔萨斯机制

  


  马尔萨斯机制的第一个潜在的含义是：在前工业革命时期，高生育率导致了高死亡率、短的预期寿命以及低收入。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上，只有降低出生率，社会才能够提高收入水平以及延长预期寿命。第二个含义是：社会中的高收入集团具有更高的净生育率，这与现代社会不同。因此在人口转型的过程中，富人的生育行为的改变大于穷人的生育行为的改变。


  图2.2中下半部分阐明了第三个假设。图形的纵轴表示人口的数量，即N，横轴表示人均收入。根据假设，当人口增加时，用消费衡量的人均收入将下降。图2.2同样表明了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中，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规模以及实际收入在长期内如何达到均衡状态。假设我们从任意一个初始化人口规模（在图中表示为N0，低于均衡时的N*）开始。在初始状态，收入水平为y0，高于生存收入。在这一收入水平上，出生率超过了死亡率，所以在收入下降到y*和人口等于N*之前，人口数量一直在增长。


  自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第二版发行之后，人们认为18世纪的西北欧相对较为富裕。它具有独特的前工业革命时期生育率上的约束体系，而且其经济增长消除了一些马尔萨斯约束的影响。从历史记录来看，西北欧最早的生育率显著低于生理可能性。例如，在17世纪50年代的英国，生育率处在工业革命前的最低水平，出生率则是每千人中新生儿的数量为27个，比生理上的最高水平的一半还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的数量是3.6个（Wrigley et al.，1997）。


  西北欧的生育率约束源自女性的晚婚，以及独身女性占据较大比例这一前工业革命时期独特的社会模式，这也被称作欧洲婚姻模式（Hajnal，1965）。马尔萨斯本人认为西北欧的社会繁荣是建立在通过婚姻选择对人口增长进行预防性抑制的基础之上的。也可以认为西北欧的生育率约束反映了更具利己主义的理性化社会倾向，人们意识到了生育的成本，从而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限制。因此，欧洲对现代婚姻模式和家庭结构的采用早在数百年前就预示了工业革命的到来。


  然而，新近的研究认为，在1800年之前，也许绝大多数社会都与西北欧一样对生育率进行了抑制，尽管借助的机制存在差异。具有高生育率的东欧，而不是西北欧，更应该被看作工业革命前社会范式上的例外。这一研究同时也认为西北欧的生育率抑制与理性的个人计算之间的联系并不大，而与社会习俗的联系更大。


  欧洲的生育抑制


  欧洲的婚姻模式使得西北欧的生育率远低于生理上的可能性，这是令人感到古怪的机制，因为没有迹象表明在1800年之前，其中的大多数国家有意识地采取了避孕措施。[1]已婚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一直较高。例如，表2.1比较了1790年之前西北欧的许多国家与哈特教派的已婚妇女的生育率水平。哈特教派是源自德国的公共再洗礼教派，现在的教徒主要居住在加拿大，这一教派的信徒通常身体健康，但是他们通常较早结婚而且在已婚期间并不抑制生育。因此他们可以作为无节制的生育率的可能水平的参照。


  哈特教徒的婚内生育率比较高[2]，但是各国的哈特教徒的婚内生育率也并不相同。各国的哈特教徒的婚内生育率差别绝大多数源自健康水平和营养状况的差别，以及所遵守的社会惯例的不同，例如断奶期，并没有迹象显示个人制定了生育率目标。


  
  表2.1　西欧1790年之前已婚妇女人均每年的生育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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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Clark（2007a，p.73，table 4.1）；Livi Bacci（2000，p.110，table 5.3）.


  有一部分证据表明，人们并未采取有意识的避孕措施，这些证据是，在那些有意识地对生育进行控制的地方，生育率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模式或规律。如果对生育进行了这样的控制，那么年龄更大的已婚妇女会更有可能达到她们的生育目标，避免继续生育。假设如此的话，那么剔除含混不清的因素后，欧洲年龄更大的妇女的婚内生育率应该比哈特教徒下降得更快。但表2.1表明，与哈特教徒相比，欧洲早期的相对生育率实际上与年龄无关。


  类似地，如果制定了生育孩子的数量目标，那么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在一个给定的年龄，那些有较多孩子的妇女在那一年龄上将会具有更低的生育率水平。[3]或者说，在这一目标下，儿童夭折的数量的上升将使以后年份中孩子出生的机会增加，因为现在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已经低于预期目标了。在1800年之前，除了法国以外，这一目标模式并没有出现在欧洲其他国家的已婚夫妇中。


  然而，虽然明显缺乏避孕措施，但是欧洲的婚姻模式使得欧洲人口中新生儿的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每千人仅有30~40个。这一婚姻模式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1）女性初次结婚的年龄较晚，通常介于24岁和26岁之间。


  （2）婚内生育率较高。


  （3）许多女性从未结婚，这一比例为10%~25%。


  （4）私生儿占比较低，通常占全部新生儿数量的3%~4%。


  这一婚姻模式使可能出生的孩子的数量减少了一半多。在女性结婚之前，其生育期平均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那些从未结婚的女性又使得可能出生的新生儿数量减少了10%~25%。通过这一婚姻模式，生育率减少了1/3~1/2。


  表2.2显示出西北欧的婚姻模式使得其总生育率远低于生理可能性。非常有趣的是，正如表2.2最后一列所呈现出的，除了法国之外，在1870年，总生育率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化，而此时离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


  
  表2.2　1790年之前以及1870年的总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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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Clark（2007a，p.76，table 4.2）；Livi Bacci（2000，p.136）.


  但是，生育抑制并不是像曾经所认为的那样只存在于西北欧。采集社会（forager society）具有同样强有力的生育抑制，但是其机制在于较长的生育间隔。近来也有研究指出，18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对生育率具有同样强有力的抑制，尽管其早婚状况更普遍且基本上女性都会结婚。更长的生育间隔等降低了东亚的生育率水平（Lee and Campell，1997；Skinner，1997；Smith et al.，1977）。


  正如Hajnal的著名观察结果所示，欧洲婚姻模式仅出现在从圣彼得堡到的里雅斯特以西的部分欧洲地区。在其以东的部分，在1800年之前，早婚并且结婚比较普遍，在已婚夫妇中也不存在生育抑制行为，所以生育率较高——接近生理上的最大可能值。表2.3显示在工业革命之前，是东欧而不是西欧具有不同寻常高的生育率。


  
  表2.3　工业化前各个社会的总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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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Clark（2007a，pp.71-90）；Mironov and Eklof（2000，pp.57，67，73）.


  1870年后生育率的下降存在两种可能的推动力：第一种是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收入增加；第二种则是由于父母亲更注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因而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出现了普遍上升。但是，1800年之前的证据表明，那些收入最高并且在孩子的人力资本方面投资最多的家庭同时也拥有最多的存活子女。


  在这方面我们获得的最为明确的证据来自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男性的遗嘱揭示出在他们行将去世的时候他们的存活子女数量以及他们的财产状况。


  图2.3说明了1585—1670年八个层次的遗嘱中，每个男性平均拥有的存活子女数量。在财产数量与存活子女数量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性。其遗嘱中财产不到25英镑的男性的平均存活子女数量少于两个。一些其遗嘱中有1000英镑或是更多财产的男性其平均存活子女数量则超过了4个。由于有钱人同时也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所以净生育率同样与识字率正相关。那些希望对子女进行更多人力资本投资的家长同时也拥有更多的子女。有趣的是，证据表明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富人更高的已婚生育率来实现的（Clark and Hamilton，2006，p.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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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3　英格兰家庭财富与存活子女数量之间的关系：1585—1670年

  


  资料来源：Clark（2007a，p.116，fig.6.2）.


  来自19世纪中期的瑞典农村以及18世纪的法国的证据展现出一个类似的模式，即更富裕的人的更替生育率（replacement fertility）更高。Dérouet（1980）的研究表明，在法国，危机对穷人的人口变化造成的影响大于其对富人造成的影响。穷人的死亡率的上升以及生育率的下降，扩大了穷人与富人之间在更替生育率方面的差距。然而，Mironov给出的俄国19世纪40年代以及50年代的数据却指出，不同的社会阶层——从地主到农民——在净生育率方面的差距较小，死亡率也类似（Mironov and Eklof，2000）。


  这意味着，至少就那些由欧洲婚姻模式主导的地区而言，净生育率、收入以及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870年之后才在一定程度上变为负相关关系。


  东欧和地中海欧洲地区的马尔萨斯平衡


  东欧和南欧的人口变化机制显著不同于西北欧。在西北欧，人们都希望婚后组成经济独立的家庭（Laslett，1977）。与此相反，东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家庭通常人口众多并且更为复杂（Laslett and Wall，1974；Wall et al.，1982）。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这些地区之所以具有更高的生育率是源于家庭结构方面存在的上述差异。复杂的家庭结构通常与偏好大型家庭的土地占有制度联系在一起。俄国的贵族们为了在他们的土地上获取更多的劳动力，鼓励他们的农奴早婚（Hoch，1982；Czap，1978），并因此而备受谴责。即使在农奴获得解放之后，土地分配也通常有利于人口众多的大家庭（Mironov and Eklof，2000）。类似地，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佃农制度也对大家庭较为有利，因为土地所有者更喜欢家中有更多成年劳动力的佃农（Doveri，2000）。


  早婚提高了东欧和地中海地区的生育率。但是因为死亡率也更高，所以预期寿命缩短了（Berelowitch et al.，1997）。相比邻近的犹太人和哈萨克族家庭，俄罗斯种族群体的婴儿死亡率更高（Ransel，2000）。研究者们把这一现象归因于更早的断奶期、糟糕的卫生条件以及婴儿要多经历磨难成年后才会更强壮这一观念（Ransel，2000；Mironov and Eklof，2000）。


  马尔萨斯调整机制的效率


  马尔萨斯描述了一个人口规模按照资源进行调整的世界，这种调整是通过限制人口增长以及使实际工资恢复到生存收入的标准来实现的。这些调整机制究竟存在什么强有力的影响？工业革命前的欧洲是不是一个可以实现自我均衡（稳态）的体系？


  Ronald Lee把欧洲的人口机制归纳为“内在弱稳态”。不过，他也恰当地指出：“然而，必须认识到，只要密度制约还有迹可寻（不管这一痕迹是多么不明显），它就可以通过自身具有的系统持久性主导人口的动态发展，即使不能在短期内，它也将在长期内主导人口的动态发展（Lee，1987，p.452）。


  更强有力的稳态机制是人口增加时实际工资的下降。如果把欧洲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实际工资相对于人口规模的弹性大约为1.6。这意味着如果人口数量增加10%，那么实际工资将下降16%。因此，这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人口规模会对实际工资的变化做出响应，但不管是积极性抑制还是预防性抑制实际上都相当微弱。Lee与其他人（Bengtsson and Reher，1998；Galloway，1988；Lee，1981）发现，对于来自实际收入方面的冲击，短期死亡率以及生育率会做出强烈的响应。由歉收所导致的食物价格的上涨提高了死亡率并且降低了出生率。然而，在五年之后，这些变化的净效应却较为适中。Lee和Anderson（2002）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诸如大规模的传染病等因素对人口规模造成的冲击，英国直到将近107年之后，才仅仅能抵消这些冲击造成的一半影响。这些缓慢调整需要一个多世纪才会使得工资接近生存所必需的收入水平，但是它并不足以防止在这期间工资出现显著的变化。12—19世纪欧洲人口规模以及实际工资出现的大幅升降主要是由外部冲击导致的，比如1240—1720年起源于亚洲的瘟疫也传到了欧洲。


  如同欧洲在1800年之前所经历的，假如平均死亡率水平出现了持续下降，那么这也将同样表明马尔萨斯式的对生育率的积极性抑制并不能控制住人口增长。最终的结果是欧洲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空前迅速的时期。


  马尔萨斯机制的失衡：1750—1870年


  正如有人注意到的，马尔萨斯出版他那本关于工业革命前的人口机制的著作的时候，这一机制已经结束了。1720年以后，人们先是打败了鼠疫，其后则是通过接种疫苗打败了天花，这二者都导致了死亡率的下降。1800年以后，仍然存在诸如霍乱这样的流行疾病，甚至在1871年欧洲还再一次暴发了天花，但是此时没有任何一种流行病能强大到把死亡率提升到早期的水平。结果是整个欧洲范围内人口数量迅速增加。


  如表2.4所示，欧洲的任何一个地区都出现了人口增长。除了法国和爱尔兰之外，年均增长率均为0.4%~1.3%。1800—1900年间，欧洲人口增加了一倍。相比之下，1500—160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32%，1600—170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13%，1700—180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56%（Livi Bacci，2000）。


  但是人口增长并没有像在1200—1315年、1500—1650年以及1700—1800年一样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1800年后，食物供给增加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甚至在19世纪晚期廉价谷物从北美大量涌入之前，农业革命已经与人口增长并驾齐驱了。


  
  表2.4　样本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1750—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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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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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Livi Bacci（2000，table 1.1）；Sundbärg（1968，table 11）；Rothenbacher（2002，CD-ROM table 8）.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导致人口灾难的危机消失了，例如1846年就出现了“土豆饥荒”，但是当收入上升时，农业收成与死亡率之间曾经存在的相关性消失了。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人口增长普遍出现在西北欧、东欧以及地中海地区具有各种各样的人口结构以及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如图2.4所呈现出的，人口增长最多也只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较弱的相关关系。1850年的人均GDP与1850—1900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之间存在最为微弱的相关关系。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领头羊，其增长最快。但是，另一个较早实行工业化的国家比利时，其人口增长却比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村以及东欧都慢。而具有中等人均GDP水平的法国，其人口增长则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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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4　人口自然增长率（1850—1900年）与1850年人均GDP的关系图

  


  资料来源：GDP数据来自Maddison（2003a）；RNI数据来自Rothenbacher（2002）。


  在西北欧，19世纪的人口增长遵循一条被称为“人口转型”的典型轨迹，在图2.5中，本研究以瑞典为例对这一点进行了说明。


  18世纪中叶粗死亡率（每千人中的死亡人数）开始下降。然而，粗出生率（每千人中的新生儿人数）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出现什么变化。当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差距扩大时，瑞典的人口增长加速了。到了20世纪末期，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使得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因此其人口增长也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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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5　瑞典的死亡率与人口情况图

  


  资料来源：瑞典统计局。


  19世纪瑞典以及西北欧的大多数地区人口出现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


  在俄国以及大多数东欧地区，人口增长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解释。在东欧，死亡率尤其是婴儿的死亡率特别高。据Blum和Troitskaja（1996）估计，中世纪莫斯科地区出生的人口的预期寿命大约为24岁，而西欧则是40岁上下。东欧的出生率同样远高于西欧。在俄国，早婚导致了较高的粗出生率，平均每千人中大约有50个新生儿（Mironov and Eklof，2000）。


  法国的例子则尤为特殊。在18世纪晚期，法国盛行对生育进行控制，导致了其早期出生率的下降。由于生育率的下降与死亡率的下降相伴随，法国的人口增长很慢。尽管在1800—1900年，欧洲人口增长了一倍多，但法国人口只增加了41%，从2900万人增加到4100万人。而在同一时期，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从少于900万人增加到3000多万人，德国则从2500万人增加到5600万人。


  图2.6对这三种不同的人口模式进行了说明，我们估计了瑞典、俄国以及法国在1800年、1850年以及1900年前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我们可以发现，到了1800年，瑞典的死亡率已经出现了下降，但是其出生率到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下降。我们对俄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估计都远高于对瑞典或法国的估计，但是到了1900年，有迹象表明，俄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出现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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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6　在选定年份法国、俄国与瑞典的出生率与死亡率

  


  资料来源：Livi Bacci（2000，table 6.3）；Statstics Sweden；Mironov and Eklof（2000，pp.80-94）.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死亡率的下降


  在其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以及随后的著作中，Thomas McKeown指出了收入上升导致营养条件改善是1800—1870年死亡率出现下降的关键原因（McKeown，1976；McKeown and Record，1962）。随后的研究不断对这一结论提出了挑战。与他强调的营养条件的改善（收入上升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不同，当前的至理名言认为经济发展与死亡率之间的非直接关系是最重要的：知识上的进步、更有效的政府以及商品和信息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Thomas McKeown的营养论主要是基于他不信任其他有关死亡率下降的解释，而且他没怎么提出过营养或是生活水平与更低的死亡率之间存在联系这一方面的直接证据。尤其应该指出的一点是，他认为那些通过空气进行传播的疾病特别是肺结核病减少了，除了通过摄取更好的营养提高身体抵抗力之外，这不能归结为其他的原因。Livi Bacci不赞同只有严重营养不良才导致死亡率上升的观点（Livi Bacci，1991，2000）。由于这一结论在大饥荒以外的情况下并不常见，所以他认为饮食的改善对长期死亡率的变化趋势并不存在太大影响。


  医学知识


  大多数有关死亡率下降的解释都低估了医学的关键作用。人们设想在医生接受微生物理论之前，他们通常都不能有效地治疗以及预防疾病。James Riley反驳说，即使是18世纪那些错误的医疗观念（关注环境因素，即“过滤理论”）也使人们找到了一些最终战胜疾病的治疗措施（Riley，1986a，2001）。因为对“臭气”的恐惧不断与死亡以及腐烂的物体联系在一起，所以欧洲人排干沼泽、清理垃圾，并且远离坟墓、屠宰场以及废弃物。Riley赞扬这一行动尤其有助于抵抗疟疾。


  天花疫苗扫除了另一种主要的流行疾病。在18世纪，天花大约每七年就在农村地区重新暴发一次，并且是城市常见的疾病。自1800年后，疫苗接种行动极大地降低了这一疾病的发生率。


  在有些地方，儿童护理方面的新观念同样产生了作用。巴伐利亚的婴儿死亡率因断奶早而尤其高。很年幼的婴儿不能消化母乳以外的食物，而从母乳中吸收营养有助于防止疾病。在有些地方，按照传统，母亲们会拒绝给孩子喂初乳（初乳是在分娩之后的前几天产生的，特别富有营养并且包含大量的抗体）。到了18世纪，医学观念倾向于支持母乳喂养。18世纪中叶，瑞典开始发放助产士执照并且训练她们去提高母乳喂养水平，而在1800年后，婴儿的死亡率下降了（Brändström，1997）。Ólöf Garðarsdóttir描述了一个年轻的医生通过教育母亲们如何护理脐带残端使维斯特曼奈尔岛上的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的案例（Garðarsdóttir，2002）。


  公共卫生措施


  早期的公共卫生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可以归因于关于疾病环境的理论。甚至在人们接受微生物学之前，这些理论就已经激发了人们对清洁的水资源、封闭式的下水道以及更好的通风设备的热情。像英国的Chadwick这样的提倡者们，促进了废弃物清除、供水和下水道系统，以及不断增加的城市贫民窟中的照明和空气等方面的改善。虽然环保主义者总是不愿接受微生物学，但是他们确实促成了某些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从而最终使“城市的惩罚”得以终结。


  Simon Szreter认为，公共卫生措施远比McKeown所估计的有效。Szreter（1988）对McKeown的证据进行了重新解释，他证明了在死亡率趋势中，通过水进行传播的疾病扮演了远比McKeown所认识到的更为重要的角色。死亡率的大幅降低出现在19世纪的第三个25年，此时微生物理论已经被应用到城市基础设施中。例如，汉堡一直反对基于微生物学的相关卫生措施，结果在1892年它遭遇了一场具有破坏性的霍乱流行病，而与其相邻的城市阿尔托纳却由于拥有更有效的水过滤体系，受疾病的影响较小（Evans，2005）。


  这些卫生措施中有很多都是最初在西欧成功运行之后才流传到东欧的。Mironov描述了俄罗斯的医疗服务的发展以及致力于降低婴儿死亡率的相关组织的规模的扩大（Mironov and Eklof，2002）。


  流行病控制


  从13世纪至18世纪，欧洲主要的人口增长与下降周期深受几种传染病的影响，尤其是黑死病的影响。鼠疫通常在疫情暴发的间歇从欧洲消失，但是又通过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渠道再一次传入欧洲，而亚洲的瘟疫则只在动物种群中流行。


  对于鼠疫的消失有多种解释，包括病毒突变、鼠种之间的竞争以及新的建筑材料的使用。近来，有些研究着重指出了政府在干预以及沟通方面的效率的提升（Bourdelais，2006；Livi Bacci，2000）。到了1720年，当鼠疫最后一次在马赛暴发时，法国政府设置了更为有效的防疫封锁线，而且航运隔离措施得到了严格执行。


  交通改善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传染病的流行通常与其他事件交织在一起，比如战争和饥荒。在贫困交加中，难民们也感染了传染病。例如，拿破仑在滑铁卢被打败之后，斑疹伤寒传染病也随之出现。交通条件的改善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粮食市场，减小了当地谷物歉收所导致的不利影响，从而也就有助于减少难民的流动。


  婚姻


  19世纪欧洲婚姻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都像一个关于一只不会咆哮的狗的故事。尽管经济状况和死亡率出现了巨大变化，但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婚姻模式仍然得以维持。晚婚以及独身这些“预防性抑制”并没有消除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存在的差距。大量的新一代产业工人也并没有像当时的人们所害怕的那样，摆脱父母的控制而早早结婚。西欧和东欧在婚姻模式上的差异仍然存在。


  在表2.5中，“欧洲生育项目”提供的结婚比例指数（Im）表明了婚姻对生育率产生的影响（Coale and Watkins，1986）。表2.5中1900年的估计值按照降序排列。结果再现了Hajnal对东欧和西欧的概括。Im的最高值出现在东欧，其最低值出现在西北欧。地中海国家的相应数值则处在这两者之间。在表2.5中，不符合此规律的两个国家是法国和爱尔兰。我们在表2.4中指出过，这些国家同样具有不正常的低人口增长率。但是在此处我们发现，它们以不同的途径体现出这一差别。法国的指数位于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与西北欧的任一国家相比，法国的女性结婚比例都较高。而在1900年，爱尔兰的女性结婚比例在欧洲国家中最低。由于法国较早开始对生育进行控制，所以其婚内生育率较低，这最终导致了法国人口增长缓慢。在爱尔兰，婚内生育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是这个国家的人结婚时间尤其晚，而且终生未婚的情况较为常见。


  
  表2.5　欧洲国家的结婚比例指数（Im）：1850—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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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Coale and Watkins（1986）.


  东欧人的结婚时间远比西欧人早，但是东欧人逐渐出现了晚婚的迹象。那些人们结婚较早的地区其人均土地数量相对较多，而工业化地区的人口其结婚年龄更大（Berelowitch et al.，1997）。


  移民


  假如农业生产率没有上升，并且不通过向新大陆移民来减轻人口压力，那么19世纪欧洲快速的人口增长也许将导致一种悲惨的马尔萨斯式情景的出现。在1815年，欧洲人口总数为2.23亿。而到了1913年，4000万欧洲人已经移民到新大陆。向美洲移民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1880年之前，大多数移民人口来自西北欧，尤其是来自英国和德国的人数较多；而在1880年之后，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意大利以及东欧的“新移民”增加了，并且其人数很快就超过了“老移民”（Poussou，1997）。到1900年，每年有100多万人移往美国，美国是绝大多数欧洲人向往的目的地。当横跨大西洋旅行的交通成本下降时，移民中更多的人是去新大陆寻找工作，而不是定居（Moch，1992）。几乎一半多的移民从美国返回了欧洲，但是同样有一些群体，特别是爱尔兰人和东欧的犹太民族，他们几乎全部都留在了美国（Willcox，1929，pp.206-207）。


  从欧洲内部来看，当收入增加时，大量的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从1815年到1913年，城市人口从1.97亿增加到3.19亿。但是农村人口本身也从1815年的0.26亿增加到了1913年的1.62亿左右（Bairoch，1997）。


  移民现象在19世纪的欧洲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一直到19世纪晚期，由于在大多数城市地区死亡率超过了出生率，所以现代化早期的城市依赖移民提供新增劳动力。有很多迁移是涌入邻近城镇的短途迁徙，这一模式在19世纪之后仍然存在。然而，随着人口增长与工业革命的同步进行，移民的数量出现了巨大的上升（Poussou，1997）。


  人口转型


  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西欧地区的出生率开始下降，从而使得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南欧和东欧地区追随西欧，在数十年后也进入了这一变动模式，尽管一直到1945年，南欧和东欧有些地区的生育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直到20世纪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差距才明显缩小。但是，有些地区在1870年就出现了家庭规模变小的趋势。在18世纪早期，一些精英团体在对出生人数进行控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法国的拐点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这也导致了它在19世纪呈现出较为特殊的低人口增长率。


  “欧洲生育率项目”通过人口普查以及至关重要的登记资料按省别对欧洲的生育率进行了估计（Coale and Watkins，1986）（见图2.7）。在图2.7中，按照谁最先出现生育率指数下降10%或10%以上这一原则，对各省进行着色。非常明显的是，法国较早出现生育率下降这一现象。除了其西北地区，法国几乎所有地区的出生率在1830年之前就都开始下降了。相比之下，英国和比利时这两个欧洲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其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间比法国晚了55年。实际上，匈牙利的部分地区的生育率出现变化的时间早于一些西部的工业省份。到了1900年，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仅有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地区的生育率在1930年之后才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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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7　欧洲各区域生育率下降10%或10%以上的最早日期

  


  资料来源：Coale and Watkins（1986）.


  图2.7中各地区的数据并没有体现生育率下降的全部内容。在地区内部，正如Brown和Guinnane（2007）所着重指出的，城市生育率的下降通常早于农村地区。这样看来，巴伐利亚地区城市的出生率的下降应该早于其农村地区，但是这并不能帮助解释为什么法国农村地区出生率的下降远早于比利时的城市地区。


  “欧洲生育率项目”的一些研究人员注意到了生育率转型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地理特征。例如，在西班牙，讲西班牙语的不同方言的地区与讲不同语言（比如巴斯克或加泰罗尼亚语）的地区之间的生育率差别就以语言边境为界（Leasure，1963）。在法国，说布列塔尼语的省份的生育率下降出现得相对较晚。如果把比利时分成说佛兰德语以及法语的地区，则能更清晰地看到语言的分界线在生育率差别上所具有的重要性。Lesthaeghe（1977）研究了70对具有同等经济条件的、位置相邻的说佛兰德语的村庄和说瓦龙语的村庄。在这70对村庄中有62个说瓦龙语的村庄其生育率首先出现下降，而且说瓦龙语的村庄其生育率下降平均早了20年（Lesthaeghe，1977）。如果有来自说瓦龙语的村庄的邻居住在附近，那么勒芬城中说佛兰德语的夫妇更倾向于拥有规模较小的家庭（Van Bavel，2004）。


  这表明控制家庭规模的观念是通过文化进行传播的。语言上的分界线之所以起到了作用，是因为它们阻碍了观念和信息的传播。然而，我们仍然不清楚人们传播了什么样的观念。“欧洲生育率项目”的一些研究人员的重要发现削弱了以下观点的可靠性，即，有关控制出生人数的观念的扩散是有关科学、推理以及人类动力等方面的新观念的传播，而不是具体的生育控制技术的传播。人们考虑对家庭规模进行控制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有证据表明，在生育率转型时期，最常见的生育抑制方法是体外射精（性交中断），这一方法在降低生育率方面通常也可行。但是，对人口繁衍这一“自然”过程进行干预的观念同样是“令人费解的”（不可想象的）或者是“在自觉选择的能力之外的”（Ariès，1960；Coale，1973）。这一看法意味着大约在1800年，绝大多数欧洲人实际拥有的子女数量超过了他们希望拥有的数量，但是出于宗教原因或文化原因，他们不愿意对生育进行控制。


  基督教教义，特别是天主教教义，强烈鼓励多生育，甚至马尔萨斯本人都不愿意考虑控制婚内生育的可能性。启蒙运动中关于理性和人类在自然中的角色，以及反对宗教权威的观念，使婚内生育控制从伦理和社会角度来看都可以被接受了。为了证明这个观点，Lesthaeghe说明了世俗主义态度与生育率下降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在比利时，投票赞成自由主义团体或社会化团体的地区与投票赞成和天主教关系甚为密切的团体的地区相比较，前者的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间更早，尽管名义上属于天主教教区，但生育率更早出现下降的这些地区都表现出了对教会教义的独立性，这些地区的人们都反对禁止在大斋节以及基督降临节结婚的规定（Lesthaeghe，1991）。在19世纪的法国，在那些牧师拒绝宣誓效忠于1791年革命宪法的地区，生育率的下降出现的时间更晚。


  如果说新的宗教观念在生育率转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那么它们也仅仅在一个方面具有影响。Lesthaeghe和Wilson（1986）认为，宗教与生产模式都影响了生育率最初出现下降的时间。当生产的组织形式是劳动密集型的家庭单位，比如家庭农场和原始工业工场时，由于在这些组织形式中父母亲对其儿女的劳动具有很大的控制权，因而家庭对生育的抑制进程将会较为缓慢。经济发展在向较小规模的家庭转型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收入与生育率两者之间的关系却经历了巨大的变迁。


  收入与生育率


  生育率的经济模型面临着一个根本的挑战。所有涉及工业革命之前的人口管制的看似合理的模型都依赖于净生育率与收入存在的正向联系。在1870年之后的人口转型时期，欧洲的生育率与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转变为负相关关系了，而且在今天那些高收入、低生育率的社会中，收入与生育率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联系。在加拿大、芬兰、德国、瑞典、英国以及美国这些国家，就1980年和2000年来说，30~42岁的已婚女性家庭的孩子数量与收入无关（Dickmann，2003，table 2）。这表明了社会中的收入与生育率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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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8　1870年与1930年的已婚生育率指数

  


  资料来源：Coale and Watkins（1986）；Maddison（2003a）.


  从国家层面来看，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国家的财富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从正相关转变为负相关。图2.8呈现出了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变迁。在图2.8中，纵轴代表“欧洲生育率项目”中的已婚生育率指数Ig，通过比较1870年和1930年欧洲国家的Ig与人均GDP，我们可以发现其变化。在1870年，生育率与国家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尽管这一相关性较弱。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它的生育率处于欧洲的平均水平。经济繁荣并且新教徒占据主导地位的荷兰拥有较高的生育率。而作为天主教国家以及处于农业社会的法国，在1870年，它是唯一一个生育率低于欧洲平均水平的国家。到了1930年，生育率与收入之间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每个国家的生育率都下降了，但是在越发达的国家下降幅度越大。


  很多研究都曾试图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其中的一个观点试图从父母亲面临新的选择这一问题出发。在19世纪晚期，富人的平均家庭规模缩小了，而这也经常被归因于富裕的女人对“奢侈”的偏好不断增强。这一观点认为，这样的女性对参加聚会、看戏以及漂亮的衣服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如此一来，她们越来越不愿意生育儿女，因为这会妨碍她们追逐快乐。就20世纪30年代而言，这一观点因其具有更为明确的经济含义而少了一些非难的口吻。由于工业革命时代创造的大都市里涌现出新的产品以及新的生活方式，于是人们的选择范围拓宽了。富裕的家庭对其做出的反应是消费更多这样的新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去生育更多的儿女。这一“情景变化”类型的解释也足以对下述问题做出回答：假设每一个人都实现了向新社会体制的转型，那么为什么在高收入国家内部，收入与生育率的关系不再表现出强烈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具有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之间比较而言，收入与生育率的关系仍然表现出负相关关系）？


  绝大多数经济史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到19世纪人们对生育孩子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欧洲人从整体上形成了关于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更为浪漫的观点。像Froebel以及Pestalozzi这样的教育理论家们都特别强调儿童在早期阶段参与游戏能促进学习。人们希望女性能待在家里，从而为孩子创造一个远离充满竞争以及冲突的工作世界的避难所。有证据表明，相比之前的时期，19世纪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更少参与其丈夫的生意（Smith，1981）。到了1900年，“赚钱养家”甚至成为工会运动激进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的目标（Humphries，2007；Maynes，2002）。


  Gary Becker在他1960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提出，应该把孩子看作耐用消费品来进行分析。Becker注意到，相比汽油或食品，孩子更像汽车或电冰箱。父母可以持续地从孩子身上得到好处，而且在享受完这些好处之后，父母无须购买新的耐用消费品。当人们的收入上升的时候，他们将会在耐用消费品上花费更多，但是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更多的是用于提高产品的质量，而不是用于增加耐用消费品的数量。例如，他们更倾向于购买一辆梅塞德斯-奔驰汽车，而不是购买五辆现代汽车。同时富人也比穷人在孩子身上花费更多的金钱，但是他们的支出主要是用于提高孩子的“质量”而不是增加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而且，当父母的收入上升时，他们的偏好将出现系统性变化，所以说，随着收入的上升，相比对孩子数量的需求，父母对孩子质量的需求增加得更快，结果是，相比穷人，富人的家庭规模更小（Sanderson，1976）。


  Becker（1965）与其他人也同时指出，养育孩子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活动，当收入上升时，人们希望只需要用较少的时间进行商品消费。当工资水平上升时，消费在闲暇上的每一个小时意味着放弃更多数量的商品，而这些商品需要用额外增加的一小时的工作报酬来购买。一旦只拥有较少的孩子，那么拥有高收入的父母就可以投入精简的但是较为集中的“有质量的时间”来抚养子女。这一观点从其自身来看，似乎与1870年之前收入与生育率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观点相反，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父母获取收入的途径对工业革命前高收入家庭所拥有的较大规模的家庭结构的影响进行解释。现代的高收入通常源自人力资本，但是之前的高收入则主要来自非人力资本上的所有权。游手好闲的富人的收入很少会受到在抚养子女上花费更多时间的影响，但是对通过技能和受教育的水平来获得更高工作报酬的个人而言，拥有较大的家庭规模意味着要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


  正如Becker（1960）所着重指出的，他的观点与通常的但是错误的说法（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抚养孩子的成本将变得更高）存在明显的区别。在19世纪，相对于收入水平，抚养孩子的必需品的价格并没有上涨。如果抚养孩子的成本变得更高，那也只是由于父母偏好发生了变化，而不是价格发生了变化。因为父母希望子女们享受更为舒适的生活并且先不参加工作而是继续接受教育（Szreter，1996，p.445），所以抚养孩子被认为是成本较高的。


  教育与生育率


  在对工业革命之前及其之后的生育行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教育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有前景的变量。然而，在降低生育率上，教育的影响会通过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实现。一个方面是，教育可以通过改变父母的意愿和渴望来降低生育率。马尔萨斯本人也持这样的看法。在其《人口原理》一书的后期版本中，马尔萨斯认为，教育应该培养人们审慎的、有前瞻性的以及为子女提供更美好生活的意愿。教育特别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是今天限制家庭规模的最好的预测变量。不过在19世纪，我们也许并不容易发现教育与生育率下降之间存在的相关性。


  另一个方面则是指教育可以通过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对生育率的下降产生影响。按照这一说法，工业革命之后，由于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这就鼓励人们对自己的每一个孩子都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生育更少的儿女。在大多数工业革命之前的稳固的经济体中，劳动需求方面最大的一块是对农业工人的需求，而且当时的人力资本水平也较低。例如，19世纪英国的农业工人通常在20岁的时候可以达到其最高工资水平。而在20岁之后，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较为稳定，在60岁之后，其工资水平则出现了下降（Burnette，2006）。这也就表明了，在这一类型的经济中，父母对孩子“数量”的偏好超过了对其“质量”的偏好（Galor and Weil，1996；Becker et al.，1990）。


  在19世纪早期的产业扩张过程中，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较小。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纺织业、钢铁和煤炭）导致的绝大多数工作职位的转变对工人的受教育水平甚至识字率并没有什么要求（Mitch，1991）。对19世纪中期的有关估计表明，受教育的回报是正的但是并不高（Long，2006；Mitch，1991）。身为中产阶级的作者们通常强调，学校应该对人们的道德以及正规的工作习性进行教育，而不是向人们传授具有经济价值的技能（Mitch，1984）。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同样属于工业革命领头羊的英国和比利时并不存在什么较为明显的为民众提供大量教育的证据。


  向民众提供教育的做法通常与宗教以及意识形态运动存在较大关系，而与经济利益上的追求不存在什么关联（参见表2.6）。相比天主教国家，基督教国家的民众的识字率一般都更高，因为在基督教国家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阅读《圣经》。在19世纪，天主教教会在增加学校的数量方面投资巨大，但是在有些地区，自由团体与天主教政治团体在控制学校课程方面的冲突，延误了这些地区推行国家规定的支持教育发展的计划（Soysal and Strang，1989）。诸如普鲁士的腓特烈四世以及法国的拿破仑之类的统治者，都意识到了教育在促进国家统一上具有的潜在威力以及学校教育在激发人们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方面所具有的作用（Ramirez and Boli，1987）。然而，Peter Lindert却认为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对学校教育进行财政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普鲁士学校教育的发展更多地归功于地方对财政的控制权，而来自王室的训词所起的作用并不大（Lindert，2004）。


  
  表2.6　1870—1930年每1000个5~14岁儿童中小学生的人数
[image: ]


  资料来源：Lindert（2004）.


  在19世纪后期，经济增长与正规教育的相关性变得越来越强（Easterlin，1981；Sandberg，1979）。当经济出现增长后，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而且乡村不断减少，此时，科学与工程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但是，工业中和政府结构中存在的官僚体系也变得更为复杂，从而也就增加了对职员、会计以及经理的多样化需求。人们对所有类型的技能——不仅包括从正规教育中获取的技能，而且包括工艺技巧和服务——的需求都增加了。


  但是，无论人力资本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其重要性的上升是否都可以解释生育率的转型呢？由于那些具有较高质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孩子的相对价值增加导致了质量对数量的替代，因此人们对教育需求的增加就能够降低生育率。然而，同样存在清晰的证据表明，现代的低生育率水平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较高二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并不明显。正如图2.9所表明的，这意味着在1870年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支付的额外报酬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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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9　教育供求变化所造成的影响

  


  就1870年之后较长的时期而言，并没有太多的证据表明接受正规教育可以获得更多额外的工作报酬，但是仅就英国而言，有证据表明从正规教育中获得的额外报酬出现了下降（Williamson，1982）。有大量证据可以表明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手工艺技能获得了额外的工作报酬，并且在1870年之后，从手工艺技能上获得的额外报酬又一次出现了下降（Clark，2007a）。由上述有关劳动力市场的证据就可以表明，对教育和技能的供给的增加甚至大于对教育和技能的需求的增加。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父母选择让他们的子女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但是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工作报酬溢价并没有出现大幅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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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10　1870年与1930年已婚夫妇生育率与1870年学校入学率情况图

  


  资料来源：Coale and Watkins（1986）；Lindert（2004）.


  欧洲经济中一开始就出现了技能供给的增加，此时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并没有出现下降。图2.10展现了1870年和1930年已婚夫妇生育率与1870年学校入学率之间的关系。在1870年，生育率与当时的学校入学率之间存在轻微的正相关关系。而到了1930年，生育率与教育（图2.10中未显示）之间呈现出轻微的负相关关系。正如在表2.6中我们已经列出的，这部分是由于欧洲范围内各国的学校入学率正呈现出逐渐趋同的态势。


  然而，如图2.10所示，1930年的婚内生育率与1870年的学校入学人数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教育对生育率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提高当前一代的孩子抚养成本（在这些例子中这种效应并没有立刻显现），而是通过改变下一代的父母的价值观来实现的。


  结论


  工业革命以及人口转型是使得现代生活水平稳定上升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工业革命的出现领先于人口转型三代。我们很难相信这些事件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关联。它们一定是社会和经济变迁的潜在过程。但是，正如本章已经论证过的，绝大多数试图对两者之间存在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的理论都没法解释工业革命之前、工业革命期间及其之后的生育率水平在横截面上的差异。


  注释：


  [1]只有18世纪末的法国出现了广泛节制生育的迹象。18世纪初在一些精英阶层如日内瓦的资产阶级中也存在控制生育的例子（Henry，1956）。


  [2]原文为比较低，疑有误。——译者注


  [3]遗憾的是，这两个测试都会遇到的问题是：人们对家庭规模的目标不同。一些想拥有许多孩子的人则会早结婚并且在年纪更大时还拥有高生育率。


  第3章

  国家与私有制度


  丹·博加特（Dan Bogart）


  毛里齐奥·德雷利希曼（Mauricio Drelichman）


  奥斯卡·格尔德布洛姆（Oscar Gelderblom）


  琼-劳伦特·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


  经济增长取决于制度，制度指有关人类行为的约束及其执行机制的规则，参见North（1981）、Greif（2006）。这些规则有些是通过公共程序产生的，而另一些则是通过私有化程序确立起来的；有些是较为明确的（成文的法律和合约），而有些则是隐含的。这些规则的实施依赖于公开胁迫、民间第三方，甚至声誉。在此，我们着重探讨那些正式的并公开实施的制度。这并不是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非正式制度不断衰落，而是因为就我们所考虑的时期而言，正式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很多政治团体制定了成文法典，成立了正式的立法机构，并重塑了其法律体系。即便当时尚未确立正式制度的英国也经历了选举制度的改革和立法行为的骤增。


  经济史学家们一直强调制度在促进经济繁荣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时隔一段时间后，发展经济学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见Acemoglu et al.，2001；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Banerjee and Iyer，2005）。学者们曾特别强调保护财产权的好处。就这一点来说，英国早期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起源于光荣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North and Weingast，1989）。欧洲盛行的多样化政治经济制度、公共制度和私有制度，为我们验证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英国的情况而归纳得出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尽管这些制度种类丰富，而且具有归类较为完整的档案记录，但是它自身也存在对旧制度或现代制度的选择问题。从长期来说，所有的制度都是次优的，而且只有制度做出适时调整才能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就某一时期而言，如果英国是最成功的经济体，那么很自然地可以把其作为一个基准。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与早期意大利城市国家和荷兰诸省的成功，以及德国后来的经济赶超相伴随的制度并不是英国式的。最后，经济学家们过于关注国家产出，而忽略了地区差异。英国式制度与工业革命之间的联系正如爱尔兰经济与土豆大饥荒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对待。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说直到1870年国家和民族的概念才是相通的，那么在1700年就并非如此。主权国家的存在历史悠久，但是对于大部分欧洲历史来说，其与民族（有些是文化多元化、空间分散的，有些却较小）并不完全一致。版图之争旷日持久且激烈残暴。主权国家既面临着来自外部敌人的威胁，又面临着在实施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来自国内各省区的反抗。此外，尽管在1700年之后，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河以西的政治边界相对稳定，但是其东部地区的情形却大不相同。东欧和中欧地区主权国家间的版图重组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尽管我们努力想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但是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尽管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欧洲经济史是一部人类摆脱暴虐统治实现人身自由，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但是欧洲很多地区的经济增长源于地域性分裂以及地方性特权和陈规陋习的废除（Epstein，2000）。此类地方性特权之所以能存续，是因为其充当了抵制统治者的财政掠夺的护身符。在英国，诸如此类的地方性保护措施实际上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其国家规模较小，从1066年以来享受到了中央集权和统一制度体系所带来的较小成本和较大利益。因此，本章将探讨两个问题：（1）相对于地方性主权分立，中央集权政府对地方财政的强制征用具有什么重要性？（2）为了解决诸如财产权、基础设施投资和商业法规之类的问题，欧洲不同地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不同的制度？


  截至目前，我们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国际关系（即战争），而不是事实本身。Alexander Gerchenkron的经典著作《以历史观看经济落后》（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指出，经济创新推动了公共制度和私有制度的演进，而国内政治斗争阻碍了这一演进过程。这更适用于经济改革和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的中欧国家。然而，即使在这些地区，制度变迁也是源于战争的残酷考验（从1857年法国干涉意大利而引发的意大利战争一直到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引发的战争）。在西欧国家，其制度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拿破仑军队而非工业化进程。


  我们要讨论制度变迁，就不能将子弹和炮灰搁置一边，也不能无视有关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思想的变迁和传播。然而，欧洲不同政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并没有导致制度上的趋同。尽管在大多数国家，改革使其有了更为广泛的代议制度、更高的税收、新的法律形式以及基础设施投资，但是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不同机制之间却存在很大差异。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现象体现了路径依赖，但这也是政治家们实现其塑造民族认同感，由此使得各自国家在其制度和国际竞争对手方面存在差异化这一愿望的结果。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将首先从一个宽泛的话题，即政治制度的变迁开始。继而我们将分别集中讨论税收、商业法规、基础设施投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讨论虽然不能全面涵盖1700—1870年期间欧洲的制度发展史，但有助于我们突出分析其核心问题。


  政治制度


  1700—1870年，欧洲政治集团经历了复杂的、深刻的且通常具有地方特色的转型。我们大体将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从16世纪到18世纪，专制主义持续盛行；（2）19世纪，宪政体制全面取代了专制主义；（3）民族国家从领土帝国与由小型主权政治体所组成的联盟中崛起。


  在帝国政体里，统治者或一个国家采用政治与军事手段，控制多个具有明确领土边界的政治主体，并强制各联盟主体在法律、经济以及文化上实现统一。在罗马帝国时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至少存在一个帝国，而且绝大多数国王都想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在这1000年间，帝国是主导全球的政治组织形式。然而，在欧洲，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之后兴起的民族国家取代了帝国。尽管哈布斯堡以及神圣的罗马帝国得以幸存，但是它们控制的领土（而不是政治根基）变小了。即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亚洲领土的控制仍然强有力，但是在欧洲大陆，它的影响也减弱了。确切地说，在1701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爆发之前，民族国家在欧洲都占据着上风。


  Charles Tilly（1992）研究了民族国家是如何成功地将财政吸收体系和军事组织纳入政府行政主体的。早期现代化欧洲政治主体大多是通过一些非直接的（分散的）统治手段来满足它们的强制性及财政吸收需求的。尽管中央集权被认为更有效，但是它同样存在较高的成本。Gonzalez de Lara、Greif 和 Jah（2008）认为中世纪的统治者们之所以选择非直接的统治主要是因为它比较廉价，而且它们对组织形式的选择被证明是可以持续的。分散化行政管理同样约束了欧洲统治者们从统治对象那儿抽取资源、发动战争以及控制更大的疆域的能力。到18世纪，这一趋势发生了变化。统治者们不断将财政和军事机构纳入其行政管理架构，从而使得相关阶层作为统治的中间人被剥离出去，而这些人原本是统治者在与社会中坚分子进行谈判时所依赖的对象。在先前五个世纪一直较为常见的代表大会，现在很少被设置了；国家财政上的运作摆脱了私人控制并且隶属于中央监督；国家对各项事务的财政支持逐渐取代了银行家以及资本家的作用，而之前国王通常为了借贷资金把这些事务外包给这些银行家和资本家；国家常备军取代了职业化的雇佣军，而常备军几乎全部是由本国国民组成的（Drelichman and Voth，2008）。


  虽然我们对欧洲不同政体的分析没有做到公正、客观，但是上述具有概括性的特征仍然描述了这些新成立的国家与其所取而代之的政治机构有何不同。没有实施此类改革的那些国家的命运恰恰揭示了此类改革的重要意义。波兰-立陶宛联盟的农业贵族的政治权力源于自由否决权，议会的每位议员都享有否决议会决议和终止本届会议的权力，这导致了波兰直到1700年都算不上一个国家。1764年才开始实施的改革也来得太晚了，导致波兰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匈牙利也具有类似于波兰的政治体系，导致其17世纪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吞并。一般来说，不能部署精锐部队且被传统势力集团控制的小国会被大国吞并。随着拿破仑军队的入侵，威尼斯丧失政治独立性长达1000年，这是欧洲地区商业和贵族城邦国家最终命运的典型代表。稍微大一点的国家，如日耳曼诸侯国则沦为了其强大邻国的财政或军队机器。瑞士联邦由被贵族阶级统治的各州组成，尽管维也纳会议之后，其成功实现了复兴与版图扩张，并且建立了某种程度上的中央政府，但还是惨遭拿破仑军队的蹂躏。尽管瑞士联邦的政治组织形式较为松散，但是其为了不卷入法国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而始终保持独立，这说明在欧洲地区帝国模式的好处趋于递减。


  两种政体曾占据变革的先锋位置。通过构建“君临国会”（Crown-in-Parliament）以及光荣革命所带来的其他制度创新，英国得以从欧洲普通范式中脱颖而出。1689年英国国王与贵族之间的讨价还价开启了一段新的里程，国王成立了代表大会、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机构、职业化的官僚体系以及财政制度，从而满足了国家机器运营的需要。诸如此类的“权力的砥柱”被证明对于巩固国家和军队势力是有显著效果的（North and Weingast，1989；Brewer，1989）。实际上，这些制度革新中的很大部分是从荷兰引入并被吸收的，荷兰也是欧洲地区幸存的共和国政体中最成功的国家。然而，荷兰的制度变革进程止步不前，并且财政集权一直到1795年以后在法国的压迫之下才得以实现。


  虽然拥有实际权力的代议制政体得以存续，但是绝大多数政体都演变为专制统治。君主专制政体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是否消灭了其他可选的政治势力，尤其是教会、贵族、包税人、地方与区域性的法庭以及商议征税的集会（Finer，1997）。传统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丧失程度不一，而且不管怎么样都是无可挽回的。社会中介组织的消失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在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社会中介组织被消灭得尤其彻底。这三个国家在向君主专制政体过渡时仍处于民族国家创建的初期阶段，其中央政府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小。在西班牙（查尔斯三世与他的部长坎普莫里斯）、葡萄牙（改革主要是由首席部长蓬巴尔推动的）以及瑞典（古斯塔夫三世），主张改革的统治者不断涌现。然而，他们的改革措施大部分被其后继者推翻了。法国在路易十四时期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路易十四在指派贵族的席位以及限制最高法院阻碍皇室颁布法令的权力上都取得了成功。然而，腐败堕落的法国政治体系阻碍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官爵不仅是属于私人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世袭制的财产（一直到18世纪）；它们同时也是政府债务组成中一个主要的部分。如果没有可供选择的财政来源，那么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在遭遇贵族不接受新税收政策的阻力的时候，法国缺乏发行新债的途径。这一障碍最终导致了其在战场上出现装备匮乏的现象，并且刺激政府寻求更加激进的改革措施（Bordo and White，1991；Brewer，1989；Ertman，1997）。


  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是Ertman（1997）所称的“世袭的专制主义”的典型代表。在这一专制主义体制中，构成国家的不同政治机构属于单个精英的私有财产。路易十四去世之后，单个精英为维护其自身利益，利用其对国家机构的控制尤其是对最高法院的控制阻止了在开明改革方面的若干尝试。国王与势力集团之间在税负分配方面的冲突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并导致了其政治和财政制度上的重大变革。


  历史上，像法国大革命这样极具创造性与破坏力的事件实属罕见。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阶段，国民议会就力图取消旧制度中所存在的社会中介组织，解散了最高法院，一并废除了地方性议会（三级议会）与所有的封建特权，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并解散了几乎所有的行会组织。国民议会为了改善政府管理，力求用公务员来组建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然而，这些革命者很快就面临着自身的生死考验，他们推进改革的热情与法国军队的命运荣辱与共。彻底铲除了世袭制度所有残余的革命力量最终并没有为法国创造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而这一任务最终由拿破仑军队完成了，并且其导致了欧洲专制独裁帝国的复辟。


  拿破仑所实施的最为持久的制度创新当属《拿破仑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这一改革是必要的，一方面兑现了大革命时期关于实施中央集权的承诺，另一方面填补了废除各省和地方性法律特权所留下的法律真空。随着法国军队在欧洲地区不断扩张，法国编纂的法律成为大革命最重要的“输出物”（后文我们还会对此进行讨论）。在欧洲专制独裁帝国复辟期间，曾被拿破仑推翻的专制君主制度恢复了其大部分权力，只有诸如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等最顽固的反对者陷入了困境，他们无法彻底逆转从法国直接复制来的法律创新。


  首先，拿破仑是一位杰出的军事领袖，他掌控着法国国民军队的领导权，他几乎立刻就拉拢了社会所有的大势力集团。征兵制度的大规模推广实现了国家军队的统一。随着诸多军事制度创新的不断出现，国民军队需要付出代价，并最终不得不逐渐成立官僚机构和政府机构。同时，新一轮战争会造成更大的生命损失。历时不到15年的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与“三十年战争”几乎相同；如果再加上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伤亡人数，那么死亡人数共达250万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亡人数的1/3（Tilly，1992，pp.165-166）。


  一国国民甘愿为自己国家的成立献出血肉之躯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为此，政府必须针对战争中的伤残志士以及伤亡者家属建立抚恤金制度，而且统治者也不能对日益增长的希望对政府事务享有更多发言权的民众的需求不闻不问。由此，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独具特色，Finer（1997）将其称为欧洲的“宪政化”（constitutionalization）。已经实施数年的宪法由君主颁布，而不是由革命会议公布，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1809年，瑞典成为“宪政化”的领路人（尽管严格来说，它只是恢复了古斯塔夫三世1772年颁布的宪章）。紧随其后，挪威和少数德意志邦国分别于1814—1819年和1830—1834年实施了“宪政化”改革。拿破仑政权倒台之后，法国和荷兰均颁布实施了具有约束力的新宪法。1848年革命爆发之后，很多国家颁布了自由宪法；但是其中绝大部分国家后来撤销或修改了自由宪法，限制了民众代议制。


  Finer将宪法概括为四种类型。某些国家的新专制主义宪章尽管保留了通常代表贵族和土地势力集团利益的“尾闾议会”（rump parliament），但是总体上仍将大部分权力保留在统治者手中。西班牙（自由化时期除外）、威廉一世统治时期的荷兰、那不勒斯、1843—1848年的希腊以及大量德意志邦国的宪法都属于这一类型。另外两个重要的类型分别是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君主制。在君主立宪制中，权力被委派给服从国王的大臣们（如奥地利、皮德蒙特）；而在议会君主制中，大臣们直接对被选举出来的立法组织负责（如英国）。这两种类型的宪法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很明确，因为多数国家开始实施君主立宪制，随后逐渐过渡到议会君主制。例如，奥地利曾经历过梅特里克的铁腕统治时期，梅特里克只服从国王一个人；1848年革命极大地削弱了这一政治体制，并使奥地利最终于1876年引入了议会君主制。法国在这两种政治体制之间摇摆不定，1830—1848年曾一度实施议会统治，第二帝国时期转而实施专制统治，到19世纪60年代末又再一次提高了立法机构的地位，并最终演变为议会制共和国，这也是宪政国家的第四种类型。截至1870年，只有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仍然保留着没有宪法约束的专制政府。


  欧洲政体也体现了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多样化。在1700年以前的很长一个时期内，虽然很多国家的政体允许部分（男性）居民享有政治权力，但是几乎任何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都不仅被剥夺了公民权，而且被奴隶制、农奴制或者其他严格限制财富积累和移民的劳动规定所束缚。到了1870年，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外，欧洲所有地区均废除了奴隶制和农奴制，甚至废除了或者严格限制了政治特权（Bush，1996）。然而，我们不能夸大经济的自由不断增加这一因素的影响，因为自农奴获得解放后的数十年内，经济中很多领域的工人的流动性因通行证制度而深受限制，从而导致雇主阶层掌握了劳动合同方面更多的谈判主动权。个人自由的发展源于立宪过程、中央集权国家以及国民军队出现等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除了个体与公共领域之间所存在的矛盾之外，不计其数的民族主义问题频繁发生，成为决定当今欧洲大陆命运的主要因素。


  财政制度


  18世纪，欧洲国家为了发动战争而增加税收。不管是出于扩张领地的目的，还是仅仅出于保护自身的目的，统治者们都不得不为他们的军队买单（Brewer，1989；Hoffman and Rosenthal，1977）。欧洲实力最强的几个国家——特别是法国、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对庞大的常规军队或海军提供资金支持。为了获取支付给军队的资金，它们同时采用了税收、战时借贷和增加公共债务等手段中的某一种或几种。较为穷困的政府只能与更为强大的国家结盟或是采取中立态度。如此一来，由于缺乏财力支持，在欧洲政治中，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不得不屈居二流地位（van Zanden and van Riel，2004；Tortella and Comin，2001）。


  统治者们知道国际竞争耗资巨大，并且会转而影响所有的国内政治机制。1764年夏天，法国外交大臣普拉兰公爵（Duke of Praslin）向驻外大使们询问了其所驻派的国家的财政体制的有关情况（Hartmann，1979）。同时，波蒙特的庄园主让-路易斯·莫罗（Jean-Louis Moreau）这位法国的财政管家起草了法国的税收报告。这些报告连同当代经济史学家们收集的数据，共同揭示出18世纪中叶欧洲国家间政府收入的巨大差异。


  表3.1重点突出了18世纪中叶拥有压倒性财政实力的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哈布斯堡君主国、西班牙以及普鲁士的财政收入要比英国和法国少得多。尽管人们常称赞荷兰省有对其居民征税的能力，但是其财政收入仅位列第五。这一排名反映了18世纪欧洲各个政治体的现实情况，当时英国与法国正在争夺对欧洲的领导权。它也同样表明了财政规模的决定性作用。例如，汉堡的人均税收负担与英国一样高，但是由于其人口规模较小，所以它或者从帝国独立出去的任意一个城市都无法在欧洲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总收益才是决定军事地位和政治领导地位的因素。


  
  表3.1　1765年前后欧洲国家/地区的年度公共收入以及1770年直接税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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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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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西班牙的数据来源于Hartmann（1979）、Tortella和Comin（2001， p.156）；奥地利荷属安的列斯（1760—1769年）的数据来源于Coppens（1992，p.293）；荷兰省（1760—1769年）的数据来源于Fritschy和Liesker（2004）；荷兰共和国（1762—1768年）的数据来源于Dormans（1991， p.158）。汇率是根据McCusker（1978）中的数据计算得出的1766年的近似值。


  然而，更精确地说，由于国家的规模存在差异，因此1765年的财政收入报告不能作为对各国/地区财政集中度的一个度量指标。如果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进行度量，那么相对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而言，英国的财政所得尤为可观（Mathias and O'Brien，1976）。在1665—1800年，英国的总财政收入从占GDP的3.4%上升到了占GDP的12.9%。与此同时，法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从18世纪早期的9.4%下滑到了1788年的6.8%（White，2001）。就财政体系来说，法国的排名较落后，例如瑞典，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介于5%和10%之间（Fregert and Gustafsson，2005）。荷兰省的财政体制显得尤其特别：在18世纪40年代早期，财政收入至少占其总收入的14%（Fritschy and Liesker，2004；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1997）。


  18世纪国家间财政收入的差异可以通过非熟练工人的日工资所负担的人均税收加以证实。1740—1790年间可得到的数据再一次表明荷兰曾是财政上的冠军，而1780年之后，被英国赶上了（见图3.1）。在18世纪90年代，荷兰和英国每年每人平均支付的税收相当于其一个月的工资。在1740—1790年，法国的税收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直到大革命之前，其表现一直远远落后于英国和荷兰。对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匈牙利以及波希米亚来说，其财政收入同样远远落后于英国和荷兰，平均来说，其居民每年支付给中央政府的税收从来没有超出一个非熟练工人13天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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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1　1740—1790年按照人均日工资水平（白银数量）计算的不同欧洲国家的税负水平

  


  资料来源：Fritschy（1988，p.54）；Hoffman（1994，p.238）；Dickson（1987，Ⅰ，pp.36，40；Ⅱ，pp.369-370）；Park and van Zanden（2006，p.130）.


  对税收上的这些差别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关税等间接税对与诸如不动产、皇室土地以及垄断权等相关的直接税的替代。英国是其中的典范：到1765年，土地税在公共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到1/4，其余公共收入部分来自进口关税和出口关税以及针对消费品的税收。荷兰是另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其针对土地、不动产、金融资产以及收入的直接税仍然在总财政收入中占到了43%的比例。在18世纪中期，法国的直接税在总财政收入中占据了近一半（Riley，1986b，pp.55-65）。像普鲁士以及哈布斯堡王朝这样的国家，其财政收入更多地依赖皇室土地的收益、土地税以及垄断权的出售。1765年，哈布斯堡领地、奥属荷兰以及普鲁士的统治者仍然从自有财产中获取了很大一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6%、16%及31%（Hartmann，1979，p.318）。西班牙也很类似，其财政收入中超过1/3的部分来自关税和货物税，但是其余部分则来自殖民地的汇款、垄断权以及土地税（Tortella and Comín，2001）。


  但是，如果间接税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没能够效仿英国和荷兰呢？可以肯定地说，实际上其他国家确实曾经尝试过。欧洲的统治者们完全了解他们的竞争对手的财政体系，并尽力改善自身的财政体系（Bonney，1995，pp.428-430）。到1720年，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意识到了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与此同时，大国以及众多的小国设立了管理税收的中央机构，改善了财产登记制度并且任命专家来研究税收体制改革（Fritschy and Liesker，2004；Capra，1995；Irigoin and Grafe，2006）。到17世纪，绝大多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开征了消费税，并且到18世纪，征收收入税的做法得到了普遍推广（O'Brien，1988a；Tortella and Comín，2001；de Vries and van der Woude，1997，p.112）。


  实际的征税工作也不存在什么阻碍。大多数欧洲的当政者们都把大部分征税工作分包了出去。包税制既提供了短期的信贷，又创造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其缺点在于增加了管理成本。在17世纪，西班牙有约40%的财政收入依赖于包税商（Tortella and Comín，2001）。通过政府官员来征税的成本更为低廉。例如在荷兰，1750年之后，直接托收的成本占财政收入的8%~9%（Fritschy and Liesker，2004，pp.57-62）。然而，统治者们似乎不太可能接受这么高的无谓损失。事实上，在18世纪后期，法国与英国具有同样低的征税成本（Norberg，1994；Lindert，2004）。


  在Peter Dickson关于英国公共财政的开创性研究的启发之下，当今的很多经济史学家特别关注代议制政府的重要性。1688年的光荣革命巩固了议会控制皇室开支的权力；作为回报，议会提议征收更多的税。英国议会的支配地位与西班牙、法国以及东欧取消代表大会的一般做法完全不同。不过，奇怪的是，尽管荷兰共和国实施代议制，并征收高比例的间接税，但是它却没能为1715年之后争夺军事优势地位的战争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


  但是，有些国家的财政体系运转不灵并不是仅仅因为议会对税收和支出缺乏控制，还因为混合君主政体（由为数众多的具有传统自由、政治结构以及财政体制的领主国家组成）。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哈布斯堡领地，中央政府也曾努力解决制度障碍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却没能做到（Dickson，1987；Irigoin and Grafe，2006）。例如，相比布列塔尼、勃艮第以及普罗斯旺的居民，大巴黎、里昂以及雷恩的居民们总是为中央财政贡献更多的人均收入（White，2001）。甚至财政体系最为成功的英国，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国家分裂）受到了不利影响。英国实际上不得不实施对苏格兰边远地区仅征收十分少的税收的制度（O'Brien，1988a）。荷兰共和国中央政府也曾忙于有关其所属的七个省份之间的税收转移问题的长期谈判。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地方特殊性。传统的做法容许城镇和各省对当地的税收进行管理并且可以保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O'Brien，2001；Dincecco，2007）。例如，在法国，由于省一级地方当权机构的存在，中央政府很难通过变更土地税的税率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除此之外，在各城镇与各地区之间存在固定的税收配额。当佛兰德斯、奥属尼德兰的布拉班特、瑞士联邦中的城市共和国以及加泰罗尼亚港口等地方的经济蒸蒸日上时，地方特殊性所造成的中央财政收入的损失显得十分严重。城市自治则给君主政体施加了另一个无法摆脱的限制。在荷兰，当面临重大的政治危机（在16世纪70年代的早期，面临即将被西班牙军队打败的威胁）时，地方政府才向中央政府上缴了其收入的2/3。最后，在很多地区，贵族、神职人员以及更大数量的普通民众都从税收豁免中获益良多。从整体上而言，传统社会中的特权不断挖空了传统社会中政府的税基。为了保持其在欧洲的地位，法国和奥地利的执政者们恢复实施了临时性的财政政策，但这一政策并没有简化财政的公共管理，反而使其变得更为复杂（Dickson，1987；Bonney，1999）。这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而且许多紧急措施的独裁性质削弱了税收的合法性。


  财政集中化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这一体制的建立需要除英国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重新分配其政治权力（Dincecco，2007）。这也是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战争具有重要作用的一个原因所在。法国为了实现其征服欧洲的宏图霸业而不得不增加税收以及借款，于是只能依赖于其附属领地的贡献。而作为法国仅存的对手，英国也不得不为自身规模空前的军事战略提供财政支持。执政者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对财富和收入开征附加税。在英国，小威廉·皮特首次引入了收入税。为了填补18世纪末期庞大的开支缺口，荷兰同样开始征收收入税（Fritschy，1988）。被拿破仑征服的威胁同样强迫普鲁士、西班牙以及荷兰共和国等国的政府对其财政进行集中化管理（Poell，2008）。


  正如前文所述，在打败拿破仑之后的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政治上的重组部分地逆转了财政上的这些变化。在1848年自由革命之前，由于威廉一世的专制主义宪法回避了议会对财政的控制权，财政的集中化管理在荷兰遭遇了失败（van Zanden and van Riel，2004）。而西班牙在经历了专制主义、反动派和自由派之间数十年的国内斗争之后，终于在1845年实现了财政体系的一体化（Tortella and Comín，2001）。英国停止征收收入税并且开始征收消费税和关税，从而使得其征税成本下降到低于5%的水平（Lindert，2004）。在大多数国家，财政集中化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在间接税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在1870年，一般来说，中央政府通过开征财产税以及收入税仅仅可以提供财政收入的20%~40%，剩余的部分来自关税以及消费税（尤其是在19世纪50—6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之后）（Flora，1983；Mitchell，2003）。


  如此看来，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多只能实现温和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大多数国家，1870年的税收负担并不会高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水平。大多数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到10%。实际上在法国，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20年的10.4%下降到了1870年的6.9%。在荷兰，中央政府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840年的14%下降到了1870年的不到8%（van Zanden and van Riel，2004）。税收占GDP的比重的下降部分可以用经济总量的扩张来解释——由于1815年之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快于1789年之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绝对水平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因此西北欧国家的国库相对充足。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南欧以及中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较为缓慢，其情形并不如西北欧国家那么乐观。


  税负的温和适中同样反映出欧洲战争的锐减。英国、法国以及西班牙继续在欧洲之外为实现其帝国梦想进行角逐，但是这些殖民战争的代价相对较低（或者像西班牙那样，早期已经付出了代价）。与此同时，政府不能或者说不愿意用任何除了军事之外的东西与税收收入交换。就这一点来说，1700—1870年的欧洲并未出现太大的变化。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改革财政体制来增加收入，但是它们将这些新增的收入都用于军事目的或偿付战争所带来的债务。当时，它们并不考虑利用新增的税收来提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产品。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在19世纪，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倾向于将基础设施的负担及其好处转移给地方政府或私有部门。


  商法


  上述政治以及财政改革与法律体系的改革相伴随。经济史学家们认为，在发达的经济体中，是技术而不是政治变革推动了法律体系的变革。而在较“落后”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则受到法律上的保守主义的限制——特别是约束公司行为的法律（Landes，1969；Freedeman，1979）。近期的经济学家们认为，采用习惯法的国家（在欧洲主要是指爱尔兰和英国）的制度对经济的变化更敏感（La Porta et al.，1997）。而法律体系是从罗马法以及后来的法国法典中演化而来的那些国家（包括位于地中海地区的所有国家以及绝大多数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的制度对经济的变化最不敏感。而具有日耳曼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传统的那些国家的制度对经济的敏感程度则介于以上两者之间。


  上述两种观点都不怎么令人满意。实际上，第一家商业公司成立的时间在1600年前后，然而，一般性的公司法绝大多数都是在1850年之后才得以实施的，而此时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而第二种观点则把实际上永恒演化的制度（法律）视为固定不变的。尽管法典很重要，但是其本身也存在缺陷，很多法律还取决于法官的解释，并且会由立法者不断进行修订。采用习惯法的国家的法官有义务遵循判决先例以及法律条例。在采用大陆法的国家，其法律实施过程与采用习惯法的国家并不存在什么差别。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商业法都是在几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法律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Hilaire，1986），并被后进国家引入。因此，在讨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一般的公司法之前，有必要了解历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尽管教会最初不支持借贷，但是在1700年之前债务的法律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在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的天主教群体以及犹太教群体的欧洲的任何地方，生意人都可以自由地签发和签署交易凭证以及商业票据。更为常见的是，私人通过抵押土地以及其他资产或仅仅通过签订私人偿付协议就可以获得贷款。股权的情形则更为复杂。在1800年之前，多人共同所有的企业是典型的合伙制企业。不过也有例外，在诸如造船以及采矿这样的行业中，股份制形式早就出现了（Harris，2000）。在这些股份制形式的企业中，股权可以被交易并且投资者只承担有限责任，但是其他方面与合伙制企业类似，这是因为可以交易股权的市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股权只能被转让给从事风险投资的个人，或者被转让给同一城镇的居民。在合伙制中，企业所有者的责任是无限的并且其股权不能进行交易。这种意义上的商业法非常不成熟。甚至在隐名合伙人合约（仅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具有合法性）中，股权也是属于个人所有的并且很难进行交易。在1700年之前，当时的公司与政府之间也很少有密切的商业来往。


  在整个18世纪，受1720—1721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法方面的变革尤其少见。尽管英国成功地摆脱了金融危机，而且还出现了一种固定的可交易的公债[1]，但是1720年的《泡沫法》严重地制约了新形式的股权的发展。对于特权公司，法国和荷兰政府采取了同样的限制性立场，但是并没有把公共债券整合为公开交易工具。不过，旧制度框架下的变革中最为著名的应属1673年法国的《商法典》（Hilaire，1986）。


  同其他方面一样，法国大革命是法国法律体制的分水岭。伴随着改革过程的不断深化，法国最终形成了一系列法律（最为著名的是民法、刑法以及商法）。法国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确保了颁布于巴黎的法律能够在欧洲范围内广泛扩散。但是，就推动法律改革而言，地方力量同样居功至伟。在1789年之前，法国的很多地方省份拥有承认其地方法律传统的宪章以及财政自治权。[2]绝大多数省份都拥有上诉法庭（议会），上诉法庭承担的职能就是审核皇室新近颁布的法律是否与当地传统以及先例一致。1789年，各省在财产权、借贷合约、继承法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区别，从更狭义的方面来说，商法也是这样。而大革命不能接受如此混乱的局面。在拿破仑执政时期，一体化的法律体系得以创立，而这一法律体系同样被认为给予了执行者太多的权力，同时也反映出与过去相决裂的意愿。因为法国的传统社会体制是贵族化的，它包含长子继承制以及建立在出生、居住地、职业甚至财富基础上的诸多特权，而民法则旨在无差别地保护家庭和财产的法律。


  立法者曾努力约束拥有权力的个体，并力求使法律条款保护那些被视为弱者的群体。民法关于财产分割的规则限制了立遗嘱者出于个人喜好分配遗产的能力。同样有很多特别具体的条款针对少数群体以及那些无能力者的财产权的管理，保护了妇女的陪嫁品免受丈夫的债权人的侵占。[3]民法针对财产的出租和出售制定了简单的规则。与此同时，这一改革为产权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必要的元素，通过所有权凭证和留置权登记，既保护了不动产又保护了私人债权。一个不怎么先进的步骤是，公证人在家庭事务中仍然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尽管没有什么要求，但是公证人对民事案件的干涉十分常见（Hoffman et al.，2000）。法国大革命曾试图使公证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但是这一尝试失败了。为了取代公证人的位置，领事秘密地制裁了管制市场的公证人。相比纯粹的私人交易，公证合约具有一个关键的优势：任何质疑公证合约执行力的人均必须承担举证责任（Woloch，1994）。


  法典颁布的时间短，并且法律效力有限。因此，我们可以发现，19世纪立法活动一直在稳步地增加，而上诉判决的增加则呈现狂飙突进之势，这两者都可以被看成对法国法典的完善（即使并未对法国法典进行修订）。正如在采用习惯法的国家中一样，尽管上诉判决并没有被全部出版，不过这些判决可以作为法律手册（国家法律和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参考。


  贸易和工业（此后是商业）看上去需要通过不一样的法律规则而非“迟钝”的民法来加以保护。这些内在要求促成了1807年商法的出现。如果说民法是债务人友好型的而且处理过程较为缓慢，那么商法可以算得上是债权人友好型的并且其十分强调法律处置程序上的快捷高效。尽管民法限制了私下契约，但是商法却给生意人在商业交往过程中预留了相当大的自由处置的余地。民法对政府官员（公证人以及法官）的依赖让位于商法中由商业人士组成的特别法庭，这些商业人士十分依赖专家们的仲裁。


  由于拿破仑统治了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法国法典的扩散也十分迅速（见表3.2）。法国法典在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德国的部分地区、西班牙以及瑞士被采纳。在1815—1860年，上述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都编撰了自己的法律，相比之前的法国法典，有的国家的法典还出现了相当大的改变。例如，只有法国具有单独的商业法庭，并且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像法国那样在私人合约中给予公证人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普鲁士、奥地利或葡萄牙等并没有强制实施法国法典的国家，也同样发生了法律方面的变革。在普鲁士，君主与现代主义者结盟，并且创建了自己的法律体系。位于农业地区的东普鲁士与更为商业化的西普鲁士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法国法典在这些地区会出现很大的差别。此后，由于不是在普鲁士的规则下调和德国各个部分的利益诉求，因而德国法就难以确立起单纯的一致性法律制度。


  
  表3.2　欧洲的商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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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对于在拿破仑时期没有被占领的地区，其商业法实施的时间是指“本土”法典实施的时间。


  资料来源：Lescoeur（1877）；Harris（2000）；Hecksher（1954）；Jonker（1996）；Owen（1991）；Cameron（1967）.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同样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体制改革，但是没有制定法典。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避免了19世纪早期欧洲范围内广泛地对法国法典中的民法以及商法进行改革的情形。然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新形成的中欧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某种形式的法典。有些国家试图割断其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俄国以及奥地利的过去。实际上一旦这样做，其就更加不可能将自己的法律体系建立在法国法典的基础上。事实上，在19世纪，法国法典从未被修订过，并且较好的修订是从新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发端的。


  近来，学者们着重指出，相比习惯法国家，大陆法国家的行政能力侵犯了司法程序。法国法典无疑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并加速了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导致了像英国一样的地区制度的多样性的丧失。关于法国法典的低效率延缓了工业化进程的证据较少，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同样可以确信的是，需要对另一个假设进行更为深入的考量。这一假设是法国法典以及将司法体系从政府行政部门中分离出去的失败为20世纪的制度变革打下了基础，相对而言，这一制度变革并不利于以市场化为基础的经济变革。


  在工业化早期，公司是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进行制度化合作的象征，而且在经济史中，在对公司进行配置部署方面的成功或失败的经历具有一系列的隐含意义（Landes，1969；Chandler，1977；Freedeman，1979）。在1850年之前，每一家公司都是由君王或立法机构对一些人进行特许才得以成立的（Mousnier，1974；Epstein，2000）。公司的作用包括地方性的管理（自治市或省一级的地方政府）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皇室管理人员也通常是组成公司的一部分，比如互诫苦修会这样的组织），也包括征收皇室税收，例如法国著名的通用包税人公司。这样的一些组织为商业公司提供了有价值的先行因素，因为它们确立了与世俗目标的客观联系。在我们看来，公司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贡献：法律人格（它们能够在法庭提起诉讼并且可以被诉讼）；生命期独立于创始人以及委托管理制度；即使有负责人，负责人也仅负有限责任。从中世纪以来，公司与物质收益就紧密联结在一起，但是这些收益是作为其提供公共服务所得到的报酬。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公司的面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人依赖公司来追逐帝国梦想和财富（Harris，2000）。


  1700年之后，两个障碍阻止了公司的扩张。一个障碍是统治者对公司成立的限制。如果没有获取财富的重要来源，那么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无法承受公司成立自由化所造成的损失——统治者对授权成立新公司收取可观的费用，而且对公司的垄断利润征税。另一个障碍是在1719—1721年阿姆斯特丹、伦敦以及巴黎的泡沫危机之后股权索赔不正当的负面名声。不过，到18世纪70年代，公司逐渐恢复了元气。这源自两方面完全不同的努力：公用事业（运河基础设施）以及金融企业（保险公司以及投资基金）。在这两种情形下，相对于其他形式，公司都是合适的组织形式，因为公司可以分散风险（相对于单一所有制形式）、按照资本数额分配利润（相对于信托），而且在出资人死亡的情况下可以避免公司解散（相对于合伙制）。然而，纯粹的工业企业要具备这些优势并不容易。


  法国商法的编撰者们遵循了通常的惯例，这一惯例实际上要求公司在成立之前必须得到国家的许可。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成立股份制企业的需要，法规允许自由成立股份有限合伙企业（法文中称之为赞助行动）。隐名合伙人具有有限责任并且可以交易其所拥有的股权，但是执行合伙人却具有无限责任。尽管股东大会（包括隐名合伙人以及普通合伙人）可以行使相当大的权力，但是在会议召开的间隔期，是由普通合伙人来掌控企业的运营。这一形式的企业在法国、荷兰以及德国较为盛行。这也许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对公司的需求，但是并不完全体现公司在欧洲的发展历史。


  在1800—1850年，通常的情况是，每一个国家都成立了公司，但是除了比利时拥有较多的公司以外（比利时几乎拥有与法国同样数量的公司），在其他国家，公司的数量并不多。在19世纪40—50年代，人们可以自由地成立公司。英国则开创了这一风气之先河。由于习惯法不允许存在隐名合伙人，英国比欧洲大陆涌现出了对成立新形式的股份制企业的更大需求。1825年，英国规定公司具有完全责任，而到了1844年，英国则规定公司具有双重责任，最后在1855年给予公司免责待遇。在自此之后的一个世纪，欧洲面临着公司监管以及公司治理上的难题。


  国家与基础设施部门


  基础设施领域在我们的阐述中是最为特殊的领域，并且是对政治体制、财政体制以及法律体制的全方位整体改革的严峻考验。政治以及财政结构规定了由公共部门或是私有部门提供社会基础设施的范围，而法律制度则搭建了在中央政府不愿意建设社会基础设施的时候，地方组织实体或是私人投资者是否可以介入以及如何介入的基本框架。如此一来，这一部门为研究制度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我们针对欧洲地区的公路、航道以及铁路政策进行综述。一个关键的主题是，对国家征用权（sovereign expropriation）的制约以及政治体制的分化程度有助于解释国家干预模式以及基础设施部门的发展。在邻近国家的一系列努力的刺激之下，各国也踊跃对自身的基础设施政策进行改革。


  公路政策


  在1700年，绝大多数欧洲公路网络由地方当局（比如村庄、城市、庄园或教会）进行维护。有些地方当局征召劳动力（在法国被称为苦工，而在英国则被称为法定义务劳动者），另外一些则收取过路费。地方当局通常较为短视并且实际上也缺乏必要的财政手段，结果是公路年久失修而且新增投资也较少。


  很多欧洲国家开始着手改善本国的公路网络。英国的公路政策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融合了地方的主动性以及议会的监管作用。地方性组织可以向议会请求创立“收费公路信托”、开征过路费以及改善主干公路。到1840年，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收费公路的里程数超过了30000公里。其中绝大多数得到了较好的维护，可供大型货车以及快速四轮马车行驶（参见Bogart，2005a）。


  荷兰南部地区同样拥有广泛的收费公路网络。它的运行机制类似于英国，有效结合了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与奥地利政府的监管。在19世纪早期，过路费制度被法国当局取消，但是1814年它又恢复到原来的情形（Milward and Saul，1973）。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佛兰德斯、布拉班特以及埃诺的公路里程数增加到了3000公里（Ville，1990）。


  西班牙与法国有不同的措施。在18世纪，法国皇室把一些高等级公路指定为皇家公路，其余的则作为地方公路。皇室对其管控的公路进行投资并且设立管理机构（在法国被称为道路与桥梁局）来建设以及维护皇家公路。对次级公路进行维护的责任则落在了自治市的头上，这些维护经常是通过苦工来完成的。到1800年，法国公路的里程数达到了43000公里，其中一半多属于皇家公路（Price，1983，p.37）。


  拿破仑在公路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并不怎么突出。然而，在1814年后，法国政府增加了对国有公路的投资，而且到1840年，主干公路的里程数从25700公里增加到了34000公里。同样，次等级公路的投资以及维护的组织形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善。1836年的一则法令加强了自治市的财政权并且允许县一级的地方议会通过加税来对地区公路进行维护。这一法令看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1837—1850年，法国对地方公路的投资增加了将近50%（Price，1983，pp.37-41）。


  国家政策是如何影响公路这一基础设施的呢？可以从公路网络的规模大小、公路质量以及交通成本等维度来对政策效果进行衡量。此处我们集中考虑规模大小，因为公路规模实际上可以作为投资额的较为有效的替代变量。表3.3列出了几个欧洲国家或地区人均拥有的公路里程数以及每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公路里程数。相比法国与西班牙，英国与荷兰南部地区人均拥有的公路里程数以及每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公路里程数都更高。这一数据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假如没有皇家公路，法国与西班牙是否能够拥有更大的收费公路网络？此处并不容易进行这样的反事实检验。不过，即使法国与西班牙采取了收费公路这一政策，其作用也可能并不如其他地区大。英国的收费公路信托使得对公路进行投资的财产权相对于征收过路费更为安全。但是，法国与西班牙皇室是否能够确保财产的安全这一点并不怎么明朗，其结果是，私人投资者对收费公路的投资也许会踌躇不前。


  
  表3.3　1700—1840年的公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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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英格兰和威尔士（31500公里收费公路和120000公里教区公路）的数据源于英国议会论文集Report on Roads，1841，XXⅦ，p.79；南部荷兰（3000~5000公里，大部分属于收费公路）的数据源自Ville（1990，p.16）；法国（34200公里皇家公路和约30000公里次级公路）的数据源自Price（1983）；西班牙（5000~7500公里皇家公路）的数据源自Ville（1990，p.17）；人口数据源于Mitchell（1975）。


  政治上的分化同样也抑制了对公路网络的投资。由于不同的管理当局会尝试设立比别人更高的收费标准，所以实际上收费公路很难穿越多重管辖区域。像法国以及西班牙这样庞大的专制主义国家，理论上可以解决多重管辖区域这一问题，但是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国王要么缺乏政治上的意愿，要么缺乏足够的政治资源来对其所管辖的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所以说，在1800年之前，很少出现横跨地区以及穿越不同国家的高速公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航道政策


  航道改善包括河道的加宽或者转向以及运河的修建。在1700年之前，一些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适于通航的河流资源。荷兰是其中的佼佼者。航道网络由乌特里希、阿姆斯特丹以及哈莱姆这样的自治市经营并且所有，而这些地区通常是从省议会[4]（provincial estates）获取这些权力的，比如像荷兰省[5]这样的机构。省议会签署专营许可，使得对河流具有的权力更为具体化，并且规定了自治市可以收取的费用。随着商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在17世纪，荷兰的运河网络发展迅猛。到1700年，荷兰拥有欧洲最为广阔的航道网络，其中包括650公里的运河里程（de Vries，1978）。


  在17世纪早期，英国着力效仿荷兰，但是这一愿望因国王与议会之间在推动航道改善上的纷争而受阻。在权力向国王以及议会中的一方转移之后，它们就会拒绝承认对方批准过的权力。到17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一政治纷争结束之后，公司以及城市才开始对河流航道以及后来的运河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到1840年，英国拥有了7000公里的可通航的河道，堪与荷兰匹敌，成为欧洲范围内拥有最多航道的国家之一（Willan，1964）。


  法国在17世纪以及18世纪期间大力修建运河，但是其河道网络却并不发达。许多早期的运河项目是由私人团体在国王以及省级议会的特许之下兴建的，但是，最终得以完工的运河项目并不多见，这就迫使法国在18世纪下半叶开始对一些运河项目进行投资。法国大革命延缓了运河改善的进程，到1814年，运河项目取得的进展很小。在19世纪20年代François Becquay提出了通过特许来建设航道网络的计划。Becquay实际上借鉴了英国的做法，但是投资人对航道建设项目却并不怎么感兴趣（Geiger，1994）。


  法国政府热切希望兴建航道网络，所以就设计出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伙机制来实施Becquay的航道建设计划。国家向私人投资者（其中绝大多数是巴黎的金融家）借款，并且承诺一旦偿清债务就会向投资者分红。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具有对抗性的，特别是在过路费的收取以及支付债权红利上，两者之间的对抗尤为突出。在19世纪70年代，法国政府最终买断了公司的产权，并且开始对许多国有运河项目进行融资（Geiger，1994）。到1880年，法国航道网络绝大多数由政府所有（Ville，1990，p.38）。


  比利时的航道政策受到了荷兰以及法国的深刻影响。在19世纪20年代，当时比利时处在荷兰的统治之下，比利时对航道网络进行了大量投资。省级权力机构拥有所有航道项目中的一半并且对其进行投资，其余的部分则由特许的私人所有（航道联合会，1913，p.47）。在19世纪60年代，国家开始购买私人运河并且设想对很多省份的运河加以控制。航道的维护以及建设由道路与桥梁局加以管理，它的运行机制十分类似于法国的同名机构。


  在1870年之前，德国与俄国对其航道的改善相对较少。在德国，出资人发起了改善航道网络的倡议并且对绝大多数航道网络的改善进行了投资。在俄国，彼得大帝投资并且建设了绝大多数运河，比如那些把莫斯科与圣彼得堡连接在一起的运河（Fink，1991）。路德维希二世修建了把莱茵河与多瑙河连接在一起的路德维希运河（Ville，1990，p.33）。在1870年之后，帝国权力当局开始实施一系列航道项目，国家对航道的所有权以及投资都增加了。


  表3.4比较了欧洲国家间航道的发展情况。由表3.4可以看出，英国、荷兰以及比利时拥有最为巨大的航道网络，在这些国家，私人或自治市当局对航道拥有很大的控制权；而在法国、德国以及俄国，其航道网络的规模则相对较小，在这几个国家，国家在航道网络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法国、德国以及俄国采用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的航道政策，那么其发展是否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呢？Reid Geiger（1994，p.250）认为，由于法国的城市化水平以及商业化水平本身较低，因而其在运河项目上的盈利也较少，不足以获得投资者的青睐，结果是，国家不得不对航道网络进行投资。另一个对法国航道网络发展水平低下的解释是，国家无力对公司的财产权加以保护。例如，法国政府在削减对运河使用的收费时，根本就没有顾及最初的特许合约（Geiger，1994，p.249）。


  
  表3.4　1700—1870年的航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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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航道里程数据源自Ville（1990，p.31），其中英格兰的航道里程为7200公里，荷兰的航道里程为1400公里（1830年），法国的航道里程为4170公里，德国的航道里程为2500公里，俄国的航道里程为500公里；比利时的航道里程使用了比利时航道协会（1913年）的统计数据，为1600公里。


  政治上的分化同样阻碍了航道的发展，但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对于运河来说，通航权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拟修建的运河必须穿过农耕地。在18世纪的法国，运河项目的倡议者很难与多重管辖区域中的土地所有者达成一致意见。从理论上来说，国王可以强迫土地所有者出售他们的产权，但是地方性集团可以在法庭申诉以获取优先权（Rosenthal，1992）。政治上的分化同样可能导致跨边界航道项目出现不一致性问题。在荷兰共和国，省议会并不能针对那些超出所在省份的航道项目签发特许令。而且，由于荷兰省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否决航道项目上的特许以及一些更有利于其竞争对手的项目，因而有不少项目的实施被延误了（de Vries，1978，pp.31-32）。


  铁路政策


  在很多欧洲国家，铁路是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对东欧国家来说，其重要性尤其突出。每一个国家都迅速地认识到了铁路对经济发展、军事安全以及政治一体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如同之前一样，国家可以将铁路项目的规划、建设以及营运交给私人公司来完成，不过，很多国家同时也意识到了对铁路项目提供补贴或实施国家所有制是很有必要（或者说更为合意）的。


  在1870年之前，针对铁路这一社会基础设施，存在三种类型的政策：第一种类型是，这些国家选择私人所有权与国家补贴、国家计划或国家建设相结合的形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奥匈帝国、俄国以及意大利）；第二种类型是由私人参与起步但是后来转变为由国家更多地参与（荷兰、丹麦和挪威）；第三种类型则是在铁路事业的起步阶段就包含着国家与私人的相互参与（德国、瑞典以及比利时）。


  一直到1870年，英国与法国铁路的私有化比例都很高。然而，这两个国家都遵循了各自的航道政策。在英国，议会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给予公司在铁路事业中的通行权力以及征收费用的权力。公司在没有议会的任何补贴的情况下进行了巨大的投资。不过，仍然存在诸多的抱怨，这些抱怨有些是关于过度建设的，还有一些是关于公司之间缺乏协作以及费用过高的。在法国，道路与桥梁局负责规划以及工程事务。国家对其所建设的线路与公司订立了99年的租约，并且保证给公司发行的新建铁路项目证券分红。在这一体系之外，涌现出六家大型铁路公司，它们拥有法国绝大部分的铁路网络。这一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通过铁路网络，巴黎与法国其他所有地区都实现了互联互通。


  西班牙、葡萄牙、奥匈帝国、俄国以及意大利同样确保私有铁路公司获得利润以及分红。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这些保障演变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通行做法。有时这些措施被看成对国外投资者的“让步”，但是这些措施实际上为公司对预期需求的高估以及监管政策的任意变化所导致的风险损失提供了必要的弥补手段。


  国家也可以自己来建设铁路网，而不是为私人公司提供担保，让私人公司来建设铁路网。荷兰、丹麦以及挪威在其铁路建设的起步阶段具有较高比例的私人所有制形式，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却转向了直接的国家投资以及国家所有制形式。在有些情形下，政治家们认为国家所有制形式要好于为私有公司提供利润担保的形式（Veenendaal，1995，p.191）。


  政府认为，增强对铁路的所有权，可以提高其军事效率以及稳固其政治权力（Millward，2005），因而国家通常着力于建设连接省会城市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边境之间的铁路干线。在比利时，国家对铁路的所有权实际上是其保持对荷兰的独立这一领土战略的一部分（Veenendaal，1995，p.191）。在德国，国家对铁路的所有权则与俾斯麦这样的政治家的雄心壮志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国家在铁路所有权上取得的成功有利于德国的统一，并且帮助其在普法战争中从法国手中获取了一部分领土。


  表3.5对欧洲国家的铁路政策进行了比较，其结果表明，相比国有化比例更高的那些国家，那些私有化比例更高的国家其人均拥有的铁路里程数或者每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铁路里程数较为近似（比如比利时与法国）。因此，至少到1870年，铁路本身的发展似乎并不怎么依赖铁路的私有化以及国有化。铁路的私有化以及国有化这样的产权形式对铁路的经济绩效（诸如营运效率）的影响仍然不明确。


  
  表3.5　1825—1870年欧洲的铁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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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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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铁路里程数据源自英国贸易局（1913），其中英国的铁路里程为25400公里，荷兰的铁路里程为900公里，法国的铁路里程为16700公里，比利时的铁路里程为2800公里，德国的铁路里程为19100公里，西班牙的铁路里程为5400公里，挪威的铁路里程为367公里，意大利的铁路里程为6000公里，葡萄牙的铁路里程为694公里，奥匈帝国的铁路里程为9500公里，俄国的铁路里程为11200公里，丹麦的铁路里程为750公里，瑞典的铁路里程为2860公里。有关所有制的资料来源于Bogart（2009）。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1870年之后，铁路的所有权形式以及铁路的监管手段发生了新的变化。因为铁路在军事行动方面极其重要，并且可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新来源，很多欧洲国家开始对铁路实施国有化战略（Bogart，2008）。很多国家也开始对铁路收费进行监管并且开始实施安全标准。这些政策实际上也是20世纪欧洲实施产业政策的前兆。


  结论


  我们现在就可以着手对1700—1870年欧洲的国家征用权相对于权力分化所导致的制度困境问题的重要性进行评价了。我们发现在此期间，中央政府控制社会事务以及经济事务的权力明显增强了。在每一个地方，省级自治权力都出现了弱化的趋势，与此类似，地方性的权力、部门化的权力以及社会阶层组织的权力也弱化了。但是，与North和Weingast（1989）所持观点不同的是，我们认为，由于在绝大多数层面上实现了中央集权，所以中央权力的加强并没有导致国家征用权的增强。中央政府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权力看起来似乎能够促进经济变革以及市场整合，即使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可能还有赖于地方政府或私有部门。从这一点来看，对执政者的约束与经济绩效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这一针对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的著名论断似乎对欧洲大陆并不具有什么解释力，因为就欧洲大陆国家来说，自1700年后，其制度演化路径就包含了政府权力的扩张。其内在原因是1700年欧洲大陆存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以及经济上的分崩离析的状况。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在1800年之前，市场的扩张（从而市场分裂状况的改善）被广泛视为加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措施。而要实现市场的扩张——军事行动和税收改革、法律变革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就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除了这一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可以观察到的一般性趋势之外，为了应对国际竞争以及工业化的极大挑战，在公共以及私有制度方面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结构、税收、商法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变革既依赖于各个国家自身的历史发展，又依赖于这些国家遭遇到的诸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被迫进行的强制性变革的影响。有关我们观察到的这些制度变化纯粹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的证据并不多见——到1870年，某些地方的公共以及私有制度也许对促进经济发展十分有效，但假设它们就是有效的这一做法却并不明智。


  最后一个从对公共以及私有化制度的验证中所获得的启示则与本卷经济史的主题——一体化以及欧洲的经验——直接相关。在1700—1870年，欧洲分享了许多共同经历（就战争而言，更是如此）。然而，国家之间对政治以及经济割裂这一局面的应对措施却存在很大的不同。结果是，到1870年，欧洲范围内的制度差异远大于1700年时的情形。1700年出现的选举权包含着很大的局限性。而到1870年，欧洲已经出现了男性具有普选权的民主社会，尽管其他一些政体仍然没有代表。在1700年，几乎在任何一个地方，公共财政问题都是晦涩难懂的，并且税收过程不透明。到1870年，西欧已经采纳了现代化的税收原则，尽管东欧的税收改革进程较为缓慢。就商法而言，一些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且放开了对成立公司的限制，尽管其他一些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这样的情形。最后，基础设施投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不仅是因为其依赖于政治上的特许、财政机制以及商法，而且是因为更普遍的经济增长的出现促进了其加速发展。


  1870年后，公共与私有化制度面临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出现在19世纪设立的制度所塑造出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中。而且，尽管20世纪最终开辟了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制度上的新时代，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地缘政治的复活。18世纪欧洲的统治者们所面临的规模以及一体化问题仍然挥之不去。


  注释：


  [1]也就是英国的统一公债，是一种没有到期日、固定发放债息的公债。——译者注


  [2]法律的地方特色是几乎所有国家（除了欧洲最小的那些国家之外，但包括英国，被苏格兰银行证实过）的一个特点。


  [3]在这些问题上，民法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罗马法律。


  [4]这里使用的是法国省三级议会（provincial estates）的说法，为了便于与法国相区分，翻译为省议会。——译者注


  [5]在本书中，如果指的是省份，用的均是荷兰省，其他情况下，荷兰指的均是国家。——译者注


  第4章

  贸易与帝国


  凯文·H.奥罗克（Kevin H.O'Rourke）


  莱安德罗·普拉多·德拉·埃斯科苏拉（Leandro Prados de la Escosura）


  纪尧姆·多丹（Guillaume Daudin）


  导论：欧洲重商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在第一个千禧年之初，西欧是欧亚大陆的最外围地区。像非洲一样，它的绝大部分出口都是林业制品以及奴隶，并且仅仅与欧亚大陆的两个地区——东欧以及伊斯兰世界——存在直接的经济联系。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与后来享誉世界的所有其他地区——东欧和西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亚的大草原社会，以及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南亚、东南亚和东亚——都保持着直接的经济联系（Findlay and O'Rourke，2007）。


  到18世纪，西欧不再在欧亚大陆中扮演次要的附属角色，相反，它已经成为地理上以及政治上的中心地区。西欧此时与欧亚大陆中的其他所有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存在直接的经济联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它现在控制了北美和南美（这两个地区完全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它从非洲进口奴隶，向欧洲其他地区出口许多产品，并且经由菲律宾向欧洲其他地区和亚洲出口白银。东欧不仅与中亚以及伊斯兰世界存在直接的经济联系，而且与东亚存在直接联系。


  相比自给自足的中国，欧洲的商人及其国家具有强烈的利益动机去探求通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金矿的捷径，因为这可以使其摆脱穆斯林中间商对撒哈拉转口贸易的控制与束缚，购买非洲的奴隶以及新近发现的非洲近海岛屿上的甘蔗种植园。最终其成功地实现了环绕非洲的航行，并且直接抵达了亚洲的香料市场，从而又一次摆脱了穆斯林中间商（以及威尼斯商人）的限制。等到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时，欧洲人尽可能地从新大陆中掠夺一切可用的资源。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有利可图的，并且权力与财富之间的相互依赖意味着国家以及商人具有无穷的动力去追逐这两者。贸易在为商人带来利润的同时，同样也为国家创造了收入；国家需要收入来保障商人进行贸易的市场和机会，有必要的话还可以诉诸武力。在现代化的早期，欧洲的政治家们认为贸易和帝国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时存在持续不断的重商主义战争。


  18世纪，在西欧，英国在权力以及财富的争夺中获得了令人艳羡的地位，而俄国则在欧洲东部称霸。尽管伊比利亚半岛仍然保持着对拉丁美洲的控制，但是早在17世纪，葡萄牙在印度洋以及东南亚所具有的控制地位就被荷兰取代了。1648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荷兰与西班牙之间经年累月的战争终于宣告结束。这一战争的结束使得白银和士兵——荷兰位于亚洲的东印度公司的两种必要的“投入”——可以自由交易，而且使荷兰在锡兰、马拉巴海岸以及东印度获取了诸多战利品。到17世纪末期，荷兰成功地控制了诸如丁香这样的香料的供给，从而导致了这些香料产品出口的锐减，这也宣告了东南亚地区的“商业时代”的结束。如图4.1所示，一直到18世纪末，荷兰都在欧亚保持着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英国发现印度在一些商品的供给上具有巨大的优势，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棉纺织品。这些商品不仅可以销往欧洲，而且可以销往非洲以及美洲地区。到18世纪后半期，在1857年的普拉西战争以及1764年的布克萨尔战争中大获全胜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着手寻觅一条掌控整个次大陆地区的途径，并最终获得了成功。在1857年孟加拉叛乱之后，印度正式成为英帝国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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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　每十年驶向亚洲的船只数量

  


  资料来源：de Vries（2003）.


  在西欧，随着1688—1689年荷兰的奥兰治·威廉王子接管了英国王室的政权，荷兰、法国以及英国为争夺主导地位而展开的三方竞争逐渐演变为后两者之间的双边竞争。英国与法国在九年战争（1688—1697年）[1]、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年）以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中火拼。七年战争（1756—1763年）对英国而言是一个重大胜利，它获取了法国在北美的领地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沿岸和印度洋海岸的一些岛屿与港口。在东欧，彼得大帝以及叶卡捷琳娜女皇统治下的俄国不断强化其大国地位，在北方大战中打败了瑞典，吞并了立陶宛大公国、波兰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将自己的边界扩张到欧洲的南部地区。到17世纪中期，俄国向东扩张最远到达了太平洋。此时，它又在波罗的海以及黑海海岸获得了可靠的据点。


  欧洲的当权者们都实行了多样化的重商主义政策，既是为了使国家变得富强，又是为了使商人阶层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些政策包括保护当地的产业免受国外竞争者的侵害，阻止外国商人与母国或殖民地进行贸易从而保护当地的海运业，并且适时通过一系列政策从殖民地榨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帝国通过以下措施获取金融收益：对稀有金属的供给加以控制（拉美地区）；获取大量奴隶供给的特权（非洲）；允许耕种烟草以及棉花等温带气候产品，或者在寒带地区捕获动物，并且将这些物品出售给欧洲的消费者们（美洲和北亚）；允许控制贸易通道或者香料等稀缺商品的供给渠道（亚洲）。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中欧以及东欧进行扩张的时代，其也有过这样的政策考虑，尽管传播伊斯兰教是出于另一个动机，正如扩大基督教的影响是早期的伊比利亚半岛探险者们的一个目的一样。对于土耳其人来说，战利品、对贸易通道的控制以及（在14世纪以及15世纪）获取西伯利亚和马其顿的银矿开采权是其重要的动机所在，实际上对战利品的向往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基督教徒也加入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阵容。而且，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积极干涉并扼制了葡萄牙在印度洋对香料贸易的垄断权。在17世纪荷兰和英国出现在印度洋之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可以不断地从转口贸易中获取巨额租金收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算不上重商主义者，因为其并不怎么关心国内商人以及厂商的利益，但是却正确地认识到了进口的重要性，并且发现用更少的出口来支付进口是更为合意的。然而，其对权力与财富的联系却同样敏感，在军事革命使得战争费用更为昂贵的时代，财富与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并且一旦在某一时刻军事侵略可行，帝国将会吞并其他国家。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地缘政治的变化，这一重商主义制度在19世纪初期土崩瓦解。不过，矛盾的是，至少部分地因为英国在北美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北美开始废除重商主义制度。在七年战争结束之后，正如当时很多观察家所预测的，由于法国不再能够威胁到英国殖民者在北美的地位，因此这些殖民者此时更容易摆脱其母国的统治。财政危机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这一战争最终以1783年《巴黎和约》的签订而告终。法国插手美国独立战争对于反抗者的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法国的干涉却触发了其国内的财政危机，并且这演变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根导火索。英国与法国在1793年再一次兵戎相见，意识形态进一步加剧了冲突，延长了冲突持续的时间，这一冲突最终以法国1815年滑铁卢战争的失败宣告结束。而在当时，拿破仑1807年侵入伊比利亚半岛引发了拉美的一系列革命。到19世纪20年代，在整个中美洲以及南美地区，已经成立了独立的共和国（或者帝国，比如巴西）。除了在西属古巴以及波多黎各和英属加拿大之外，欧洲帝国在新大陆的影响已经不大。在19世纪，美洲地区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采取了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这些壁垒进而对范围甚广的多边国际贸易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多边国际贸易体系中不再有对贸易的双边重商主义限制。


  在1815—1870年间，其他一些因素也推动了全球化进程。维也纳会议上签署的战后协议导致欧洲实现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尽管发生了克里米亚半岛战争、普法战争以及很多更小规模的冲突，并且这一和平年代最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结束，但是从欧洲的历史来看，滑铁卢战役之后的确算得上是和平时期。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的交通技术（将在本卷中的第8章进行阐述）极大地降低了交通成本。从地缘政治来说，新的军事工业技术相对提升了欧洲及其主要海外殖民地（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半个世纪里，欧洲帝国在印度、北非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开疆拓土，鸦片战争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一战争使得中国被迫打开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与此同时，美国在北美大陆上进行扩张，而俄国则继续在亚洲进行扩张。欧洲国家或多或少地迫使其所占有的地区以及日本和暹罗这种名义上独立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


  这一时期，欧洲稳步地推进贸易自由化。早期的贸易自由化国家通常是诸如荷兰以及丹麦这样的小国。早在1797年丹麦就完全取消了进口限制并且采用了低关税，而荷兰在1819年开始实施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荷兰发现战争已经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千疮百孔。第一个实现自由贸易的大国是英国，其政治权力转移到代表出口导向型城市的利益的阶层手中。19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的自由化改革之后，紧接着就是1846年Robert Peel历史性地宣告终止《谷物法》，并且英国开始实施的农业以及工业自由贸易政策成功地抵制了土地所有者及其所属的托利党的反对。随后，诸如奥匈帝国、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典、挪威以及丹麦这样的一些国家不断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Bairoch，1989，pp.20-36）。例如，西班牙在1849年废除了航海条例并且取消了限制性关税，并且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继续推进铁路建设方面的进口和出口自由。在几个主要的欧洲国家中，整个19世纪50年代，平均关税都一直在下降（Accominotti and Flandreau，2008）。


  但是，就欧洲范围而言，贸易自由化并不是通用的规则。俄国以及奥匈帝国几乎在之前的所有时期都坚持极端的贸易保护政策，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才实行程度较低的贸易自由化。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贸易保护却加强了。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西欧国家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它之前的最高关税税率被限制在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加强了其贸易保护。在1838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获准将关税税率提高到5%，但这是以其丧失贸易垄断权以及取消贸易限制为代价的。然而，从整体上来看，从滑铁卢战役之后到1870年这一时期，贸易政策以及技术革新推动了世界商品市场的一体化进程。至此，欧洲完成了从重商主义到现代化的过渡。


  定量化趋势（1700—1870年）


  贸易数量


  利用图4.1中的船运数据，Jan de Uries（2003）估计出，在16世纪，欧洲从亚洲返回的吨位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01%，17世纪这一数值是1.24%，18世纪这一数值是1.16%，这三个世纪的平均增长率为1.1%。O'Rourke 和 Williamson（2002a）则使用了更为折中的复合数据，其估计结果表明，在16世纪，欧洲与亚洲以及美洲的贸易量年均增长率为1.26%，17世纪这一数值为0.66%，18世纪这一数值为1.26%，这三个世纪的平均增长率是1.06%。相比之前，这三个世纪平均每年约1%的贸易增长率是可喜的成就，这使得欧洲，至少西欧国家的海运部门变得更为开放，而其原有的开放程度非常低。按照Maddison（2003a）的估计，在1500—1820年，西欧的GDP年均增长率接近0.4%，这也就意味着跨洲贸易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2]结果是，在1790年，欧洲与亚洲、非洲以及美洲的贸易在欧洲贸易总量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见表4.1）。


  1792—1815年的战争以及工业革命对欧洲贸易而言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一战争的结果以及工业革命的进行极大地提升了英国的相对地位（将表4.1及表4.2与表4.3进行比较），并且降低了欧洲贸易占其GDP的比重。上述两种现象都可以部分地通过1800年之前转口贸易的存在使得欧洲贸易占GDP的比重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提高（见表4.4）这一点加以解释，而随着法国第一帝国和伊比利亚殖民帝国的覆灭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崩溃，这一比重急剧下降。在19世纪30年代，贸易量再一次上升。在1820—1870年，欧洲贸易总量增加了近八倍（见表4.3），而贸易占GDP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见表4.5）。


  
  表4.1　欧洲贸易（1790年）
[image: ]


  资料来源：详见表4.5、Pedreira（1993）、Cuenca-Esteban（1989）和Marshall（1833）。


  
  表4.2　1790年的欧洲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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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Romano（1962）.


  
  表4.3　1820—1870年欧洲的实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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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Maddison（2001）.


  
  表4.4　转口贸易和特殊贸易
[image: ]


  注：保留进口的数据由间接计算得出，保留进口是同时发生进口和再出口时进行的专门记录。特殊贸易不包括再出口和非保留进口的部门。


  资料来源：参见表4.1、表4.5。


  
  表4.5　出口与进口之和占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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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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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不包括在欧洲地区总额中。1800年之前的英国只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


  资料来源：1800年之前的数据来源于Deane 和 Cole（1962，1969）、Davis（1969，1979）、Officer（2001）、Crafts（1985a）、Maddison（2001）、de Vries 和 uan der Woude（1997）、McCusker（1978）、Arnould（1791）、Daudin（2005）、Marczewski（1961）、Prados de la Escosura（1993）。1800年之后的数据来源于Bairoch（1976）、Prados de la Escosura（2000）。


  商品价格趋同


  也许令人诧异的是，早期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贸易量的上升并未伴随着商品价格的趋同，至少就目前已经分析过的数据来说是如此（O'Rourke and Williamson，2002b）。如图4.2所示，在19世纪之前，阿姆斯特丹相对于亚洲的胡椒和丁香的价格比率并没有出现下降，而且在17世纪50年代，这两地的丁香价格存在巨大的差异，而在这一时期荷兰确立起控制丁香供给的地位。正如丁香的价格趋势所表明的，在这一时期，重商主义政策直接阻碍了价格的趋同，但是重商主义也创造了一种战争频发的国际政治环境，从而阻碍了价格的趋同，也许这是阻止长期价格趋同的一个关键因素。在第一次与第二次英荷战争、七年战争以及1792—1815年战争期间，丁香价格之间的差别达到了顶峰，这也进一步佐证了以上观点。在上述最后一个战争冲突期间，我们可以获得更为系统化的数据，其结果清晰地表明战争导致了严重的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市场分割（O'Rourke，2006）。例如，在1807—1814年间，相对于棉纺织品，英国的小麦价格上升了40%（英国一般进口小麦并出口棉纺织品），法国的小麦价格则出现了下降，法国本身属于出口小麦并进口棉纺织品的国家。类似地，在欧洲，相对于棉纺织品，原棉的价格出现了上升，而在美国，棉花的价格则大幅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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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2　香料价格波动

  


  资料来源：Bulbeck et al.（1998）.


  图4.2表明，一旦战争结束，东南亚与阿姆斯特丹的商品价格之间的差距就会大大缩小，而且有大量证据表明19世纪国际商品价格的趋同变得更为普遍。如图4.3所示，在1840年前后，英美之间的小麦价格差距波动剧烈，不过在此之后，这两者之间的小麦价格差距沿着一种固定的趋势开始急剧缩小，两国之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小麦贸易。Jacks（2005，p.399）认为，确实有证据可以表明“1835年前后出现了真正的国际市场”。这一证据（相比Federico and Persson，2007）十分重要，因为它可以从整体上刻画19世纪国际价格趋同的特征，而不仅仅是针对1870年之后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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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3　1820—2000年英美小麦贸易

  


  资料来源：O'Rourke and Willamson（2005，p.10）.


  1800年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关系到可以在各大洲之间进行贸易并获利的商品种类。如表4.6所示，在1800年之前，欧洲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商品绝大多数属于价值与重量比率较高的商品，由于这些商品根本就不能在欧洲生产或者说在欧洲生产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可以承受运输成本。可以确定的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过，在16世纪，香料（包括胡椒和其他香料）是从亚洲进口的主要商品。而大约在17世纪中期，印度的纺织品在欧洲从亚洲进口的商品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欧洲的棉纺织业仍然竞争不过印度的织布者。大约在同一时期，诸如蔗糖以及烟草这样的“殖民地商品”在新世界的出口中变得很重要，但是这些温带气候产品实际上不容易在西欧进行种植。如此看来，在现代化早期阶段，洲际贸易也在不断演变，越发趋向于体积更为庞大的商品。但是在1800年之前，就当时绝大多数地区而言，大规模的国际贸易集中于那些比较基础且重量较大的商品，如小麦，此类商品易于在欧洲内外种植。


  
  表4.6　1513—1780年欧洲海外进口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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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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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Findlay and O'Rourke（2007，pp.308-309）.


  19世纪出现的新的交通技术使得那些具有基础性并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可以横跨海洋进行运输。温带农业产品在欧洲的价格现在就可以反映出美洲、澳大利亚以及俄国的要素禀赋情况，而不仅仅反映西欧市场上的这些产品的供给与需求。这也就意味着，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的理论逻辑，廉价的海外食物开始向欧洲的土地租金施加压力（O'Rourke and Williamson，2005）。在1870年之后，这一情况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时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才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然而，全球化的种子实际上一直埋在自滑铁卢战役之后的半个世纪中。


  贸易、帝国与经济增长


  近来的总量数据表明，在17世纪与18世纪，贸易与欧洲的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在1500—1800年，相比西欧其他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和亚洲，欧洲大西洋经济体的城市化率以及GDP都出现了迅猛的上升（Acemoglu et al.，2005；Maddison，2003a）。Allen（2003）同样发现，这一时期的贸易与欧洲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认为：“跨洲贸易的繁荣是推动西北欧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这一时期的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结论。但是，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却并不明晰。不同的学者在讨论贸易对欧洲各国的影响的时候，倾向于假设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而其文献通常将一般意义上贸易产生的作用以及国家的殖民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这两个意义完全不同的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针对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机制进行考察。然后，我们将把伊比利亚半岛国家损失其拉美殖民地作为一个“自然实验”来分析帝国与经济福利之间存在的联系。最后，我们将针对这一时期（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贸易与主要经济事件之间的多种联系进行分析。


  机制


  1700—1870年，贸易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呢？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经济中的所有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用于出口的资源配置存在机会成本，因为这些资源不能用于国内市场的生产。虽然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贸易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它同样意味着从贸易中的获益较小（这是因为，通过哈伯格三角衡量的从贸易保护转向自由贸易所获得的收益相对于总体经济规模来说并不大）。由此，像Thomas和McCloskey（1981）一样持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如果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关闭其国际贸易渠道，那么它也许将生产更少的棉花，但是将会生产出更多的其他商品，因此切断贸易联系只会给英国带来较小的福利损失。


  斯密提出的“剩余产品出路说”则假设，在18世纪的很多经济体中，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结果贸易能够以较小的机会成本或零机会成本将这些资源配置到生产性的（或者说更具生产性的）用途上。从这一观点来看，正如O'Brien和Engerman（1991）所举的英国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为了对这两种观点进行检验，一些研究者运用折中的方式，引入上限（非充分就业）和下限（充分就业）的概念，对一些特别的经济体中贸易或帝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检验。不过，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都偏小，与国内市场的扩张相比较，帝国或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较为适中。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为两种方法本质上都属于静态的，然而经济增长则属于动态过程，既包含资本积累，又包含技术变革。


  严格评价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建立理论模型（或静态模型，或动态模型），而很多传统的经济史学家则更偏好分析贸易对一些特殊的地区或部门所产生的影响。例如，Butel和Crouzet（1998）描绘了18世纪的法国在美洲以及亚洲的帝国扩张（以及贸易），他们认为这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然而，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仅仅局限在某些地区——大西洋港口地区（波尔多、南特以及勒阿弗尔）及这些港口的内陆地区——以及某些部门。殖民地对法国的工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因为在18世纪，殖民地在法国全部制造业出口增长中占据45%的比例。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工业出口只占其产出的7%，殖民地出口占其产出的比例则更低（仅占2.5%），并且法国的工业出口（特别是亚麻）仅局限在几个部门，这就意味着殖民地出口对这几个部门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类似地，在19世纪，葡萄牙的亚麻产出中有15%左右出口至巴西（Pedreira，1993）。Butel和Crouzet也强调了殖民地贸易对非出口产业的反馈影响，这些产业包括制糖业、造船业及其辅助产业以及航运业，因为贸易品是通过法国的船只来运输的。


  就西班牙来说，在1714—1796年，其与美洲的贸易出现了增长，特别是在18世纪后期，其上升势头尤为突出，在人口压力上升以及土地租金提高的情形下，贸易的增长推动了国内的货币化以及市场化。贸易刺激了工业以及服务业，特别是造船业及相关行业（钢铁、木材以及制绳业）的发展。对殖民地的出口会给一些行业以及地区带来实惠，但是和英国经济与其海外殖民地及其市场具有紧密的联系不同，在西班牙帝国分崩离析之前，伊比利亚的厂商及其商人对拉丁美洲的产品供给以及商业活动只占据其国内的一个较小的份额。在这一时期的俄国，货币化、农产品商品化以及诸如钢铁行业这样一些特殊行业的发展同样得益于贸易（Kahan，1985）。


  近来有研究低估了西班牙从殖民地贸易中获益的程度（Prados de la Escosura，1993）。贸易结构表明，通过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不会导致产出出现大幅增加，而且最大的得益可能来自消费方式的变化。到1792年，超过60%的保留进口由可可和蔗糖组成。进一步来说，这些殖民地产品已经赢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结果是，在既定的殖民地规则下，西班牙只有在较低的价格水平上接受相同的商品时，它才能从殖民地贸易中获利。此外，西班牙对殖民地的原材料的依赖程度并不高（在1792年，原棉以及染料仅占其保留进口的4%）。当然，这同样可以作为其国内制造业较为薄弱的写照。在加泰罗尼亚的棉纺织业中（在18世纪末期，它是西班牙最具活力的产业），相比从殖民地的原棉进口，从欧洲的棉纱进口对这一产业更为重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加泰罗尼亚的纺纱业是多么脆弱。


  集中于一些部门（在1792年，棉纺织业占36.6%，钢铁行业占3.2%，造纸业占4.4%，食品业则占22.3%）的工业产品出口刺激了工业扩张，同时对这些工业部门的发源地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殖民地贸易保护主义法律人为地使西班牙制造业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计算结果表明，在拿破仑战争之前，西班牙国内制造业向殖民地的出口贡献了5%的工业增加值。


  一种衡量海外贸易对西欧经济体的重要性的方法是，考察其在1807年受到英国的经济封锁和压制之后发生了什么。Crouzet（1964，p.571）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时期西欧沿海废除工业化的图景：“海港被废弃，街道上也长出嫩草，而且在阿姆斯特丹、波尔多以及马赛这样的大城镇，人口实际上在减少。”造船业以及利用蔗糖和烟草这样的殖民地原材料进行生产的工业等都受到了十分不利的影响。食品制造业也遭受了重创，印花棉布业也是如此，而其中牺牲最大的则是诸如法国西部、佛兰德斯、荷兰以及德国等地区的亚麻制造业。按照Crouzet的阐述，这对西欧大陆的外向型大西洋经济产生了长久的损害。此外，贸易破坏也促进了由于战争封锁而免于与英国竞争的出口替代产业的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棉纺织业。再一次重申，在一个可转移的经济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认为贸易破坏将导致巨大的静态福利损失这样的观点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除非人们假设部门中存在不对称性，例如，贸易破坏会产生外部性（Engerman，1998）。


  Daudin（2006）摒弃了这种本质上静态化的视角，提出了一种集中于利润以及资本积累的更动态化的观点。他提出的问题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从殖民地贸易中获取的利润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法国的资本形成？假设较高的海外利润鼓励所有经济部门增加投资，如此一来，海外部门利润的增长将会贡献1/3的法国GDP增长。


  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制是两个多世纪之前由Voltaire提出的。他认为，英国在贸易上的成功与其制度上的自由化相互加强并形成了良性循环：“贸易使英国的居民变得更为富有，从而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反过来，自由又将促进贸易的繁荣”（再次引自Findlay and O'Rourke，2007，p.347）。类似地，Acemoglu等（2005）认为大西洋贸易增强了商人的政治权力，结果是使他们的财产权利也得以强化。在这些研究者们看来，从贸易中获得有利的政治地位这一结果在那些比英国更专制的国家并不明显，所以说，就这一时期而言，帝国主义的统治加强了而不是弱化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专制君主制。在现代欧洲的早期阶段，国家实力受到王室加税需求的制约。国王越依赖税收，他们拥有的主权以及自治权就越少。殖民收入促进了强有力的集权制政治中心的崛起，而无须因其长期目标和制度而与殖民地讨价还价。1716年，葡萄牙对黄金开征的税大约在财政收入中占据10%的比例，到18世纪60年代，在黄金以及钻石的开采开始减少之前，它在财政收入中占到1/5的比例。在蓬巴尔侯爵时期，巴西为其贡献了40%的政府税收。在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之前，王室得自殖民地的财政收入（包括从殖民地金库中获取的剩余以及关税收入）在全部财政收入中占到1/4的比例。同葡萄牙一样，西班牙的金银不仅巩固了其法定权力，并且增加了其贵族阶层的收入，因此就减少了增加居民税收以及租金的需求。结果是，殖民帝国有利于强化以及稳固伊比利亚半岛的传统制度以及权力结构、社会地位以及财产权利，这也意味着当地具有较少的代议制度。


  在19世纪初期，美洲殖民地的解放标志着伊比利亚传统社会制度的终结，从而开启了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由革命的大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未被开发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经济的发展，并提高了其国际地位。伊比利亚半岛经常把19世纪经济落后的责任归咎于罗马帝国的衰落，但是罗马帝国的衰落显著地促进了半岛国家经济以及社会的现代化。


  总之，现有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文献在很多方面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跨国研究清晰地表明，在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联系，但是关于单个国家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明这一点。Acemoglu等（2005）的政治经济分析的结果较乐观，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仍须针对这一领域（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帝国与福利


  为什么欧洲国家选择建立帝国长期备受争议？一些假设已经被提出，这些假设包含从纯粹的经济解释到纯粹的政治解释的诸多看法。上文提到的Vinerian的观点是更具有经济意义的解释中的一个代表。他认为，在国际市场分裂（很大程度上由海盗盛行和战争频繁所带来的不安全导致）的情况下，海外扩张有利于开拓出保留市场，从而就引发了国家间的竞争以及贸易。也就是说，如果西班牙的商人们希望能够在一个既定的地区进行贸易，那么西班牙政府就必须通过驱逐其他商人和政府来尽力实现本国商人的这一意图，因为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这样做，那么它自身就会被其他国家驱逐。这并不是否认“从军事甚至经济的角度来看，每个国家都将重商主义战略视为自己的最优战略这一总体自由贸易的情况将有利于每个国家，但是导致了集体上次优的后果”这一观点。然而，从历史视角来看，人们可能会问：在一个不存在集体安全机制的世界中，这是不是反事实？Findlay 和 O'Rourke（2007，p.229）认为，就单一的欧洲国家来说，它们同样会仔细掂量这样一种向和平的自由贸易的单边转换会带来什么，“缺乏……清晰的霸权、军事失败以及被外国市场驱逐”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答案。


  人们也提出了其他一些经济意义不那么浓厚的对帝国的见解。例如，对于为什么阻碍远距离海洋航行的技术障碍被扫除后，也只有某些欧洲国家建立了海外殖民地这一问题，Elliott（1990）基于欧洲国家之前的海外扩张史做出了回答。根据他的观点，伊比利亚半岛在美洲大陆的掠夺、征服和殖民统治属于夺回原先的领土的后续行动，英国在17世纪的海外殖民扩张中沿袭了前一世纪其对爱尔兰的征服。为什么欧洲其他国家最终也加入了拓展海外殖民地的行列呢？Elliott指出，原因在于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这激发了一个效仿过程，导致了它们对新世界领土的争夺和占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欧洲地区的国家最终纷纷进行海外扩张，但是至少一部分国家并非出于自愿。


  另一种观点却认为，原因在于帝国和民族国家成立之间的相互关系——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竭尽全力不落于其他国家之后。这种解释认为，“民族国家和商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需要保留市场和供给资源”的观点是经济主义的和过时的，而且认为殖民地并不是一种投资，而是花费在非经济用途上的成本（Engerman，1998）。帝国的成本是不容否定的，因为殖民地需要花费成本去争夺、占领和防御。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战争、生命和船只的丧失都是资源从其他用途的转移。战争经费必须通过税收、通货膨胀或者公共债务来筹集。此外，殖民体系涉及航海法（向消费者征收隐性税收），其通常必须支付高于最有效的竞争价格的价格。


  在有关伊比利亚半岛的文献中，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话题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是否因为它们在确立帝国地位时忽视了大都市经济的发展。帝国的建立是不是意味着会产生巨大的机会成本，会耗费原本可以配置到生产性投资领域的资源（Fontana，1991），或者这些成本是不是经济发展必要的前提条件？为了挖掘资源丰富但是人口稀少的美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伊比利亚半岛的当权者需要向社会间接资本（港口、公路、住房、内陆交通及海运航线）以及新政治和商业组织的建设持续追加投资。这一投资虽然使欧洲其他国家获益，但是其成本却主要由伊比利亚半岛来承担，并至少持续到了哥伦布登陆之后的150年（O'Brien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1998）。就葡萄牙来说，一方面，也许有人会认为，从本国向新世界国家的移民导致了国内人力资源的流失、技术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削弱，因为流出的人口通常较为年轻，并且文化水平和事业心都超过本国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移民加速了葡萄牙对新世界国家的殖民化改造，并使其开拓了新市场，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了奢侈品和热带商品。此外，对外移民缓解了葡萄牙人口较密集的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压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相关文献，资源从美洲地区流向伊比利亚半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长期阻碍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经济发展。首先，如前文所述，金银的流入增强了专制主义政权和中央政府的权力，但是对政治和经济产生了破坏作用。其次，铸币和黄金不断流入葡萄牙、白银不断流入西班牙引发了“荷兰病”，损害了当地制造业的竞争力（Forsyth and Nicholas，1983；Drelichman，2005）。


  衡量帝国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这一帝国衰败之后发生了什么。截至1827年，巴西切断了其与葡萄牙之间的关联并宣布完全独立之后，葡萄牙的实际国内出口减少为1796—1806年的平均水平的2/3。然而，这也促进了葡萄牙的出口结构从工业产品向农业产品的转型。在贸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下，葡萄牙通过向英国出口初级产品换回制造业产品，从而使本国经济成为英国导向型的。服务贸易也遭受了影响，在同一时期，服务贸易的实际再出口削减了1/5，例如，葡萄牙不再对巴西产品进行转口贸易。Pedreira（1993）指出，失去巴西产品的转口贸易之后，葡萄牙的GDP下降了8%。更广泛的共识是，葡萄牙现在仅仅是食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国，已没有机会再专业化生产更具竞争力的工业产品。但是，由于旧殖民体系并没有引领葡萄牙走上现代工业化之路，因此葡萄牙后来没有成功实现工业化并不是因为其殖民体系的崩溃。


  大不列颠帝国与13个北美殖民地之间的商业联系在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立即得到了修复（Shepherd and Walton，1976），与之相反，西班牙和新拉丁美洲共和国国家（除了保留古巴为转口贸易港口之外）却彻底切断了联系。自1796年10月与英国发生战争以来，西班牙与其殖民地之间失联的时间超过20年。随后，西班牙出口的下降（1784—1796年以及1815—1820年，大约下降了25%）几乎可以完全归结为其殖民地商业的衰退（缩减了约40%）。结果，西班牙出口在其殖民地和欧洲地区分配的长期均衡格局（大约分别占1/3和2/3）被打破了，持续了整个19世纪的出口新分配格局（其中，国外市场吸收了其中4/5的出口）得以确立。用于国内消费的殖民地产品的保留进口（占全部保留进口的1/3）减半了，但是通过增加从欧洲的进口得到了补偿。与帝国的服务贸易（金融、保险、运输）的削减尤其显著，1784—1796年及1815—1820年，实际服务再出口额削减了3/5就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西班牙的国际贸易收支也同样受到了殖民地运动的影响。在帝国衰落之前，西班牙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经常账户赤字，并且通过殖民地贸易的相应盈余得以平衡。伴随着殖民地的解放，西班牙的这一国际收支平衡机制不复存在，国内经济陷入了通货紧缩。幸运的是，1784—1796年及1815—1820年，较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与欧洲国家之间贸易条件的改善程度大于因殖民地独立而导致的贸易条件的恶化程度）使西班牙每单位进口产品的购买力提高了20%，从而使得西班牙避免了经常项目赤字的进一步恶化。


  Prados de la Escosura（1993）曾尝试对西班牙丧失殖民地之后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进行估计，假设如同通常的看法一样，这一损失是巨大的。第一个假设条件是，可出口商品所消耗的生产性资源在国内经济中不存在其他用途。同时，对西班牙国民在与殖民地进行贸易的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船运、保险、商业）做出同样的假设。与非殖民地贸易不同，殖民地贸易几乎全部由非西班牙船只运输，西班牙殖民立法机构要求西印度群岛贸易只能通过西班牙船只进行运输。因此，随着西属美洲贸易的缩减，西班牙海运服务贸易的减少也就紧跟其后。由贵重金属停运而造成的税收损失以及因殖民地独立而导致的关税减少也被考虑在内，假设条件是：从殖民地收取的公共税收被用于国内经济的生产性用途。在这些假设条件下，上限估计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损失占其国民收入的比重不超过8%。此外，人们可能会认为，从殖民地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占国内金融投资基金很大的比重。当考虑到这一点时，估计结果显示，1784—1796年期间，这一利润对西班牙国内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低于18%。


  丧失殖民地的长期后果取决于相关产业的灵活程度和动态特征。许多部门制造的产品的出口下降说明，西班牙的相关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西班牙不能够向拉丁美洲的消费者提供比其西欧的竞争对手（尤其是英国）价格更低、质量更高的产品。例如，巴斯克的钢铁产业（18世纪末，其至少1/3的产量出口到殖民地市场）从18世纪70年代之后丧失了国际竞争力。瓦伦西亚的丝绸产业也经历了同样的情况。在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20年代，瓦伦西亚的生丝净出口不断增加，而丝绸纺织品的净进口不断增加。加泰罗尼亚的航运业是另一个在殖民地的保护伞下成长起来的产业，它也走向了衰落。然而，丧失了殖民地市场之后，加泰罗尼亚的棉纺织品却经历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西班牙，竞争力和灵活性较强的产业，尤其是商业性农业最终适应了新的经济环境，并进而开发出了西欧地区的成长型市场。如前所述，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业产品的价格降低了，日益增加的需求导致了农产品的相对价格的提高，贸易条件有利于农产品生产者，因此19世纪是发展商业性农业的好时候（见图4.4）。丧失殖民地对西班牙经济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均低于相关历史文献所得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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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　1714—1882年西班牙对英国的贸易条件

  


  资料来源：Prados de la Escosura（1994）.


  贸易与工业革命


  本卷第1章以全视角概述了欧洲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型。现在我们主要考虑这一转型中的一个特殊方面，并提出疑问：贸易（继而帝国，因为在此期间内，贸易和帝国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对英国工业革命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跨国计量经济分析表明，在这个时期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究竟是什么促进了这一相关关系仍然是不确定的。在这种典型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评论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呢？


  关于此类问题的文献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了改造。一个特别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从亚当·斯密、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做出的假设条件中找到了灵感，这一假设条件是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投资取决于储蓄，储蓄取决于利润（因为假设工人太穷，没有能力进行储蓄；地主阶层不务正业，也不能够进行储蓄）。在一本著名的著作中，Eric Williams（1966）指出，从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金融支持。他的大部分逸事证据包括很多案例，其中某些案例证明奴隶制度为英国国内产业带来了投资。Engerman（1972）以及O'Brien（1982）对Williams的观点进行了定量化证明，他们都衡量了奴隶贸易所带来的经济收益（O'Brien指出，英国的跨大洋奴隶贸易更加普遍），并发现这些收益微不足道，很难起到实际作用。例如，O'Brien发现，1784—1786年期间，直接奴隶贸易及与“外围”国家进行奴隶买卖所得到的全部利润为566万英镑。如果其中30%的利润被储蓄起来并用于再投资，那么在这一时期，它相当于英国总投资的15%。由于在O'Brien看来，15%的比例太小了，所以Williams的观点只是“建立在数字之上”。


  Williams的论文中还存在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即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才是推动工业革命的最终力量。通过集中讨论利润来试图发现海外贸易、帝国及奴隶制度与欧洲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关系，Williams和其他学者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工业革命，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同样也不适用，因为凯恩斯考察的是短期产出水平和就业的决定因素，而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并不妨碍很多历史学家试图主张，在现代化经济转型时期，海外需求外生地刺激了英国工业生产的扩张。1784—1786年，将近60%的英国棉纺织产品被出口到非欧洲国家（Davis，1979）。如果仅从这一点来说，上述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济增长本质上属于供给问题，并且如果经济增长的确源于海外需求的扩张，那么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的贸易条件应该得到改善，但是事实上贸易条件反而恶化了，这揭示了创新降低成本这一本质（McCloskey，1981；Mokyr，1977）。图4.5运用简化的分析框架阐述了这一点。根据Crafts和Harley（1992）的观点，1780—1831年，英国的工业产出增加了约235%，而GDP增加了约135%。一方面，如果需求的收入弹性等于1，外国收入的增长率与英国的情况相当，那么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国外对英国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会增加约135%。这一点可以通过D曲线向外移至D'曲线（此时，忽视D"和D"'）得到说明。如果工业供给曲线是垂直的，那么它会向外移动235%，在新的均衡水平下与D'曲线相交于点B。根据英国有关贸易条件的可得数据，在这一新的均衡点上，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低于初始均衡点A所表示的相对价格的55%。另一方面，如果供给弹性等于1，那么供给曲线将会在既定价格水平下向外移动290%（=135%+100%+55%），移动幅度远大于需求曲线向外移动的幅度（135%）。


  
    [image: ]

    图4.5　工业革命时期的需求与供给

  


  Findlay（1990）针对18世纪末的大西洋经济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虽然此模型是静态的，但还是能够说明在工业革命期间，贸易是如何起到实际作用的。在初始阶段，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棉纺织品，英国完全从欧洲外部，尤其是美洲地区进口原棉。[3]美洲的供给具有较高的弹性，因为新世界国家似乎具有无穷的资源禀赋，并且美洲地区的奴隶劳动力的供给弹性也很大。工业革命导致了对原棉的需求大量增加，继而导致了原棉的国内和国外价格的提高，这意味着英国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美洲更大的原棉供给弹性使这一贸易条件恶化所导致的损失降到了最小，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新世界国家的奴隶劳动力供给，那么英国原棉的价格提高的幅度将会大于实际提高的幅度，从而阻碍这一核心经济部门的发展。海外市场的存在也意味着对棉纺织品的更大规模的需求和更大的需求弹性。如图4.5所示，由工业创新所导致的供给曲线的特定幅度的移动会产生较小的产出效应，并且与实际需求不存在弹性的情况相比较，棉纺织品价格的下降幅度会更大（比较D曲线向D'曲线移动和D″曲线向D"'曲线移动的情况）。


  国际贸易不仅能够深化既定供给方冲击的传递路径，而且在利润和降低成本的双重激励下，还能够促进更多创新（Allen，2006）。研发过程中较高的固定成本要求创新企业通过获取利润来补偿这一成本，较大的市场有利于创新企业收回这些固定成本。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较大的需求市场意味着单个垄断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的弹性较大（Desmet and Parente，2006）。因此，一项降低价格的创新能够通过较大的需求市场增加销售和收入，这意味着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张，创新变得更有可能。然而，英国没有对这一影响机制进行量化，否则在被假设为封闭的英国（甚至我们假设封闭的英国可以种植棉花）将不会出现我们实际上观察到的那么多的创新。不像中国和莫卧儿王朝（Mughal Empire），英国国土面积太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本国市场。事实上，1780—1801年英国出口的增加额相当于GDP增加额的21%（Crafts，1985a，p.131），相当于同期工业产出增加额的50%以上（Cuenca Esteban，1997），并且，1815—1841年英国出口的增加额相当于纺织品产出增加额的60%以上（Harley，1999，p.187）。


  此外，1780—1801年在英国出口增加额中，美国占据了大约60%（O'Brien and Engerman，1991，p.186）。在工业扩张时期，英国的创新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外市场。在国家竞相将竞争对手驱逐出被保护的市场的重商主义时代，这意味着英国征服法国及其他欧洲竞争对手是实现其后来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的确，当时英国自身不具备实现工业创新的条件，而国内条件是促进创新的主要因素，但是海外市场为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必要条件。


  注释：


  [1]原书为1689—1697年，疑有误。——译者注


  [2]与van Zanden（2005a）以及Alvarez-Nogal和Prados de la Escosura（2007）计算得到的较低的年增长率（约0.1%）相比，Maddison的结果可能代表了上限水平。


  [3]Pomeranz（2000）强调了欧洲从新世界获取原材料的好处。


  第5章

  经济周期


  李·克雷格（Lee Craig）


  康塞普西翁·加西亚-伊格莱希亚斯（Concepción García-Iglesias）


  在西方世界，对真实经济活动长期趋势的周期性偏离被称为经济周期，对经济周期的识别至少可以追溯到16世纪。[1]这些经济周期出现的原因及其引起的后果一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并且1700年之前的周期在其影响、频率以及可能的量级上与1870年之后的周期存在差别；然而，周期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别体现在周期出现的原因上。早期的文献通常把经济周期与技术革新、人口冲击、金属货币流动、贸易的破坏、农业危机（通常是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冲击）以及（或者）战争相联系。相反，在19世纪的最后数十年中，金融市场的破坏以及制造部门的变化通常被认为是导致经济出现波动的罪魁祸首，尽管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仍然认为技术革新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存在关联。


  对经济周期的学术化阐述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通过比较棉纺织业与谷物市场的波动以及铸币流动中货币冲击的潜在影响讨论了出现经济周期的原因。到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初期，对不同经济周期的长度及其规律性的学术讨论变得更为常见。由此，熊彼特（1939，pp.162-165）将周期性行为分为五种宽泛的类型：（1）季节性周期。正如农业部门受农作物收获、播种等的季节性影响很深一样，季节性周期通常在每一年中产生影响。（2）基钦周期。这一周期一般持续3~5年，表现为金融指数和批发价格的变化。（3）朱格拉周期。这一周期大约持续10年，表现为金融市场以及人口指数方面更为根本性的变化。（4）库兹涅茨周期。这一周期大约持续20年，通常伴随着核心技术的革新、先进产业的变迁特别是建筑活动的长期波动而出现。（5）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周期长至50年或60年，代表经济中出现的诸如工业革命这样的历史性转变。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有关欧洲宏观经济史研究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其使用了熊彼特关于经济周期的分类方法（例如，可参见Trebilcock，1981），但是随后的研究，特别是后来出现的经济学文献，已经不重视甚至直接拒绝早期对经济周期进行系统化分类的方法，而是转而集中探讨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所具有的统计性质——包括实际GDP及其组成部分、价格指数、贸易数据以及利率——或者探讨周期性事件的原因和结果。[2]对早期经济周期研究方法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利用它对周期进行的预测有很多不足。实际上，近来的文献反对认为在周期性活动出现的历史范围之外存在一个经济周期的观点。在对近130年的跨国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的过程中，Basu和Taylor（1995）指出：“对过去的经济周期的解释并不明确，因为在如此长的时间范围内，经济结构也许已经发生了改变。”类似地，Romer（1999）强调：“只有研究了经济波动如何发生变化，我们才能够就这一现象进行解释。”遵循这些劝诫，我们集中对1700年前后至1870年前后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经济出现波动的原因进行探讨。


  今日的宏观经济数据通常是按照民族国家来分类的。人们利用关键的经济周期指标——例如GDP、价格指数以及失业率——来追踪国家的经济活动轨迹。结果，经济周期（作为一个能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的概念）研究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兴起相伴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探讨了周期性的经济活动并不是出于巧合。正如我们将展开论述的，虽然总体经济活动与地区化专门市场联系紧密——一个显而易见的微观经济视角，但是到18世纪后期，欧洲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经足够高，以至于专门市场以及特殊地区的巨大的周期性冲击对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会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经常超越国家间的边界。结果，出现了类似泛欧洲化的经济周期，而这样的经济周期甚至出现在对国民收入以及国民产出数据进行明确定义之前。在下文，我们将证明这样一个泛欧洲的经济周期是如何产生的。


  1816年之前的经济周期[3]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家们强调技术革新在所谓的“真实经济周期”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McCallum，1989；Plosser，1989）。在这些模型中，大量“微观”技术革新的累积（并因此也属于加总）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通过劳动与闲暇之间的权衡这一机制导致工作时间的延长以及产出的增加，进而导致实际经济活动向上发展的趋势。正是在这一方面，Jan de Vries（1994）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存在“努力革命”，Joel Mokyr（1990，1993）同样将技术创造活动作为工业革命自身的基础，不过这些观点并不与以下说法相矛盾：特定的地理区域内的专门制度或技术革新可以通过生产率冲击形成一个向上的地方性经济周期。通过其他方面的因素，诸如移民，这些冲击将对其他地区和国家产生影响。


  相反，在一些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低迷被认为是正在经历技术革新以及正向的生产率冲击的厂商并没有等比例地增加其产出，从而减少了工作时间和就业而造成的（Francis and Ramey，2005）。[4]在欧洲农业部门现代化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农业就业的减少与生产率的上升相伴随这一现象，也许此时，与上述观点中所涉及的过程类似的过程发生了作用。当然，诸如“工业革命”或“农业革命”这样的字眼有发生彻底的变化的意思，但是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我们必须仔细地“分辨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Craig and Fisher，2000）。事实上，广泛的制度与技术变革更可能对经济增长中的长期趋势产生影响，而不是对其短期经济周期产生影响。虽然直到19世纪，在对宏观经济史的研究中才发现经济增长率的长期趋势中存在大量的不连续性，但Mokyr（1993）本人强调：“从出现技术革新到对总体统计指标产生影响，通常存在很长时间的滞后，即使这些技术革新是根本性的而且十分重要。”所以，别无其他，工业革命也许使现代经济周期成为现实。


  早期的经济周期理论家们经常将人口转型作为衡量经济周期性活动的一个主要指标（例如，Juglar，1889［1860］）。出生、死亡以及净移民都能够反映并影响总体经济活动。然而，人口出生率的上升在短期和长期都将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相对于死亡率上升所具有的潜在影响而言，出生率上升的定量化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在人口转型的标准描述中，尽管现代化之前的出生率经常出现波动，但是相比在很大程度上由传染性疾病引发的死亡率的波动，出生率的波动通常较小。


  在早期，欧洲的生育率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由死亡率的大幅上升导致的人口失衡引起的；它们的功能类似于使人口加速恢复到“正常状态”。此外，死亡率的短期波动是地方性的并且受到外生因素的支配（Flinn，1985，p.47）。


  在这些外生因素中，瘟疫被证明是最有效而且最持久的杀手。这创造出了现代化早期泛欧洲的人口周期模式：“在绝大多数年代，黑死病、瘟疫以及传染性疾病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疾病没有对一些地方进行打击的年份实在少见”（Flinn，1985，p.51）。瘟疫倾向于从两个方面对经济产生影响。第一个方面是通过破坏劳动力市场对经济产生影响。疾病以及死亡导致的产出损失对实际产出造成了影响，并且瘟疫之后饥荒又将不期而至，即使对没有出现明显的农业歉收现象的时期而言，也是如此。第二个方面是通过破坏贸易对经济产生影响。瘟疫通常是从港口城市开始传播的，而随后对贸易的破坏——通过损失劳动力、对病患的放逐以及隔离——则更为严重。然而，在14世纪的灾难之后，瘟疫的暴发在地理上更加具有地方化趋势，经常是从一个港口转向另一个港口。然而，当这些类似大戏中的插曲般的疾病在同一时期对同一国家的一些港口施加打击时，情况就会变得尤其麻烦。同样，一旦农业歉收和传染性疾病暴发这两种灾难同时发生，总体经济活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就那些诱发人口周期性死亡的特殊疾病来说，南部意大利（1743）以及西班牙（1799—1800年）暴发的传染性疾病绝大部分都局限在城市地区。然而，黑死病以及内陆的农业歉收两者共同导致了瑞典和波罗的海沿岸大陆地区的经济出现普遍性的大幅下滑（1709—1710年），法国也没有摆脱其影响（1720—1722年）。两个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欧洲每一个地方的经济衰退——虽然其原因和结果很难区分。


  就移民问题来说，从整体上而言，甚至在大规模的跨大西洋移民出现之前，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规模也是十分巨大的。这种国内移民行为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倾向，长期沿着从乡村到城市的趋势循环往复。然而，正如Brinley Thomas（1973）所观察到的，这种移民行为既是对实际经济的周期性活动所做出的反应，又是实际经济活动本身的结果。虽然Thomas的实证工作集中对19世纪的情形进行了分析，但是他的理论观点却可以用于更早时期的分析。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制度或技术变革会使得某一特定地区的经济活动增多并且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这又将进一步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出以及增加工资，结果是对劳动的需求出现上升，进而导致移民迁入。相反，没有出现这些变革的地区将会损失其资本和劳动力，从而出现经济下滑。其结果是，通过移民，（逆周期）冲击也扩散到了其他地区，由于战争以及农业歉收，这些冲击的影响将进一步恶化。Foreman-Peck（2006）在评论Thomas的观点时着重指出：“这些核心论题可以很恰当地作为对经济周期的实际论述。”


  截至18世纪，绝大多数关于早期现代欧洲经济增长的传统型论述都强调新大陆的铸币流动对经济的影响，这造成了被称为“价格革命”的普遍的通货膨胀（Hamilton，1934）。人们必须小心地将铸币流动对价格水平产生的影响及其对实际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区分开。就最简单的方法来说，区分这两种影响涉及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流动之间的区别。在预期到的货币流动的情形下，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双方能够通过调整价格预期来冲抵铸币流动导致的经济冲击——最为显著的冲击是通货膨胀。按照货币数量论的逻辑，人们过于看重铸币流动和由此导致的通胀对经济增长甚至对具有周期性的实际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令人怀疑的（Craig and Fisher，2000）。


  也就是说，如果流动性的多寡及其波动程度并没有被充分预期到，那么它们将呈现出现代化早期阶段的货币冲击的情形。铸币毕竟还是货币，贵金属的发现意味着发现者们的购买力增强了并且刺激了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范围的贸易帝国的形成。我们很难想象，费尽力气从世界各个角落寻找黄金和白银仅仅是为了检验货币是中性的。那些以贵金属进行贸易的人以及从铸币发行中获取铸币税的王室获取了最初的意外之财，不过这些贵金属随后将制造出欧洲范围内的通货膨胀。然而，这一最初的意外之财将导致对实际经济活动的长期趋势的一定程度的偏离，或者正如Cipolla（1972）所提及的，金属货币的流动，“在经济发展的较长时期内，刺激了经济活动出现更大的（周期性）波动”。


  关于这些货币冲击的传播及其对实体经济的放大作用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但是人们一致认为存在某种程度的实际效应［参见Fisher（1989）的综述］。这一实际效应似乎并不类似于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在现代货币框架中所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可以认为铸币流动在长期是中性的，但是它在短期却具有实际影响。实际上，对金银的追逐所导致的贸易扩张可能既对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率在长期有上升的趋势），又影响了经济对这一趋势的偏离（也就是说，影响了经济周期）。毫无疑问，铸币流动可以作为贸易扩张的度量标准，而且这一扩张本身就与实际经济的增长相关联并且促进了国际市场的整合，这反过来又对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周期以及通货膨胀产生影响：总之，对泛欧洲化的经济周期产生影响。


  与新大陆（以及非洲和东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网络的建立及其扩张提供了早期经济周期的另一种发生和传播机制。尽管贸易公司的成立必须得到公开批准，但是大部分贸易公司作为私有企业持续了大约四个世纪的时间。从这一方面来说，国际贸易可以被合理地认为增强了欧洲国家经济增长率的长期趋势。然而，同这一正向趋势交织在一起的是，在贸易扩张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对长期增长率的偶然和暂时的偏离。由其他一些因素导致的贸易破坏也会引发经济周期。例如，军事行动或瘟疫导致了对长期趋势的短期偏离，而对金银的追逐则为贸易扩张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除了偶发的贸易扩张之外，这一扩张能够在另一个更具现代意义的方面形成经济周期——特别是通过金融市场来形成。


  对这一时期与金融灾难相关的特殊事件的评论通常强调一些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围绕所谓的“南海泡沫”）所产生的影响。英国南海公司在1711年获得特许，这一公司的成立对于债转股交易来说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其持有的公共债券可以从海外贸易垄断权产生的经济利润中分红（Neal，1990）。随后在法国，苏格兰冒险家兼金融家John Law成立了通用银行（后来更名为皇家银行）以及西方公司（后来更名为印度公司），并且接管了铸币以及征税事务。按照Velde（2003，p.1）的说法：


  Law的一系列运作导致现有的法国公债转换成一种政府股权。严格来说，特许贸易公司接管了法国的征税，控制了铸币的发行，垄断了所有海外贸易，并且控制了法国的部分殖民地。这一公司向政府提供债权人地位，并且可以用股权交换这一债权，这就使得公司自身成为政府的债权人……结果是，公债持有者们对（得自贸易的）财政收入的现金流具有所有权。


  围绕公司的激进的财政、货币以及金融计划最终都取决于其所产生的商业利润。只有公司能从其实际的海外活动中获取回报，并且只有它们的附属金融机构能够可靠地管理它们的债务资产，债转股才有意义。后一个方面又依赖于前一个方面，一旦这两个方面中任何一个遭遇失败，这一债转股的金融体系就会失败。正如Neal（1990）所指出的，当英格兰银行催促南海公司的代理银行用铸币或英格兰银行的商业票据赎回其发行的商业票据的时候，“南海计划宣告终结”。类似地，在法国，“Law的计划中一个具有关键影响的方面体现在（贸易公司的）股票价格居高不下”（Velde，2003，p.28）。如果不考虑Law对短期价格的操纵，那么确保股票价格居高不下的唯一方法是让公司的贸易活动持续地产生利润流。在1720年的夏天，上述几方面遭遇了失败，于是Law的计划土崩瓦解了。这一金融危机通过债券市场又对阿姆斯特丹产生了不利影响，当时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记录足够真实，在整个法国以及英国，人们都感受到了经济的下滑。结果是，即使就公共财政而言，贸易与财政之间的联结也导致了（泛欧洲）实际经济活动的波动。


  尽管制度、技术革新、死亡率冲击、移民、未预期到的铸币流动以及国际贸易的破坏都对现代化早期阶段的经济产生了影响，但是在19世纪之前，农业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却最为常见。而且，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是农业冲击仍然是经济周期性下滑的最重要的原因。为了理解农业生产在早期现代化时期对经济周期的重要影响，需要特别提及的一点是，从国民收入的构成来说，农业经济部门倾向于主导其他部门。我们把英国作为一个基准进行考察，英国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在1700年，农业部门的直接就业人数在英国劳动力中占据了大约50%，并且在欧洲范围内英国典型的农业劳动者通常生产效率比较高，其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可以养活自身，而且可以另外养活两人。[5]所以说，在这一经济中，整体经济对于农业冲击的反应十分灵敏，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气候模式变化导致经济出现显著的短期偏离。


  最为明显的气候问题出现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前后或者期间，包括晚霜和早霜以及干旱或潮湿的天气。这些气候冲击有些覆盖了大多数欧洲地区，有些则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域性。在任一情形下，根据气候危机的严重程度的不同，在当时交通成本相对较高这一既定条件下，庄稼的歉收即使不会导致直接的饥荒，也将导致营养消费水平的不同程度的下降。这反过来将会使得人们更容易患上疾病，从而导致劳动投入减少以及农业产出降低，结果是人口更易遭受疾病的侵害。更为一般的说法是，“在食品价格与死亡率之间存在紧密而确切的联系”（Flinn，1985，p.51）。


  在地方经济之外，与气候相关的农业冲击的传导机制应该更为复杂。由某地的农业危机造成的贫困将会引起对别的地区产出的谷物的需求增加，这又将导致别的地区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好转。因此，农业歉收对一国经济造成的周期性影响关键取决于出现农业危机的地理范围。如果这一危机具有很强的地区性，那么其造成的整体后果仅仅是从一个农业生产区域到另一个农业生产区域的收入再分配，或者从城镇到乡村的再分配。然而，如果一国的大多数农业部门都遭受打击，那么（当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该国将在更为恶化的贸易条件下增加对食品的进口，而且这一打击将会使得总体产出遭受负面影响。


  进一步来说，在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掌握并且广泛应用蒸汽机之前，影响农业生产的同样的气候问题将会对制造业和贸易产生影响。相比农业部门，这些气候问题对城市部门造成的影响更为复杂。


  一些产业会直接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摧毁处在发芽期的棉花的霜冻或者击倒稻草的倾盆大雨同时会造成水道的中断或妨碍材料的传送……在一次严重的霜冻之后，康沃尔铜矿的铜产出量出现下降而且西雷丁的绒面呢产量也出现下降……在很多闹饥荒的年份里，煤的价格出现了急剧的上升，而这不仅出现在矿井周边地区，而且出现在伦敦以及其他城市中心地区。但是，煤的价格问题应该由气候问题所导致的农业歉收来买单（Ashton，1959，pp.34-35）。


  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欧洲的工业化程度一直在提高，工业产值在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因而城市居民更容易遭受饥荒的影响。尽管这是一个典型事实，但是当农业生产率上升时，每个农户都可以为更大比例的非农户提供食物，从而就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并促进了城市居民的增加。结果是，更为广泛的非农业部门将会直面每一次农业歉收带来的打击。供给冲击造成了粮食价格的高企以及粮食供给量的减少，这对于城市居民以及那些需要面对城市居民爆发出的愤怒的政治家们来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威胁。正如当时的记录所说，“谁能够忘却这些可怕的年份中出现的价格暴涨……这几乎令整个欧洲喘不过气来”（再次引自Craig and Fisher，2000，p.119）。当然，农业丰收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同样具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谷物的价格过低，租佃农户倾向于实行休耕……谷物价格过于低廉将会引发危机并且危机会在城市之间广泛传播”（Abel，1980，pp.11-12）。Craig和Fisher对这些有关农业危机的描述进行了总结：“换句话说，谷物价格过高对经济是不利的，但是其如果过低，那么对经济同样具有不利的影响”（2000，p.120）。


  对早期经济周期的这一评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困惑至少部分是由于农业价格是当时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对农业价格的依赖源自农业价格数据的相对丰富以及产出数据的相对缺乏。当然，农业产出的影响的持续时间及其范围取决于农业冲击的本质，而且对早期的经济周期的本质的观察通常反映出短期农业冲击所具有的分配效应。假设对基本粮食的需求是无弹性的，那么农业歉收将导致那些拥有更多的可在市场上交易的有产品剩余的农户（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那些拥有或是管理更大的农场的农户以及并没有遭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的农户）获取高收入。此时，财富从城市消费者转移到大型或未受影响的谷物生产者手中。在遭受气候影响的地区，小规模农户也会遭受打击。相反，另一种类型的冲击是农业丰收，它将导致农民的收入降低，但是对城市居民来说，则意味着更低的价格以及从更大产量中获取的意外之财。在这一情形下，即使在普遍的农业丰收的年份里，由于极端的地区性气候状况而遭受农业歉收的农户也将受到更大的打击，因为他们将面临更低的农产品价格以及更少的农产品产出。然而，至于冲击对总体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在上述两种恶劣天气导致农业产出下降的情境中，如果天气影响的地理范围足够大，那么很有可能导致大幅度的总体的经济衰退。


  就这些冲击的具体状况来说，在1750年之前，欧洲国家并不存在可用来对宏观经济时间序列进行描述的数据，然而，在此期间出现的价格数据（特别是其中反映城市食品价格的数据）以及有关实际工资的数据可以用来识别不同的经济周期，尤其是1750年之后的经济周期。总之，伴随着价格的上升而出现的实际工资的大幅下降表明了这些经济体中存在的紧张状况。在英国，不同程度的农业歉收出现在以下几个时期：1708—1709年、1724年、1727—1729年、1740年、1756—1757年、1771—1774年以及1792年。所有以上时期都同时出现了更大范围的经济下滑。在法国，这样的时期包括1769年、1771—1772年以及1789—1790年。这些时期法国的农业部门特别萧条（Craig and Fisher，2000，pp.171，217-218），而且在这几个经济衰退期的每一年中都伴随着低地国家总量经济的下滑（参见表5.1和表5.2）。


  
  表5.1　1700—1750年英国经济衰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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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2　1750—1816年欧洲七国的经济衰退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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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Allen（1992）；Craig and Fisher（1997，2000）；Grytten（2007），Hoffman et al.（2002）；Jacks（2004）；Komlos（1983）；Roses et al.（2007）.


  虽然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下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此后的欧洲经济的特征之一，但是由于短期债券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18世纪的危机还是信贷市场的危机。英国和法国在1720年遭遇的公共债券问题以及法国在18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公共债券问题（Hoppit，1986）通常都反映出贸易或农业方面的真实危机，比如Ashton（1955）在对历史编纂记录进行综述之后，把下列时期视为爆发了危机的时期：1701年、1710年、1715年、1720年、1726—1728年、1745年、1761年、1763年、1772年、1778年、1788年、1793年以及1797年。除了1772年以及1788年这两个时期爆发的危机以外，所有以上出现的其他时期所爆发的危机都涉及公共部门的一个方面或者另一个方面（Hoppit，1986，p.45），并且有四个时期（1710年、18世纪20年代后期、18世纪70年代以及1793年）爆发的危机都与农业歉收有关。尽管对经济出现周期性变化的确切时间存在大量争论，但这一时代的学者们都意识到，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出现经济周期的原因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用什么来区分［此后的］金融危机与之前的财政危机？主要是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增长导致的”（Hoppit，1986，p.51）。这一增长在19世纪的制造业部门是不成比例的，而且财政部门的演变支撑了这一增长。


  上述早期公共财政危机并不完全是由贸易问题造成的。实际上，在某些方面，这些危机通常与战争有关。战争通过直接的破坏或间接的劳动力市场同样能给农业生产带来冲击，因为战争意味着农业劳动力的损失。当然，战争对农业的影响还包含另一个方面：某一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意味着对其他地区的农业产出的需求上升；结果是，未遭受战争影响的地区从别处获取了意外之财。更一般地说，战争造成的经济影响通常被人误解。尽管从当代常用来衡量经济产出的指标——GDP——来看，在战时它是上升的，但它的上升并不足以导致参战国家的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GDP的上升主要是由政府大量消耗稀缺资源导致的。而且，以下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即战争通过“挤出效应”对私人投资产生负面影响——其挤出程度是与战时公共支出相关的周期性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很多研究已经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Crafts，1987；Mokyr，1987；Williamson，1987a）。


  那些被作为战场的地区也许将面临经济下滑以及基础设施和周边环境被破坏等问题，并且至少就短期而言，其经济产出也会减少。一旦战争在足够长的时期内对很大范围内的农业产出造成破坏，它就会对经济造成潜在的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事实上，短时期的战争也会对经济造成冲击，而长时期的重大战争将造成明显的并且持续时间很长的对经济增长率长期趋势的偏离。而在实际过程中，战争对经济的破坏存在不同的形式。由于战争当局征用了一部分产出，所以当前的国内消费减少了。如果一支部队或多支部队就驻扎在附近，那么这又将减弱未来进行农业生产的激励。田地、篱笆以及农业设施也会遭到作战双方的损坏。由于军队中混合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员，所以疾病很可能被传入并开始大范围传播。最后，本国以及被征服地区的农村劳动力通常应征入伍。综合考虑，对食品生产的负面影响以及容易遭受新出现的疾病的侵害这两个因素可能导致饥荒以及工作效率的下降，而这两者都将导致农业产出减少。所以说，由战争中的经济行为导致的战后经济增长都是不必要的经济增长。


  就一些特别的战争来说，它们甚至可能具有总体上的负效应，这些战争包括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七年战争（1756—1763年）以及始于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中爆发的一系列战争。


  既然如此，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1816年之前导致经济周期出现的各种因素以及周期性事件进行总结呢？Graig和Fisher（2000）认为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的下降伴随着价格水平的普遍上升，特别是谷物价格的上升表明经济正承受着压力。结合文字叙述的逻辑和二手数据，我们识别出了七个国家以及欧洲地区的经济衰退期，从时间上来说，英国始于1700年，其他国家则始于1750年，这些国家包括法国、低地国家、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以及西班牙。[6]1750年之前的英国被认为是当时最发达的经济体，其1700—1750年的经济衰退期如表5.1所示，其1750年之后的经济衰退期见表5.2。


  经济衰退通常在每一个地方间隔三四年就出现一次，比今日我们在欧洲所见到的更为频繁。当然，这也许仅仅是由于我们用于识别周期的数据包含太多的噪声和偏误，不过，它也许有效地反映了各种文字记载中有关贸易、战争以及农业方面的问题。而且，英国经济的每一次衰退均伴随着此后一年内两个或更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衰退。它也许可以作为早期存在泛欧洲经济周期的证据，或者它也许仅仅反映了这些大型农业经济体的总体波动。此外，意大利、奥匈帝国以及西班牙大约每隔三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衰退。


  如果人们将大洲范围的经济衰退定义为不同国家或地区几乎同时面临着经济下滑的压力，那么也存在符合这一定义的情形，即大约每隔十年，这样的衰退就会出现，并且持续两到三年（见表5.3）。虽然农业部门和战争是这些情形的“元凶”，但这些情形更应该被视为经济下滑，而不是重大的农业“危机”。假定在18世纪，农业产出占总体产出的比例保持不变，那么人们完全可以推论出这些表格中包含一些“误报”。也就是说，农业部门非常不稳定，并且农业所具有的这一不稳定性将会体现在总体经济活动中。无论如何，农业部门的相对下滑都将会反衬出金融部门以及制造业部门重要性的上升，而且后两者反过来将在随后的经济周期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表5.3　1750—1816年全欧洲的经济恢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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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1870年的经济周期


  在18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农业在经济周期中的地位下降了，农业歉收与周期性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关性的减弱被证明是衡量一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情况的良好指标。尽管18世纪的经济衰退经常涉及金融领域的危机，但后者主要是通过公共财政或金融部门与农业之间的联系对经济周期产生作用的，而且金融领域的危机通常是反映了而不是导致了农业、贸易以及制造业中出现的问题。商业银行在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制造业产出在总体产出中所占的比例日益上升，这些都表明经济周期越来越倾向于由银行以及工业部门的发展来推动。


  至于金融部门的演化，我们可以用英国的金融部门作为早期金融部门发展的基准。截至1750年，在伦敦之外的英国地区，也许存在的银行不超过12家（Neal，1994，p.168）。到1755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仍然仅存在150家商业银行，银行总资本则为350万英镑（Cameron，1967，p.33）。然而，到1800年，英国拥有400多家银行，其银行资本总和达到了550万英镑。虽然学者们也许会对这些数字吹毛求疵，不过，从任意一个合理的标准来说，重点都是银行部门出现了快速的增长，银行业务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增加，而且银行的顾客也增多了。此外，银行资产的增长快于总体经济的增长，并且从商业借贷以及委托借款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开始演变。由于这些交易是通过各种金融中介来执行的，所以最后金融市场演变的结果是，银行的对外信贷在金融体系中拥有日益显著的地位。这一巨大的扩张意味着经济中的所有其他部门都将越发明显地感受到银行部门出现的变化。


  尽管从欧洲范围来说，银行体系的演化遵循着不同的路径，但是银行通常位于大都市的中心（例如，阿姆斯特丹、巴黎、柏林和维也纳），与内陆地区的经济活动是分开的。就当时来说，银行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银行拥有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地方贷款（按其字面意思来理解的话，指银行在这一地理区域发放的贷款）质量信息的多寡。尽管银行本来可以在次级市场或再贴现市场实现多样化经营，但是贷款签发者（例如卖方）的声誉更为重要。最大的以及最重要的大都市银行倾向于仅仅对“蓝筹”贷款进行贴现，这也招致了一些文献对其的批评（Craig and Fisher，1997）。然而，更一般地说，借款和贷款双方的声誉在这一体系中是关键的组成部分。


  尽管英国的银行体系的构造与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银行体系都存在差别，但这一体系的演化却有助于我们合理地评价银行在经济周期中具有的越发重要的地位。英格兰银行是政府的银行，伦敦的其他银行则集中于承销政府债券、签发并交易外国汇票以及与伦敦之外的乡村银行之间保持代理伙伴关系（Neal，1994；Quinn，2004）。乡村银行除了签发银行票据外，还充当伦敦与内陆地区的金融中介，以及“储蓄者（例如农业中的土地所有者）与投资者（例如手工制造者）之间”的金融中介（Neal，1994，p.168）。这些乡村银行规模并不大，但是它们具有联结农业、贸易、制造业的中心枢纽地位。随着它们的数量和规模的上升，它们在经济周期中的地位也上升了。


  除了农业的原本相对重要的地位不断下降之外，即使在英国以及大陆国家实现工业化之后，金融市场出现的问题也并没有与农业部门出现的问题相分离。随着欧洲的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普遍出现的市场整合，贸易减轻了地区性庄稼歉收造成的不利后果。而且，农业生产率的上升也导致经济波动通常发生在更高的平均产出水平上。除非整个欧洲大陆同时遭受农业危机（不太可能出现的事件），否则在更小的农业危机下，人们是可以通过进口食品来渡过难关的，尽管肯定要支付更高的价格，但是忍饥挨饿以及面包暴动这样的事情日益成为遥远的过去了。不过，一国的银行仍然依赖农业剩余为其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务提供流动性。如果出现（地方性）庄稼歉收但是却并未伴随着极大的价格上涨，那么存款将会被榨干，其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的衰退。正如Quinn所观察到的，“处在风口浪尖的银行在1810—1813年遭遇了失败，而这是由农业的收成不好以及对外贸易下滑这两个因素导致的”（2004，p.163）。如果存款的清算、贷款价值和流动性的下降同时发生，那么农业部门出现的问题将会传导至金融部门，进而又传导到其他部门，贸易就是一个可能的传导对象，因为伴随着信贷的收紧，利率会进一步上升。


  就后拿破仑时期农业部门出现经济下滑的具体经历来说，其中有一些既在英国又在法国出现，并且除了低地国家之外，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农业产出都仍然在总体产出中居于主导地位。英国农业收成不好的时期包括1816年、1829年、1831年、1837—1838年以及1848年。法国的农业产出指数表明，1818年、1820年、1822年、1825年、1833年、1836年、1842年、1845—1846年、1848—1849年、1851年、1853年、1855年、1859年、1861年、1865年、1867年以及1870—1871年属于普遍的农业收成不好的时期。而西班牙的农业则一年接一年地出现歉收。


  其他国家同样存在这种具体的描述性证据，但是确切地讲，就这些证据对欧洲经济周期产生的影响进行解释应该综合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在这一时期，农业部门的重要性实际上一直在下降。因此，就这些农业冲击对总体产出的影响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其在1842年所产生的影响应该小于其在1742年所产生的影响。第二，描述性以及定量化数据都可以对这一冲击进行解释。任何熟悉一手或是二手资料来源的史学家都会意识到发现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并不是太难，如果这正是他一直寻找的东西的话就更为容易了。第三，正如前文所述，很有可能绝大部分历史描述中认为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冲击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却为农业部门（至少很大一部分）带来了意外之财。例如，食品供给的减少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总之，在从农业歉收跳跃到1815年前后的经济周期性衰退之前，人们首先应该探讨银行以及制造业部门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南海公司的经历以及Law的法国式制度都是之后的金融危机的前兆。由于银行业实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度，因此其资产负债表两边所承受的压力决定了其在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由于缺乏实际的最后贷款人，18世纪后期以及19世纪早期兴起的小规模的票据发行银行为危机的出现布置好了舞台。劣质的、流动性差的、未进行组合的资产以及对存款的清算被证明是一直到20世纪都存在的小银行的“毒药”。有时，这些地方性的危机会演变成更大规模的一般性金融危机。特别地，一旦金本位制中的铸币流动机制将国内以及国际银行体系联结在一起，上述情形就会成为现实。正如García-Iglesias和Kilponen所强调的，尽管金本位制“也许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它同样“影响了这一体系中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2004，p.4）。如果对金本位制的承诺被认为是可靠的，那么它将会改善一国的借款者获得信贷的条件；然而，这样的承诺通常会束缚货币发行当局的手脚（Craig et al.，1995）。


  法国大革命之后爆发的一系列战争对英国银行部门的长期趋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Neal，1994；Quinn，2004）。延迟兑付以及议会授权发行小面额的银行票据——这对于该时期十分重要，因为铸币十分稀缺——导致该国银行数量增多。在这一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共成立了近800家银行。与此同时，伦敦的银行，特别是英格兰银行，对乡村银行发行的贴现票据进行严格的配给。人们也许会从这一事件当中发现早期在控制货币供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因为在延迟兑付的战争时期，银行的这一行为实际上阻止了商业票据的过度扩张。随着工业部门持续扩张（这一扩张本身至少部分与战时扩张存在联系），在工业化地区，对信贷的需求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结果是出现了一个十分兴盛的票据经纪市场，在该市场上进行的主要是借款给制造业主的银行与获取存款的银行之间的交易，但是由于战争和稍后《谷物法》对进口的打击，这种市场在农业地区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银行竞相从事收取佣金这一充满争议的经纪活动，这就提高了英国信贷市场的效率并且加速了乡村银行的扩张，乡村银行的规模及数量都开始上升。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在英国的扩张也引发了银行恐慌”（Quinn，2004，p.163）。


  尽管每一次银行恐慌都有较为独特的情形，但还是有一些学者尝试寻找这些银行恐慌的共同之处（Kindleberger，1989；Minsky，1982）。从这一点来看，银行恐慌的种子是通过一些资产的“投机性繁荣”来传播的，例如，像南海公司这样的较为特殊的公司的股票，运河项目或乡村银行，或者政府债券。那些寻求对预期价格上升的资产进行资本化的投资者（用贬义词来说，相当于投机者）转向了信贷市场。


  繁荣是以扩大了总体货币供给的银行信贷市场的扩张为支撑的……一旦这一投机性繁荣得以继续存在，利率、货币流通速度以及价格就全都会继续攀升。在某一阶段，一些内部人决定卖出资产以变现利润……此后也许就紧跟着出现一个“金融悲伤”阶段……是从债券市场撤退的时候了……这一特殊的信号所引发的危机也许意味着银行的破产（Kindleberger，1989，pp.18-21）。


  贷款、贷款资产组合和银行自身，这些并不是同质化产品。有些贷款人拥有更多的信息并且能比别人做出更为准确的预测。然而，如果某家机构破产，那么其他机构的存款人即使在十分稳健的机构清算存款也会对准备金体系施加压力。同样，那些被公司贷款捆绑的银行将面临其财富的暂时减少，一些银行也会被拖下水。存款人清算存款所产生的这种压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境况会进一步恶化，现代中央银行的发展会极大地缓解这一问题。


  就金融危机的具体经历来说，1793年英国乡村银行第一次感受到了大范围的不幸。此时，英国与法国之间爆发的战争破坏了票据市场，导致了运河债券市场的暴跌以及贸易规模的缩小。一次类似的暴跌出现在1799—1800年，这一暴跌以汉堡为中心，是由衰退以及英国与大陆之间的封锁导致的。英国的下一次重大危机是由上文提及的1810—1813年农业和贸易方面的问题导致的，并且随着拿破仑战争的结束，英国出现了“迅速的通货紧缩”，然而英国银行仍然将名义利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1816年，实际利率的上升导致了贸易规模的缩小（Kindleberger，1989，Appendix B；Quinn，2004，p.162）。英国紧接着在1825年出现了较大范围的金融恐慌，当时英国向新近成立的南美独立国家进行了迅速的信贷扩张。随着阿根廷和巴西为争夺乌拉圭而开战，市场崩盘了，持有拉美债务的银行破产了，在这些破产银行的代理商行有存款的银行也破产了。与此同时，正如Kindleberger（1989）所认为的，海峡对岸的法国出现了大量针对土地的投机性活动，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时代之后，对这样的投机性活动的认识有太多的争论。这一市场在1828年崩盘了，给贷款人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这一时期影响范围最广的国际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是从1836年至1839年，其地理范围横跨大西洋并且一直蔓延到了美国。在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结束之后，英国恢复了金本位制，由英格兰银行承担维持货币与黄金之间的兑换的职责。结果是，英格兰银行更为严密地监控国家发行货币时的黄金储备。伦敦成了不断扩张的世界贸易网络的金融中心，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对英格兰银行的贴现政策反应灵敏。为了保护储备，利率的上升伴随着美国运河债券市场价格的暴跌，结果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银行体系都对其做出反应。1836—1839年的金融危机与1847—1848年的危机不相上下，而就1847—1848年的危机来说，无论从其广度、深度还是其所导致的政治上的分歧来看，它都是这一时期具有最大的破坏性影响的金融危机。在1857年，也出现了一次国际性的经济衰退，它跨越了大西洋以及欧洲大陆。


  在今天，经济冲击从金融部门传导到实体经济的速度十分快速（例如，参见Hansen，2003），今日的中央银行也随时准备着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就1836—1839年出现的危机、1847—1848年的危机以及1857年的危机来说，尽管其传导速度存在差别，但是都证明了最后贷款人所具有的潜在作用。这就启示人们，也许在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之外，政府也可以履行某些公共职责。金融家们以及政治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表5.4举例说明了，到19世纪中期，至少有10家机构能够或者此后能够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这些机构为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所付出的努力实际上也涉及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机构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私有化机构，并且这些私有化机构还承担着兑换它们的债务的职责。在危机时期，这些机构的主管们必须对他们的股东负责，这些机构倾向于对自身的资产组合以及存款进行保护，而不是冒险去援助更大范围的银行体系。结果是，确切地说，当经济需要流动性的时候，这些机构的再贴现政策变得十分保守。类似地，为了维持可兑换性，它们通常会在危机时期提高贴现率，而实际上，此后的货币理论将会证明，此时进行相反的操作才是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有效手段。


  
  表5.4　1914年之前欧洲中央银行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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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850s指19世纪50年代，其余依此类推。关于银行开始发挥各种功能的具体日期，详见Craig和Fisher（1997，p.117）、Muhleman（1896）和Tarkka（1993）。


  最后，我们探讨导致现代经济周期出现的最为常见且作用最为持久的因素，即非农业以及非银行的工业部门的产出波动。与农业的相对衰落以及欧洲大陆银行体系的成熟相伴随的是工业的扩张，正如银行体系的扩张导致银行恐慌更为常见而且经济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影响一样，工业的扩张意味着工业部门对总体经济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现代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启发我们去探究为什么在我们前文提到的所有因素都得到了改善之后，现代经济仍然受制于实际经济活动的衰退，这确实是一个神秘的问题。研究现代经济周期的理论家们聚焦于“技术”，不过就本书的讨论而言，一方面，这是一个过于模糊的范畴，我们宁愿将它视为与能源价格冲击相关的更为具体的事物，比如说，由于主要的石油生产区域出现了政治动荡，所以石油价格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另一方面，“技术”也许是一个太大的范畴。当然，总体经济活动的衰退只是各种厂商决策加总起来所产生的净效应，而且这里所指的19世纪的经济衰退与20世纪后期的经济衰退也很相似，因为经济衰退通常与解雇的盛行如影随形，这一般出现在存货的积累之后。


  因为经常是通过短期信贷为存货积累进行融资，所以制造业部门与金融部门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而且几个世纪以来，贸易也一直如此。在19世纪末期之前，这些贷款通常是短期的并且是用于财务方面而不是作为长期的实体投资。尽管这些贷款通过转存可以作为厂房和设备上的投资，但是它们经常被用作运营资本，被用于支付工资以及填补短期赤字，“当信贷流入（应收账款）过少从而不足以填补到期支付（应付账款）时，就会出现对外借款的需求”（Quinn，2004，p.158）。当短期现金流为负时，为了填补开支，制造业主不得不进入票据市场进行融资，结果是遭受利息行为的影响。一旦票据市场变得十分成熟，制造业主就可以进入这一市场来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一直到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达到平衡。相反，当贴现率急剧上升时，制造业主将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借贷或不得不临时解雇工人以及削减产出。


  上述情形与当前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十分接近。设想经济的初始繁荣状态至少部分地与生产率的上升相关联，而生产率的上升本身也许涉及关键部门——那些大型的以及增长的部门——的技术革新，于是对外借款导致的存货增加不过是（实际）经济周期性繁荣的反映。当一些外部因素——例如，农业危机或战争，因为这些将会影响厂商与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出现后，外部因素将会导致经济的真实情形与原先的预测相背离，结果是，衰退真的发生了。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存在借款者或贷款者的非理性行为，然而，他们实际上却经常在预测经济时犯错误。在避免出现这一可能性方面，却又没有什么简单的或低成本的方法可以供借贷双方采用。尽管我们在对实际总产出的波动进行回顾的时候会发现它具有系统性的特点，但是它实际上与系统性无关。与1848年或1868年相比，1816年出现的经济预测上的失误是由不同个人和不同产业造成的。


  就经济周期的具体情况来说，Crafts-Harley（1992）对英国主要的经济萧条所构建的指数表明，在1816年、1819年、1826年、1829年、1837年、1840年、1842年以及1847年，英国经济处在下行周期；根据Mitchell（1978，1992）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我们可以将1866年视为经济衰退期。就法国来说，Toutain（1987）的工业产出指数表明，在1819年、1828年、1830—1831年、1839年、1847—1848年，法国经济出现下滑；根据Mitchell（1978，1992）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我们也可以把1851年、1853年、1855年、1859年、1861年、1865年、1867年以及1870—1871年视为法国的经济衰退期。Craig和Fisher（2000）针对比利时构建的消费指数表明，其经济在1818年、1822年、1828年、1831年以及1837—1838年出现了下滑。同样，更为一般地说，比利时经济在1842—1850年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而利用德国的产出和利率数据可以识别出其经济在1816—1817年、1836年、1838年、1845年以及1848—1850年出现了衰退。再利用Mitchell（1978，1992）的工业产出指数，我们也可以把1853年看作德国经济出现下滑的年份。


  就欧洲“外围”地区而言，文字描述性证据以及有关价格和实际工资的数据表明，在19世纪之前，农业部门的波动都主导了经济周期。


  我们结合农业歉收、金融恐慌以及工业下滑的描述性证据和经济史学家们构建的实证数据以及相关文献所提供的二手数据，对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周期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归纳（见表5.5），我们分别列出了英国、法国、低地国家、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济出现下滑的时期。不过，从当前的角度来看，就我们所使用的一些表明经济出现衰退的证据而言，学术界也许存在较大的争议。多数国家每4~5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衰退。比如表5.1以及表5.3中列出的18世纪的经济数据表明，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经济衰退的出现过于频繁。当然，正如Basu和Taylor（1999）以及Romer（1999）所强调过的，人们在进行如此长时期的比较时应该特别小心，因为潜在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表5.5中可以看出，早在1816年，我们就可以识别出一个全欧洲范围的经济周期，即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下滑之后，别的国家此后也经常出现经济衰退。所以在表5.6中，我们尝试性地给出了欧洲大陆范围内经济周期性下滑的候选年份。


  
  表5.5　1816—1870年欧洲国家的经济衰退期
[image: ]


  注：表中数字指年份。


  资料来源：同表5.2。


  
  表5.6　1816—1870年全欧洲的经济衰退期
[image: ]


  以上这些观察似乎表明，也许每十年就会出现两次欧洲范围内的经济衰退。相比欧洲此后的经济衰退，这一欧洲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太过频繁；从包括所谓的“大缓和”时期在内的最近几十年来看，这一衰退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尽管经济衰退出现的高频率也许是由数据和历史记录方面存在的问题引起的，但是我们从这一时期泛欧洲经济周期中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教训是，通过经济的现代化、制度的变革，特别是银行部门以及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变革，原先引起经济周期的关键因素——农业部门、金属货币本位以及缺乏具有一致可信性的最后贷款人——都出现了极大的改善。


  注释：


  [1]在主要的贸易中心，如威尼斯，周期存在了数个世纪（Lane and Mueller，1985），而且它们不止发生在西方（Chaudhuri，1985）。


  [2]可以说，最近有关经济周期研究的总结并未提到或者引用熊彼特的分类系统（Basu and Taylor，1999；DeLong，1999；Long and Plosser，1983；Mankiw，1989；Plosser，1989；Romer，1999；and Zarnowitz，1999）。


  [3]该日期的选取，我承认有些武断，其实这是拿破仑战争结束的日期，也是英国后续采用金本位制的日期。一些学者认为周期的开始日期更早，约为1770年（Hoppit，1986）；而其他学者的研究提议了一个稍迟的开始日期（Williamson，1987b）。


  [4]Smets和Wouters（2007）利用不同的模型基于不同的假设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5]这是基于Allen（2004）和Wrigley（2004a）的数据所得出的唯一估计。


  [6]对于存在产出和金融市场数据的国家和年份，我们仿照Craig和Fisher（1997，2000）识别了经济衰退期。对于只有价格和工资数据的国家和年份，我们将价格上升和工资下降的年份看作衰退年份。食品价格上升意味着这些经济体发生了农业供给冲击。同时，如果伴随着工资下降，则食品价格上升意味着压力超出了农业部门。比如，1752—1753年，在奥匈帝国，工资下降了约15%，而小麦、大麦和燕麦的价格都上升了，因此，我们把这些年份识别为衰退年份。


  第二部分

  部门分析


  第6章

  农业


  特蕾西·丹尼森（Tracy Dennison）


  詹姆斯·辛普森（James Simpson）


  农业和长期增长


  在1700年，所有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在极大程度上都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农业部门使用了大部分劳动力，消耗了大部分资本投入，而且提供了经济中的大部分产出。在某些方面这是很明显的。1700年的人们比今天的人们穷得多，但却需要相似的食物摄入量，所以食物一定在经济活动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无论是从产出、消费来衡量，还是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的支出方面来衡量。因此，工业革命在英格兰开始时（大约在1770年）食物方面的支出约占家庭总支出的60%，而预计在2001年只占10%（Feinstein，1998）。但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农业还为工业生产提供大部分原材料：生产布料所用的纤维，生产皮革所用的兽皮，建房、建船以及熔化金属所需木炭所用的木材。简直没有哪一项经济活动最终不是取决于农业生产——即使服务行业的职员所用的鹅毛笔和墨水也不例外。


  农业在经济活动中占很大份额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影响。首先，一国之内农业的产出和生产力的增长率是每个国家总体增长率的主要决定因素。类似地，国家之间的农业生产力差异是国家总体生产力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其次，Crafts（1985a）已经强调，进口大量粮食对于18世纪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生产足够的农业剩余来满足另一个国家的粮食需求。所以，劳动力资源从农业向工业的任何转移都要求国内农业中的每个劳动者有高产出。因为每个农业劳动者都需要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他自己以及几分之一个或几个工业劳动者。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劳动力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已经被视为早期工业化的特征。工业革命的替代范式——比如生产力增长率的显著提高，或者工业生产力相比农业生产力有显著优势——尚未获得经验证据的支持。


  要精确衡量1700年每一个经济体的农业部门的重要性以及其随时间推移的演变情况是不可能的。标准的现代方法是，计算每年每个国家的农业产出占GDP的份额。相反，我们可以做的是，估计所选国家在基准日期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所占的百分比。不过，Crafts对工业化的定义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统计量。


  Brunt和Fidalgo（2008）最近重新检验了欧洲农业劳动力的现有数据，我们将他们的发现通过表6.1呈现给读者。


  
  表6.1　欧洲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例（%）
[image: ]


  
  续表
[image: ]


  资料来源：Brunt and Fidalgo（2008）.


  我们能看到，农业的相对重要性在英格兰、苏格兰和比利时下降得最快，荷兰紧随其后，挪威也很低，但这确实要归因于GDP中捕鱼业的产出所占的比重很高，而不是早期工业化的征兆。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直到1870年仍然以农业为主。


  因为严格的数据限制，衡量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率是非常困难的。关于劳动力和土地投入的数据少得可怜，关于资本投入的数据甚至不存在，这妨碍了我们估计全要素生产率。耕地农业的数据比草地农业的数据完整、全面得多，且更容易获得。这部分是因为耕地农业是不动的，而且往往要缴税，相反，草地农业是流动的，而且极少或不缴税。但是，耕地农业的投入（比如种子和肥料）和产出（比如谷物和秸秆）之间是有明确区别的。相反，草地农业中的动物既可以是投入（比如可以产牛奶和牛犊的种牛），也可以是产出（比如被送到屠宰场从而提供牛肉和皮革的奶牛）。关于动物的税收和普查几乎从不区分这些不同的可能性。


  一个替代的方式是，从需求方面获得有关农业产值的数据。最关键的一步是，假设每个人的消费不变。不过，经济学家早已确定，对粮食的需求随着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变动。通过使用大量工资和价格方面的历史数据，并结合关于价格需求弹性和收入需求弹性的标准假设，Allen（2000）推出了一些欧洲经济体在1300—1800年这个时期的粮食需求。再考虑到粮食的进出口数据，就得到了农业产量的估计值。用农业产量除以农业劳动力数量，我们就得到了表6.2中的结果。


  
  表6.2　欧洲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英格兰1800年的劳动生产率=100）
[image: ]


  资料来源：从Allen（2000，p.20）中的数据演算得出。


  我们能看到，英格兰、比利时和荷兰的劳动生产率都远比其他国家高。这大致与新近的文献一致，它们强调西北欧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在现代早期的分流。对生产率进行比较这种模式在19世纪晚期也能看到，当时更高质量的以产量的直接观察结果为基础的数据变得可用。表6.3中1890年的数据显示了非常类似的模式，据此可以比较在欧洲范围内的生产率，其中，西北欧每个工人的平均产出大大高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人均产出。


  
  表6.3　1890年欧洲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英国=100）
[image: ]


  资料来源：O'Brien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1992，p.531）.


  使用劳动生产率作为指标存在许多重大的困难。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计算劳动生产率时是用总产量除以所有工人的数量，而不是计算每个工人每小时工作的产量，这可能会造成各个国家之间在劳动力利用率上的系统性差异。例如，传统社会的农业劳动力通常有几种就业形式，可能涉及其他行业，比如服务业（特别是运输业）、建筑业、采矿业或者工业。此外，工人可能遭遇季节性失业，也可能他们的收入足以让他们在乡下生活一整年，但他们在农闲时期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做。这种区别在英格兰这样的国家可能不太重要，因为在1700年该国的农业劳动力由年轻的、全年都能得到聘用的家庭劳动力组成（Allen，1994，p.106）。但这种区别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庄园（latifundio）是重要的，大庄园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季节性很强，这导致与大庄园签订临时合同的无地劳动力和农场雇用的劳动力可能只有北欧地区的一半。南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的问题是，缺乏长期（一整年）稳定的农业就业机会。


  不过，如果我们认为上述估计值具有广泛代表性，那么我们需要考虑：为什么整个欧洲的劳动生产率和农村生活水平差异如此显著？这需要我们解释：为什么东欧和南欧的许多地区的生产率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上升幅度不大？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在西北欧的部分地区提前飙升？在下面的部分，我们将考虑技术变化、人口增长、城市市场和专业化以及制度因素。我们就农业部门对工业化的贡献做出一些概括性评论，并以此作为结论。


  技术变化和生产率及人口的增长


  本卷第2章描述了1700—1870年这个时期欧洲人口的显著增加，如果要保持生活水平不下降，则要求粮食产量相应增加。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早已被开发，因此人口规模的变化等同于人口密度的变化，而不是像北美和澳大利亚那样还存在地理边界的扩张。1700—1870年这一时期产量增加的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可归因于轮作强度的增加以及新作物的种植。在特殊情况下，这可能涉及高价值作物的种植和生产，比如梅多克（Médoc）的葡萄，但通常它涉及的是低价值的作物，比如热量高而成本低的马铃薯。


  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模型，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使得土地日益（相对）稀缺。我们预期，这能促进土地节约型技术的采用，并导致人均产量的减少，因为每个人可种植的土地减少了。乍看之下，欧洲的情况与这种解释是一致的。例如，在荷兰，土地供给是有限的。荷兰人垄断了与亚洲的香料贸易，这导致了其17世纪的经济繁荣和人口激增，荷兰通过创造新土地和使现有土地集约化生产来满足城市对粮食的需求，这是明智的应对之策。这既推动了人们使用堤坝填海造田，又促使人们在每单位土地上使用更多的肥料。18世纪的英格兰也采取了一些与荷兰有可比性的做法，即在休耕土地上种植芜菁和苜蓿这两种替代作物，从而使土地资源得到更集约的利用，人均耕地面积也有效增加了。这项技术随着“诺福克四年轮作”（Norfolk four-course）技术的广泛采用于19世纪中叶在英国达到了顶峰。“诺福克四年轮作”指的是第一年栽培小麦，第二年种芜菁，再下一年种大麦，然后再种一年苜蓿。这种制度经修改后在其他北欧国家得以采用。在英国，芜菁和苜蓿被用于饲养牲畜，这为英国市场提供了更多的肉。在法国和中欧其他国家，芜菁被甜菜取代。这些应对是有意义的，因为农民对肉类的需求较小（农民的收入较低，而肉类又是一种收入弹性大的商品），而糖却较昂贵（由于如德国之类的国家并没有能够生产廉价蔗糖的热带殖民地）。地中海周围的国家尝试了北欧的新轮作技术，但它们通常会遭遇失败，因为它们的农业和市场条件与北欧非常不同。


  当面临人口增加的压力时，南欧的农民并不是必然处于不利地位。南欧的问题之一是一年中的周期性失业，而集约化生产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在曾经只能用来自然放牧的一些地方，土地得以被耕作并被用来种植谷物。其次，每隔三年或三年以上只提供单一收成的谷物轮作间隔被缩短了，以至能更频繁地收割庄稼。最后，谷物的种植规模缩小了，而葡萄和橄榄的种植规模扩大了。19世纪80年代西班牙南部种植一公顷的谷类植物每年只提供20天的就业（如果考虑休耕的话就更少），而种植葡萄可以提供80天的就业，种植橄榄可以提供30天的就业（Simpson，1995）。这个时期的西班牙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具有优势，所以19世纪50年代的谷物生产者和19世纪70年代的葡萄园主期望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当全球粮食市场的整合导致新大陆国家夺取了这些出口市场，进而威胁到西班牙本身的国内市场时，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地中海沿岸其他地方的情况与此类似。1891年西班牙对谷物的关税显著增加，法国（1885—1894年）、意大利（1887—1894年）和葡萄牙（1889—1899年）的情况一样。当时西班牙人开始痛苦反思，然后认为他们本国的自然资源禀赋较为低劣。实际上，北大西洋谷物和牲畜经济的整合，已经将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比较优势从土地密集型农业转变成资本密集型农业。农民要适应这一变化是相当困难的，只有采用现代化灌溉技术才会有作物种值的集约化进程，而这既需要建设用以蓄水的大型水库（而不是简单地使用自由流动的河流），又需要生物技术有长足的发展，以创造新的作物供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销售。当然，早在1870年，地中海地区就有一些变化的迹象，但是该进程从20世纪中叶开始才真正变得重要起来。


  在东欧，尤其是在实行农奴制的地区，农业新技术的引进比西北欧更慢，且更不均衡。一些有企业家精神的地主在他们的领地上引进了新的轮作技术和作物品种。比如，在18世纪中叶，克莱斯特家族（the Kleist family）发起了将传统的三圃制（three-field grain system）改为休耕轮作制（a system of fallow-free convertible farming）的运动，这导致了产量的大幅增加（Hagen，2002，pp.314-315）。再往东，更富进取心的俄国地主迫切需要有关农业技术改进的英文书籍。[1]甚至有俄国农民在自家的土地上做出了大胆尝试，比如引进新肥料和新的非粮作物（Moon，1999，pp.130-131）。不过，总体上，直到19世纪粮食种植的三圃制（主要是小麦、黑麦和燕麦）在整个东欧都仍然得以保留（在俄国的大部分地方，即使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仍然得以保留）。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这个区域不同的生态条件（较短的生长季节、不同的土壤）。就俄国来说，由于有大量土地，所以集约化生产的压力减轻了。但在中欧和东欧，更重要的是农奴制和强大的农村社区强加的制度性约束，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细谈。


  作物的集约化种植方面取得广泛成功的一个例子是马铃薯的引进。尽管马铃薯早在16世纪就被西班牙人从它的原产地（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脉）引进，之后就已为大众所知，但直到18世纪后期马铃薯才在欧洲种植。然后，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粮食的缺乏、饥荒以及新品种的发展共同促成了它的传播——18世纪70年代早期传播至瑞士、德国和奥地利的部分地区，18世纪90年代传播至法国，19世纪初传播至匈牙利和波兰（Blum，1978，pp.271-276）。尽管法国在大革命前夕已经种植了约2万公顷的马铃薯，但该数字在19世纪最初十年已经增至300万公顷。每公顷土地上产出的马铃薯比每公顷土地上产出的小麦或黑麦提供了更多的热量（但工作小时数却未必增加），因此许多小农场主在供给粮食的同时，可以释放其他土地和劳动力来种植经济作物。不过，过分依赖马铃薯的农业制度是有局限性的，因为马铃薯既难以储存，又难以运输，这使得种植者难以积攒节余来应对作物歉收（Mokyr，1985）。


  技术变化能使得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仍然得以提高。根据Boserup（1965），技术变化正是人口压力的直接结果。由于越来越难以满足当前的生活需要，所以人们不得不努力创新。有人可能会认为，欧洲的农业发展就符合这个特征，特别是西北欧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其应对之策是不断增加资本，以及引进新作物以便更集约地使用土地。但这条简单且诱人的推理路线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技术变化”和“技术选择”通常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个动态概念：新技术的创造是对高昂的或者不断上涨的投入品价格所做出的反应。后者是个静态的概念：农民已经意识到了一系列可能的生产技术，在价格既定的情况下，他们选择成本最小的生产方法。许多施肥技术（比如撒石灰或者施泥灰）在18世纪的英国和荷兰流行起来，事实上它们已经为人所知很多年（甚至在罗马时代），农民们选择再次使用它们，仅仅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再次使用它们变得有利可图。在作物轮作方面可能也是如此，比如英国越来越多地利用苜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看到的变化只不过是技术选择的变化，而不是技术的变化。


  其次，英国是世界上土地与劳动力之比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果它真的以Boserup提出的方式对资源约束做出反应，那么它就应该发明劳动节约型技术。但这方面的证据彼此矛盾。比如，19世纪20年代引进蒸汽脱粒机的尝试激起了施荣暴动（the Swing Riots），直到19世纪50年代不列颠南部才使用这种机器（Hobsbawn and Rudé，1968）。而且，英国犁耕技术的创新似乎是受当地知识外溢的驱动，而不是受本地资源短缺（正如当地市场上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所显示的那样）的驱动（Brunt，2003）。不过，英国确实在相对早些的时候设法引进了一些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特别地，到187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约25%的小麦是由机械收割机来完成收割的，这一比例大幅超过德国（1882年为3.6%）和法国（1882年为6.9%）（Collins，1969）。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农民也尝试了新的节省劳动力的设备，但最终却拒绝使用它们，因为他们偏好更便宜的传统方法（Simpson，1995；Federico，2003）。


  对技术变化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许要求对农业生产有更全面的看法。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受役畜与人类劳动力的比例的影响极大。O'Brian和Keyder（1978，pp.115-119）提出，1800年，英国农民拥有的畜力比法国同等的农民多约2/3，这有助于解释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2]畜力的作用对增加产量至关重要，事关农场的经营与倒闭，这使许多地方，比如地中海区域，与北欧相比似乎已经处于劣势。然而，北欧地区增加农场牲畜的阻碍在于缺乏冬季草料，这个问题是靠种植芜菁之类的作物来解决的。在南欧，饲料的季节性短缺发生在夏天的几个月。在法国的普瓦图南部，春季种植谷物非常不易，其谷物产量或许只有北部的1/3，而且在长时间干燥的夏天只能生产低质量的草。灌溉是一种成本很高的解决方案，直到20世纪下半叶拖拉机在地中海地区大量引进，这种限制才得以解除。


  城市化、市场和农场专业化


  亚当·斯密（1966，Book 3，Chapter Ⅳ）写道：“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城市的商业和制造业，一直是乡村改进耕作的原因和理由，而不是其结果。”高收入消费者在城市的集中给了农民很大的激励：专业化生产收入需求弹性高于谷物的商品。经济史学家特别是Jack Fisher和Tony Wrigley强调伦敦所起的作用。在英国和荷兰（其城市化率是30%）以外的地方，城市市场的拉动要弱得多。在1850年铁路时代前夕，法国的城市化水平为15%，德国的城市化水平为11%，西班牙的城市化水平为17%，意大利的城市化水平为20%，奥地利-波希米亚的城市化水平仅为8%，波兰的城市化水平为9%（de Vries，1984，table 3.8）。高度的城市化或许会鼓励农民进行专业化生产，但将粮食从农村运到城市的效率才是决定城市规模的首要因素。


  有两种阻碍国内贸易的障碍。首先是有形的运输成本。其次是制度性障碍，比如税收或者需要官方运输许可证，或者官方完全禁止货物和人员的流动（如东欧）。这两个特征并非毫不相干。在英国，交通状况良好，因为有大量定居点与可通航的水域邻近，距离也相对较短，并且市场信息的流动性较强。饥荒的风险也比较小。一方面，政府政策鼓励农民种植，即使在丰收之年也一样。由于国内价格低的时候政府会向出口提供奖励，所以农民可以获得有效的最低价格保证。另一方面，在一些意想不到的收成不太好的年份（比如，由于连续几个季节的糟糕天气），工人相对高的收入可以吸引进口，以弥补不足。


  英国的案例可以和欧洲大陆许多地方的情况形成对比。在那些地方，粮食购销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尤其是在18世纪，政府只允许几个特定的地方保留粮食市场，并强制农民通过这些市场销售余粮，在市场外销售是非法的，参与者将受到很严厉的法律制裁（Persson，1999）。运输是昂贵的，而且由于受到限制，消费者难以或根本不可能获得有关收成和库存的信息。粮食短缺的谣言可能引起城镇人口的抢购，而这会鼓励商人将粮食从乡村（那里的消费者手中积攒的粮食有限）运到城市市场转售。但在旧秩序下，政府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来进一步保护城市消费者，如规定最高价格、限制谷物流动、建立政府粮仓等。城市的政策倾向于打击粮食种植，特别是在歉收之后，最高限价侵占了农民的利润之时。农民可能会转而尝试种植其他作物，比如葡萄，以增加他们的利润，但他们往往被禁止这样做。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面临的另一个障碍是，运往及进入城市市区的商品要被征税，在一些国家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仍然存在。


  饥荒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是个重大的问题，如17世纪90年代在法国、瑞典、芬兰，1708—1709年在法国，以及1740—1741在爱尔兰发生的大饥荒（O.Gráda，2007，p.31）。1846—1852年爱尔兰的饥荒导致了上百万人口死亡。但是到1870年，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严重的饥荒已经成为历史，只有极少数例外，比如1944—1945年的荷兰或者希腊。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研究表明，饥荒未必是由一个经济体整体的粮食匮乏造成的，反而是由粮食的分配不均造成的，或者是因为某些社会阶层买不起他们所需要的粮食，或者是因为粮食无法被运输到最需要它的地方（Sen，1981）。在1700—1870年这个时期欧洲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本地粮食市场的结构深深地影响了农业部门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更宽泛的经济部门对粮食的需求。


  尽管面临有形的和法律的约束，但当价格差异足以覆盖制度及运输成本时，粮食商人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去达成交易。但这些城市间的价格差异有多大？它们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并对政治稳定性的不断提高和通信网络的不断改善做出反应的？这些价格差异度量了一个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以及调整的速度。伦敦的商人需要多久才能对巴黎的价格上涨做出反应，即通过套利使得两个市场之间的价差缩小到刚好等于两地间的交通成本的水平？平均而言，如果调整的速度更快，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境况都将好转。


  Jacks（2005）仔细分析了1800—1913年欧洲和北美100个城市的谷物价格数据。他发现，到1800年，西北欧各个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一般都已经形成很紧密的联系，价格差异很小而且调整速度很快。越往欧洲的南部和西部推进，其市场一体化水平越低，其中奥匈帝国和西班牙的表现尤其差。Jacks发现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到1870年，所有国家之间的价格差异都在缩小，但其调整速度没有提高。对价格差异及其调整速度的回归分析揭示了我们希望找到的经济行为类型：更好的交通运输联系（运河、铁路、港口以及河流连接）导致了更小的价格差异和更快的调整速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是，Jacks（2006）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市场一体化的改善并非源自交通网络的改善，相反是源自政治稳定性的提高。尽管Jacks的结果确实很有意思，但Coleman（1999）却认为，对市场一体化的检验仅基于价格，可能会引起误解，因为我们很难区分冲击的同步性（synchronicity）的增强和调整速度的加快。Brunt和Cannon（2007）通过将价格差异分解成四个组成部分来处理这个问题：平均价格差异、价格冲击的方差、冲击和两个价格序列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一个序列对另一个序列的调整速度。他们发现，英格兰在1770—1820年几乎所有与“一价定律”（law of one price）的偏差都是由平均价格差异而不是调整速度导致的。与Jacks的研究结果类似，他们发现该时期道路与运河的显著改善几乎毫无影响。


  有些地区的出口市场特别重要。到18世纪晚期，基本食品比如谷物的主要贸易路径是从波罗的海（特别是东普鲁士和波兰）运往西北欧（特别是荷兰，它既是一个消费中心，又是一个分销中心）。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成为其他欧洲国家的主要进口商。此外，它还开始通过黑海从俄国获得粮食。不过，与总消费量相比，运输的数量仍然极少。甚至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转向自由贸易之后，小麦的进口额也仅占总消费额的25%。在1870年之前，与新大陆的贸易对此几乎没有影响（O'Rourke，1997；O'Rourke and Williamson，1999）。


  葡萄酒在较早时期就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但在17世纪中期和18世纪晚期，优质葡萄酒的专业化生产经历了重大变革，并由此改变了贸易和消费的模式。波尔图（Port）是葡萄牙的英国商人为英国市场开发的一种酒。波尔多地区优质葡萄酒的发展可追溯至1650—1740年这一时期，圆柱形瓶子及软木塞的引进等使得最好的葡萄酒能够在瓶子里酿熟。香槟地区的生产商克服了在瓶中二次发酵的困难，并开始将它们的酒作为一种全球性奢侈品推向市场（Guy，2003）。大多数葡萄酒的保鲜效果差，交易成本高且税收水平高，这就限制了欧洲农民更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并通过葡萄酒的专业化生产来取得收益的可能性。尽管如此，葡萄酒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出口物品，大约占1850年葡萄牙所有出口额的一半、西班牙的1/4、法国的1/10。


  制度


  之前的实证结果表明，这个时期整个欧洲的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和市场一体化存在显著的差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观察到一个大概的模式：直到19世纪南欧和西欧都落后于西北欧——特别是英国和荷兰。我们怎么解释这些差异呢？虽然气候、地理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可能对结果有些影响，但制度——特别是为维护产权和执行合同所建立的程序——的作用一定不能被忽视。


  制度学方法旨在将生产率差异解释为刻画一个特定社会的特征的经济、社会或者法律框架方面的差异。例如，没有安全的财产权的农民——无论其文化信仰是什么——不太可能投资于农业创新，因为他们不能确保自己可以获得此类投资的回报。由于没有保证合同执行的可靠体系，农民不能获得信贷，从而无力承担创新所需要的高额支出。在这个时期的整个欧洲（以及在任一特定国家中），财产权和合同执行各不相同。在任一特定地方这些程序如何运转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的体制决定的——特别地，是由当地法人团体，比如地主（landlord）、教堂以及社区的力量决定的。


  在英国，这些团体的力量相对较弱，但是那里有一个非常规范的法律框架和法院系统，这在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在中世纪时期，当时教会和庄园主们的势力非常大，对其佃农（农奴）有很强的控制权，但是一个一体化的法院系统还是开始运转了，于是，即使是农奴也可以借助这一系统来解决财产和信贷纠纷。[3]不仅在庄园法庭有关于农奴之间的交易纠纷的案例，而且在皇家法庭也有一些起诉地主违反协议（提高租金或要求额外的劳动）的案例。这一法律框架远不及现在的法律复杂，但它仍然有效地降低了交易风险，从而使农村能够存在活跃的土地市场、信贷市场、粮食市场以及牲畜市场。英国的农业生产力受益于后来的发展，比如圈占敞田（the enclosure of open fields）导致了更多明确界定的财产权。


  在欧洲南部的许多地方，财产权并未被如此明确地界定，农业的改良因强大的本地团体对资源的控制而受到阻碍。由于财产权在旧制度下的法国的部分地区是不确定的，地主和村民们经常对同一块土地声称有所有权（Rosenthal，1992；Hoffman，1996）。尽管法国也有法院系统对此类问题进行裁决，但这一系统运行得不是特别好：诉讼流程很慢，花费极大，而且判决被批准后能重复上诉。这无助于减小不确定性，创新依然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当法国大革命引进明确分配财产权的统一体系时，人们对技术创新才有了更多的投资，这种情况也才有了改善。


  西班牙的农业同样也受到产权的不确定性影响。在西班牙，“所有权”（ownership）往往分为几个层级，其中，有权收地租的人（直接所有权，dominium directum ）和有权耕种的人（使用权，dominium utile）是被区分开来的（Simpson，1995）。农业创新进一步受到强大的本地团体的阻碍，它们握有来自国王的特权。梅斯塔（Mesta）——强大的牧羊人和绵羊所有者协会——就是一个这样的机构，国王为了换取报偿，已经赋予它在所有以往未播种的土地上放牧的权利。虽然近年来关于梅斯塔的特权的更广泛的经济影响一直有一些争议（Nugent and Sanchez，1989），但许多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像当代评论家一样），梅斯塔的特权使它难以圈住地产，延缓了牧场向耕地的转变，从而降低了改进农业生产的可能性。


  地主们的权力对农业生产率有相似的负效应。在意大利的一些地方，地主们能够控制佃户的土地分配和使用方式。许多领主保留了随时终止租赁的权利。租地使用权缺乏保障以及定期没收盈余，使得这些区域的佃农不太可能为改善产出进行投资。在欧洲的中部和东部，领主们甚至有更大的权力。易北河以东的许多欧洲地区这时处于农奴制复兴[4]（second serfdom）时期，在这种土地占有制中，领主对他们的佃农的劳动分配有着相当大的控制权。农奴经常“被束缚在土地上”（tied to the land），因为在大多数农奴社会里，他们不能自由离开领主的领地。他们耕作从领主那里租来的土地，并通常以现金或者实物支付年费。此外，农奴被迫每周花几天时间在领主自己的土地（demesne，领地——领主自用的土地）上耕作。农奴因此不能将他们全部的劳动供给分配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而且任何提高生产力的努力都会遭到破坏。此外，他们在领主的领地上不可能高效地劳动，因为他们努力的好处主要归领主。


  农奴制复兴时期的领主们忙于各种形式的寻租。一些领主垄断了酿酒，坚持要求他们的佃户以高价购买当地的啤酒。一些领主垄断了磨坊，坚持要求他们的佃户将谷物带到庄园磨坊。大多数地主从佃户手中收取他们用来结婚或者扩大庄园边界的费用。[5]有人可能会说，农奴往往能够逃避庄园政策，从而最小化它们对生产力的影响。然而，钻规章制度的空子代价也不小。农奴通常得向庄园官员行贿，并且得承担因违反庄园制度而被惩罚的风险。最终的结果是，一个稳定的盈余没收体系使得农民难以积累用于改善产出所必需的资金。由于回报无论如何都会被地主抽走，所以此类寻租行为同时对投资产生了抑制作用。


  创新的激励被强大的本地村社进一步削弱。在中欧的许多地区，村社通过控制农民获取土地的权力来对土地转让施加限制。例如，在符腾堡黑森林（Württemberg Black Forest），未经村社允许，农民不得出售或者遗赠拥有的财产。该区域的村社控制了公共资源的使用权，负责决定可耕地的用途。希望种植新作物或者采纳新技术的人必须获得乡村长官的允许。[6]强大的本地村社在农奴制复兴时期也存在。像符腾堡黑森林的村社一样，它们与庄园主一起，拥有限制转让和决定公共用地及可耕地的用途的权力。在许多地方，农奴村社有权将土地从它们认为生产缺乏可行性的家庭手中夺走。比如，在波希米亚和普鲁士的庄园，寡妇可能会被该村社强迫再婚，以保住她们的财产（Ogilvie and Edwards，2000；Hagen，2002）。在俄国的农奴制社会，大部分可耕地都以公社地权方式持有，公社官员根据每个家庭的劳动力以及消费者的数量来分配土地。当一个家庭的组成发生变化时，这些官员有权将它的一部分土地重新分配给另一个较大的家庭。


  庄园主和农奴村社对流动的强制性限制影响了欧洲中部及东部的城市化和市场一体化步伐。在农奴制社会，这些以现金或实物支付地租的人，通常被允许在附近的城镇或城市做流动劳工，虽然他们通常不能长久外出。不过，他们仍然被要求履行庄园里的特定年度义务——即使在外出时，他们也起码要雇用他人来替代自己。在庄园主的领地上定期履行劳动义务的农奴，不太可能获得离开的许可，哪怕是临时性的。农奴制社会（以及很多没有农奴的地方）的村社，通常在其成员是否被允许迁移，以及迁移者是否能够在村里定居方面有发言权。许多庄园主要求农奴必须在他或者她同意签发旅行证件之前先获得村社的许可。因此，这个区域的城市化慢得多就不奇怪了。即使在19世纪初欧洲的中部或者东部，我们也没有看到和伦敦或者巴黎一样大的城市。


  结论


  农业生产率最先得到提高的地方，也是最先进行工业化的地方，这并非巧合。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尽可能地用更少的人去生产更多的粮食。英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的市场往往更有效率，农民有很强的激励去增加产量。随着劳动力涌入城市，农业产出以及粮食和原材料的进口都增加了。到1840年，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他经济领域一样高（Crafts，1985a）。


  为什么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东部和南部的国家增加农业产量和提高生产率所花费的时间更长？虽然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显然与西北欧不同，这使得其难以开发新的农业技术和引进新的经济作物，但更大的障碍似乎应该是以下事实：农民改变生产系统的激励太少了，或是因为他们很难接触潜在的消费者，或是因为制度性安排未能克服市场失灵的问题。


  新技术、农作物轮作或者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安排被拒绝不一定是因为经济行为主体规避改变，而是因为既得利益者认为传统的制度更有利可图。欧洲南部和东部的农业生产率可能一直很低，但当地的大地主往往极其富有，而且他们在维护有利于当前的生产制度的政策方面做得很成功。在英国，《谷物法》的废除以及国内谷物价格的暴跌（特别是在1873年之后）不仅严重威胁了该国贵族及有地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基础，而且提高了城市的实际工资，从而为其他形式的农业，比如劳动力密集型园艺提供了新的机遇。欧洲西北部以外的地区在1700—1870年确实发生了改变，但这种改变往往更本地化。直到20世纪，欧洲南部和东部的生产率水平才达到19世纪末期欧洲西北部的生产率水平。


  注释：


  [1]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满怀虔诚的改革者列文的原型就是这样一个地主。值得注意的是，最终列文放弃了他的改革，因为他认为英国式变革无法在俄国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2]Wrigley（1991，p.329）通过计算得出，法国农业工人劳动1小时相当于拥有2.1单位畜力，而英国农业工人为3.5单位。


  [3]即使在像英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地方，也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异。对13世纪和14世纪农村债务诉讼的近期研究表明，庄园法庭的程序——以及当地居民所感知的法庭起作用的方式——对当地信贷市场的规模和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参见Briggs（2006）。


  [4]说“农奴制复兴”是因为它出现在中世纪农奴制或封建主义之后，尽管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经历了“农奴制复兴”的地方都经历了“第一次”农奴制。


  [5]相关实践例子可参见Ogilvie（2001）、Hagen（2002）、Dennison（2006）以及Dennison和Ogilvie（2007）。


  [6]相关讨论请参见Ogilvie（1997，尤其是第3章）和Warde（2006）。


  第7章

  工业


  斯蒂芬·布劳德伯利（Stephen Broadberry）


  雷纳·弗雷姆德林（Rainer Fremdling）


  彼得·索拉尔（Peter Solar）


  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于18世纪中期和19世纪中期之间发生在欧洲。决定性的突破发生在英国，它以新技术和新组织方法在工业中的应用为中心。虽然经济史学家如今认为，这些变化历时很长，是建立在工业经济活动占比已经非常高的基础上的，而且在1830年之前经济仅有小幅度的增长，但是“工业革命”这一术语还是被广泛使用（Crafts，1985a；Shaw-Taylor and Wrigley，2008）。正如de Vries所认为的，与工业化相联系的变化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为它们被证明是不可逆的且已成为一种“理想类型”（ideal type），像法国大革命一样。虽然欧洲的其他地方并非仅仅是复制英国的例子——“到达20世纪有不同的道路”，但“迎头赶上”的想法，对考虑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晚期欧洲大陆的工业化发展来说，依然是个有用的起点（O'Brien and Keyder，1978；Gerschenkron，1962；Fremdling，2000）。在泛欧洲层面上进行研究有助于明确工业革命对人类历史的根本意义，这在我们聚焦国家发展的时候可能会被忽略。


  关键主题


  技术进步


  在关于技术进步的文献中，区分发明、创新、扩散和模仿的做法是很常见的（Mokyr，1994，pp.13-16）。发明是指一项新发现，而创新是一项发明的商业应用。尽管该区分在实践中是模糊的，但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子，比如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直升机设计草图沉寂了几百年。创新和扩散之间的区别就是一项发明的首次商业应用与这项发明的广泛使用之间的不同。这项区分在实践中可能也是模糊的，因为一项创新在广泛扩散之前通常需要进行一些修正。类似地，如果一个公司或社会从模仿开始最终走向创新，那么创新和模仿之间的区别也会变得模糊。20世纪的日本就是这样一个著名的例子，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也存在这种情况。


  经济学家最近借助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来阐明经济加速增长的时期。Lipsey、Carlaw和Bekar（2005，p.98）将GPT的特征概括为“在其整个生命周期里是可识别的、单一的，最初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最终被广泛使用，有多方面的用途，且产生较大的溢出效应”。该概念的诞生是为了解释近年来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的广泛采用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加速，但在经济加速增长的早期，比如工业革命时期明显还存在一些有历史相似性的技术。我们将分析蒸汽技术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视为第一种GPT，并评价它在工业革命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工资和技术


  人们预期的要素价格可能会影响其对技术的选择。不过，虽然这一观点已经在解释19世纪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技术差异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它在解释工业革命早期阶段欧亚之间的技术差异时受到的关注却有点少。Habakkuk（1962）考察了19世纪大西洋两岸的差异，他认为美国的高工资导致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更多的机器）以及技术进步方面的劳动节约偏好（更好的机器）。Broadberry和Gupta（2006）最近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西北欧和亚洲之间的工资差距远大于19世纪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工资差距。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向现代化工厂工业的突破发生在英国的棉纺织业，英国也由此取代印度成为棉纺织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因为英国的货币工资高达印度的5~6倍，所以英国公司不可能使用印度那种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法去参与竞争。


  生产要素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欧洲大陆许多国家迟迟不采用英国现代技术的原因。Landes（1969）等认为这是创业失败的结果，这种见解对企业家来说并不公平，因为他们必须考虑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要素价格差异。这通常意味着，如果为适应英国的要素价格而开发的新技术未经进一步改进以适应当地情况，那么在欧洲大陆使用这些新技术将不能获利（Fremdling，2004；Broadberry，1997）。


  能源


  另一个重要的要素价格是能源价格。随着木材的日益短缺，人们以煤炭取代木材作为能源的主要来源的动机日益强烈，这是导致焦炭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Hyde，1977）。Allen（2006）认为，高工资与廉价煤炭对于解释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关键技术的发展，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此类技术的落后，都是很重要的。


  Wrigley（2004b）将煤炭对木材的替代视为关键发展，它使得欧洲能够开发煤炭中所蕴含的历经百万年而存储下来的能量，从而摆脱了“生物经济”的约束。在18世纪，煤炭替代木材作为热能的来源，应用范围日益扩大：最初被应用于煮盐及炼糖等工艺，在这种工艺中热源和要加热的对象被一个物理隔离物分离，以防止化学污染；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发展成熟到能够防止污染和破坏产品，于是煤炭的使用扩大到诸如砖、陶器、玻璃和酿酒等工业。这个进程的高潮是使用焦炭炼铁。通过蒸汽机，煤炭也打破了原先只能依赖动物、风力和水能来提供机械能的约束。蒸汽动力在许多经济部门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最初的将水从矿井中抽出扩大到为制造业、轮船和火车以及农业机械如脱粒机等提供动力（Crafts，2004）。


  知识和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今天普遍极力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过，经济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非常怀疑它们对工业革命的贡献。关于知识的作用，尽管Musson和Robinson（1969）认为在工业革命期间，科学和创新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但是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依然对此持怀疑态度。正如von Tunzelmann（1981，pp.148-151）所谈到的，科学并没有被引入一个一致的框架，而且它的大部分都是错的。此外，工业革命的关键创新与科学探究的主要领域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无论如何，科学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要繁荣得多，虽然关键突破是在英国取得的。不过，Mokyr（2002）赞同“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科学）和“规范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工程学）之间有着更一般的相互关系。这两种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很重要，因为它可以防止在工业革命期间出现创新集群逐渐消失和报酬递减的现象。


  经济史学家通常非常轻视工业革命期间专利制度的作用，他们更多地强调它的缺点而不是优点（Landes，1969；MacLeod，1988）。不过，一些作者最近提出了专利制度的一个更加积极的作用，这引起了近期有关技术变革的文献对知识产权的重视，这些文献强调了投资者愿意为专利保护而支付大量金钱（Sullivan，1989；Broadberry and Gupta，2008）。当然，很多关键知识也是物化在熟练工人身上的，而且是靠实践来传承的，而不是靠写下来。两种知识在下面讨论的工业中都起到了作用。


  尽管人力资本最近一直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它很少被认为是推动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往往认为，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的使用降低了作业的技术性（de-skilling），用相对不熟练的劳动力代替熟练的工匠导致了学徒期的缩短（Mitch，2004，p.347）。第二个问题是，童工的广泛使用增加了学校教育的机会成本（Mitch，1993，p.276）。


  工业组织


  在工业革命之前，大部分工业活动是在农村小规模兼职的基础上进行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采矿、金属冶炼和谷物碾磨，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固定投资，而且即使是在没有大量资本要求的工业里，也总有工匠在城镇从事全职工作（Clarkson，1985，pp.9-10）。


  Mendels（1972）使用“原始工业”（proto-industry）一词来描述这种农村生产，并将其认定为“工业化的第一阶段”。Kriedte等（1981）进一步发展了对这一阶段的定义，他们试图确定一个更详细的过程。在第一阶段，实行生产者直接销售制（Kaufsystem），手工业生产者在农村作坊控制生产。在第二阶段，实行包买商制（Verlagsystem），商人让农村生产者把工作带回自己家中完成，以此来控制生产。第三阶段被视为“集中化的厂家（manufactories）和机械化的工厂（factories）的发展阶段”（Ogilvie and German，1996，p.4）。尽管原始工业化的具体学说以及各阶段的动态演进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批评，但是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仍然将工厂制度的出现视为工业革命的重要部分。


  原始工业化框架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区域重要性，有时候把跨越国界的区域作为一个分析单位（Pollard，1981，pp.63-78）。然而，把工厂对农村劳动力的雇用作为经济活力的标志，这与强调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的研究格格不入（de Vries，1984）。随着工厂雇佣在城镇的出现，我们才看到真正的“马歇尔式的工业区”（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其特点是存在外部的规模经济。随着棉纺织厂在兰开夏郡聚集，尽管单个公司的规模报酬不变，但是该行业作为一个整体面临着规模报酬递增。通过学习（知识在公司之间溢出）、匹配（紧凑的市场使得雇主和雇员之间更容易匹配）以及分享（显著的运输成本优势向公司提供接近消费者和供应商的机会），外部经济产生了（Duranton and Puga，2004）。


  欧洲的工业结构


  表7.1和表7.2粗略地呈现了1870年前后欧洲工业的情况。表7.1展示了工业的总体分布，揭示了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远远超前于其他国家。仅有四个国家的工业产值占本国GDP的比重高于30%，即英国、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它们连接起来构成了当时欧洲的工业中心地带。同样，也只有这几个国家的工业产值占欧洲工业产值的比重大于其GDP占欧洲GDP的比重。在工业发展大爆发前夕，德国25%~30%的GDP来自工业（仅德国一个国家是这样），而且其工业产值占欧洲工业产值的比重与其GDP占欧洲GDP的比重类似。其他国家的工业产值占欧洲工业产值的比重要比其GDP占欧洲GDP的比重小得多。以下一些国家的工业产值占本国GDP的比重为20%~25%：大奥地利（greater Austria，在这个时期它包括今天的捷克和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领土）、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丹麦和瑞典。这些国家与德国一起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环中心地带。最后，一些国家——葡萄牙、挪威、芬兰和大匈牙利（greater Hungary，包括斯洛伐克和波兰及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分布在欧洲的外围，其工业产值占本国GDP的比重小于20%。下列国家是工业化程度更低的国家的代表：俄国、土耳其和东南欧的大部分国家，我们需要这些国家的可靠统计信息。


  
  表7.1　欧洲的工业（约1870年）：整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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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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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1870年的GDP数据引自Broadberry和Klein（2008）。其中，比利时的数据源自Antoon和Soete的计算；丹麦的数据引自Hansen（1970，pp.11，18，71-73）；芬兰的数据引自Hjerppe（1989，pp.78，218）；荷兰的数据引自Smits等（2000，pp.130-141）；挪威的数据引自Ola Grytten的个人计算；瑞典的数据来自Schön（1988，pp.208-217）；英国的数据源自Feinstein（1972，table 51）和Broadberry（1997）；法国的数据引自Lévy-Leboyer和Bourguignon（1990，pp.272，314）及Lévy-Leboyer（1968，p.806）；意大利的数据引自Fenoaltea（2003，p.1084）；西班牙的数据引自Prados de la Escosura（2003，pp.259-274）；葡萄牙的数据源自Lains（2003，p.138；2006，p.152）；奥匈帝国的数据来自Schulze（2000，pp.316，339-340）；德国的数据引自Hoffmann（1965，pp.390-391，451）；瑞士的数据来自Thomas David的计算。


  首先，表7.2显示了1870年欧洲工业产出的大致组成情况。其中超过一半（大约占欧洲GDP的17%）仍然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食物、衣服和住所。其他值得注意的制造业活动是金属和金属加工，其中主要涉及钢铁的生产以及将它们转化成铁轨和机车、船、蒸汽机及其他机器。采矿为一些工业活动提供了原材料和能源，但是它的大部分产出是作为家庭取暖之用的煤炭。在1870年左右，在电力时代来临之前，小规模的公用事业部门主要从事用于照明的天然气的生产。


  
  表7.2　欧洲的工业产出（约1870年）：主要分支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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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同表7.1。


  表7.2也显示了欧洲最大的三个经济体——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工业产出占欧洲工业产出的比重。它们总共占欧洲工业产出的2/3以上，约占欧洲GDP的60%。建筑业和食品加工业这两项工业活动占欧洲工业产出的份额与它们占GDP的份额相似，这两个部门很少或者没有贸易。这三大经济体的纺织品和服装业、金属和金属加工业的发展引人注目，这几项约占欧洲总产出的3/4，其中英国在金属和金属加工业中的地位特别重要。这张表格最显著的特点是，仅英国就占了欧洲所有采矿活动的2/3多。


  自1700年以后欧洲工业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表7.3以Bairoch（1982）的研究为根据，为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欧洲工业扩张的规模和地区的不平衡提供了一种粗略的定量描述。Bairoch搜集数据的方式并不是很清楚，但是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其结果与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二手文献（secondary literature）都很吻合，而且最起码它为重要性排序提供了清楚无误的指南。这个例外是英国，Bairoch（1982）在研究英国时所使用的Hoffman（1955）工业生产指数已经被Crafts 和 Harley（1992）进行了重大修订。这导致1750—1830年英国的工业产出的增长速度大幅放缓，因此其1750年和1800年的工业化程度比Bairoch提出的高很多。


  表7.3向我们显示了，从人均核算的角度看，英国在1750年显然已经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正如Crafts（1985a）所强调的，这要早于传统的工业革命时期。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在18世纪中期工业化水平的差异并不大。


  
  表7.3　人均工业化水平（1750—1860年）（英国1860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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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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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参见Bairoch（1982）。其中英国1830年以前的数据采用的是Crafts和Harley（1992）的工业生产指数。


  煤炭和蒸汽


  从16世纪起，英国在煤炭的使用及开采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木材不再能满足英国对能源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尤其是向伦敦供暖的需求（到1700年伦敦已经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因为英国的煤炭禀赋相对优越，这有利于煤炭的相对价格的改变，并导致了一个替代的过程。因为煤不能完全被代替，所以这一过程也引起了大规模的技术变化（Buenstorf，2001）。在需要用热能（最终用焦炭）炼铁的工业生产过程中，煤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此外，通过蒸汽机，煤炭也被用来提供机械能。高的运输成本意味着欧洲在19世纪早期的工业化与煤矿及其附近的工厂密切相关（Pollard，1981，pp.xiv-xv）。最后，铁路和汽船在减少煤炭运输成本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工业摆脱了必须在煤矿及其附近选址的约束。


  在早期，就煤炭开采量及煤炭行业的规模而言，不列颠群岛大大地超过了任何其他欧洲地区，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表7.4显示了英国的煤炭工业在1860年左右所占的优势，当时仅英国一国生产的煤炭就是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产量总和的两倍还多。英国的煤矿不仅供应给国内的消费者，而且在19世纪期间越来越多地供应给国外市场，包括快速扩张的国际蒸汽船队（Fremdling，1989，1996）。在19世纪中期，从英国进口的煤炭促使煤炭资源贫乏的欧洲大陆国家和地区采用了英国式煤炭消耗型技术（British-style coal-consuming technologies），并因此赶上了英国的工业化步伐。


  
  表7.4　1860年的煤炭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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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硬煤和褐煤的产量汇总在一起。


  资料来源：Mitchell（2003）.


  在很大程度上，比利时早期工业化的成功是以桑布尔河-默兹河地区的煤炭为基础的（Pollard，1981，pp.87-90）。继法国之后，德国成为19世纪英国煤炭的第二大进口国。虽然如此，德国也成为继英国之后的第二大煤炭出口国。这一独特的发展揭示了煤炭生产和煤炭市场的重要特征。拿硬煤（hard coal）来说，其最重要的两大德国采矿区——鲁尔区和上西里西亚地区——均离海岸很远，比起德国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区域，它们离西部或者东南国界要近得多。所有煤矿开采区最后都变成了主要的工业中心。最重要的是，鲁尔区凭借其重工业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工业地区（Holtfrerich，1973）。


  从长期来看，煤炭开采只能靠探测地表深处的煤炭层来解决不断增长的需求。主要的问题是将水抽出，而解决办法是利用蒸汽机。人们通常将蒸汽机与詹姆斯·瓦特联系在一起。瓦特于1769年获得了关于这项创新的首项专利。和许多发明的情况一样，瓦特的成就也经历了长期的反复试验过程，这可追溯到Newcomen 1712年发明的气压机（Mokyr，1990，pp.84-90）。Newcomen的蒸汽机通过制造真空来利用大气压作为动力来源，因为极其耗费燃料，所以这种机器应用不广。在18世纪，这种蒸汽机几乎专门用于矿井的排水，因为在那里可以廉价地获得煤炭。因为瓦特的蒸汽机具有分离的冷凝器，所以它的燃料利用效率相比Newcomen的设计几乎提高了5倍。瓦特还设计了一个传输系统，它可以将蒸汽机的往复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于是，蒸汽机被广泛用于纺织业等多个领域，比如汽船和蒸汽火车头的原动力。


  由于蒸汽机在工业革命早期阶段并没有被广泛使用，所以许多学者倾向于低估它的作用。Kanefsky（1979）表明，直到1830年水车才能够产生和蒸汽机一样大的动力。因此，von Tunzelmann（1978）的结论并不是太令人吃惊：他认为英国的固定式蒸汽机带来的社会节约仅仅是1801年GDP的0.2%。不过，如果蒸汽机的重要作用在于避免了报酬递减，而且如果蒸汽机有助于维持大范围的生产力改进，那么这就可能低估了蒸汽机的重要性。随后对19世纪铁路的社会节约的计算表明蒸汽技术产生了较重大的影响。1865年，Hawke（1970）采用基于乘客舒适程度的处理方法估计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铁路的社会节约占GDP的6.4%~11.4%。Leunig（2006）使用一种更为复杂的基于时间节约的处理方法得到了一个类似的结果。Crafts（2004）采用Oliner和Sichel（2000）的计算框架（他们计算了资本深化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评估了蒸汽动力作为一种通用技术的作用。表7.5分别列出了固定式蒸汽机、铁路和汽船的计算结果。虽然汽船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对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economy-wide labor productivity）增长的贡献非常小，但在1830年之后其贡献有所增加。此外，Crafts（2004，p.348）认为，这个结果忽略了19世纪后半期当交通条件的改善提高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集聚水平和专业化程度时源自蒸汽技术的重要的TFP溢出效应（Rosenberg and Trajtenberg，2004）。


  
  表7.5　英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及蒸汽技术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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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Crafts（2004）.


  纺织业


  继农业和粮食业的发展之后，纺织品和服装的生产在18世纪和19世纪成为欧洲最重大的经济活动。在1870年前后，大多数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为4%~6%，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为15%~30%。在1700年前后，它在更小的制造业部门中所占的份额或许更高，为40%~50%。在19世纪后半期之前，大多数服装都由家庭生产，或者由本地的女裁缝或者裁缝店生产。直到19世纪50年代使用缝纫机后，服装生产的技术或者组织方式才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中低收入阶层并不重视时尚（Roche，2000，ch.8）。1870年之后成衣业迅速兴起。


  服装制造业在这个时期基本保持不变，但向它供应原料的纺织业却并非如此。纱线和服装的生产场所从家庭转移到工厂，而且逐渐从农村转移至城镇。准备、纺纱、编织及修整等所有的生产过程都实现了机械化，这使得生产力大幅提高，消费者价格骤降。纺织物的材质构成发生了变化，比如在18世纪早期曾经是外来奢侈品的棉布，已经成为大多数贴身衣裤、衬衫、外套、床单和毛巾的制作材料。


  纺织业的转变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在不列颠群岛发生了什么，其次是欧洲的其他地方是如何对此做出反应的。到19世纪中期为止，英国不仅控制了整个欧洲的纺织业，而且控制了世界的纺织业。令人惊奇的是，世界上棉纺织业中超过半数的机械纺锤（mechanical spindle）和机动织机（power loom）都集中在英国工厂里（Farnie，2003，p.724，727）。英国的亚麻制品和黄麻纤维生产商大都位于爱尔兰和苏格兰，这些生产商运转着世界上超过40%的机械纺锤和60%的机动织机（Solar，2003，pp.818-819）。英格兰的毛织品和精纺毛纱工业使用了占世界1/4以上的新工具，并拥有大量循环利用的羊毛供给（Sauerbeck，1878）。英国仅仅在丝绸业被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日本超越（Federico，1997，p.64）。


  关于设备和原料使用的数据低估了英国在19世纪早期的优势，因为其他国家的反应是通过设立关税壁垒来保护它们自己的工业。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是除丝织品外的所有纺织品的最大净出口国（Davis，1979）。在19世纪早期，英国商品如洪水般涌进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市场，以及市场依然开放的那些欧洲国家。到了19世纪中期，一些欧洲生产商才开始在这些市场变得有竞争力（Jenkins and Ponting，1982，pp.146-148）。


  英国在纺织品贸易和生产中并非一直都占有如此大的优势。晚至18世纪80年代时，虽然它仍是很大的羊毛制品净出口国，但它只是棉、亚麻和丝织品的很小的净出口国（Davis，1979）。在18世纪早期，受到来自羊毛和丝绸生产商的压力，英国议会已经感觉到有必要禁止对印度棉纺织品的进口。同时，英国也提高了对从德国进口的亚麻布的关税，以保护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相关生产商。O'Brien等（1991，p.418）认为，这些以及其他“实用主义的”（pragmatic）措施有助于“为棉纺织业的长期发展建立一个良性的框架”。


  在18世纪早期，纺织业在欧洲的农村地区不断扩大（Clarkson，2003；Jenkins，2003；Solar，2003；van der Wee，2003）。其生产大多是用于本地消费，但在有些乡村地区，纺纱工和织布者更为密集地在那里定居，产品更多地是为较遥远的市场生产，这些市场要么是城市的消费中心（诸如伦敦、巴黎或阿姆斯特丹），要么是美洲的殖民地市场。欧洲商业纺织品生产的传统中心位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荷兰南部的根特（Ghent）和库特赖（Courtrai）周边区域（如今属于比利时），以及法国的里尔（Lille）和亚眠（Amiens）。英格兰南部的一些地区也是毛织品的主要生产地。但到18世纪时，这些地区的产业格局正受到挑战。其毛纺织业面临英国的利兹（Leeds）和布拉德福（Bradford）及其附近地区、法国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德国的开姆尼茨（Chemnitz）和亚琛（Aachen）以及尼德兰南部的韦尔维耶（Verviers）的生产商的竞争。在亚麻纺织业，更有活力的地区包括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苏格兰的邓迪（Dundee）、德国的兰兹哈特（Landeshut）（如今在波兰）等。


  在18世纪，棉纺织业的规模非常小。在18世纪70年代之前，英国的棉纺织业占纺织品生产附加值的比例不到6%（Crafts，1985a，p.22），虽然也生产一些纯棉织物，但主要还是生产粗斜纹布（fustian）——由棉和亚麻混合制成的粗布。欧洲粗斜纹布的生产中心集中在英格兰的曼彻斯特附近，以及法国东部、德国南部和瑞士北部的部分边界地区。棉纺织业最有活力的部门是印花部门（通常是模仿印度的印花棉布）。印花厂是大型工厂，需要动员相当大数量的资本和劳动力才能运转（Chassagne，2003）。


  有趣的是，英国纺织品生产的技术突破发生在棉纺织业，而这个部门的原材料无法由本地供应。不过，正如Broadberry 和 Gupta（2008）所注意到的，英国的工资比印度高5~6倍，而后者是现代早期最大的棉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如果英国的生产商想要在世界市场上取代印度，那么其显然不会使用印度那种劳动密集型生产方法，权威的（canonical）纺织发明——18世纪60年代的多锭纺纱机（spinning jenny）和水框架（water frame）、18世纪70年代末的走锭精纺机（mule）以及18世纪80年代早期的机动织机——因此被视为英国生产商在特种要素价格环境下做出的反应。艾伦（Allen，2007）表明，多锭纺纱机在英国的要素价格基础上是高度有利可图的，但在法国或印度的要素价格基础上则无利可图。英国的专利制度为机器的创新提供了保护，并有助于发挥进口和再出口替代品的潜力（Sullian，1989；Broadberry and Gupta，2008）。


  到1830年，棉布的产量几乎占英国纺织品产量的一半，而且棉布在其他欧洲国家的纺织业中所占的份额也增加了。有几个因素解释了棉纺织业的快速持续发展。最明显的是上面提到的纺织和编织的机械化。或许同样重要的是未加工棉花的供给弹性。1793年轧棉机的发明使得将短绒棉的种植延伸到美洲以南成为可能。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由于获得了一些边疆土地及耕种这些土地的奴隶，所以未加工棉花的价格不断下降，同时供给猛增。棉布的价格相对麻布也在下降，加上麻纺织业的机械化进程较慢，于是棉布在多种用途上取代了麻布。最终，对于消费者来说，棉布是有吸引力的织物——它们很轻，容易保养，而且易于染色和印花，从而有多种花色和式样供选择。


  早期的发明并非普遍适用。最初，它们只适用于棉花，而且通常仅限于某些种类的未加工棉花。新的纺织技术于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棉纺织业得以广泛使用，但一直到18世纪90年代才在英国的毛纺织业和粗麻纺织业中被广泛使用，并且分别到19世纪初及19世纪20年代后期才在精纺毛纱业及精麻纺织业被广泛使用。虽然在18世纪80年代就发明了机动织机，但机动织机一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在英国棉纺织业得到广泛使用，19世纪20年代才在粗麻纺织业和精纺毛纱业得到广泛使用，19世纪40年代才在毛纺织业得到广泛使用，在精麻纺织业和丝绸业得到广泛使用则是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了。直到19世纪50年代，一些较好的棉织品仍然由手工编织而成。机械化的普及之所以很缓慢主要是因为各种纺织纤维的弹性不同。如果纤维容易断，则在纺织和编织过程中就需要投入很多手工劳动来拼接纱线。在机械化在经济上变得可行之前，人们必须先准备更好的纤维并找到使机器运转更顺畅的方法。


  新的纺织和编织技术在其他国家的应用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1800年，英国拥有340万台机械纺锤，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则只有约10万台（Farnie，2003，p.724）。这并非因为缺少向英国模式学习的尝试。法国政府、保皇主义者（royalist）和拥护共和政体者（republican）在18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均为准棉纺纱机提供了充足的补助金（Chassagne，1991，ch.3）。另外举个例子，使得精亚麻纱的生产成为可能的亚麻湿纺技术（wet spinning of flax）于19世纪20年代末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被快速推广使用，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以及40年代早期才分别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得到应用（Solar，2003）。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在成功应用新的英国纺织技术时所经历的困难，可以用以下事实加以解释：工资比英国低。因此，新技术带来的劳动力节约最初并没有证明较高的资本成本是合理的（Allen，2001，2006）。


  在英国国内，各种各样的纺织业在19世纪早期变得日益地方化。棉纺织业开始在兰开夏郡南部以及约克郡、德比郡和柴郡及其邻近地区聚集。在约克郡西部，羊毛业和精纺毛纱业日益分离，在利兹和布拉德福也均如此，而且这些地区的产量相对于英国其他产地都增加了。粗麻纺织业在邓迪周围聚集，而精麻纺织业则在贝尔法斯特聚集。


  英国纺织业的地方化表明，坐落于工业中心附近对公司是有好处的。要想从数量上可靠地掌握马歇尔所称的这些外部经济的价值，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知道其可能有几个来源。一个来源是技术进步。使机器更快、更有效地运转这种渐增的技术变化，是不太可能被记录下来的。此类知识在保养和修理这些机器的熟练工人身上得到了体现。这些工人通常是新发明传播至其他国家的媒介，或者因为他们离开后在其他地方尝试，比如美国纺织业的先驱Samuel Slater，或者因为他们受到外国企业家或者政府的诱使而离开英国（Jeremy，1981；Chassagne，1991）。不过，一旦这些工人离开，他们就将自己与新技术知识的源泉之间的联系切断了。


  外部经济的另一个潜在来源是商业活动的集中。有关织物的需求和种类的可靠且及时的信息对于一个行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个行业破产的主要起因就是未售完的货物。19世纪早期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特征，是商人活动的中心从伦敦转移至生产的区域中心（Edwards，1967，p.180；Solar，1990）。同一时期，英国所积累的商业经验、技巧，大概是从1792—1815年战争期间大陆商人和非欧洲市场之间的相对隔离中获得的。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曼彻斯特的外国棉商进一步强化了其商业地位（Farnie，2004，p.33）。


  食品、饮料和烟草业


  食品、饮料和烟草业的产值在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显著增长。从18世纪中期开始的人口增长是一个强劲的推动力，城市化也是如此。随着较大比例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很少有人能够亲自烘烤面包或者酿酒。在这个时期，糖、茶叶、咖啡以及烟草等外来商品的消费进一步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成为大宗消费品。


  这个部门的大部分增长是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几乎没有重大的技术突破。最引人注目的是持续蒸馏，由Aeneas Coffey于1830年申请专利（Weir，1977）。大部分变化是逐渐累积起来的，且受益于其他部门的发展。更好的金属及金属加工技术使得机器更加可靠，机器尺寸的增加也成为可能。蒸汽动力被应用于一些行业，特别是碾磨和酿酒业，尽管风力、水力和畜力直到1870年仍很重要。不过，即使是以水为动力的磨坊，其对水资源的开发也变得更深入而且更复杂。至于工业结构，从18世纪中期开始建造的三层和四层厂房是早期棉纺织厂的先行者。


  或许这个部门最重要的变革动力是更快、更可靠的交通运输，首先是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蒸汽船，然后是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铁路。更便利的交通运输不仅有利于价值高、体积小的外来商品的进口，而且显著地拓宽了较易腐烂的价值低、体积大的食物产品（比如面粉和啤酒等）的市场。比如，起初依赖都柏林市场的吉尼斯，到19世纪60年代时将它的烈性黑啤酒运至爱尔兰的大街小巷，并运至英格兰的多个城市。它在都柏林的酿酒厂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酿酒厂之一（Bielenberg，1998）。


  到19世纪70年代，尽管交通变化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但它对于易腐烂食品行业来说仍然是不完善的（Mingay，1989）。使用水力或者风力驱动的乡村磨坊仍然生产小城市和乡村地区所需的大多数面粉。这些地方消费的啤酒仍然是由家庭酿造的，或者是由酒店的酿酒厂或小酿酒厂酿造的。其他易腐食品行业通常继续以非常小的规模存在，而且在空间上的扩散也相当有限。甚至在城市里，面包师、奶酪生产商以及肉类加工者也通常只雇用少数几个人，除非他们为军队或者其他大型机构服务。


  非易腐商品的生产更集中，尽管这里的生产组织受官方政策的影响也很大。烟草、糖、茶叶、咖啡和巧克力都是进口的商品，因此必要的加工通常都在大港口进行。资本和燃料高度密集的制糖厂是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其他城市的都市景象的主要体现，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很大，而且是因为它们排出的气味和烟雾很重（de Vries and van de Woude，1997，pp.326-329）。由于这些外来商品也被征收重税，所以政府通过限制生产商的数量试图阻止走私和逃税。最极端的是，一些国家，包括法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创建了国有的烟草专卖局。这些烟草专卖局是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最大的工业企业，尽管它们仍然是劳动力高度密集型的（Goodman，1993，ch.9）。酒的生产是另一个重要的税收来源，它也被各国政府高度管制。此外，专利的引进导致了一个高度集中的产业的形成。在1860年，仅8家酿酒厂就生产了英格兰酿造的所有酒（Weir，1977，p.138）。


  钢铁业


  尽管铁矿几乎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零散分布，因此广泛可得并且能够大量供应，但是在人口最集中且经济繁荣的区域，木材已经成为稀缺资源。在长期，要克服这种“木制动”（Holzbremse）或“木材约束”（wood brake）（这在17—18世纪具有约束力），必须有一种不受木材约束的新技术（Sombart，1928，p.1137）。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短暂的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即节约使用木材或利用供给充足的偏远区域的木材。这恰恰就是18世纪英国的做法：先是在瑞典，后来是在俄国，用木炭技术生产铁，并将其运输至英国以满足其不断增长的对铁的消费需求。表7.6列举了欧洲主要产铁国/地区1725—1750年的熟铁年产量的粗略估计，这些数据主要来自那时的旅行者。


  
  表7.6　欧洲各国或地区铁的生产量占欧洲总铁产量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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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image: ]


  资料来源：1725—1750年的数据源于King（2005，p.23）、Wertime（1962，p.101）、Paulinyi（2005，p.97）、Hildebrand（1992，p.22）；1860—1861年的数据源自Fremdling（1986，pp.260，262，285-286，324-325，385）、Mitchell（1988）。


  图7.1对钢铁工业的生产阶段和工艺进行了一个简要概述，强调了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之间的区别。在生产的第一阶段，铁矿石是在鼓风炉中进行冶炼的。在传统方法中，燃料是从木头得到的木炭，而现代工艺使用焦炭（源自煤炭）。这一阶段生产出的“生铁”含有大量杂质，这使得它易碎且不适合塑形。不过，可以在熔化状态时对其进行铸造，从而得到最终产品。除此以外，生铁必须在熔铁炉中进一步提炼，以生产出有延展性的或者可锻造的铁，从而适合之后用铁锤或轧钢机来塑形。这个提炼过程主要是减少碳含量，要求重新加热（在传统工艺中使用木炭，在现代工艺中使用煤炭）。在两个生产阶段之间进行区分是有必要的，因为一个是冶炼，另一个是提炼/塑形，二者不必在一个生产单位甚至不必在同一个地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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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　初级熟铁业

  


  瑞典和俄国：以木炭为基础的钢铁工业


  在17—18世纪，瑞典的钢铁制造业与传统农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Hildebrand，1992）。可以利用廉价的农民劳动力来从事燃烧木炭、开采铁矿及将它放在鼓风炉中冶炼等工作。水车为鼓风炉的风箱和熔铁炉的铁锤提供机械能。由专业铁匠生产的条形铁是主要的产品，其中大部分都用于出口。造铁业受到政府机构的严格控制。从18世纪中期开始，生产及出口被人为限制，以保护森林不被过度砍伐。由于英国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及瑞典实施供给限制，国际市场的高价格为新的竞争者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这个新的竞争者即来自俄国的条形铁（Agren，1998，p.6）。俄国的钢铁生产也依赖木头作为燃料及对农民劳动力的集约使用（Florén，1998）。


  英国：第一个以煤为基础的钢铁工业


  在18世纪初期，英国的钢铁工业规模很小，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因此其进口量甚至超过了国内产量（Hyde，1977）。英国的钢铁工业的生产成本很高，主要是因为木炭的成本高。从图7.2可以看到，从木炭向矿物燃料技术（它使进口替代成为可能）的转变是相当持久的，延续了整个18世纪。到1755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生产的生铁只有约20%是使用焦炭冶炼的，且该比例直到1790年才达到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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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2　使用焦炭作为燃料生产出的生铁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King（2005，pp.3，7；2006，p.264）；Fremdling（1986，p.342；2005，pp.49，51-52）；Banken（2005，p.56）.


  Abraham Darby通常被誉为1709年后使用焦炭成功运作鼓风炉的第一人。焦炭冶炼在18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迅猛扩散，主要应归因于铸成品所使用的焦炭生铁（使用焦炭作为燃料生产出的生铁）日益增加。新的铸造技术能够将焦炭生铁在燃烧煤炭的反射炉或熔铁炉中再次熔炼（Beck，1897，pp.380-385，753-756）。


  在1784年，Henry Cort因其著名的搅炼和滚压工艺获得了一项专利。很快地，这种提炼生铁的方法在熟铁或条形铁的生产中被广泛应用（见图7.1）。产量的大幅增加使英国从18世纪最重要的铁产品进口国之一演变为19世纪早期的铁产品净出口国（Fremdling，2004，pp.151-152）。在一个世纪之内，英国的钢铁工业已经从一个高成本的小生产商变成世界市场上铁产品的主要供应商。通过使用新技术，英国的劣势（“木材约束”）已经在长期、持续的创新、扩散和改进的过程中被转变成了竞争优势。


  欧洲大陆：部分采用新技术


  尽管Landes（1969，p.126）认为使用焦炭的鼓风炉、搅炼炉和轧钢机等工艺创新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优于传统工艺，但传统或部分现代化的工艺也能在它们的本土区域以及传统市场上继续存在。此外，因为新技术是在欧洲大陆各国之间扩散的，所以它们并没有严格遵循英国模式。更确切地说，技术与当地环境特别是不同的要素价格相适应且共存（Fremdling，2004；Broadberry，1997）。


  瓦龙（Wallonia）位于比利时的南部，是欧洲大陆第一个而且几乎是唯一一个完全遵循英国模式的区域。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数目众多的采用新技术（使用焦炭鼓风炉、搅炼炉和轧钢机）的工厂在列日（Liège）和沙勒洛（Charleroi）周边的煤矿开采区域建立起来（Reuss et al.，1960）。和英国一样，钢铁厂和煤矿紧挨在一起。虽然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工业的政府计划是以英国模式为框架的，但是运输成本和温和的保护性关税替瓦龙阻挡了英国的竞争（Fremdling and Gales，1994）。在一个有利的经济环境中，由于临近顾客且传统工业的成本相当高，所以从英国移植的技术能够取得成功。到19世纪40年代，过时的用木炭炼铁的方式仍然在德国和法国占主导地位，而在瓦龙，这种技术仅存在于瓦龙的利基市场（见图7.2）。


  法国从英国的进口已经表明它对用焦炭冶炼的铁有需求。由于自1822年开始，法国的海关政策阻挡了英国的竞争，建立英国式钢铁厂有望确保高价格和高利润。大型设施确实在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和中部高地（Massif Central）的煤炭区域建立了起来，但它们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一直没有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这主要是因为矿石运往生产地及最终产品运往消费中心的成本很高，而且它们不得不和传统或部分现代化的钢铁工业展开竞争。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以木炭为基础的传统钢铁生产技术依然可行（Vial，1967）。在铁路需求创造新局面之前，德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Fremdling，1986，pp.117-175；Banken，2005）。


  欧洲大陆：传统部门的适应


  德国和法国的一些地区在连续几十年的过渡时期里试图与英国的钢铁工业展开竞争。1820—1855年，在齐根（Siegerland）、符腾堡和瑞典，用木炭冶炼铁矿石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主要是因为木炭的使用有了显著的节约（Fremdling，1986，pp.155-160）。此外，以煤炭为基础的新技术融入了传统的钢铁生产中，比如，小的炼铁厂可以用新的搅炼炉替代旧的提炼炉，而不用改变其他操作。因为搅炼炉是用煤炭作为燃料的，因此不断上涨的木炭价格的影响受到削弱。这种部分现代化的做法在德国和法国最重要的传统钢铁工业地区（即齐根和香槟地区）很普遍。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和法国使用木炭的钢铁厂退回到利基市场，并最终因来自英国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普及而变得无足轻重（见图7.2）。


  然而，在瑞典，用木炭生产铁确实依然可行，因此这里没有任何适应性技术改变（Rydén，2005）。大约在1830年，一个瑞典人在兰开夏郡偶然遇到一种提炼技术，这种技术与搅炼的技术非常相似，但是使用木炭作为燃料。这一生产率极高的英国木炭技术成为19世纪40年代瑞典炼铁的主要工艺（Paulinyi，2005）。同时，奥地利也坚持采用木炭技术。直到19世纪60年代，随着新的炼铁工艺以及平炉（Siemens-Martin）炼钢法的引进，欧洲各国钢铁工业之间的技术趋同才最终出现。


  表7.6显示了主要生产国在1860年前后的生铁生产量占欧洲总铁产量的比重。英国占绝对优势，第二大生产国——法国——的产量不到英国的1/4。其他生产大国有比利时、德国及俄国等。


  结论


  在18世纪初，工业是欧洲经济的一个相对较小的部分，农业和服务业在经济活动中占主要地位。到1870年，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一次工业革命，现代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工业产出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并伴随着引人注目的产业结构的转变。与早些时候经济扩张的前工业阶段不同，该时期经济增长的这一趋势并未逐渐消失，而是步入了一个生活水平持续上升的新时代，并延续至今。


  该进程始于英国，并蔓延至欧洲其他地区。不过，从英国到欧洲大陆的技术转移进程不应被视为缺乏创意的简单模仿。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持久的事件，涉及技术对当地环境的适应过程。关于这一进程，我们在这里运用工业革命的传统产业的例子进行了阐释，包括钢铁业和纺织业。我们也指出了蒸汽动力作为第一项通用技术在维持这一经济增长进程中的重要性。


  第8章

  服务业


  雷吉娜·格拉夫（Regina Grafe）


  拉里·尼尔（Larry Neal）


  理查德·W.昂格尔（Richard W.Unger）


  1700年之前的两个世纪里创造出的长距离贸易机会引起的商业革命，在接下来的170年里渗透进了欧洲大陆范围内的本地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服务业的主要形式从大体上自给自足的、主要从事农业和工艺品制造的家庭和村庄所需要的本地服务和家庭服务，转变成在生产和商业的专业中心之间组织起来的专门的商业、金融业和运输业。和农业、工业一样，服务业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也导致了生产率的不断上升。事实上，或许在这个时期内服务业已经成为欧洲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尽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但到1870年以后工业才在其他欧洲国家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相反，英国早期为金融、运输和批发分销提供服务的创新在欧洲其他地方被更容易地采纳了，而且它们的扩散导致了欧洲大陆范围内的服务业持续有力地增长。


  在18世纪，人们对服务业中生产率的进步对于整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没有今天认识得这么清楚。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取得令人惊叹的进步之后，经济学家才开始确认金融的发展对整体经济增长以及不同地区的商品和服务的持续贸易的重要性。虽然贸易被18世纪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金融创新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却通常未被认识到。不过，经济福利（economic well-being），作为对每个人从1经济单位（用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来表示）的当前消费中所获得的满足的衡量，取决于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把“正确的”商品和服务交付给最终消费者。使经济中的一切都“正确”是服务业整体的功能，而且其每一个组成部分，从金融到运输，再到批发和零售层次的分销，都起着有效且互补的作用。因此，服务业的主要组成部分——金融、运输、通信和分销——是现代经济中国内产品、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的最大组成部分。


  不过，欧洲经济在1700—1870年这个时期内的服务业份额的上升，却因制造业份额更大幅度的上升以及农业份额的下降而黯然失色。在1700年，服务业首先以其现代形式出现在欧洲的城市。然而，到1870年时，服务业已经作为主导部门在英国（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以及荷兰（第一个商业国家）出现。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服务业的重要性随着商业化和工业化在欧洲范围内的扩散才得以提高。


  总的来说，从17世纪末到1870年，进出欧洲的货运量急剧增加，并且货运不断提速。现有的服务业通过产出的不断增加而扩张，而新的服务业却能够进一步适应地理和生产范围的变化。由于搬运货物的成本不断下降，新的商品找到了市场，新的土地也被投入生产。运输技术的改进、基础设施的资本投资，以及运货人的规模经济优势，所有这些一起使运输有了更高的效率。政府支持、补贴运输设施促进了贸易增长。国际竞争——民族国家建立的副产品——的日益激烈，刺激了贸易的进一步增长。不过，欧洲批发分销网络的发展，既非稳定也非统一的过程。在1700—1870年，地区与地区间的巨大差距继续存在，而且可能在整个欧洲被拉大了。


  我们首先研究当金融创新的步伐不断加快、规模不断扩大时金融技术的发展，这些金融技术到1700年时已经在推崇重商主义的欧洲蔓延，直到1815年还在扩散。然后我们考察运输业的崛起，在从帆到役畜再到1815年之后蒸汽动力的划时代的转变之前，技术和组织的改进导致了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最后，我们考察商业联系的相应扩张和对欧洲消费者有利的分销网络的发展。尽管对用以扩大运输和分销服务的私人资本的需求在1700—1870年的整个欧洲有着前所未有的增长，但显著的事实是资本成本依然很低。尽管缺乏对服务业总体生产率的直接衡量，但这一发现表明服务业中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生产率一定有了大幅的提高。


  本章将聚焦于金融、船运和分销领域的私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内，服务业的其他部分包括住房服务（以估算的租金表示）以及家政服务。在19世纪中期的大多数欧洲发达地区，家政服务约占服务业产出的15%（Deane and Cole，1962；Hoffmann，1965）。


  金融业


  到1700年，金融创新特别是战争融资方面的欧洲领袖，正从荷兰逐步转换为英国。英国金融革命的实质是，在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更集中的税收和支付系统内执行荷兰商业和公共财政最有效的方面，同时充分利用阿姆斯特丹已经发展了的高级支付系统。英国的金融革命发端于强迫性的战争融资，新荷兰国王威廉三世（William Ⅲ）在1688年夺取政权后把资源提供给英国君主。借助于数目众多的荷兰顾问［这些人曾协助他作为荷兰共和国的“总督”（原文为荷兰语Stadhouder）与法国作战］，他推动了一系列金融创新，这些金融创新后来发展成“金融革命”（Dickson，1967）。


  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的成立被证明是出乎意料地重要和有益的（Clapham，1994a）。虽然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Exchange Bank of Amsterdam，1609）为阿姆斯特丹的批发贸易以及后来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西欧大部分地区提供了有效的支付服务（Gillard，2004），但是英格兰银行增加了新功能。除了通过从一个账户向另一个账户转账来提供支付服务之外，英格兰银行还能够扩大王国的货币供应量，因为它只需要动用其手头上的一小部分金银来兑现其票据。因携带方便，票据得以普遍流通。英格兰银行也能够通过向收款人提供银行票据而不是王国的钱币来贴现在最终付款日之前向它出示的票据。在18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银行的贴现服务有助于在和平时期为批发贸易和资本市场交易提供资金，以及后来在战争时期为英国的欧洲同盟国提供援助（Dickson，1967；Roseveare，1991；Quinn，2004）。


  1700—1793年，欧洲的商人能够将英格兰银行和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支付系统结合起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为贸易融资。随着法国和欧洲君主制国家之间的战争的爆发，兑换外国汇票的贸易信用基础被摧毁了，直到1815年战争结束时才得以恢复。此时，阿姆斯特丹或伦敦的外国汇票的流动性增加的意义是，它使得贸易差额的多边结算系统替代了以前的双边结算系统。这意味着，欧洲一个地方对另一个地方的持续性贸易赤字，例如英国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持续性赤字，可能会通过英国在欧洲另一个地方赚取的盈余来结算，比如，英国将其在美洲殖民地生产的糖和烟草再出口到欧洲大陆。


  商业账户差额的多边结算早已被公认为是更有效的组织支付方式。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在巴塞罗那、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里昂，这种银行自动直接转账服务仅限于当地居民和选定的外商使用。安特卫普以及阿姆斯特丹将有权使用汇兑银行的人的范围扩大到愿意以白银、黄金、铸币或金银块形式存款的任何人，从而使得这些银行掌握了鼓励贸易的主动权。只要欧洲任何一个地方的商人更多地使用这些服务，就提高了贸易的可能性。结果就是，对世界各地生产的所有商品来说，欧洲市场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改进。到1720年，甚至出现了出于欧洲商人的利益而制作的手册，这些手册可以指导他们在整个欧洲开立支票和支付汇票（见图8.1）（Justice，1707）。


  
    [image: ]

    图8.1　18世纪欧洲商人的交易网

  


  注：当时商人手册上记载了各个城市间的付款方式，这些城市在地图上已被连接起来。


  资料来源：Flandreau et al.（2009）.


  糖和烟草在整个欧洲是有大量需求的大宗商品，对胡椒和其他香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而且对盐也有持续的需求。东印度公司创建的分销渠道继续在18世纪剩下的时间里扩张到欧洲的其他地方，虽然在各场战争中有中断和错位。尽管对战争融资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低利息的商业贷款仍可获得。在欧洲内部以及欧洲人在海外建立的各种贸易前哨基地之间使用汇票，从而形成相应的国际支付系统这种善行，被Isaac Gervaise于1720年大力吹捧，法国哲学家Abbé Condillac以及亚当·斯密则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均为1776年）。


  Flandreau等（2008）的研究表明，在1688—1789年这个时期内，在阿姆斯特丹有合同的商人可获得的商业贷款的年利率为3%~4%，尽管欧洲范围内的国家融资日益频繁地出现。当时的利率也会因战争的不确定性产生偶然的峰值，尤其是当一场漫长的战争的结果不确定的时候。但由于英国和荷兰发行的债务（这些债务由在商人之间可轻易转让的流通票据组成）增加，所以战时财政只是增加了彼此之间（不分国籍）结账的可能手段。在整个18世纪，伦敦商人享受的利率只比阿姆斯特丹商人略高一点点，而巴黎商人却得忍受更高的利率，但是后者仍然低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商人支付的利率。


  战争对欧洲金融体系的主要影响是，证明了资本市场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一样，都对英国政府债务有着令人惊讶的作用。因此，1700—1815年英国的国债继续增加。Issac de Pinto（1771）将英国的成功明确地归功于阿姆斯特丹的股票经纪人的重要作用，这些股票经纪人为英国每笔新发行的战争债务提供了有高流动性的市场。然而，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在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结束时双方切断了合作关系，并且双方的紧张局势在1780—1784年第四次英荷战争时达到了顶峰。此后，英国的金融创新更多地依靠来自欧洲大陆的金融人才和资本，这一过程极大地受法国大革命及其1793年后在欧洲其他地方的扩散的影响。


  法国部队怀着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自由、平等和友爱，但在被征服的领土上，这些就意味着高税收以及剥夺先前的特权及豁免（不仅针对宗教组织和封建领主，而且涉及商人和商业行会）。不过，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法国在自身公共财政方面积累的压力，导致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整个货币及财政结构的瓦解。在接下来的几年——1789—1794年——依次发生了如下事件：（1）随着先前的特权和免税体系被废除，自由银行业被允许出现；（2）随着革命政府试图合法化其政权，以取代被废黜的君主政体，银行业务受到强制性的价格控制和约束；（3）指券[1]（assignat）的发行极大地超过了用来支持教会和流亡者（emigré）对外出售的土地的价值。接下来的超级通货膨胀再次破坏了法国的私人信贷结构，正如1720年发生的通货膨胀一样（Hoffman et al.，2000）。它也破坏了国家信用，因为合法政府没有像路易十五在1723年那样去重建政治信誉。因此，督政府（the Directory）试图将在英国和荷兰已经被证明为成功的金融货币业务移植到法国（Bordo and White，1991；Hoffman et al.，2000；Sargent and Velde，1995；White，1995）。


  最初，对于2/3的被拖欠的债务，其债权人会得到保证，至少剩下的1/3将会获得利息。接着，发生了一项重大的货币改革，即一种新的记账单位法郎（franc germinal）取代了声名狼藉的里弗尔（livre tournois），并规定法郎可以像荷兰盾一样以固定比例的金银铸币衡量。最后，一家公共银行——法兰西银行——于1801年成立。尽管政府要求该银行维持法郎的价值，但政府同时又希望它通过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帮助政府避免新的赤字。结果，法国公共财政凭借拿破仑的军事胜利来维持其稳健性。那些服从法国革命政府的新税制并被要求在提供军用物资时以固定的价格接受法郎的附属王国，能够以倒退到罗马式的战争融资的方式支持法国继续战争（Bordo and White，1991）。从融资的角度看，附属王国中的首领是荷兰。


  为了避免被法国侵略军占领，在法国军队进入阿姆斯特丹时，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铸币储备金已被完全提取。一次又一次地掏钱来支持法国动用武力，使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以及后来的荷兰王国（Kingdom of Holland）不得不发行更多的年金（如今由国家政府发行）。1814年，荷兰王国仿效英国的成功先例，将这些整合成永久年金。虽然这些年金总计达荷兰王国国民收入的4倍以上，但是政府在一年中实际支付的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激活的部分（Hart，Jonker，and van Zanden，1997）。


  随着由法国的成功所带来的压力的不断累积，英国人分阶段重新制订了他们的战争融资方案。由于在1796年底法国的货币改革扬言要鼓励投机性资金回到法国，英格兰银行获准暂停将钞票兑换成铸币。结果，“纸英镑”（paper pound）的流通从1797年2月持续到1821年5月（此时金本位制正式恢复）。然后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内阁提出通过承销团之间的竞争性招标来安排联合公债的新一轮发行，利息支付由增加的收入所得税来保证。收入所得税使得内阁能够获取欧洲商人的利润，欧洲商人如今在伦敦安排和管理自己的业务，而不是将业务分散在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汉堡。


  由于为战争财政筹集的大部分钱都是在1803年之后直接支付给英国军队，而不是花费在雇用来自德国的雇佣军的津贴上，所以国内支出大幅度上升了。来自欧洲各地的企业家涌进英国，通过直接投资或者有价证券投资来利用在纺织业、钢铁业、造船业、供水设备业、煤气厂和农业中出现的盈利机会（Neal，1990，1991）。被法国占领的欧洲地区的商业阶层都将资本卷逃到安全的地方，否则他们肯定会被拿破仑的军队强征重税及剥夺特权，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飞到了英国。结果就是，伦敦永久地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新金融中心。


  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外国观察家认为最关键的是英国金融的巨大成功导致其他欧洲国家在不同的政治结构内尽可能地模仿英国的金融模式。公共银行如英格兰银行或者法兰西银行最先出现问题。以永久年金的形式创造国债花费了较长的时间，因为这要求有永久的税收来源服务于它，而这需要一个永久性的立法当局——议会。不过，逐渐地，模仿品出现了，比如法国出现的rente（由经议会表决的税收提供资金），荷兰王国的renten，以及在那不勒斯王国被用作账簿条目、在巴黎和维也纳的市场上被罗斯柴尔德兄弟（Rothschild brothers）交易的永续年金。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一家跨国家族投资银行——被证明是主要负责向欧洲其他地方传播英国金融模式的组织（Ferguson，1998）。


  然而，对于1815年的英国当局来说，英国金融的成功并不是如此明显。收入税于1816年被撤消，议会在1819年要求英格兰银行恢复钞票的可兑换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比率兑换黄金，一直到1821年。面对竞争对手的日益侵蚀，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恢复其地位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得不接受于1833年终止其与东印度群岛的垄断贸易条款的要求。此外，地方银行的纸币在战争期间已经贬值，不能再以英格兰银行票据的方式赎回。这些被英格兰银行在恢复其纸币的可兑换性之前取消，以增加其黄金储备。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1825年的金融恐慌，虽然恐慌很快就被平息，但是立法上有了重大改变，为英国金融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改变包括：（1）创立股份制银行；（2）英格兰银行成立分行；（3）股份制贴现行取代私人银行从事国内汇票再贴现业务；（4）规定由英格兰银行承担某些中央银行职能。这四个因素结合到一起，构成了19世纪后期英国金融体系最鲜明的特点——国内汇票市场的崛起（参见W.T.C.King 1936年的经典描述）。


  伦敦国内汇票市场的崛起，意味着以前的外贸融资手段四方汇票（a four-party bill of exchange）如今也能被现代化了。如今一个进口商能够要求其银行与出口商的银行安排贷款融资，而不是立即以当地货币支付用外国供应商所在国的货币表示的外国汇票。根据承兑机构19世纪的做法，阿姆斯特丹的出口商只要出示来自伦敦进口商的订单，就能立即从它的银行得到货款。然后，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要求进口商的伦敦贴现行向其支付它已经向出口商承诺的金额，伦敦贴现行则向伦敦进口商收取其支付给阿姆斯特丹的银行的费用以及服务费，但是以英国货币记账（Chapman，1984）。


  政府也试着按照英国金融的模式进行创新。欧洲大陆国家仿效英国为自己的长期政府债务建立一个稳定的市场的尝试是勇敢的，但却遭到经常性的政治不确定性——在法国发生的多次政权更迭、荷兰共和国因1830年比利时的创立而解体、普鲁士在1848年革命之后继续壮大——的破坏。直到1870年以后欧洲的追随者普遍采用金本位制，欧洲大陆国家才敢声称自己已经在金融上尽力追赶英国的领先地位，无论其在农业或工业方面的成就是什么（见图8.2）。然后到1870年，西北欧服务业的创新和生产力的进步，已经为欧洲大陆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巨大且不断扩大的差异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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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2　政府公债利率（1798—1870年）

  


  资料来源：Homer and Sylla（1991）.


  船运业


  1700年之后陆地和海上运输效率的显著提高，早于19世纪蒸汽动力的逐步采用所导致的船运转型。在陆地上交付货物总是比在水路上交付货物成本要高。在直到1815年的数年里，对较好的道路的投资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但确实使得陆地运输更有效率且改变了贸易的方向。道路网络的扩展以及道路的改善使得提供更快、更好的运输服务成为可能，运输工具包括定期安排的载客和载邮件的长途车（coach），这是18世纪西欧的新特征。


  从农场到市场的短距离运输最抗拒改进。农产品的运输主要是利用动物（包括人）或者手推车。一些农产品不需要借助其他交通工具来运输，例如大批的牛从丹麦被赶到低地国家，从匈牙利被赶往西欧。其规模相对于1700年前已经有所缩小，但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要求不断增加动物供给（Gijsbers，1999，pp.485-499）。


  长期被忽视的道路和桥梁问题在18世纪上半叶得到了政府和私人投资者的新的关注。在1716年，法兰西王国（kingdom of France）成立了一个负责道路和桥梁的土木工程部门。这导致在1747年在巴黎成立了皇家路桥学校（Éco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以培养提高法国陆地运输质量的新工程师。在英格兰，民营企业家才是大部分主要道路改善工程的实施者。收费公路信托基金预期从通行费中收回投资。向使用道路的人收费并非新鲜事，但道路建设的规模和其对整体运输效率的贡献是前所未有的。在长途运输中（大概300公里的距离），改善了的道路使陆地运输的生产率到18世纪60年代至少增长了一倍，到19世纪30年代则增长至原来的三倍。更好的道路使得用货车替代驮畜成为可能，这种转变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用更大、更好的牲畜去拉货车以及随着运货商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完善的组织也带来了不小的收益（Gerhold，1996，pp.494-511）。新路的建造或旧路的改善提高了运输速度，特别是恶劣天气条件下的运输速度。比如，在奥属尼德兰，新的砖路或者石板路替代了泥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得以将道路网从1700年的200公里增加到1793年的近2850公里（Serruys，2008）。


  政府促进了内陆水运方面的投资。16世纪和17世纪的荷兰创建了运河系统，它可以定期按预定的路线运输散装货物以及乘客，还能同时控制水流量以防止发生洪灾（de Vries，1981）。在17世纪甚至18世纪，更多的欧洲国家模仿荷兰模式，使用运河来补充或取代现有的河道运输。人们依然开发河流，并且是以相当现代化的方式——使商品沿河下游漂流或者用驳船运载货物，因为在狭窄的河流中逆流上行总是出现问题，而如果使用杆和桨推进，那就意味着需要很多的船员，从而抵消了用水搬运货物的优势。运河解决了在水道旁边使用役畜牵引船只的问题。


  更强大的专制主义政府行使了废除产权的权力，使运河得以建成。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运河建设计划，该运河贯穿法国南部（于1681年完成，连接大西洋与地中海）。然而，法国建造运河通常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因此可能会涉及工程及财务问题。然而，18世纪后半期英格兰的运河建设则避免了这些陷阱。与奥属尼德兰较早期的建筑一样，法国的这一计划的最终结果是建立了一个相互连接的水路网络。英格兰的融资来自私人投资者，考虑到工程的规模，所需的款项是相当大的（Deane and Cole，1969，pp.237-238）。尽管距离可能只有几十公里，但穿越任何丘陵或山地时都必须建设很多水闸。在坡度较小的地区建设的那些长度较短的运河被证明是最成功的，而更雄心勃勃的、试图取得同样成就的项目却通常功亏一篑。即使是俄国的彼得大帝——一个有着强权和看似无限的推动力的统治者——也未能在18世纪的头十年完成规划中的连接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运河。随着里程的增加以及水路系统之间的连接越发普遍，运河的影响也在增大。这些连接点往往是各国的枢杻，为整合国内市场服务。


  海洋运输服务规模的扩大在18世纪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欧洲各国纷纷颁布政策以促进船运，这是出于对获得潜在利益的焦虑——这些潜在利益源自更大规模的贸易、船运业自身的收入以及通过对易征税的商业行为征税而可能获得的收入。欧洲商船总吨位快速增长（见表8.1），在整个18世纪里增长了一倍多，其中西北欧增长得最快（Unger，1992，pp.258-261；van Zanden，2001，pp.81-82）。


  船只花在运载货物上的时间越多，船运服务的供给就增长得越快。多种因素使得船只和船员可以更有效率地工作。对港口设施（包括码头和起重机）的投资仍在继续，对港口工作的组织方式和流程也做了改进。搬运工协会的成立使该行业更加规范，当需要快速搬运货物时总有人手可用。信息的流动也加快了。在货物汇集的特定港口，特定商品之间进行定期且可预测的交易，这使得运货人更容易安排货舱。可靠的交易使得回来时运载货物成为可能，以至于船只不用空着回来，而是有偿运载货物。港口设施的改进和信息流动的加快缩短了船舶的周转时间，使得更集中地使用船舶的沉没资本成为可能。


  更好的船只也有助于增加航运服务的供给。在18世纪，造船者进一步改进并更好地利用了之前在技术上取得的突破。载重约500吨的航海班轮（sailing packet）是国际贸易特别是洲际贸易的重负荷船只。高度分散的航海计划和对纵长帆的更充分利用使得所需要的船员数量持续下降。在多条航线上，运货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双桅帆船（two-masted ship）。这些双桅帆船以及其他带较少帆具的船只在增加了吨位的同时，并没有使船员规模扩大。


  
  表8.1　欧洲商船的吨位（1675—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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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Lucassen and Unger（2000，pp.4-5）；Maddison（2003b，p.59）；van Zanden（2001，pp.81-82）；Unger（1992，pp.260-261）；Brautaset and Grafe（2004）.


  海盗活动的减少以及18世纪各战争期间实施的更严格的强制护航条款改变了海军的性质，而且很重要的是，免除了运货人在其船只上配备枪支以及额外的船员的需要。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履行保护海洋船运的职责，并增加了欧洲内外用来保护商船的战船数量（Unger，2006b，pp.50-53；Glete，1993）。此时地图已经很方便且很容易获得，由于政府推动有关部门绘制自己水域的可靠地图，所以越来越多的欧洲水域被绘制成地图（Lang，1968，pp.50-66）。除了越来越多的多语言版本的有关导航的书籍充斥于该行业的各个角落以外，六分仪（the sextant）也为船员提供了一种更容易估计纬度的方式。18世纪50年代John Harrison发明了可靠的计时器，终于解决了在海上确立经度的问题。对于频率较高的短距离船运和近海船运，改进的导航系统是对传统知识和做法的补充。


  但是，并不是所有航线都提高了效率，人们也有些怀疑整体上效率提高了多少（Menard，1991）。不过，技术和组织上的许多变化明显导致了船运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16世纪已经取得的进步在18世纪广泛传播，因为更多欧洲国家找到了增加船运服务（同时又使需要配备的船员数增加得没这么快）的方法。


  尽管在17世纪后期，最好的方法所需要的载重-人员配比是10吨/人，但是直到18世纪60年代，这一配比都一直在上升；到18世纪80年代达到了15吨/人，并在该世纪末达到了20吨/人。最有能力实现更高的效率的欧洲地区目睹了其商船的成长，以及随着其港口的急速扩展，对其有利的贸易航线的转移。贸易中心，特别是长途洲际贸易的中心继续从地中海和南欧转移到西北欧，特别是英国。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已经崛起，有着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难以匹敌的商船吨位（见表8.2）。


  
  表8.2　欧洲商船的载重量-人员配比　　单位：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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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Lucassen and Unger（2000，pp.129-130）；Brautaset and Grafe（2004）.


  从1793年持续至1815年的战争困扰了欧洲多年，不仅中断了陆地运输，而且中断了河流、运河和海洋运输。由于交通运输的长期改善，参与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的军队不得不在战场上发起大规模战役，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行进数百公里。更好的后勤（源自道路运输与运河运输的改进）使拿破仑能够维持几乎一年一次的帝国军事冒险活动。英国削弱敌人称霸欧洲的野心的能力依赖于其船运的改进，船运的改进使其可以向海外运送军队，并带来了急需的税收收入，从而能够维持军队和海军的战争成果。


  尽管各国政府采取了行动，尽管有战争，但到1793年，运输业的发展趋势仍在继续，不仅在西欧，而且在中欧和东欧也是如此。在18世纪70年代的一次短暂停顿之后，18世纪90年代英格兰兴起了一个运河建设的新浪潮。道路建设和地上运输效率不断提高的趋势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后仍在继续。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通过利用动物和风力，欧洲人证明了自己能够在运输效率上取得明显的进步。不过，那时出现了一项新技术，到1870年，它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改变了船运业的每一个部门，使之变得面目全非。


  由詹姆斯·瓦特在18世纪60—70年代改良的蒸汽机有提供动力的潜力，而最先受到蒸汽动力影响的是陆上运输。早在1801年，一个英格兰工程师就乘坐一辆蒸汽马车从他在康沃尔郡的家去伦敦。蒸汽动力车的不可靠性和重量过大这两个问题是随着零件加工技术和冶金技术的改进得以解决的。较重的铁轨使得人们能够使用蒸汽机将煤炭运出矿井，而技术的进一步改进允许转移更多能量到驱动轮上，使得此类火车头能够依靠燃料行进得更远。一条长度超过38公里的铁路于1825年在英格兰北部投入使用。到1829年，速度能够达到接近60公里/小时的火车头除了发挥其典型的原始功能——运煤——之外，还是有效的载人工具。在英国，长约100公里的铁路于1830年投入使用；到1846年铁路长度超过1500公里。第二年铁路建设猛增，到1860年轨道已经长达15000公里以上。


  点到点的线路建设导致了铁路网络的出现。获取道路权、建设铁路和建造机车车辆（包括火车头）都意味着相当大的资本投资。英国的铁路建设者坚持采用最小的梯度，因此建设成本很高，也意味着要付出比建造运河更庞大的沉没成本（Deane and Cole，1969，pp.230-233）。铁路运输的优势和可观的资本投入使得欧洲大陆的政府对铁路建设进行补贴。法国的第一条铁路线于1828年投入使用。从1835年起，比利时也有了固定的铁路服务。紧接着，德国各个州的线路也开通了。俄国的第一条公共铁路于1836年投入使用。在欧洲的西部、中部以及东部，多条线路之间的连接创造了具有标准轨道及可互换机车车辆的铁路网。在东欧，这种网络形成的速度较慢。随着更多的欧洲地区开通了铁路，各种各样的新货物大量涌进了陌生的市场（见图8.3a、图8.3b以及图8.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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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a　1840年欧洲铁路图

  


  资料来源：Pounds（1990，pp.4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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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b　1850年欧洲铁路图

  


  资料来源：同图8.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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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c　1880年欧洲铁路图

  


  资料来源：同图8.3a。


  早在1790年，改革者就证明了新改进的蒸汽机能够为船提供动力。第一次在商业上可行的水蒸汽发电技术被应用于港口、河流和运河。


  蒸汽动力拖船（steam-powered tugboat）使得人们无须等待有利的风和潮汐就能够驾驶船舶进入和离开港口。这使得船舶的周转时间缩短，从而运输效率大大提高。


  汽船是特别有价值的渡轮，因为它们可以在受到保护的水域和河流上进行短距离运输，并且能够逆流而行。河船可以在一年之内往返多次，而且它的发动机更小、更轻，因此其运输能力有可能是19世纪船运部门之最（Mak and Walton，1972，pp.623-629）。


  所有蒸汽动力车辆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它们对燃料的巨大需求。1835年后引进的管式锅炉和蒸汽机压力的改进（到1870年达到19世纪早期水平的25倍）大大减少了其对燃料的需求。在第二气缸内重复使用蒸汽的复合式发动机也减少了对燃料的需求。这项技术于1825年首次试用，到1870年时，在海船上使用的复合式发动机已经多达原来的三倍甚至四倍。到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更高的效率意味着在短途航运中用蒸汽机取代船帆。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帆船才在长距离的远洋贸易中被取代（Harley，1971，p.216）。蒸汽动力在海运中取得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帆船效率持续和同步改进的结果（Harley，1988，p.861；Rosenberg，1972，pp.26-28）。帆船效率的日益提高意味着它们的数量和吨位在增加，比如，到1860年，它们占据了超过90%的英国商船吨位。向蒸汽动力的转移发轫于1870年，到1883年，蒸汽船的比重已经超过50%。未来是明朗的。


  蒸汽作为动力，在1815—1870年间改变了欧洲的交通。它在陆地和水上的使用不仅降低了运输成本，而且开启了欧洲内外许多地方的市场进行贸易和交换的新时代。蒸汽船和蒸汽机车为欧洲内外贸易模式的重新定位做出了贡献。不过，蒸汽动力在船运业已经增长、改进和扩张的背景下出现，取决于规模经济、技术改进和更完善的组织所产生的更高的效率。1700—1815年，该部门实现了全面的发展。


  销售业


  更广更深的资本市场以及运输服务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促进了商品的批发和分销，同时让欧洲的消费者获益匪浅。但服务业转型的收益以不同的方式渗入本地、其他区域和区域间的市场。运输和金融领域的创新发展不均衡，公司（比如行业协会）或新兴民族国家的市场监管也是如此。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净结果是，欧洲市场在1700—1870年间在地理集中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批发分销业中的生产力进步只能被间接追踪。经济史学家至少使用了三种方法。从经济的角度分析市场效率的最传统方式是衡量偏离一价定律的程度，即假设：如果不同地区的市场是充分融合的，那么这些市场的消费者为可交易商品所支付的价格应该是一样的（Persson，1999，p.91）。如果主食（比如粮食）的价格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偏离这一价格，那么价格的波动可以被解释为这些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获取有关市场信息所需要的时间和金钱、装载成本、所涉及的法律费用、因货币和度量衡不同而产生的会计成本以及其他成本，比如为保护货物不被偷盗、保护商人免受贪官勒索等而付出的成本。


  分析市场效率的第二种方法是分析在销售业中发生的组织变化。海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扩张往往受限于严格的国家垄断。在欧洲范围内，情况更加复杂。在18世纪后期，公司、城镇和国家对国内市场的控制日益处于守势。这一切到19世纪中叶几乎消失了，但这一过程反映了欧洲局面的高度多样化，而公司监管的存在通常既是市场整合不力的来源，又是其后果。


  最后，将新商品引进欧洲市场的举措展现了早期全球化对整个欧洲的影响。早期全球化使得消费者熟悉更多的商品并成为它们的定期购买者。这些商品包括殖民地所生产的兴奋剂类产品（如可可和烟草）、适应欧洲农业生产的非欧洲商品（如玉米和土豆），以及日用物资（如取代动物产品的大西洋鳕鱼——因为过度开采，动物产品在欧洲变得稀少）。供给创造了自己的需求，更复杂的消费者行为也在这个时期变得相当明显。


  纵观欧洲历史，有效的分配体系与城市化同步发展，欧洲港口在18世纪的快速发展表明了欧洲与世界各地日益一体化的过程也涉及了欧洲内陆地区的转型（Acemoglu，Johnson，and Robinson，2005）。规模较小的沿海城镇，比如从格拉斯哥到加的斯，往往经济增长得最快，但是许多中型港口如波尔多或者巴塞罗那的人口也翻番了，甚至位居前列，在诸如伦敦和那不勒斯等城市中，经济的快速增长仍在持续（de Vries，1984）。不过，阿姆斯特丹——欧洲17世纪主要的商业枢纽——在整个18世纪经历了发展停滞，这说明了欧洲发展的另一个特点：在这个时期，领导权在不同地区更迭。


  在1700年，许多区域，特别是欧洲的南部和中部，只不过是刚从分崩离析的市场阶段（很多时候是由16世纪晚期以及17世纪的战争和经济错位引起的）发展起来的（Jacks，2004）。本地农作物歉收仍然可以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是市场过于狭隘所带来的后果。短缺导致价格飞涨，诸如粮食之类的货物的运输成本很高（相对于其价值来说）而且信息传播得很慢，这意味着从其他地方运过来的粮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填补缺口。其最终后果就是，当地遭遇饥荒。Persson（1999）估计，在19世纪早期，巴黎当地的粮食供给冲击在之后的2~3年里可能仅仅影响了意大利北部市场。结果，价格的波动也很大。


  只有少数几个例外：15世纪后期波罗的海城市格但斯克（Gdansk）和阿姆斯特丹之间大规模的货物贸易弥补了荷兰粮食的不足（van Tielhof，2002）。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国内的粮食市场可能已经融合得相当好了（Granger and Elliot，1967）。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宣称：“在英国的大部分地区，面包的价格和屠夫的猪肉的价格一般都是相同的，或者说几乎都是相同的。”在其他地方，市场效率提高得很缓慢：在18世纪，市场之间的调整时间可能整体上减半了（Persson，1999，p.100）。政治边界的存在使得该调整过程放缓了，即使在国内市场，欧洲各国的变化也是以非常不同的速度发生的。尽管在18世纪末期，法国和西班牙的国内市场的价格走势基本同步，但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市场之间真正的价格趋同仍然难以实现（Llopis Agelán and Jerez Méndez，2001）。


  任何货物的批发和分销都受到了拿破仑战争所导致的全欧洲军事动荡的影响。在军事行动期间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海军封锁、普遍不安全、缺乏身强力壮的工人（他们已被征去军队服役）引起当地经济的错位，以及要供养庞大的现存军队，所有这一切共同破坏了现有的市场营销网络。其后果是大宗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极端波动（O'Rourke，2006）。


  1815年后，经济恢复了向更具综合性的批发市场发展的趋势，但欧洲各国的经历依然是不同的。Jacks认为，综观欧洲国家，可以观察到三种模式（Jacks，2005）。第一种模式以英国为典范，在战争的尘埃落定后，英国的国内和国际一体化程度显著提高。第二种模式以奥匈帝国为代表，它在1815—1870年经历了一个反映在粮食价格上的国内分销网络改善的过程。同时，奥匈帝国与欧洲其他经济体的关系明显不太密切。第三种模式以西班牙为代表，西班牙的例子说明了欧洲经济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没有整合得很好。


  不过，来自粮食价格研究的证据是有争议的，并且指向在市场融合中起作用的复杂力量。由于粮食和面包对欧洲的消费者至关重要，所以一直到18世纪，它们在欧洲的许多地方都受管制。城镇消费者和统治者都害怕粮食暴动（bread riots）。政治和公司管制——旨在以实惠的价格定期供给粮食——自中世纪以来已经无处不在，但城市、区域和国家的评论员对粮食价格（相对于工资）依然忧心忡忡。使用的管制手段可能包括规定粮食和面包的固定价格、在城市储存粮食、严格控制城市腹地的粮食贸易、强制出售粮食，以及各种打击“投机商”的特别措施。城镇或地方当局有时使用政府资助向国外购买粮食，而国际粮食贸易在许多地方是被禁止的或者会被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在18世纪早期和中叶，反对此类管制的声音增强。反对者指控此类管制制约了营销网络的发展。支持粮食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弹性的人认为，管制贸易减少了供给量，因而提高了价格水平并增强了价格的波动性，并没有以低而稳定的价格保证充足的供应。几个世纪以来，荷兰依靠开放的粮食市场使粮食有了最稳定的价格，这对同时代的人而言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此外，在大得多的城市中心，对任何一种市场进行监管都变得越来越困难（Ringrose，1996，ch.10）。


  18世纪60年代，在几个地方，特别是法国（Persson，1999）和西班牙（Llopis Agelán and Jerez Méndez，2001），展开了一些取消粮食市场的区域限制的计划。不过，这种自由化的效果，起码在短期内是很令人失望的。最后的结果表明，对于未充分融合的市场来说，“自由贸易”并非灵丹妙药。由于市场羸弱且交易成本高，大生产者能够定量供给。当价格及其波动性上升与计划和歉收同时发生时，影响便被放大了。大众的反应如同预期。动荡和暴乱使西班牙负责该领域的部长丢了饭碗，并导致此类改革在法国被取消。这些事件说明了市场和分销网络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强大的企业或国家对市场的控制一般会使市场拓展和深化的过程放缓，而该过程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源泉之一。同时，如果不通过抑制几大经营者的势力来强化竞争，那么羸弱的市场就不能有效地运行。在欧洲市场没有充分融合的几个地方，早期现代城市的市议员担心对贸易放松监管后，至少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波动性增加和价格变动幅度增大，这时他们的行动是理性的。按理说，运输和金融的改善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它们加快了市场一体化进程，以帮助缓和监管和竞争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整个18世纪，快速增长的洲际和殖民地贸易在欧洲的许多地区都服从由国家批准的受管制的商业公司的贸易特权，比如英国、荷兰、丹麦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或西班牙的通商院（Casa de Contratación）（监管与西属美洲的贸易）（Tracy，1990）。在这一方面，19世纪早期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突破。现存的以前由受监管的股份制商业公司建立的供给路线大都中断了。北美、中美和南美殖民地的独立将殖民地贸易改造成开放的供应链。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98年被清算，英国东印度公司到1813年也丧失了大部分商业特权。


  在欧洲内部，手工业行会在18世纪继续自我调节，生产和销售大量的各种产品，特别是需要专业技能的一些产品。相比之下，传统的商业行会正在欧洲内部贸易中迅速消失。在一些情况下，行会相对成功地将自身改造成类似公司的结构。一般贸易公司和马德里的五大公会（Compañia General y de Comercio de los Cinco Gremios Mayores de Madrid）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作为存款和信贷银行运作皇室工厂，执行税收管理的职能，同时从事国际和国内贸易（Capella Martínez and Matilla Tascon，1957）。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拿破仑的入侵结束了关于公司控制市场营销的长期国内争论。


  拿破仑统治欧洲大陆后，统一了度量衡和法律制度，从长远来看，其统治有助于促进贸易，尽管很难评估其影响的大小。18世纪后期在欧洲流行的管辖权分散的系统难以增加战争融资（Dincecco，2009）。一些国家，比如普鲁士和奥匈帝国，早在19世纪就对此进行了改革，而在其他地方，地区的海关和税收特权的冲突继续破坏着国内的营销网络。在西班牙，这些内部纠纷在1872年导致了内战。


  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通过建立关税同盟、货币联盟和统一的税收体系，贸易壁垒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减少。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趋势的显著例外是英国——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粮食贸易实施了高关税。强调德国关税同盟和奥匈帝国的关税同盟在建立国内市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传统观点已经受到更多最近的研究的挑战。这些研究宣称在19世纪，推动了欧洲商品市场的效率提高的不是政治一体化，而是交通运输技术的改进，即铁路的出现（Komlos，1983；Shiue，2005）。


  一方面是市场监管，另一方面是交通、金融和销售的改进，如果考虑到这两方面复杂的相互作用，那么快速且成功渗透到欧洲消费者的饮食和家庭中的新商品可能是衡量欧洲大陆内部营销的整体效率不断提高的较好指标之一。消费史学家都强调令人上瘾的饮料比如可可、咖啡和茶的诱惑力的重要性，但也强调增强经济激励及改变饮食习惯和社会行为的重要性（de Vries，2008）。在1725年，巴黎仅有1/5的下层社会家庭有特定的制作咖啡或茶的锅和餐具。到1785年差不多一半家庭有此类用具而且可能会定期消费这些饮料（Fairchilds，1993）。中国的瓷器及印度的纺织品原来是只提供给上层阶级的精致商品，现在成为越来越多追求时尚的中等和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用品。


  创建这些全新的消费模式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向欧洲社会各阶层出售种类日益增多的商品。虽然殖民地商品通常是由垄断公司进口的，但它们在欧洲领土内的分销网络却很少受到任何企业的控制。在欧洲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内部市场——荷兰和英国——快速变化的时尚商品的供应网络可能最先得到发展。许多新产品在全欧洲迅速普及，渗透到农村和城镇市场以及所有的社会阶层中。这表明衡量批发和分销的效率比发现价格趋同或同步更复杂。当消费者需求改变时，分销渠道必须通过新的配套服务提供不断变化的商品组合。


  由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国际战争引起的混乱局面尤其表现在“新”商品贸易中，因为它们对不间断的洲际贸易有依赖性。消费者驱动的市场发展被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所承受的艰辛所抵消。即使是在没被占领的英国，实际收入也受到这个时期的强烈波动的影响，非必需品市场也受到了限制（Feinstein，1998）。其结果就是，英国的分销网络至少是部分退步了。


  不过，到19世纪早期，市场营销网络的组织结构的许多方面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在区域事务和地方市场已经将批发贸易和零售贸易联结起来的地方，旅行商成为18世纪一体化的代理（始于英国）。专营经纪人（specialist factors）代表国内越来越大的公司，这些公司创建了自己的分销系统。早在18世纪70年代，即便是来自伯明翰或者谢菲尔德的规模较小的英国制造商也通过直接向零售商派送精心制作的样品和价目表来取代中介机构。大工业公司的创立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而且还改变了营销的组织方式（Daunton，1995，p.231）。生产者以及消费者适应了较稠密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与消费者的密切关系、新奇的事物和时尚的快速分销以及产品的宣传变得日益重要。较大的商业中心反过来创造了动态的集聚效应。在那里，技术秘诀快速流传；年轻的商人能够从有经验的同行那里学习如何做生意；消费者偏好被揭示得更清楚；来自欧洲内外的市场信息被定期发布，并且能够以价目表等形式被公开获取。


  在19世纪之前，交通服务和金融的改进显然对欧洲市场效率的缓慢提高做出了贡献。粮食市场是1700年进行了适度整合的市场之一：在整个18世纪有缓慢改进，在19世纪上半叶以后快速改进。但是从欧洲层面来看，粮食市场也是18世纪欧洲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市场之一，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直到1870年，只有局部趋同，而1870年欧洲的市场效率之间的区域差异比1700年要大。


  这些不同路径的决定因素是复杂的。技术的改进（如运河和铁路）对不同欧洲经济体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尤其在欧洲南部地区，运河从未起过作用，铁路也姗姗来迟。自相矛盾的是，在贸易的政治障碍被清除的地方，即德国，经济史学家已经发现，改进的技术更重要。然而在南欧，铁路似乎只产生了不多的社会节约，大概是因为其他障碍（比如持续的政治动荡等）依然存在（Herranz-Loncan，2007）。缓慢但稳定地将市场从政治和团体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这在长期是有贡献的，但在短期内通常无益。更多欧洲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加，不断改变的品味，以及不断增长的对更复杂多样的消费品的渴望，开始将早些时候赋予城镇的特征赋予农村地区。政治和经济市场一体化以及不断变化的需求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多方面且互补的。市场发展和批发分销的活力植根于一个事实，即一个领域的改进增加了另一个领域的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结论


  如表8.3所示，在1870年，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工作人口的比例与整个欧洲的单一民族独立国家之间的工业化程度正相关。此外，主要的欧洲沿海国家的服务业的进步刺激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每个国家内部的结构性变化通常不仅减少了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农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而且还改变了服务业的内部结构。相对自给自足的家庭、商店和农场的劳动力主要是女性，服务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男性劳动力，他们必须既会计算又能写字，方能履行自己在欧洲不断增长的经济中的职能。


  1700—1870年整个期间，在和平时期，投入服务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来没有受到过报酬递减的影响。在战争期间，陆地和海上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航运业和销售业带来了规模经济。


  战争的干扰、战后国界和政策的变化以及战争的破坏确实改变了商人及金融家在每个国家内部进行创新的动机。对海外竞争持开放政策的国家通过适应新的组织和基础设施来对此做出反应，这些组织和基础设施已经向胜利方证明了它们的价值。不开放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和土耳其）借助国家调控维持传统市场。但是，不像欧洲之前的战争，18世纪和19世纪的战争并没有因人口减少或基础设施的永久性破坏或错位而阻碍对服务业的持续投资。实际上，欧洲的战争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的范围内展开，战争导致的后勤需求要求调动更多物资运往发生冲突的地区。国家为现代战争的巨大需求筹资的能力增强了，这有助于维持服务业的技术和制度进步，同时永久地改变了服务业的结构及其对整个欧洲经济增长的意义。


  
  表8.3　19世纪70年代服务业与工业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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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表明，18世纪欧洲支付网络的密度在中世纪欧洲的贸易路线沿线是最大的，而图8.3a、图8.3b、图8.3c表明，交通网络的密度沿着1700年支付网络既存的模式扩展。农业进步以及后来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工业发展的进程注定要遵循类似的模式，这并不奇怪。这些历史的力量奠定了整个欧洲的服务业有差别的生产率增长。到1870年，由服务业有差别的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西欧、北欧的发达经济体和东欧、南欧的落后经济体在人均收入和增长潜力两方面的差异远远大于1700年的差异，以至于所有政府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得设法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


  总体而言，服务业的生产率，特别是在欧洲西部大西洋港口城市，在1700—1870年整个期间有大幅提高。尽管航运和分销服务的规模扩大了［首先是在海上及内陆水道，然后（随着欧洲大陆的铁路网的建立）是在陆地上］，但利息率保持在荷兰1700年就已经实现的低水平。仅这一事实就表明，服务业的生产率得到了稳步且永久的提高。金融业、航运业或销售业的每一次进步所带来的副产品都是服务业其他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消费者可获得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产品的销路的增加，刺激了欧洲农业以及欧洲制造业的生产率进步。扩大的市场反过来为金融业、航运业以及销售业的进一步改进创造了一些激励。然而，对这些激励机制的反应取决于公司运营的制度框架。


  注释：


  [1]指券：1789—1796年流通于法国的一种由革命政府发行的纸质货币，被作为没收土地的担保证券。——译者注


  第三部分

  生活水平


  第9章

  生活水平的衡量


  塞武凯特·帕穆克（Şevket Pamuk）


  杨-卢滕·范赞登（Jan-Luiten van Zanden）


  1844年，恩格斯——一名19世纪40年代住在曼彻斯特的德国纺织品商人的儿子——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原版语言为德语），书中他对当时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进行了非常悲观的分析。因为该书最初是为德国读者所写，所以他经常将英国人与德国人进行比较，在他看来，德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英国人。“但是相比贫困对英国工人的影响，使其感到更为消沉的是他生活在一个不能带给他丝毫安全感的环境中，而他又必须依靠劳动才能获得微薄的工资来填饱肚子，简而言之，他成了英国下层社会的无产阶级中的一员。德国的小农阶级通常也比较贫穷，经常缺吃少穿，但他们的生活鲜有不稳定因素，他们至少还有一定的安全感。英国的工人无产阶级除了自己的双手之外便一无所有，他们今天消费昨天赚的钱，他们屈服于每一个可能赚钱的机会，并且他们无法得到能获得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的任何保证。每一次经济危机，甚至雇主的每一次心血来潮，都可能会剥夺他们的面包。这一无产阶级被放置在一个人可以想象到的最令人憎恨的、不人道的位置上。”[1]


  与这个毫不遮掩的评价一起的，还有有关犯罪率（迅速上升）、卫生保健（大工业城市的死亡率远高于其他地区）、无产阶级落后的教育状况，以及童工和女工的不利影响的大量信息。所有这些数据都指向一个结论，即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比过去更糟，或者比他们的德国同行更糟。因为这个原因，“蒸汽机以及棉纺织机的发明”受到了谴责：“众所周知，这些发明引起了工业革命，该革命改变了整个文明社会。”


  自从1844年恩格斯的书出版以来，关于工业革命给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造成的长期后果的辩论一直处于社会和经济史研究的中心舞台。事后看来，很显然，在长期，工业革命使得欧洲的经济增长强劲，也使得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种增速和提高一直持续到了今天。（这是恩格斯在该书1892年英译本序言中也承认的一个事实：“因此，在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对无产阶级最令人震惊的虐待已经消失或已不再那么明显。”）不过，对于同时代的人而言这一点并不清楚。工业化通常导致被“邪恶黑暗的炼狱”（dark satanic mills）所控制的城市聚居区中的穷人越发集中且增多，并且加重了对女工和童工的剥削。同时，工业化还导致与新型蒸汽驱动技术竞争的工匠的收入不断下降，使得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加剧。这些社会上的种种不稳定因素激起了随工业化而来的社会运动的高涨，这些运动试图抵抗和改变这些社会现象。最近的研究还补充说，的确存在“早期增长悖论”（early growth paradox），即经济增长（以人均GDP的增长来衡量）在几十年后才会导致工业和农业劳动者所赚取的实际工资增加，而从人类身高的增幅来看，以身高数据衡量的“生物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时候往往更加滞后。这一切指向一个事实，即工业化与主要的收入分配并进——一些人迅速受益，许多人不得不毕生等待收益的来临。但在此必须补充一点，任何工业化——或者经济停滞——都是可以变更的，而非没有选择的、一成不变的，英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状况在1870年后也开始扭转。


  我们应专注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工业化给生活水平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第二，它如何影响欧洲的不同地方以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此期间的生活水平改变的方向一直是所谓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激烈辩论的焦点。关于此问题的所有证据都难以得到一个最终结论的事实鼓励了学者们用新的方式和方法继续研究有关生活水平的问题，以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补充关于实际工资和人均GDP的数据。25年后这个结论已经变得清晰，即在1870年之前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有限，特别是与后面的几十年相比。本章将呈现和分析与生活水平相关的证据——包括身高、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等数据。我们也将研究没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以及直到1830年或1850年才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什么。不过，直到现在关于这些国家所能获取的证据也较少。


  一场与之密切相关的辩论聚焦于1800—1870年期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问题。这一讨论可以追溯到西蒙·库兹涅茨（1955）所做的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一开创性贡献。他认为，在增长的第一个阶段，由于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不平等有加剧的趋势；在后来的“现代经济增长阶段”，收入不平等程度则会降低。库兹涅茨曲线已经成为大量研究的主题，本章将对此进行简要回顾。此外，我们对英国的讨论将是起点，但我们也应注意关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的现状。在结论中，我们希望能够为1870年之前欧洲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是如何分配的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经济增长


  在探讨生活水平的各种衡量标准之前，我们要简要回顾一下整个欧洲的人均收入的现有证据。经济史学家们都认为在18世纪甚至19世纪前几十年里，整个欧洲的人均GDP的增长仍十分有限。在1820年前的一段时间里，英国经历了最高的经济增长率。最近的估计表明，英格兰的人均GDP以每年0.3%的速率持续增长，在1700—1820年共增长了近40%（见表9.1）。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人均GDP的增长更为有限——低于每年0.1%或者在1700—1820年整个期间增幅小于20%。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英国（不包括北爱尔兰及苏格兰）的人均收入开始超过荷兰，后者之前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荷兰和英国之间的差距，以及和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的差距，在1820年左右已经相当大了。意大利、西班牙、波兰、土耳其或欧洲东南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北海附近国家的同期水平（见表9.1）。考虑到英国1820年之前的较高增长率，很显然，在18世纪这些欧洲内部国家间及区域间的差距是较小的（van Zanden，2001）。不过，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加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东、西欧间的差距明显拉大了。


  
  表9.1　欧洲国家的人均GDP（1700—1913年）（英国1820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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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van Zanden（2001）；Maddison（2001）；Pamuk（2006）；Alvarez-Nogal and Prados de la Escosura（2007）.


  从19世纪30年代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起，经济增长的步伐显著加快。在18世纪，英国经济每年增长0.3%，在欧洲国家中是最有活力的，而从19世纪30年代起，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率。在19世纪30—70年代这40年间，英国的人均GDP年增长率达到了1.5%；比利时的经济更为成功，年增长率为1.7%。欧洲外围国家，如波兰、土耳其和俄国，也实现了0.5%的年增长率或更高的增速（见表9.1）。欧洲大陆上还有一部分国家也迎头赶上，它们在1870年之后的年增长率均超过1%。追赶或趋同的理论尤其适用于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南欧国家（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所经历的增长率仅略高于1870年后的英国，因此它们的追赶进度很慢，不过它们和欧洲大陆较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并没有继续扩大。


  与此相反，虽然东欧和东南欧在1820年之后开始经历人均收入的增长，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这两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依然低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增长率。因此，对于这两个区域在19世纪所经历的，我们用“没有趋同的增长”来形容更恰当（Maddison，2003a）。


  总而言之，1870年西北欧和欧洲大陆其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1820年大。1870年之后，在欧洲的一些地区，早期工业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西欧的其他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一定范围内的意大利，一直到1914年才开始出现迎头赶上的趋势，但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和西北欧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百分比计算，西欧和北欧之间，以及南欧、东欧和东南欧之间的差距比1820年的差距更大了。不过，同时，与18世纪相比，整个欧洲的人均收入大大增加——在1870年，所有欧洲人都已经享有比18世纪高50%~200%的人均收入（Maddison，2003a）。这个平均数所展示的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的变化将是我们本章剩余部分的重点。


  实际工资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学家之间的辩论的一大焦点问题是，在工业革命期间发生的增长是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了劳动人口的生活水平的上升或者下降——特别是在英国，也包括比利时、荷兰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实际工资的变动是辩论聚焦的关键变量之一。这场辩论的局限性之一是，研究往往只局限于单个国家，将各国分开来讨论，且分析实际工资趋势时没有很好地采用国际比较框架。不过，自14世纪以来，欧洲大陆许多地方的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指数都有了明显上升。尽管这些工资指数没有包括制造业，覆盖面窄，但其优势也是极为明显的，即它可以为几乎整个大陆提供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因为这些原因，工资指数可能是我们比较在工业革命期间及之后欧洲大陆各个地区的生活水平的最好的起点。事实上，对于工业革命之前的那个时期，比起其他衡量标准，实际工资可以帮助我们对欧洲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标准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关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水平的辩论，已经大大扩展了其覆盖面，并且增强了工资指数及生活费用指数的可靠度。通过这些努力，英国的工资指数如今已考虑了农业劳动力、从事各行各业的工匠、白领雇员以及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人的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Lindert和Williamson构建了覆盖范围更广的新指数。通过这个指数，他们认为英国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1780—1830年增长了50%甚至更多，1780—1850年整体增长了100%（Lindert and Williamson，1983）。不过，乐观主义者的立场后来受到Feinstein的质疑，后者对该辩论的关键作用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包括许多新要素在内的新生活指数。该指数表明，价格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几十年下跌的幅度比早先学者认为的要小（Feistein，1998）。相比实际工资，关于名义工资指数的争论就少了很多。Feistein指数显示实际工资增幅较小，1820—1850年约为20%，而1780—1850年这个时期的整体增幅不到40%。该指数同时表示，1850—1870年实际工资有约9%的增长。当对失业做出调整时，1850年之前的时期实际工资增长得慢一些，而1850年之后增长得快一些。


  这场辩论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其带来了另一个进步，即对在工业化早期的几十年间英国的经济增长率的重新计算。由Grafts和Harley构建的GDP指数显示，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工业和整体经济的增长比之前估计的要慢很多。这些估计很难证明乐观主义者对于1830年以前时期的经济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在1850年之前，工资的增长率大大超过Grafts和Harley提出的人均GDP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向下修正表明，生活水平在工业化早期的几十年里改善得很慢，这不仅是因为增长获益像之前假定的那样分配不均，而且是因为这些获益本身数量有限。不过，尽管经济增长率较低，悲观主义者依然坚持其看法：Feistein指数继续表明，到1870年，实际工资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见表9.2）（Harley，1982；Crafts，1985b，1997a；Crafts and Harley，1992）。


  
  表9.2　英国的经济增长及实际工资的相关估计（1780—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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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1780—1830年人均GDP增长的估计来自Crafts和Harley（1992）的数据，1830—1870年的数据则来自Maddison（2003a）。


  最近，另外两个有关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及之后的实际工资的指数已被构造出来。虽然这些长期指数仅限于讨论熟练和非熟练建筑工人的情况，但它们对于有关生活标准的辩论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下面将被更详细地讨论的Allen指数限于伦敦和牛津的工人的情况，这一指数表明实际工资的增长幅度直到1850年仍然很小，与Feinstein指数表明的情况相当，甚至略小。由Clark构造的长期数据表明，英格兰1780—1870年这一时期（见表9.1）的实际工资增长幅度介于最初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看法之间（Allen，2001；Clark，2005）。关于这些建筑工人的工资的最新指数还表明，工资增长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这不仅发生在工业化的早期（直到1830年），而且直到1870年仍然存在。


  相比英国，对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实际工资数据的研究还没这么深入。不过，在近期一项重要的研究中，Allen（2001）研究了自15世纪后半期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主要城市的熟练与非熟练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他利用了大量数据，其中大部分已被价格史国际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Price History）授权汇编成册（Cole and Grandall，1964）。


  为了便于跨地区和跨时期比较，他把所有价格和工资数据都用银子表示（以克为单位），具体来说就是按照普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名义工资重新换算，用银的克数表示，这样就剔除了在一个消费者篮子中南北方的价格差异，从而得到了一个新的实际工资数据。尽管他的数据只覆盖一个部门，但其在跨时期和跨区域比较方面具有重要优势。


  Allen的数据表明，尽管存在短期和中期变动，但在18世纪欧洲的任何区域，各个城市的实际工资并未出现向上或向下的趋势。此外，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工资水平都很接近，只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例外：在18世纪，英国和低地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均明显高于大陆其他地区，即使低地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正在下降（见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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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1　欧洲非熟练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指数（1700—1870年）

  


  资料来源：Allen（2001）；Ozmucur and Pamuk（2002）.


  既然英国的实际工资在19世纪上半叶增长有限，那么人们也许就不应该期望在19世纪50年代甚至70年代之前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实际工资有大的变动。在欧洲西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实际工资略有下降，在18世纪末和拿破仑战争期间下降了10%~20%，然后在1820年以后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在英国之外，到1850年甚至1870年，工业革命对实际工资的影响都较为有限，除了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实际工资经历了一个恢复期。Allen的实际工资数据也表明，在1870年之前的几十年里，英国和西北欧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在城市实际工资方面的差距有略微的扩大。这种模式的一个例外是波兰，在19世纪上半叶，其城市工资比英国增长得更快。类似地，最近Ozmucur和Pamuk（2002）为伊斯坦布尔以及Boris Mironov（2004）为圣彼得堡所构造的指数表明，这些城市的实际工资在1800—1870年有了大幅上涨。莱比锡的实际工资也比德国其他地方的实际工资上涨得快些。东欧和东南欧可能有一种共同的模式。这些地方的工资增长的一个可能起因或许是在此期间谷物或其他一些由这些区域出口的农产品的价格上涨。


  西欧所有地区的工人似乎都从工业革命期间发生的生产力大进步中受益甚微。不过很明显，在此期间，虽然面临着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工资没有下降。在之前的几个时期，特别是16世纪（以及13世纪），快速的人口增长已经导致实际工资的大幅下滑，这也是人们一直所说的马尔萨斯效应（Wrigley and Schofield，1989；Clark，2007b）。马尔萨斯效应在1870年之前并没有发生也可以被视为新经济体有较强的经济适应力的证据。


  本章的剩余部分将讨论人们在何种程度上用生活水平的其他衡量标准以及不平等的衡量标准来评价同一种模式。


  重温悲观的情况


  收入或者工资作为经济福利或福祉的衡量标准在近几十年饱受诟病。例如，过分注重收入往往会导致对城市生活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弊端的忽视。实际工资通常关注的是男性的收入，他们被认为是“养家糊口的人”（male breadwinner），但是妇女儿童的生活水平的发展趋势可能不同。更一般地，收入只能算作“投入”，福利或者福祉却是“产出”，或者说是衡量结果的标准。因此，其他更宽泛的对福利或者人类发展的衡量标准已日益普及。类似地，最近尝试使用体格特别是身高来衡量生活水平的方法得到了广泛认同。寻找有关妇女儿童的生活水平的证据也促进了与健康、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等相关的指标的使用。


  John Komlos最近回顾了欧洲不同地区的身高数据，并且研究了这些数据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可能代表的城市化、经济增长以及生活水平之间的某些联系（Komlos，1998）。大量证据表明，从1760年到1800年，在欧洲西部和北部很多地区出生的男性的平均身高开始下降。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恢复之后，1830年后出生的男性的平均身高又经历了一次下降，这次身高的下降一直持续到了1860年。比如，英格兰士兵的平均身高在这一时期减少了2厘米。类似的下降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例如，在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经济越来越发达的荷兰，其新兵的平均身高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特别是，就英国来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实际工资上涨的时候，1830年之后的一个时期内出生的男性的平均身高在逐步下降。


  这一规律的发现让传统智慧备受质疑，传统智慧认为人均收入的增加一定会带来人类福利的明确改善。这一规律的发现也使得一些人质疑身高和社会经济变量在此期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Komlos强调，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与身高之间的因果关系应予以保留。他认为，在工业化的早期一些发展可能对平均身高有不利影响。其中，他引证了快速的人口增长和不断上涨的营养物质价格之间的关系，其可能导致人们用更多的碳水化合物来替代蛋白质，快速城市化将城镇居民置于营养差距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劳动强度加大等不利地位。这些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可能导致了平均收入和工资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导致了人们福利间的差异。Komlos得出结论：在工业化早期几十年间收入的增长幅度可能太小，以至于不能抵消在新建立的社会环境中人体健康水平的下降。此外，Baten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工资和身高差不多朝同一个方向移动，并表明“早期增长悖论”仅发生于英格兰（以及美国）（Baten，2000）。


  近年来可获得的另一项重要的数据是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它同时考虑了婴儿以及成人的死亡率。如表9.3所示，通过研究选定国家国民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我们发现，它们都指向一种类似的模式：在1820—1870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延长得最多的并不是英国，而是欧洲西部和西北部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荷兰，特别是瑞典。


  
  表9.3　欧洲各国的预期寿命（1820年和1870年）　　单位：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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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Baten and Pamuk（2007）；Riley（2005）.


  工业化欧洲的人口统计记录确实是混杂的：人口增长加速了，但是预期寿命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都延长得极其缓慢——在某些区域甚至根本没有延长。一些最精准的关于生活水平变化的“悲观”解释的证据都与婴儿死亡率相关，婴儿死亡率在西欧很多地区一直到19世纪的中间几十年都在升高。仅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记录较好，那里的婴儿死亡率大约从1810年开始持续下降。甚至在工业化的英国北部，这种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也是在19世纪中叶之后才开始取得进步的，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婴儿死亡率仍然在上升（Huck，1995）。类似地，婴儿死亡率不断上升的情形在德国和奥地利（这两国的婴儿死亡率一直保持极高的水平：19世纪60年代，德国3/10的婴儿在1岁前死亡）、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也是如此（Lee and Marschalck，2002；Chesnais，1992，pp.58-59，580-581）。


  “城市病”（urban disamenities）显然是这个故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Simon Szreter（1997）已经证明，在实行“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英国，城市对社会运营的投资落后于城市的发展，造成了四个“D”的发生：“破坏、匮乏、疾病、死亡”[2]。欧洲大陆的城市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例如，在汉堡，直到1892年霍乱疫情来临时人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揭露了相比城市经济的强劲扩张，对社会运营的投资是多么不足（Evans，2005）。卫生保健情况与人均收入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除了芬兰）在死亡率下降方面卓有成效，但德国的记录却特别差。对此的解释是母乳喂养减少了：由于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较不卫生的育儿方式取代了母乳喂养，所以德国的婴儿死亡率反而上升了。


  这些证据都证明了19世纪70年代之前的工业化对西欧的生活水平提高的作用。在关于这一情况的任何一种解释中，相对价格的变化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荷兰的农业部门极大地受益于英国的工业化，使得跨北海的畜牧产品出口日益增加。这推高了食品价格（特别是黄油、奶酪和肉等高品质商品的价格），导致人们饮食质量的普遍降低，这也很好地解释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平均身高增长的停滞（van Zanden and van Riel，2004）。更一般地，19世纪60年代和19世纪70年代的“农业入侵”（agricultural invasion）时期，欧洲的食品价格表现出了一种上涨趋势。这种趋势倾向于抵消通过名义工资上涨所表现出来的购买力提升所带来的收益。这样看来，生活水平的真正突破仅发生在大约1865年之后（或者在1870年之后），这时欧洲不断地从大西洋另一端进口廉价的谷物和畜牧产品，从根本上改变了价格趋势，并导致工资在1873—1896年的“农业萧条”时期突然出现大幅的增加。


  相反的价格变动出现在欧洲更多的其他农业领域中。棉纺织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和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欧洲东部和东南部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鼓励了对棉纺织品的进口，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现有制造业活动的减少，并加强了农业的专业化。虽然这些价格变动在中短期让消费者和农村生产者受益，但它们可能也使工业化的开始时间以及欧洲大陆这些较贫穷区域的经济的快速增长延迟了（Williamson，2006）。


  更一般地，在工业化时期，西欧的平均预期寿命仅缓慢延长（缺少更具体的证据）。如表9.3所概括的，到1870年，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幅度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甚至更为有限。因此，除了平均收入和实际工资，南欧（意大利和西班牙）及东欧（俄国和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与西欧之间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差距在1820—1870年便扩大了。


  悲观解释的第三个要素与工厂制度崛起的负面影响有关。工厂制度意味着工人们必须遵守纪律（因为工厂制度的资本密集型生产要求持续的劳动力投入以维持机器运转）且工作时间延长，除此之外，妇女和儿童劳动力被“剥削”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可能正是这种转型（如恩格斯1844年已经分析的；另参见Thompson，1967）阻碍了城市人口或工业人口的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工作时间的延长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这个现象如今也有据可查，特别是在英格兰（Voth，2001a），但类似的趋势在其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也很明显。社会改革家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将此视为工厂制度的主要缺点之一，并开始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政策以将危害的影响降到最低。


  不过，这段历史可能更为复杂。根据Jan de Vries的“勤劳革命”的假设，工作时间的延长以及对妇女和儿童劳动力的更密集的使用，是家庭面对日益增多的市场机会以及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提供的新商品（茶、糖、咖啡等）用来换取额外收入的方式（de Vries，1994）。有大量文献认为，在18世纪，西欧已经进行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其中，对这些殖民地商品的消费的增加或许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消费者也拥有不断增加的“奢侈”消费品，诸如高品质的纺织品、时钟、暖炉和瓷器。珠宝此时还不在考虑范围内，但很清楚，新的消费品抵达欧洲——从马铃薯和玉米糊到咖啡、烟草和茶叶（意味着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些消费品可满足不同的人的不同需求）——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进步，这是以实际工资和购买力来衡量生活水平时所忽略的。


  不过，妇女和儿童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也有副作用。就英国在18—19世纪的发展来说，值得一提的是，它可能比欧洲大陆的工业更密集地使用了妇女和儿童劳动力（Horrell and Humphries，1995）。这种特定模式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可以说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其中对于纺织业和其他行业来说，大量廉价的妇女和儿童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它的一个副作用是，在一个强劲的经济扩张期，人力资本的形成停滞不前。


  衡量生活水平的另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识字能力。识字水平在18世纪基本上保持不变，在19世纪上半叶有缓慢提高。如表9.4所示，且如Crafts更详细地证明了的，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人力资本的形成水平大大低于类似的欧洲大陆国家在其工业化期间的形成水平。瑞典、挪威、丹麦、苏格兰、荷兰和普鲁士在这方面都比英国表现得好，只有比利时仍遵循着相同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路径，这种路径只需以低的甚至不断下降的人力资本形成水平为基础（Vandenbroeke，1985）。南欧的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地利在识字水平上的赶超到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直到1850年甚至1870年，北欧和南欧及东欧之间的差距仍在持续扩大（Boonstra，1993，pp.20-28）。


  
  表9.4　欧洲各国的识字率（1820年和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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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Crafts（1997b，2002）；Baten and Pamuk（2007）.


  除此之外，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政府制定了几乎不利于劳动大众的政策。按照政治经济学家的新见解，共有财产——大部分农村人口的传统生活来源——在它们的拥有者之间分配，通常会导致穷人被剥削（de Moor et al.，2002）。在许多城市中，城市网络提供社会保障的重要机构——行业协会——同样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被废除。改革《济贫法》（Poor Law）是为了限制依靠《济贫法》的人数，从而降低成本，最有名的是1834年英格兰的《济贫法》改革，不过，其他地方也实行了类似的改革（荷兰于1854年进行了一项类似的改革）。也许这一计划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合理的，一些措施甚至还可能提高了劳动人口的生活水平（比如《谷物法》以及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的废除），但是在欧洲最发达的地方，通常恰恰是穷人承担了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本。


  不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总是坏消息。Jerome Blum已经在他的开创性研究《农业欧洲旧秩序的终结》（The End of the Old Order in Rural Europe，1978）一书中论述了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传统形式对农民的束缚和农奴制是如何被废除的。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萨瓦、丹麦和奥地利的开明统治者发起的改革运动，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加快了脚步，并在1840—1860年中欧和沙俄的废奴运动中达到高潮。不过，人们并不清楚这些改革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生活水平，通常农民必须为他们的解放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而有时，比如在沙俄的例子中，农民不仅仍被束缚在村庄里，而且必须偿还在解放时期产生的债务。


  人类发展指数


  越来越多的人对将人均GDP或者实际工资作为生活水平的衡量标准感到不满，认为需要更多地关注不由购买力决定的福利方面，而近年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导致了替代措施的发展。最近颇为流行的一个能够更全面地衡量社会经济福祉的标准是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它由联合国设计并在联合国的《人类发展年度报告》中被常规使用。这种方法将人类发展视为增加人类选择的过程。HDI被定义为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的指数：寿命、知识和收入。寿命以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以年为单位）来衡量，知识以成人识字率和入学率的加权平均值来衡量，而收入用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GDP（按1990年美元价格）来衡量。通过测量各自与假定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差距的百分比，将这三个要素组合成一个单一的指数。因此，HDI的取值在0与1之间。尽管联合国一直专注于搜集信息和计算单个国家最近一段时间的HDI，但经济史学家已经将HDI估计在时间上往前推到19世纪（Crafts，1997b，2002）。利用上述三个要素的信息，我们能够计算出选定国家的HDI，从而从另一个视角观察1820—1870年欧洲不同地区的生活水平的变化。表9.5总结了这些计算结果。


  
  表9.5　HDI（1820年和18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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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计算数据来自Crafts（2002）、Baten和Pamuk（2007）。


  表9.5列出的HDI值与我们早先的结论一致。它们表明英国自1820年之后人均GDP的快速增加并未与人类发展的改善相匹配。实际上，尽管英国的人均GDP有了大幅增加，但一直到1870年，其他西欧国家在人类发展方面的改善更为显著。此外，收入和社会经济福利两方面的改善在欧洲大陆其余地区甚至更慢，在工业化进程极慢的南欧和东欧，在相同的时期里这两方面的改善根本就没有发生。换句话说，尽管西欧内部人类发展的差距倾向于缩小，但直到1870年，比起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南欧），差距还是存在扩大的趋势。


  库兹涅茨曲线？


  总结迄今为止的证据，我们已经看到大约在1820年之后，人均GDP开始非常快速地增长，尽管实际工资和衡量生活水平的其他标准与此相比有所落后。有人认为，社会不平等程度猛增，在这些从新工业时代受益最多的欧洲地区尤其如此（Williamson，1985）。这种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与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日益加剧，都是1700年之前几个世纪经济扩张和城市化的结果。欧洲大陆最有活力的地方——英国、荷兰和法国——在18世纪的不平等程度已经非常高，原因就是土地所有权和商业财富的不断集中（van Zanden，1995）。原始工业化通常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一方面产生劳动阶级，另一方面产生富商群体。在西欧的其他地区——比如意大利南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可能比西北部低多了（Malanima，2006a）。


  关于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库兹涅茨的独到观点是：部门构成的变化和城市化率的上升可能本身已经导致了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在一个简单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模型中，城市部门的实际工资由农业部门的低生产力决定，“现代经济增长”在初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这种情况会持续到约50%的雇佣劳动者都进入城市部门，或者持续到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枯竭，实际工资开始增加的时候。这里回顾的实际工资数据表明，这样的转折点发生在1850年之后（甚至在1870年之后）的时期，此时实际工资增长加速。Williamson（1985）在他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研究中提供了一种对库兹涅茨曲线的不同解释。他将驱动力视为“技术和教育之间的竞赛”（Tinbergen已经于1975年分析过）。在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导致了技能溢价的增加，加剧了收入不平等。Williamson认为，教育扩张严重滞后于早期市场对技能的需求，在几代人之后，技能的供给才足够大到使技能溢价下降。不过，该分析的证据基础一直受到Feinstein（1998）的质疑。最后，这里可能也涉及政治经济学。19世纪（下半叶）议会民主的崛起，特别是选举权向中下层社会阶层的扩展和延伸，对政府政策有着重要影响。比如，它使得教育供给不断增长，使得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Lindert，2004），它还使得社会福利计划以向下层社会转移收入为目的（Acemoglu and Robinson，2005；荷兰的案例研究可参考van Zanden and van Riel，2004）。再者，19世纪70年代可能是转折点：1848年之后欧洲政治家的意识中出现了“社会问题”这一概念——关于如何将“无产阶级”整合到政治制度内的长期问题，导致许多国家实行了渐进式改革，这有助于抑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趋势。不过，不是所有国家都以这种方式应对这一问题；正如西欧以外的情形，议会民主制的制约及平衡较为缺失或者很弱的国家并不是全部走上了相同的改革之路。不过，我们的证据也表明，在西欧以外的地区，经济增长和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的加剧这两种现象，并未发展到与西欧相同的程度。


  结论


  这一评估表明，恩格斯确实对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和英国劳苦大众的持续贫困表达了他深切的关注，但他所说的不完全正确。很明显，1700—1870年间经济增长的加速在西北欧发生得较早并且比欧洲大陆其他地方都更为强劲；实际工资的发展则滞后于经济发展（西北欧的实际工资比其他地方高）；有关生活水平的其他标准——身高、婴儿死亡率、识字能力——的实际改善通常（特别是对于英国的情形）更加滞后。工业革命的成果在欧洲大陆的传播非常不平衡——在空间方面（空间方面的不平衡并非不可思议，因为工业革命只是在欧洲一角发生）和社会经济方面均是如此。空间不平等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也日渐累积，特别是在这些从新工业时代受益最多的欧洲地区（Williamson，1985）。这种不平等的加剧和已经日益加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都是1700年之前几个世纪经济扩张和城市化的结果。然而，还应该补充的是，在本章我们所研究的不断加剧的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许多基本模式在1870—1914年开始逆转，不过这是另一章需要研究的内容。


  西欧的工业化确实是在一个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环境下发生的，并且工业化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因此，试图理解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联系的理论学家不会将西欧视为低收入或低财富不平等环境下增长的例子。


  但是，这句话必须加以限定。在政治权利和财产权的保护方面，西欧的公民或许已经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居民幸福多了。在大西洋革命之后，当然，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公民身份有了全新的含义（至少在理论上），即公民身份赋予了西欧公民更多的政治权利。这一变化并没有真的被1815年之后几十年里主导国内和国际政治的保守运动所破坏，而其代价是，传达意见和建议的传统方式——通过行会、城市和其他社团——都被禁止了。此外，发生在1776—1848年的相当困难的政治制度转型为19世纪下半叶取得真正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注释：


  [1]作者引用的是1969年的英译本，可登录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5/condition-working-class/查看。


  [2]这四个词的英文首字母均为“D”。——译者注


  第10章

  城市化


  保罗·马拉尼玛（Paolo Malanima）[1]


  19世纪欧洲的显著特点是从农业和乡村文明向工业、服务业以及城市文明转型。城市化是过去长达两个世纪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重大变化之一。


  过去，普遍盛行的是二元化的经济以及社会模式，而且从社会以及经济视角来看，城市与乡村存在巨大的差别。在乡村，家庭纽带以及村庄与农业社区之间的融合是人际关系的基石。与之相反，在城市，人与人之间最为常见的交往体现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联系与交换的相互合作中。[2]创新以及技术变革是城市的特征，而稳定以及传统则是乡村的标志。


  从Max Weber开始，西方的城市中心被定义为“生产者城市”，这一定义将西方城市与古代及非西方城市这些被视为“消费者城市”的城市区分了开来。[3]然而，这一差异与现实并不一致——生产与消费的相互交织是任一城市所具有的特征。[4]在以法院和相关官僚机构为中心的前现代化欧洲首都城市，人们需要服务，而服务同样属于生产性活动。[5]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欧洲城市则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由此吸引了来自乡村的劳动力。[6]


  经济现代化的结果是城市与乡村的边界越来越不明显并且最终消失不见。结构性变化的显著特征是农业部门中劳动力就业比例的下降以及工业和服务业中产出及就业比例的上升，这也意味着在经济和社会范畴中农业以及乡村的地位的相应下降。


  在这一章中，作者对城市化的阶段进行了描述，这也标志着欧洲从传统世界向现代世界的转型。在传统世界中，可以把城市看作传统的农业体制这一汪洋大海中的岛屿，而在现代世界，城市对社会以及经济生活的任一层面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对欧洲城市化的地理分布进行考察之后，我们将进一步探寻从传统世界向现代世界转型的轨迹：一方面，我们将对城市体系的变化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我们也将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开端。


  城市化的地理分布


  城市


  学者们已经提出了关于城市的诸多不同定义。这些定义之间呈现出的差别反映了城市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宗教以及经济特征。从经济视角来看，城市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其大多数人口从事工业及服务业活动的稳定的人口居住地”。这一定义同样可以涵盖“消费者城市”——服务业盛行的城市。如果评判一个地区是否属于城市的标准是工业以及服务业雇员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那么，因为我们缺乏过去的社会中人口的就业结构的信息，所以我们实际上很难确切地对某一具体地区是否具有城市特征做出判断。在欧洲北部的一些地区，只包含2000位居民的中心地区就已经呈现出城市专门化的结构。相反，在南欧一些拥有超过10000位居民的中心地区，其绝大部分人口仍然从事农业。


  在对过去的城市化进行研究时，学者们经常采用居民数量为5000或者居民数量为10000来对城市的规模进行划分。当我们试图超越地域对城市化进行研究以及对不同地区间的城市结构及其城市化水平进行比较时，这些都属于必要的简化。[7]


  全球化视角


  在过去的农业社会，较小比例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相反，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口都定居在城市。在欧洲，就其现代化早期阶段而言，不到10%的人口定居在拥有超过10000位居民的城市中心。到20世纪末期，这一比例则上升到了70%。[8]


  在1800年，世界人口的总和是9亿，其中大约有5000万人（占5.5%）居住在拥有超过10000位居民的城市中心地区，这些中心地区的数量达1500~1700个，并且拥有超过5000位居民的城市数量超过4000个。[9]此时的欧洲是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见表10.1），世界上大约1/3的城市位于欧洲。


  
  表10.1　1800年的城市化率（具有10000位居民及以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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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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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De Vries（1984，p.349）、本章附录、Maddison（2007，p.39）。


  西欧的城市化率超过15%，高于日本以及中东地区的城市化率。[10]


  1700年以及1800年欧洲的城市化


  在1800年，欧洲的城市化率（8%~9%）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5%）。然而，欧洲平均水平中包含着巨大的地区间差异（见图10.1）。在欧洲大陆的一些东部地区，其城市化率仅在3%左右，而在其他欧洲国家，城市化率却高于20%，在荷兰几乎达到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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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1　1800年欧洲的城市化水平（%）

  


  如果我们按照城市化率将欧洲分成4个具有或多或少同质性的区域[11]，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在1700年，具有最高的城市化率的地区是欧洲北部地区——从佛兰德斯到荷兰、英格兰——以及地中海国家。这两个地区1700年的城市化率为12%~13%，而在1800年，这两个地区的城市化率上升到了15%以上。在诸如法国以及德国这样的中部地区，这一比例低于10%[12]，而在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低于5%。[13]


  欧洲城市化的核心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在18世纪中叶，从地理上可以看出，具有最高的城市化率的地区出现在从英国南部到低地国家、法国北部以及意大利（图10.2中的虚线以上的部分）的这一沿线上。在这一沿线以西的地区，除了西班牙的城市化率较高外，其他地区的城市化率基本上都低于10%。


  从总体上来看，与中世纪晚期（10—14世纪）的城市化模式相比，这一时期欧洲的城市化模式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唯一的差别体现在佛兰德斯北部地区城市的兴起，特别是荷兰以及英国城市的兴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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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2　1750年的城市化水平（欧洲平均水平=1）

  


  相比之下，无论是就城市化的相对水平而言，还是就其绝对水平而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城市化率都下降了。不过，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化率的数据都带有误导性，因为在这两个国家的南部地区，城市居民中有很多都为农民。在1800年，如果用居民人数达到或超过10000来作为定义城市的标准，那么西班牙的城市化率为14%左右，但是如果使用居民人数达到或超过5000来作为定义城市的标准，那么西班牙的城市化率为24%。如果剔除农民家庭，那么这些数字将相应地下降到11%和14%。[15]


  而在意大利南部，农业城镇的存在自古就是其地区特征（Malanima，1998，2002，2005）。如果以超过5000位居民作为城市标准，那么西西里亚在1800年的城市化率将会达到66%，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的城市化率。如果城市化率的高低代表着财富的多寡以及进步的程度，那么西西里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因为它高于英国，英国在同一年的城市化率仅为30%。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需要更为谨慎地使用关于城市化率的相关数据，从而避免过分简化以及错误。


  欧洲城市的外围


  在西欧的周围地区，城市化率相对较低。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大城市十分罕见[16]，而且城市人口在全部人口中仅占大约5%的比例。东欧的城市化率甚至更低，这些地区包括奥地利、波希米亚、斯洛伐克、匈牙利[17]、波兰以及俄国。[18]


  相比较而言，巴尔干半岛具有相对较高的城市化率。在18世纪，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人口总数为850万~1200万，其城市化率则超过了12%。[19]


  然而，这一地区的城市人口中有一半多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在1700年，它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中心，拥有超过685000位居民）。[20]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巨大的亚洲帝国的首都，如果将它从巴尔干半岛地区剔除出去，那么巴尔干半岛的城市化率将下降到仅6%。伦敦则是欧洲的第二大城市，当时拥有575000位居民，它的人口数量在1750年左右才超过君士坦丁堡。在1800年，伦敦成为最大的城市（拥有的居民数量为865000），巴黎则为第二大城市（拥有的居民数量为581000），而君士坦丁堡则下降到第三位（居民数量为560000）。余下的特大城市依次为那不勒斯（居民数量为320000）、莫斯科（居民数量为300000）、维也纳（居民数量为231000）、圣彼得堡以及阿姆斯特丹（这两者的居民数量大约都为220000），并且还包括马德里、里斯本、都柏林以及柏林（这几个城市的居民数量均为150000~200000）。


  城市的地理结构


  欧洲的城市分布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地理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现在已经证明，在某些地区城市的分布遵循等级规模法则[21]，这一法则可以用以下方程来表示：


  Sr=S1/r


  其中，Sr是某一具体城市的规模（人口规模），S1则是指这一地区中最大的城市，而r则是指城市排名（为1~n的自然数）。根据这一法则，排名第二位的城市的人口数量将会是排名第一位的城市人口数量的一半，排名第三位的城市的人口数量则是排名第一位的城市的人口数量的1/3，依此类推。在过去的农业社会中，如果在一给定地区内其城市的空间分布遵循这一法则，那么，我们仅需要知道排名第一位的城市的人口规模就可以对其他城市的人口数量进行估计。我们简单地使用上述公式并且增加级数，直到Sr的人口数量达到10000或者5000（根据设定的城市标准是人口数量达到5000还是达到10000）。此后我们就可以对所有城市中的人口数量进行加总，从而也就得到了城市居民的总体数量。


  等级规模法则已经被一些现代城市地区所证实（尽管也包含着很多例外）。[22]不过无论在哪个地区，排名第五位到第十位的城市的分布并没有严格地遵循这一等级规模法则。并且，居民人数在2000以下的城市并不遵循任何统计法则。相反，中间城市，即那些处在第五大城市与拥有2000位居民的城市之间的城市的分布却遵循一种较为独特的模式，这一模式可以通过内插曲线的双刻度的对数化图形加以描述。[23]内插曲线的斜率越大则表明城市分布模式越有可能是层级式的，也就是说，在很多大型城市附近围绕着规模更小的城市。这一曲线的斜率越小，城市的层级模式就越不显著，而且城市模式越趋向于多中心式的。无论如何，就现代化之前阶段的欧洲来说，对不同地区范围内城市的分布模式进行统一的估计将会遭遇检验上的巨大困难。研究结果会受到我们所选取的地区范围的影响：范围越小通常意味着斜率越大。


  城市的分散化程度及其层级依赖于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以及在开发这些城市功能时个体所面临的地理以及交通成本。尽管集聚效应通常会推动层级化结构的形成，但是交通成本意味着很多不同的城市所具有的功能较为分散。19世纪的交通革命在推动欧洲城市体系不断迈向层级化结构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24]


  两个案例研究


  现代化之前欧洲的城市图景一方面由层级结构组成，另一方面则由大城市的聚类模式组成。1800年的英国与意大利分别属于这两种模式中较为极端的例子（见图10.3）。从中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已经形成了由一些中等规模的城市以及一个巨大的首都（或者说首领城市）伦敦所构成的城市分布格局。[25]在1700年，尽管英国与意大利拥有同样的城市化率（大约为13%），但不同的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是诺威奇，仅拥有29000位居民（其人口数量是伦敦的1/20），仅有11个居民人数超过10000的城镇；而意大利有66个城市的居民人数超过了10000——其中包含很多大型城市，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真正具有主导地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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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3　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和意大利的城市规模分布（拥有5000位及以上居民的城市）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一分布格局并未出现太大的变化。就1800年的英国来说，内插曲线的斜率为0.84。[27]就意大利来说，1800年的城市体系的斜率是欧洲最低的，仅为0.66。德国的这一数值十分接近意大利（0.67）；法国以及西班牙处在中等水平（分别为0.77与0.79）；奥匈帝国（0.81）、巴尔干半岛（0.86）、波兰（0.86）、荷兰（0.87）以及俄国（0.88）更接近英国。


  城市化的年表


  长期趋势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鼎盛时期，欧洲的城市化发展取得了进步。欧洲居住在人口数量超过5000的城市中心地区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10世纪的6%~8%上升到了13世纪的10%（Bairoch，1988，pp.118，137）。[28]相比乡村地区，城市人口在1348—1350年受黑死病的打击更为严重（特别是在地中海地区），结果是导致了城市化率的下降。城市化进程的恢复出现在1400—1600年。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城市化水平出现了缓慢的上升。


  在19世纪，城市化进程加速了。1800—1870年，就那些拥有10000或以上居民的城市而言，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而就那些拥有5000或以上居民的城市来说，这一比例上升了60%（见图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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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4　欧洲的城市化（1300—1870年）

  


  注：图中较粗的实线代表整个欧洲的情况。北部（N.）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荷兰、比利时；中部（C.）包括德国、法国、瑞士；南部（S.）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东部（E.）包括奥地利、波希米亚、匈牙利、波兰、巴尔干半岛国家、俄国。


  欧洲城市化的长期趋势从而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增长阶段（900—1300年）、相对稳定的阶段（1300—1800年）、现代化增长阶段（1800年之后的时期）。


  20世纪后期城市化率的增长率似乎并不会被未来城市化率的增长率所超越，尽管未来的增长率也有可能上升——相比2000年70%的城市化率，但预计到2030年，城市化率也只会有小幅上升。一旦城市化率达到一定的水平，城市化的步伐将不可避免地慢下来，最终将会止步不前。


  而1700—1870年的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见表10.2）：现代化之前的稳定阶段的最后一段时间（1700—1800年）[30]、现代城市化转型的开始阶段（1800—1870年）。


  
  表10.2　1700—1870年欧洲的城市化（人口超过10000和人口超过5000的城市以及相关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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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纪元


  在第一个阶段（1700—1870年），如果我们剔除居住在西班牙南部和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大型中心城市的农业人口的数量增加，那么城市化率的增长率将会更低。此外，我们也知道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原始工业在乡村地区获得了发展[31]，而且1700—1800年城市化的缓慢发展也反映了工业在城市以外地区的发展。[32]


  18世纪的城市化率没有大幅上升（或者说适度上升）并不是欧洲独有的现象。在这一世纪，世界的城市化率大约下降了10%。相比1800年，中国和印度在1700年的城市化率更高。只有在北美地区，城市化率上升了7%~8%。


  而在1800—1870年的第二个阶段，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世纪，欧洲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700万（其中在1800—1870年间增加了2250万）（Bairoch，1988，p.291），并且居民人数超过5000的城市的数量从1800年的1600个增加到1870年的3419个。从总体上来看，今天的发达地区在19世纪的城市化率上升至原来的3倍，从10%提高到了30%（Bairoch，1988，p.495）。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增长幅度（见图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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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5　1870年欧洲的城市化水平（%）

  


  虽然18世纪城市化率上升的幅度甚小，不过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城市在欧洲所具有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此后城市还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在欧洲大陆地区，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加，即使其城市化率出现下降或保持稳定（见表10.3）。


  
  表10.3　1700—1870年欧洲城市的数量及其人口（居民人数超过10000的城市的数量及其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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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1700年，1800年那些居民人数超过5000的中心地区的数量增长了86%，而到1870年，这一数字又增长了4倍。


  1700—1800年，居民数量在10000以上的中心地区的数量翻了一番。不过，如果我们着重审视城市人口与其空间的比率而非城市化率，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增长是存在的。城市居民数量的变化可以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较为恰当的近似。在城市中心，人际交往最多，知识交换也最为密集。[33]从当今欧洲的版图来看，相比1300年，1800年其城市人口居住的密集程度上升了3倍。相比1700年，任何一个欧洲城市的居民与城市文化的联系都更为紧密，而到1870年，居民与城市文化之间的联系得以进一步加强。


  城市人口与城市中心


  将城市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分析18世纪城市化的稳定发展以及随后19世纪出现的增长，这两个部分是：现有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城市数量的增加。在某些时期，城市人口的扩张十分显著，然而城市的数量却几乎保持在原有水平，而在其他一些时期，现有城市的人口数量保持稳定，然而城市的数量却出现了上升。表10.4中列出了在我们研究的时期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包含的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并且我们将居民人数达到10000作为欧洲城市的门槛水平。


  
  表10.4　欧洲居民数在10000以上的中心地区的数量以及147个样本城市的城市化率
[image: ]


  注：计算城市化率时包括的城市均为居民数在10000以上的城市。


  我们进而可以将表10.4中的数据总结如下：在1700—1800年，城市化率的下降被城市数量的上升抵消掉了，而在1800—1870年，城市化率以及城市的数量都出现了上升。然而，城市化率的上升主要依赖于城市数量的增加，而不是现有城市中心人口数量的增长。在1700年，居民数量超过5000的城市的数量为862个，在1750年，这一数字为1170个，而到1800年，这一数字为1600个，1870年的城市数量为3419个。


  四个地区


  将欧洲大陆划分为四个地区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得出在这两个阶段欧洲城市化进程的表现（见表10.5）。


  
  表10.5　1700—1870年按地区衡量的欧洲城市化率（居民数在10000以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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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欧洲北部、南部、中部及东部分别包括的国家详见图10.4。


  从其相对水平来看，中欧地区在欧洲19世纪（1800—1870年）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化率的增幅相对较大（129%），这主要是因为其起点较低，北欧地区的城市化率的增幅也相对较大（75%）。东欧的城市化率的增幅较小（56%），而南欧地区的城市化率的增幅甚至更小（仅为8%）。19世纪是欧洲城市化在地理上重新分布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重新分布发轫于中世纪晚期。1300年，欧洲南部地区的城市居民占欧洲城市居民51%的比例，在1400年这一比例为41%，而在1500年以及1600年，这一比例则为42%。1700—1750年这一比例仅为30%~31%，1800年这一比例为29%，1870年这一比例为17.2%。从城市化的视角来看，曾经以地中海地区为中心的欧洲大陆越来越去地中海化了（见表10.6）。


  
  表10.6　1700—1870年欧洲各地区的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居民数在10000以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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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欧洲北部、南部、中部及东部分别包括的国家详见图10.4。


  对平均水平的偏离


  从地理范围来看，我们可以区分出一些明显偏离欧洲平均水平的地区。


  这些出现偏离的地区还包括一些过去属于重要的经济中心的地区，但是在我们集中研究的这一时间段，它们的城市化率却有所下降。除了南部半岛的城市化率的上升主要依赖于很多农业城镇的发展之外，意大利在1700—1870年间的城市化率稳定在13%~14%。如果我们回溯到中世纪晚期，那么这一城市化率实际上出现了下降，因为其在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化率为18%。[34]荷兰的城市化率在1700—1750年间也出现了下降，但是此后一直到1870年，其城市化率都相对稳定。相比其在16世纪的城市化率，西班牙也出现了下降，但是在1750—1870年间其城市化率有所恢复。


  相比1600年的11.4%，葡萄牙的城市化率在18世纪出现了下降，在19世纪也只稍微上升了一点。[35]在巴尔干半岛，城市化率在1700—1870年间也呈下降态势。奥地利的城市化率从4%这一非常低的水平开始增长，从其增长速度来看，它并不逊色于英国，不过即使如此，在1870年，奥地利的城市化率也仍然只为欧洲平均水平的一半。虽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增加了，但是在1800—1870年间，其城市化率并未出现上升。


  英国、苏格兰、爱尔兰、比利时、德国以及法国的城市化率的上升大大超过欧洲城市化率增长的平均幅度。这一阶段城市化率增长的地理分布与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浪潮的地理分布一致。在1800—1870年间，英国、苏格兰以及爱尔兰为欧洲的城市化率增长贡献了26%。


  城市的层级


  人们通常认为城市转型导致了在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地区的城市分布出现更明显的层级。新的交通技术的出现促进了人口的流动，结果越是大型的城市集中的功能就越多，并且通常这些大型城市都为一国的首都。推动城市聚集的力量要大于促使城市分散的力量。这一趋势经常被针对19世纪专门地区的研究所证实。不过，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第一个阶段，情形却并非如此。1700—1870年间，在一些欧洲地区，城市分布的斜率正处在下降的过程中，这就意味着城市分布趋向于分散而不是趋向于集中。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在这170年中都处于静止状态，未得到发展，所以我们并不会对城市分布斜率的下降感到诧异。这些地区包括意大利（0.71，0.67）、西班牙（0.81，0.74）、巴尔干半岛国家（1.12，0.80）、俄国（1.08，0.79），甚至还包括比利时（0.92，0.82）。[36]然而，这一下降同样也对英国（1.42，1.03）产生了影响。[37]只有荷兰（0.84，0.91）、法国（0.73，0.88）、德国（0.66，0.75）以及波兰（0.67，0.96）呈现出城市规模分布日益层级化的趋势。如表10.4所示，主要的原因是在现代城市化的第一个阶段，很多小城市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5000~10000人这一门槛。这一结果就扩大了欧洲地区绝大多数城市的金字塔结构的基石。


  城市转型


  结构变化与城市转型


  城市转型是如现代增长这样的重大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时也是结构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一变化是伴随着现代经济体中生产力的强劲发展而出现的。[38]即使在过去的农业经济社会，我们也可以发现城市转型以及向城市移民的例子（比如在中世纪），但是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城市转型这一现象却以前所未有的高频率出现。欧洲的城市人口在过去仅占总人口中一个十分不起眼的比例，但是在1800—1900年间，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从不到10%上升到了25%~30%（de Vries，1984，pp.45-48），而到2000年，这一比例变成了60%~80%。欧洲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在19世纪下半叶迎头赶上，并且在20世纪下半叶达到类似的比例。从世界范围来说，在1800年，城市化率大约为5%，1900年则为15%~20%，而到2000年，城市化率则为40%（Bairoch，1988，p.405；也可参见更为综合的数据，Bairoch，1992）。


  城市化是国内移民的一个独特情形。在我们已经探讨过的年代里，城市的死亡率之所以高于农村地区是因为城市恶劣的卫生条件。城市人口的绝对数量以及相对比例的上升是因为人口从乡村流动到城镇。在过去的社会，人口从乡村移民到城市是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如图10.6所示，移民以及城市化率的增长遵循着一定的模式。移民的增长遵循着抛物线或者说倒U形曲线，而城市化率则可以用一条逻辑斯蒂曲线来描述：刚开始的时候，城市化率从现代化之前的较低水平大幅上升到现代城市增长第一阶段的持续增长水平，在20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城市化率又处在稳态水平（de Vries，1990，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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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6　城市转型

  


  直到19世纪末期，城市卫生条件出现了足够大的改善，城市人口才出现自然增加并且最终超过了乡村地区的人口增加。结果，外来移民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加。


  二元体系


  当我们探讨为什么会出现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这一问题时，我们可以把这种迁移视为劳动力在经济中现存的两个部门之间的流入和流出。


  我们的出发点是二元经济，诸如现代化之前的经济就可以被视为二元经济，这种经济包括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1）乡村生产食物以及原材料，而城市从事工业以及服务业。当然，现实情况更为复杂：工业生产以及服务业并不仅仅属于城市，同时许多农业生产者也居住在城里。然而，当我们研究过去社会的时候，这样的二元经济通常也是一个合理的近似。


  （2）乡村生产的初级商品具有较低的收入弹性，而加工商品的生产以及服务业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因此，人均收入的持续上升将会导致对初级商品的相对需求减少，而且整个经济体也会将发展重点转向加工商品的生产以及服务业。


  城市增长的决定因素


  我们假设创新观念的传播首先可以提升工业生产率，随后又会提升农业生产率。而这实际上也是在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中出现过的事实。在这一假设下，工业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向上移动并且工资水平也会同方向移动。相比之前，更大比例的工人被城市活动所吸引，并且这一过程将会持续，最终导致初级部门的就业比例出现进一步的下降。


  然而，农业生产力也必定会提高，但是由于初级商品对收入增长缺乏弹性，所以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也会导致对初级商品的相对需求的下降，其后则会出现乡村就业比例的下降。鉴于此，迁移人群首先出现在乡村，之后他们不断地涌入城市。结果经济的重心逐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


  工资反映了城市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这也会导致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力工资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最具创新能力的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出现上升，移民也涌入了这些部门，此后的移民则会进一步加入与这些部门相关的生产活动中。通过就业的乘数效应，一个或者一些城市部门中出现的增长会扩散开来并且会使一些新的生产活动（建筑、服务以及管理活动等）加入到这一过程中来。乡村地区的农村工人被城市生产活动吸引则是城市经济所具有的内在活力以及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增长所导致的。外部冲击对城市经济整体的影响可以通过下式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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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ΔT是就业总量的变化，ΔB是创新部门中就业量的变化，T/B则是就业乘数。[39]19世纪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环境的巨大变迁：大量房屋被修建起来，以容纳迅速增加的人口；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得以建设；下水道被拓宽以及城市供水得到改善；等等。在城市增长中起作用的几个不同因素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可以被称为“比例效应法则”：城市越大就越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移民，原因是这些城市的新的生产活动会产生乘数效应，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Hohenberg and Lees，1985，ch.7）。


  农业、工业与城市转型


  如果农业的生产率跟不上工业前进的步伐，那么工业生产本身的进步也很难持续，除非能够进口足够多的食物。一旦农业工人不能保障日益增加的城市需求，那么农产品价格将上升。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是由食品价格的上升导致的，食品价格的上升同样也会引起农村劳动力工资的提高，此时向城市的迁移就会停止并且人们也更愿意留在农村。


  在过去，很多去城市化的事例是由农业产出的弹性跟不上更为发达的以及更具创新性的城市部门的生产率的上升引发的。在欧洲经济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已经见证过一些欧洲地区并没有迅速跟上北欧经济体的前进步伐。这部分是由初级部门的稳定状态导致的。从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开始，经济增长所具有的新奇特征实际上就是初级部门生产率的上升与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增长齐头并进。相反，在过去的农业经济中，尽管创新在城市并不少见，但是农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维持稳态，结果是从整体上阻碍了结构性变革以及经济的发展。[40]而从19世纪开始，这一情形得以迅速改变，城市化成为整体经济扩张所产生的一个主要影响。


  在19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现了迅猛的工业化，在这一过程中，工资的上升与工业生产率的上升相伴随。[41]不过，农业生产率也提高了。相比农业工人，建筑业工人的工资有所提高。对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实际工资差别进行的估计结果表明，这一差别大约为30%。从1820年开始，从乡村向城市工业移民的人数出现了大幅上升：每年增长0.9%~1.6%（然而，就1960—1980年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从乡村向城市移民的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从未超过1.2%）（Williamson，1987c，p.50；1991，ch.2；也可参见Clark提供的有关工业和农业工资的数据，Clark，2005，2007b）。相反，意大利则代表了出现下滑的经济体，相对于16世纪来说，其城市对农村的工资比率下降了（Malanima，2005）。[42]这一下滑趋势与19世纪80年代之前城市在总体经济中所具有的重要性的下降相关联（Malanima，2005；Federico and Malanima，2004）。


  城市化与结构变化


  所以说，城市化是与经济增长有关的一个动态过程。经济增长先导致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下降，后使得结构发生变化。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同样可以更改这一联系的先后次序，并且认为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人类交往的基础之上的有用的知识不断发展的结果，而这一发展也只可能在城市出现。然而，对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评价甚为困难。实际上，在19世纪末期之前，结构变化方面的数据尤为缺乏或是不足为信[43]，针对1800—1870年的产出所做的估计仅能表明结构变化的趋势和在国家之间存在的一些更为重要的差异。此外，尽管现有的城市化数据的质量也许还过得去，但是城市化本身的数据还远谈不上完善。


  就这一时期来说，我们感到较为棘手的是，必须分辨出人口增长与那些可以解释城市化率的变量之间的任何有意义的联系。[44]然而，人口密度可能与城市化率之间存在长期的相关关系，尽管这一长期相关关系在现代增长的第一个阶段并不存在。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虽然欧洲的每一个地区的人口都增加了，但是其城市化却在程度以及方向上都不尽相同。[45]


  尽管对过去城市化的决定因素进行探讨的相关尝试已经揭露出诸如谷物进口、交通条件的改善、工业化以及出口这样一些能够解释城市扩张的变量，但城市化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劳动生产率（Bairoch and Goertz，1986；Bairoch，1990）。因为人均产出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综合指数，所以考察人均产出与城市化率之间的相关性是可行的。我们仅就1800—1870年间增长与城市化率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一旦我们在决定因素中考虑1800年的城市化率，相关性就会变得更强。虽然我们发现在城市化率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在18世纪初期，城市化率与增长之间则是负相关的：城市化率越高，增长率就越低，这也意味着两者间的趋同。[46]


  城市化率的不均等


  尽管在欧洲传统农业经济的最后一个纪元，城市化率处于稳态水平，但是现代经济增长还是导致了城市化率的迅速变化。这些变化首先在欧洲出现，而后则出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正如很多其他经济变量一样，城市化率的不均等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所上升（见表10.7）。


  
  表10.7　1800—1980年欧洲大陆的城市化率以及世界的城市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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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Bairoch（1988，p.495）（略有改动）。


  在1800年，欧洲的城市化率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到1900年，欧洲的城市化率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欧洲与美洲处在相同的水平，然而，亚洲与非洲的城市化率分别不到欧洲的1/3和1/6。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此之后，城市化率的不均等程度下降，至少就大陆内部的城市化率来说是如此。


  我们知道，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个阶段，个人以及地区间的不平等加剧了。相比之下，就城市化率来说，情况却大为不同。在本章中，我们将欧洲大陆划分为4个区域（北欧、南欧、中欧以及东欧）以及17个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从中世纪后期开始，地区之间城市化率的不均等程度就已经下降了（见表10.8）。


  
  表10.8　1300—1870年欧洲城市化率的不均等程度（居民人数在5000以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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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关于计算城市化率的不均等程度的方法，参见本章附录。


  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地中海世界的南部地区相当发达。此时的南部地区拥有发达的文明以及繁华的城市，而欧洲的北部地区则较为落后，城市也十分少。到1300年情况仍是这样。在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之外的地区，城市十分罕见，并且即使存在城市，其规模也十分有限。欧洲大陆内部的城市化率的差异十分显著，城市在地理分布上的不均等也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等。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城市化率开始出现趋同，原有的明显的差距逐渐缩小以至消失。本章针对传统农业经济的最后一个阶段以及新经济的开始阶段的城市化发展进行了阐述。


  大约在1700年，欧洲北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南部。19世纪，欧洲北部以及中欧地区的城市化取得了更大的进步。结果是，相比五个世纪之前，地区之间城市化率的差异大大缩小了。


  结论


  我们可以简洁地将18世纪以及19世纪欧洲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归纳如下：从稳态到增长，从不均等到趋同。在1800年，欧洲城市的地理分布及其发展水平仍然十分近似于中世纪后期，在现代化早期阶段，主要的变化体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兴起，以及佛兰德斯的发展和荷兰的发展。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北欧与南欧之间的不均等程度逐渐下降。


  相反，到1870年，城市的发展水平及其地理分布都呈现出显著的不同。西北欧国家对地中海地区显而易见的主导地位以及城市化率的快速上升这两个方面是与过去的重要差别所在。在现代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阶段，城市化率的上升是在欧洲经济转型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的。因为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城市中，并且基于将有用的知识应用于经济活动这一条件，而自古以来有用知识都是在城市中心地区获得发展的，我们从而就可以推断出结构变化以及城市发展是否为不断前行的经济变革的结果，又或者城市文明是否可以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此研究与其他很多研究一样，对这一因果关系的方向的判定也并不是简单明确的。


  附录


  在本附录中所展示的对城市化的研究结果都是最新完成的。这些研究结果依据的是修正过的城市居民相关数据和欧洲每个国家的人口数据（见表10.9），同时它们也包含了欧洲的所有国家（在当今欧洲大陆边界以内的国家）。城市人口数据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来源于Bairoch、Batou和Chèvre（1988）以及de Vries（1984）。随后最近有关城市化的文献及著作对新的数据库进行了检验。建立一个新的关于1700—1870年城市化率的数据库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原有的数据库都未包括所有欧洲国家的数据并且没有包括19世纪的数据。


  1 欧洲的人口


  
  表10.9　欧洲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以及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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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image: ]


  注：表中的数据为1700—1870年各国政治边界内的欧洲人口情况。各国或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分布情况为表中第一栏数字。波兰记录的为15世纪划定的边界内的人口情况。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包括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奥地利包括匈牙利、波希米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巴尔干半岛国家包括希腊、塞尔维亚、黑山、波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里特岛和土耳其地处欧洲的部分。冰岛、马耳他和一些小岛不包含在表中。


  资料来源：在以下列出的文献中，只有Urianis提供的数据覆盖了我们所研究的全部时期以及全部国家。Reinhard、Armengaud和Dupâquier（1968）（几个国家的数据）；Urianis（1941，p.414）；Wilson和Parker（1977）（一些国家在现代初期的数据）；de Vries（1984，pp.36-37）（西欧）；Wrigley和Schofield（1989）（英国，1700—1870年）；Beloch（1937—1961）（意大利，1700—1800年）；Bardet和Dupaquier（1997）（几个国家的数据）；de Vries和van der Woude（1997）（荷兰）；Valerio（2001）（葡萄牙）；McEvedy和Jones（1978）（一些国家）；Glass和Grebenik（1965）（一些国家）；Woods（1989）（现代初期英国的数据）；Carreras和Tafunell（2005）（西班牙）；Palairet（1997）（巴尔干半岛国家）。


  2 对欧洲城市化率的不同评估（1700—1870年）


  观察表10.10和图10.7可知，总的来看，三个结果的差异还是相对较小的（至少从我们在本章中研究的年代来看是如此，不过从中世纪后期的角度来看并非如此）。差异更为显著的是按照地区划分的人口与城市化率数据。此外，这三个结果的覆盖面也不相同。在最新的结果中，整个欧洲大陆的情况都在研究范围之列，Bairoch的结果是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但并没有考虑土耳其位于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的情况，且Bairoch、Batou和Chèvre（1988）也没有详细研究欧洲19世纪的数据。欧洲19世纪的城市化率数据是由Bairoch（1988）提供的。de Vries（1984）提供了1500—1800年有关西欧（包括波兰）的情况的数据库。关于1800年之后城市居民的数据并不包括在此数据库之中，虽然与其有关的简要结果在本书中也有列出。


  
  表10.10　对1700—1850年（或1870年）欧洲的城市化水平的三个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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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Bairoch，Batou，and Chèvre，1988；Bairoch，1988，p.216（1850年居民人数超过5000）；de Vries（1984）；本附录。


  
    [image: ]

    图10.7　关于1300—1870年城市化率的三个观点（居民人数超过10000）

  


  3 城市数量、城市居民人数以及城市化率（人口超过10000）


  表10.11、表10.12、表10.13都依据原始数据编制，1870年的数据主要取自Predari（1871）编著的地理词典，同时包括从当代一些数据来源得到的信息。以下文献被用来检验及改进研究结果：Marmocchi（1854—1862）、Metzger（1888）、Muzzi（1854）、Vivien de Saint-Martin（1879—1895）。


  
  表10.11　城市数量（人口超过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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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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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0.12　城市居民数量（人口超过10000）
[image: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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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0.13　城市化率（人口超过10000）
[image: ]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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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城市的数量、城市的居民人数以及城市化率（人口超过5000）


  为了在欧洲人口超过10000的城市的直接数据的基础上计算人口超过5000的欧洲城市的城市化率，我们先从以下这个等式开始计算：


  [image: ]


  将等式转换成以下形式进行估计：


  Sr=S1r-u


  其中，u代表曲线斜率。常数项S1和系数u都可以通过以下回归方程计算：


  logSr=logS1-ulogr


  此回归方程被用来计算居民人数超过5000的城市的人口。为了计算出1700年、1750年、1800年和1870年的数据，S1使用了直接数据（见表10.14、表10.15、表10.16），并且用居民人数超过10000的城市的直接数据计算出了每个国家的u值。接着，根据回归方程的结果，使用计算出的居民人数超过10000及5000的城市的人口数量就可以得出研究结果。对于所有回归来说，R2均大于0.90，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结果都是显著的。当对英格兰的数据进行回归时，伦敦由于情况特殊不在计算范围之内。如果我们计算时包括了伦敦的数据，则回归系数（斜率）会过高，并且会导致人口数量为5000~10000的城市的人口数量过少。只有葡萄牙使用了居民人数为5000~10000的城市的直接数据，因为葡萄牙的城市数量本身较少，且回归得出的结果并不可靠。


  
  表10.14　城市数量（人口超过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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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0.15　城市居民数量（人口超过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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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0.16　城市化率（人口超过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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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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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城市化的不均等


  城市化率之间的差异通过以下方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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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D指城市化率的差异；


  Ui指某特定地区或区域的城市化率；


  Ua指欧洲的平均城市化率；


  pi指该特定地区或区域的人口数量；


  pw指欧洲总人口数量。


  注释：


  [1]感谢Oliver Volckart与我合作完成本章的初稿。


  [2]参见Wirth（1938）仍具价值的见解。


  [3]Weber（1921）的观点在中世纪以及现代化早期阶段的城市研究主题中仍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4]与这一主题相关的一些观点同样也源自Feldbauer、Mitterauer和Schwentker（2002）。


  [5]可参见Brunner（1968）的著名论文。


  [6]在现代化农业出现之前，大量存在的“隐蔽性失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这也类似于任意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参见Harris和Todaro（1970）对发展中国家中的现代化城市的论述。


  [7]除非特别说明，下文中的城市中心都拥有至少10000位居民。


  [8]参见Bairoch（1992）关于这一变化的简短但是十分有价值的阐述。


  [9]我们在此提出的1800年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数量超出了de Vries（1984）中提出的数字。不过，本章中的数字是基于本章附录图表中涉及的欧洲范围内的数字提出的，而附录图表中欧洲的数字高于de Vries所提出的。


  [10]中东地区包括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土耳其。在表10.1中，城市化率的地区差异依赖于我们选择的地区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中东地区的城市化率较高是因为它包含了七大城市（这七个城市总共包括100万位居民）（de Vries，1984，p.350）。如果我们排除东欧的一些地区，那么欧洲的城市化率将会出现明显的上升并且将会超过日本以及中东地区的水平。


  [11]参见图10.4中四个欧洲区域中包括的国家。


  [12]就德国来说，我们采用了德意志共和国的统计数据（1877年）。


  [13]东部地区不包括巴尔干半岛国家，见下文。


  [14]DeLong和Shleifer（1993）尝试将城市化模式的这一变化与北欧及南欧所具有的不同制度类型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15]然而，Llopis Agelán和Gonzáles Mariscal（2006）提出的数字高于本章附录中的数字，同样也高于Álvarez-Nogel和Pradas de la Escosura（2007）提出的数字［该数字引自Bairoch、Batou和Chèvre（1988）］。西班牙城市化率的一个较好的参照标准是由Carreras和Tafunell（2005）提出的，本章参考了他们的研究。


  [16]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数据来自作者对Galletti（1882）进行的修订。


  [17]为了挑选出奥地利君主国统治下的东欧城市，我们采用了Sommer（1839）的研究。


  [18]参见Kappeler（2002）专门针对俄国的研究。


  [19]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数据来自Carter（1977）、McGowan（1981）、Palairet（1997）以及Todorov（1983）。十分感谢S.Pamuk在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人口以及城市化率研究方面提供的建议。


  [20]这是其欧洲部分的居民数量，不管怎么说，这一数量大大超过其在亚洲部分的数量。君士坦丁堡的城市人口中有15%~20%的比例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


  [21]等级规模法则也是很多争论的主题所在。学者们对当代世界的城市分布模式并未达成一致意见。de Vries（1984）对与这一主题相关的讨论进行了回顾。


  [22]在过去几年，规模分布方面的文献不断增加。在很多关于规模分布的文献中，Nitsch（2005）对近来的研究进行了较具价值的总结。也可参见Soo（2003）以及Gabaix和Ioannides（2004）。


  [23]关于等级规模法则及其在本章中的应用，可以参见本章附录。


  [24]参见下文所述的欧洲现代城市化过程中第一个阶段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形式。


  [25]对伦敦与英国经济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参见Wrigley（1967）。


  [26]英国的人口数量不超过意大利人口数量的一半（参见本章附录）。


  [27]如图10.2所示，这是对任一时刻包含伦敦的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如果从回归中排除伦敦，那么斜率将会下降到0.65，当然，这些相关系数总是负的（参见本章附录）。


  [28]中世纪晚期的情况，可参见Russell（1972）。


  [29]图10.4以及下文中表格的资料来源在附录中给出。在表10.2以及附录1中，为了突出英国城市化与欧洲城市化整体水平之间的差别，一些数据中已经剔除了英国。


  [30]参见Wrigley（2004b）。


  [31]参见Cerman和Ogilvie（1994）的一般性评论。


  [32]也可参见de Vries（1994）。


  [33]关于城市增长导致人力资本形成的数量增加的可能性的研究可参见Lucas（1988）。


  [34]此处仅涉及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为了避免南部农业城镇的数量上的增长对城市化率造成的影响，作者剔除了意大利南部地区）。


  [35]葡萄牙城市的数据引自Valerio（2001）。


  [36]括号中的第一个数值是1700年城市分布的斜率，第二个数值则是1870年城市分布的斜率。所有的数值都是根据本章附录中的回归方程计算得出的。


  [37]在回归的协相关系数中包括伦敦，尽管我们附录中的数据剔除了伦敦。将伦敦纳入回归方程意味着协方差系数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38]Hohenberg和Lees（1985）出色地重构了欧洲的城市转型。


  [39]参见O'Sullivan（2003，p.119）的富有价值的分析。


  [40]Bairoch（1992）着重指出了这一问题。


  [41]英国的城市居民数据引自英国人口普查办公室（1968）。


  [42]剔除意大利南部地区。


  [43]无论如何，可以参见van Zanden（2005b）在这方面所做的尝试。


  [44]例如Boserup（1965）提出的一些变量。


  [45]如果在下文的回归方程中包含人口数量的变化，那么结果并不显著。


  [46]对以下方程进行回归：lnu=α+β1lny+β2lnUt1+ε，其中，u、y、Ut1分别为城市化率的年增长率、1800—1870年的人均产出以及城市化率。并且我们对初始年份（1800年）的城市化率感兴趣。意大利的数据是使用人均GDP进行估计得到的（Malanima，2006b），其他国家的数据来自Maddison（1820—1870）。回归结果为lnu=1.28+0.84lny-0.81lnUt1，R2为0.8，lny和lnUt1的P值分别为0.000028和0.027。


  第11章

  亚洲镜像中的欧洲：大分流[1]


  比什纳普利亚·古普塔（Bishnupriya Gupta）


  马德斌（Debin Ma）


  欧洲是亚洲的半岛。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为什么可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以及现代化经济增长首先发轫于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地区？很多学者为了解释这一历史性难题写就了大量关于“欧洲例外论”的文献。该理论认为，远早于其近代经济大发展，欧洲（特别是西北欧）就已经具备出众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其所特有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这一广为流行且常常富有争议的观点近来受到Ken Pomeranz、王国斌（Bin Wong）以及Prasannan Parthasarathi等专注于亚洲研究的历史学者和专家的质疑。他们的研究表明，在18世纪，中国和印度的某些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平与西北欧国家持平。持修正主义观点的学者同样提出了多种假设来重新诠释“西方的崛起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衰落”这一史实，他们通常就要素、资源禀赋、西方殖民的影响以及（最为重要的）历史的路径依赖展开论述。


  本章对关于印、中两国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表现的历史比较的假说和证据进行了广泛且有选择性的调查。我们首先回顾近来对于欧亚大陆各国实际工资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显示，按照实际工资衡量，中国、日本、印度三国的发达地区的生活水平更为接近欧洲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即南欧和中欧，而非西北欧，这符合修正主义的观点。我们随后则对当前诸如人体测量指标、识字率、消费模式以及城市化一类的补充证据进行了比较调查。


  为了阐明工业革命之前的欧亚大陆各国的生活水平及发展水平的差异，本章初步研究了商品和要素市场所依赖的近代早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回顾了新近出现的针对粮食市场整合效率的比较研究以及欧洲和亚洲商业组织和贸易网络呈现出的不同形式。本章最后对西方帝国主义对印度和中国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行了对比。由于近代日本在西方主导下成功实现了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我们也把西方帝国主义对印、中两国产生的影响同其对近代日本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比较。


  不可否认，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比较研究有好高骛远之嫌，况且我们的概括也过于宽泛，但是正如Braudel所言，印、中两国自身庞大的规模通常意味着两国国内的差异或两国之间的差异也许和它们与欧洲之间的差异一样大。


  因此，我们以下的调查研究是颇具选择性的，有时是有争议的，甚至是推测性的。


  欧亚大陆的生活水平


  白银工资以及粮食工资


  Broadberry和Gupta（2006）对基于工资信息的生活水平之间的系统性比较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将印度不同地区的白银工资水平合并。这些数据包括1595—1874年多个时间点上工匠、莫卧儿王朝雇员以及欧洲公司雇员的收入。为了方便同欧洲比较，研究人员对数据进行了分组，同时也按地区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类。表11.1列出了非熟练工人以及熟练工人的日工资水平，并且给出了工资的含银量和工资实际可购买到的粮食数量。A部分的数据分别以阿格拉和苏拉特作为印度北部和西部的代表，并利用Habib（1982）和Chaudhuri（1978）提供的信息，将以卢比衡量的工资换算为白银的克数。B部分使用印度南部不同地区的工资数据得出了该地区的趋势，即白银工资增加，熟练工人的工资约为非熟练工人的两倍。


  表11.2将印度的工资水平与英国的工资水平进行了对比。在16世纪末期，印度非熟练工人的白银工资仅比英国同行的1/5稍多一点，在18世纪，其工资下降至仅比英国同行的1/7略多一点。[2]表11.3列出了中国的工资水平，其同英国工资水平的比较和印度与英国之间的比较呈现出相同的基本模式。到明朝末年，中国的白银工资水平已经远低于英国。


  首先，我们利用粮食价格将货币工资换算为粮食工资。在进行这一换算时，我们谨慎地使用了粮食的平均价格而避免使用高于或低于这一水平的价格。粮食价格在不同年份以及不同地区通常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使用饥荒时期的粮食价格会使粮食工资变得非常低，而使用较低的价格又会导致相反的偏差。


  
  表11.1　1595—1874年印度的白银工资和粮食工资
[image: ]


  注：按稻米千克数计量的工资已调整为与小麦千克数等价的水平，后同。


  表11.1表明，相对于白银工资上涨这一趋势，印度北部和西部的粮食工资呈下降趋势，因为货币工资的上涨速度不及粮食价格的上涨速度，这一趋势在17世纪早期尤为显著。Brennig（1986）认为，每个六口之家为维持生存每天最低需消耗3.1千克大米。我们继而使用Parthasarathi（1998）的小麦/水稻的热量换算比率，得出一个六口之家为维持生存每天最低需消耗4.7千克小麦。根据以上数据可知，熟练工人的粮食工资总是处在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水平之上，但是在17世纪早期，非熟练工人的粮食工资已经下降到最低消耗水平之下。


  通过表11.2，我们可以直接对印度和英国的非熟练工人的粮食工资水平进行比较。在17世纪之前，印度非熟练工人的粮食工资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比英国同行的工资的80%略高，但是到了18世纪晚期，印度非熟练工人的粮食工资水平下降到英国同行的工资的1/3左右。尽管表11.3相较而言并不详细，但是其同样表明中国有相似的趋势。在明朝中期之后，中国的粮食工资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表11.2　1550—1849年印度与英国非熟练工人日工资水平的比较
[image: ]


  
  续表
[image: ]


  
  表11.3　1550—1849年英国与中国非熟练工人日工资水平的比较
[image: ]


  白银工资数据清楚地显示，早在16世纪，大分流就已经出现了。Broadberry和Gupta（2006）证明了，与当今工业化国家的情况类似，彼时高货币工资水平同样反映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尽管一直到17世纪末期，亚洲的粮食工资仍然很接近英国的水平，但是在18世纪期间，两地的数据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一差异部分是英国粮食工资的上涨所导致的，但是同样也部分是由印度粮食工资的下降所导致的。就白银工资和粮食工资而言，自16世纪以来，印度更像欧洲的落后地区，而不像欧洲最为发达的地区，因为高粮食工资水平反映出粮食产出上的丰裕，而低白银工资水平则反映出整体发展的低水平。


  粮食工资与农业劳动生产率


  对于粮食工资较高的一种解释是粮食的价格较低。Parthasarathi（2001，pp.43-53）称印度南部地区农业的高生产率并非源自地理因素和水稻的高产量，而是受益于17—18世纪高水平的投资。然而，Parthasarathi对印度南部农业投资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及这一投资如何同时导致了高水平经济发展和低白银工资的解释存在诸多逻辑矛盾。农业上的投资是统治者之间为吸引并留住流动劳动力而展开竞争的结果。让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对劳动力的争夺并没有导致出现更高的白银工资。在这一解释中，对土地的投资造成了高粮食产出及低粮食价格，而不是导致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其他部门的流动。尽管Desai（1972）认为，1595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1961年的两倍，但Moosvi（1973）还是按比例缩小了数据，其结果是，粮食作物的生产率下降为原先的29%，而农业经济体的生产率下降为原先的45%。


  Habib（1969）在其关于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资本主义发展潜力的著作中认为，尽管相比包括西欧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印度的土地生产率并不逊色，但是考虑到高税收，其农业生产盈余实际上很少。而且，根据外国旅行者的描述，印度的农业生产技术十分原始。Pelsaert的阐述准确地捕捉到了劳动生产率在这一经济中所具有的潜在含义：“在荷兰仅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干的活，在印度需要经四人之手才能最终完成。”因此，印度的农业工资水平低，劳动力投入密集度高，但是也拥有相对较高的土地生产率（Habib，1969，p.60）。


  我们发现，印度农业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一观点不仅在现代经济增长及结构转变的理论框架层面违反直觉，而且与其他历史证据也存在冲突。对于西北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投资的确拉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然而，这一更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未造成高粮食产出和低粮食价格，这是因为农业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进入了工业以及服务业部门。生活水平的提高源于对更为廉价的工业产品的消费增加以及食品消费的相对固定。类似的逻辑同样可应用于针对中国以及东亚的农业的分析。在水稻耕作方面，通过采用传统技术，这些地方可能已经达到了世界上最高的土地生产率水平。然而，尽管土地生产率高，但相比高度商业化的英国和荷兰的农业，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却相对较低。


  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


  由于缺乏更为全面的关于消费篮子的信息，我们只得使用粮食工资数据，但这一做法过于简化，会引起诸多偏差。同时期的历史记录表明，印度人的饮食通常包括稻米、小米、豆类，沿海地区居民还食用鱼类，小麦并不常见。印度的住房条件被认为是十分差的。同时期的作者还对印度人原始的穿着多有评论（Moreland，1923，pp.270-278）。当对跨时期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时，同样需要考虑相对价格的变化。Moosvi（1973）认为，在1595年与1874年，尽管谷物的购买力相同，且莫卧儿王朝时期牛奶、黄油以及肉类等食品更为便宜，但这一时期的糖却更贵。Desai（1972）发现，相比1874年，在1595年工业制品的价格更高，且布和金属制品的平均消费量较小。当然，在进行跨国比较时，如何处理气候因素以及文化偏好上的差别是一个尤为艰巨的问题。


  近来有一系列研究（Bassino and Ma，2005；Allen et al.，2010）基于更为系统的价格数据以及消费篮子信息尝试对亚洲和欧洲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的购买力进行更为严格的比较。与粮食工资不同，这些比较研究立足于相当全面的消费篮子信息，囊括了代表性的商品和服务，不再局限于主要粮食作物，而是包含了诸如肉类、蔬菜、衣着以及燃料这样的消费项目。这些数据同样仅局限于主要城市中心的非熟练工人。Allen等（2010）详细地讨论了工资和价格数据及方法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表11.4呈现了为在中国与欧洲之间进行比较而构建的消费篮子样本。下一步则是编制欧亚大陆的主要城镇中心的非熟练工人的名义工资数据。Allen等（2010）的研究集中讨论了18—20世纪中国的三个主要地区——北京、苏州/上海（长江下游地区）以及广州，并与欧洲主要城市进行了比较。他们研究了大量的名义工资样本并且选择了一个平均数据，这一数据最有可能反映出中国主要城市中非熟练工人名义工资的上游水平。根据消费篮子成本调低后的名义工资如图11.1和图11.2所示。


  
  表11.4　1750年的消费篮子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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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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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Allen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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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1　欧洲与中国的实际工资

  


  资料来源：Allen et al.（2010）.


  这一数据概括性地证实了粮食工资比较的结果。我们总结如下。首先，长江三角洲被认为是中国所有省份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但是该地区的实际工资却并不显著高于北京或广州。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城市与意大利的城市并列垫底，意大利城市的生活水平在欧洲范围内最低。中国的实际工资远远落后于伦敦或阿姆斯特丹（以购买力衡量），中国的收入水平仅为后两者的30%~40%。其次，尽管在18世纪的多数时间内，中国和日本主要城市的非熟练工人非常贫困，但其生活水平与中欧和南欧的非熟练工人基本持平。


  如图11.2所示，在18世纪，日本和印度的生活水平十分类似于中国主要的城市中心的生活水平，并且这一生活水平接近大部分未进行工业化的地区的非熟练工人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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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2　欧洲与亚洲的实际工资

  


  资料来源：Allen et al.（2010）.


  这对认为西方世界在近代早期就已经完全超越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量鼓吹“西方的崛起”的文献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最后，对实际工资的这些研究证实了在工业革命的起步阶段存在又一次“更大的”分流。19世纪中叶之后，西北欧的城市与中国的城市之间非熟练工人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扩大了。工业革命席卷了诸如德国这样的之前落后的欧洲国家，结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国家的工人的生活水平相较于北京和上海的同行显著上升。中国和印度的生活水平维持在较低水平，与未受工业革命影响的欧洲地区相近。


  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识别出生活水平上第一次分流出现的时间点。对印度来说，很可能早在16—17世纪，生活水平就已经开始下降了。[3]未来的研究也应该针对中国以及印度构建远远长于现有时间序列的实际工资数据。


  身高与人力资本


  对诸如身高——欧洲经济史研究中常用的工具——这类人体测量数据的运用至今仍处于极为初始的阶段，但是这些数据在对别的地区的生活水平的长期变化的量化研究方面已经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前景光明。由于传统中国缺乏准确的身高测量数据，近年来Morgen（2006）以及Baten和Hira（2008）的研究搜集了移民到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中国人的身高数据。这些研究使我们得以重构19世纪中国移民的身高的时间序列数据。在这一时期，我们极度缺乏其他方面的系统的量化指标。他们初步的研究成果证实，在19世纪期间，尽管包含着一些短期波动，但绝大多数中国南部地区居民的身高并无增长。他们也指出，在19世纪中叶，平均身高甚至出现了下降。Margen（2004）针对铁路工人的身高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1900—1930年期间，身高出现了略微上升的趋势（每十年增加0.07厘米），但是地区之间差异很大。


  Baten（2006）对关于印度人身高的研究进行了概括整理，似乎在19世纪中叶之后才有相关的研究，且数据变化很不明显。Guntupalli和Baten（2006）提供了1915—1944年更为详尽的印度人身高的数据，这些数据并未呈现明确的上升趋势，并且地区间同样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研究明确地证实了实际工资研究中反映出来的发生于工业革命初始阶段的第二次大分流的存在，导致中、印两国的生活水平与快速工业化的西欧国家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拉大。


  人体测量研究中一个极为激动人心且前景光明的领域是对识字率及识数率的测算。Joerg Baten及其同事使用惠普尔指数（Whipple Index）进行了此项研究，这本质上是一种对年龄积算（age heaping）的测算。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世界范围内，年龄积算的发生率与识字率及识数率指标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通过研究中国17—18世纪的档案记录和20世纪50年代的人口普查数据，他们揭示了极低的年龄积算比率会导致相应较高的识字率。在17世纪末期以及18世纪初期的数据中，中国的年龄积算处于较低水平，但是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一直到18世纪后期才达到中国的这一水平。就19世纪的日本来说，利用年龄积算进行测算的结果也证实其识字率较高（Baten et al.，2010）。Crayen和Baten（2008）对识数率的全球化趋势的初步测算结果表明，从19世纪早期开始，东亚国家与绝大多数西欧的工业化国家具有同样高的识数率。与此同时，年龄积算在南亚地区相当普遍，这就意味着印度的平均识数率较低（Crayen and Baten，2008）。


  将这些初步的估计与中国识字率的传统历史记录进行对比很有意思。Evelyn Rawski的开创性研究分别对18世纪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识字率进行了估计，其结果较为乐观：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识字率分别为30%~45%以及2%~10%。这些估计结果与针对日本的估计结果十分接近（如R.P.Dore和Akira Hayami的估计结果）。此外，针对日本的估计也表明，43%的日本男性以及19%的日本女性都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学校教育。这也被认为是近代早期阶段世界上最高的识字率之一。Rawski的乐观估计以及Li Bozhong最近的研究（2003）都表明，除了以科举考试为导向的教育之外，在传统中国，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大众教育有所普及。他们将这归因于活版印刷和图书出租服务的兴起，并且通过文献证明了算盘和藏书在商人和家庭中都得到了推广。Baten等（2010）调查了更为可靠的证据，其结果表明，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40%的人接受了一定程度的学校教育，识字率则为30%。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针对中国18世纪的研究结果，不过其前提假设是18—20世纪中国的识字率并没有出现增长。


  印度的历史记录显示，在17世纪末期之前该国的识字率极低。读写能力局限于高种姓人群，并且几乎完全局限于男性，还多数局限于特定的职业。正如Roy（2006）所述，印度19世纪30年代的数据表明：“教学在僧侣、地主以及商人阶层较为普遍，但劳动阶层和女性基本对此一无所知。”Roy（2008）引用的一项估计认为，在1835—1838年的孟加拉，男性的识字率为11%，而女性的识字率为1%，这与1901年的估计差别不大，但比中国识字率的估计结果要低。在近代早期，中国乃至东亚似乎拥有一种独特的模式，即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与低人均收入相结合。这一发现所具有的潜在含义仍然有待探索，这也许是此后日本以及之后整个东亚地区实现迅速赶超的战略性因素之一。然而，这有待我们通过更系统的研究来对各国进行估计和比较。


  超越生活水平：城市化


  除了生活水平上的不同外，到近代早期，中、印两国之间以及它们与西北欧之间在经济结构上也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差别。在西北欧（特别是英国）农业所占比重很早就开始下降，而在印度和中国农业仍然占据压倒性地位。


  城市化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另一个指标。在17世纪的印度，城市活动似乎遍及北部的大型城镇、南部科罗曼德尔海沿岸的诸多贸易中心以及古吉拉特和西部的海滨城镇。1600年，莫卧儿王朝有32个棉布及手工制造业城市中心。对莫卧儿王朝时期印度的城市人口的估计是基于资源从农村流入城市这一观点，多数直接证据来自同时期的旅行者的记载。尽管印度存在这些城市，但是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Habib（1999）估计，1600年，印度城市人口的比例为15%。[4]在18—19世纪，这一比例下滑，直到20世纪才开始恢复。


  关于中国城镇化模式的新近研究令人很感兴趣。Li Bozhong（2000）因系统阐述了1550—1850年长江下游地区棉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服装业、烟草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制造业、建筑业以及造船业的增长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他认为长江下游地区的这些产业所具有的规模小、技术密集以及多属于手工业的特点并没有促进大城市的出现，而是导致沿着密集且错综复杂的水路网形成了大量的、成群的集镇。这些集镇的特征有：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在地理上高度专门化；城镇与农村的边界难以辨别；农业、商业及工业活动紧密联系。因此，历史上适用于西方的城市化标准分类方法并不足以描述中国的城市化，而且可能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然而，即使是长江下游最为发达的地区新近修正过的城市化水平的总体估算结果，仍然落后于英国和荷兰，1800年，后述两国有20%~30%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超过10000的城市中。


  理解大分流：市场与制度


  我们认为制度及其历史路径依赖对于解释亚洲与欧洲的大分流至关重要。然而，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修正主义文献中，对制度的着墨却相对较少。[5]在此，我们有选择性地调查利用了一些与此类文献相关的特定主题。


  市场


  我们能否以欧亚大陆各地区的市场效率的高低来解释两者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近来基于各地粮食价格的市场整合研究使得我们可以罕见地了解到18—19世纪中国、印度和欧洲各地区间贸易的动态及相对效率。由于有政府详尽的粮食报告体系，基于各地粮食价格统计的相关性的市场整合研究可以延伸到很久之前（Wang，1992；L.Li，2000；Shiue，2002；Shiue and Keller，2007）。特别应该指出的是，Shiue和Keller（2007）基于粮食价格的统计相关性强度直接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市场整合的程度。他们发现，在18世纪后期，中国与西欧在市场整合上并没有巨大差别。然而，他们也确实发现，相比西欧其他地区或中国高度商业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英国的市场整合程度更高。


  Roman Studer（2008）近期的研究认为，18世纪印度部分地区的市场整合程度远低于中国和西欧，尤其是在远距离贸易方面。类似地，如表11.5所示，印度的粮食价格随时间出现的波动也更大。证据表明，其粮食套利性弱，因而粮食价格随时间和地域出现的变动也很大。供给冲击影响了粮食价格，较小的地区之间的价格差异较大。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随着铁路的发展，市场整合程度进一步提高，这一阶段印度各区域的价格的相关性也显著增强。


  
  表11.5　小麦价格和稻米价格的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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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Studer（2008）.


  在解释基于粮食价格相关性的市场整合层级结构（即英国领先于欧洲和中国，印度居末位）时需要更为谨慎。粮食价格相关性能否准确地反映出市场本身的效率或其他信息？地理、技术或制度因素对这一相关性有多大的贡献？就中国而言，粮食价格相对较强的相关性似乎与其历史记录并不协调，因为后者强调极为不统一的货币市场。事实上，这些粮食价格方面的研究鲜有讨论近代早期中国货币存在的复杂问题的。这并不奇怪，因为所有粮食价格数据都是从政府的粮食报告体系中搜集的，而政府关注的是价格平滑以及对其认可的统一货币单位——银两的使用，而人们在实际的市场交易中却很少使用这一货币单位。


  远距离贸易


  中国和印度的历史记录证实其存在巨大、繁荣的商业网络和健全、完善的粮食贸易渠道。印度和中国的农民将粮食拿到市场上卖，而粮食商人则组织粮食的运输。制成品的贸易网络同样健全、完善。一些手工业者直接为贵族或政府工作，其他一些手工业者则将商品出售给那些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商人。本土的借贷银行体系非常发达。印度出现的“Hundis”以及中国出现的多种形式的汇票也被广泛使用。当地的货币兑换商人从事票据贴现业务并且有时还从事存款等银行业务（Raychaudhuri，1982；Martin，2008）。


  社会网络对这一商业化的世界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历史学家们认为，按照籍贯分类，至少存在10个迥异的商人集团。最为著名的是来自安徽省徽州市附近的徽商以及来自中国山西省的晋商。尽管徽商的大部分贸易活动集中在长江沿岸，特别是长江下游，但是他们的业务范围扩大到了全国，甚至在20世纪早期，徽商还远赴日本从事商业活动。徽商主要是通过周密复杂的宗族制度来构建他们的商业网络，正如近来有研究指出的，徽商的商业网络具有“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某些特征，比如任何个体成员去世之后，其财产所有权仍得以存续。晋商可能早于徽商闻名商界，其商业网络更是使他们变得众所周知，从19世纪早期开始，通过这一网络他们逐渐建立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汇款业务体系。到20世纪初，他们的商业网络扩张到了日本和朝鲜。晋商形成了一套与众不同的组织制度：他们外聘经理人及职员，商号所有者几乎不会干预这些外聘人员的工作。晋商还发展出了一套利润分享机制，该机制将雇员的利益与商号的长期利益挂钩。但是，晋商最为显著的特征还是他们的学徒体系：他们从当地招募员工（包括那些被派往外省分支机构的员工），进行严格的背景审查，由这些员工的家庭成员或其他可信赖的第三方作为担保人。雇员一旦被发现有欺诈行为而遭到解雇，便再也不会得到任何晋商的录用（Ma，2004）。


  类似地，社会网络对于定义印度商人所处的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在远距离贸易方面，Moreland提到有三个商人群体控制了印度国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海外的穆斯林商人、古吉拉特印度教派的“巴尼亚人”（baniyas）以及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彻第人（Chettis）。Ashin Das Gupta详细地描述了印度商人的贸易活动。


  印度商人与中国商人都从事远距离国际贸易。印度商船将商品运到亚历山大、巴士拉和巴格达。商船向东到达了苏门答腊。由于不够坚固，这些船不能在中国诸海域航行，于是这一任务将由中国商人来完成（Das Gupta，2001）。1663年，苏拉特商人拥有50艘商船（Habib，1969）。交易的商品不仅包括稻米、豆类、糖及生丝这类初级产品，而且包括纺织品这类制成品。这种纺织品贸易主要是粗纺品种，与随后的欧洲贸易不同，欧洲贸易更多的是优质纺织品。中国和印度都从国外进口金银，从东南亚进口香料，从西亚进口马匹，从东非进口象牙。印度洋海岸和中国南海的贸易的繁荣程度与欧洲不相上下。


  就印度来说，我们还拥有诸如保险费率这样的量化证据，这也表明地区间贸易十分普遍。保险费率是贸易风险及其安全程度的很好的衡量指标。如表11.6所示，早在17世纪中期，印度国内的远距离贸易的保险费率就已相当适中。18世纪费率的上升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动乱。然而，这一费率在19世纪早期却基本保持不变。保险费率数据反映出地区间贸易的普遍性，并且这一数据也反映出几个世纪以来贸易条件并未出现太大的变化。


  
  表11.6　地区间贸易的保险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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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17世纪的数据来自Habib（1969），18—19世纪的数据来自Moosvi（2001）。


  制度


  一种关于为何特定的社会团体都会分工专门从事不同的社会活动的解释认为，社团间的联系可以克服信息约束问题。


  这一解释类似于Avner Greif所做的关于中世纪后期地中海贸易中马格里布商人的颇具影响的研究。不过，马格里布商人是在没有正规的法律制度或行为规则的约束下从事商业活动的，而中国和印度的商人则要遵守一系列并非明文规定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家规、家族姻亲纽带以及行会管理规则等，而且通过集体机制，这些非正式规则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就有助于缓解现代化交通出现之前的时期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传递不便及承诺力度不强的问题。


  Greif提出的私人非正式规则与正式的公共制度之间的差异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就中国而言，一项有趣但颇具争议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中国并不缺乏正式的法律条文及执法机构。中国的行政法，即近似于西方的公法的法律，在早期的现代社会也许是世界上最为详尽明确的法律体系之一。而关键的差异在于，中国的司法机构一直是行政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乡、镇、县一直到皇帝，在这种等级划分十分明确的统治制度下，行政当局就是刑事案件最终的裁决者。比如，因详尽清晰以及包罗甚广而闻名于世的中国明、清两朝的刑法典，其本质就是专为各级官员所设计的方便他们按罪量刑的决策规则。类似地，只有通过行政层级内的多重官僚机构，才能对法律进行修订或变更。而且，当事人或任何独立的第三方团体均不能议论或是自行解读法律法规及其附属条例。


  近来的研究已经推翻了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完全不存在民法或商法这一传统观点。县一级的地方官对大量民事以及商业案件进行了判决。然而，正如法学家Shuzo Shiga所指出的，县官的决定并非西方司法程序中的法律“裁定”。相反，县官通常会引入伦理准则、社会或法律规范作为他们进行判决的基础，却并不涉及对法律条文或正式与非正式的惯例的引用。从这一意义来说，县官的判决更近似于调解。需要注意的是，商业以及民事案例中缺乏正式私法条例并不是由缺乏惯例或规则导致的。在中国，这些惯例和规则都是极为常见的。相反，正是由于在国家的集权统治下，统治阶级最为重要的利益所在是维护基本上以农业为根基的财政基础以及社会稳定，所以惯例才无法演变成国家认可的正式法律。


  类似地，在被殖民前的印度，团体法管辖着贸易及商业体系，每一个贸易团体都遵守自身的道德准则。当时印度缺乏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法律体系，当外国商人与本地商人在交易活动中出现冲突时，与海外贸易公司签订的协议实际上就成为可以援用的法律（Moreland，1923）。


  相对于基于规则的经济体制，基于社会群体的经济体制对经济效率有什么样的影响？Greif以及其他一些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是，在一个基于关系以及社会团体的经济体制中，当这一团体本身及其贸易范围开始扩展时，交易广度以及运行规模也许会受到急剧增加的信息以及协作成本的制约。相比之下，包含一系列成文法典以及明确订立的标准和规则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体系，受制于独立第三方对其的解读和议论。尽管刚开始确立这一法律体系时成本更高，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将显现出较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因为这一法律体系将会使得更大规模的交易成为可能，从而也许将有利于实现大规模的非人情式交易（Greif，2006）。


  规模经济问题对于大分流中涉及的历史路径依赖现象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一个有趣的出发点是对欧亚大陆的资本密集型以及合约密集型金融和商业工具进行检验，这些工具包括纸币、交易票据、提货单、股票或者保险合约以及远期市场或期货市场等。几乎所有这样的工具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同样存在于亚洲。某些工具就起源于中国，纸币就是其中一例。不过在亚洲，这些工具中的绝大多数的应用一直十分有限，而且它们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然而在西方，我们则发现这些工具不断大规模地演变并变得更为规范，而且它们的非人情式交易通常能够获得来自正式的执法机构以及公共组织的支持。


  通过制度探寻出的历史路径的不同所造成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欧亚大陆之间利率水平的差异。可以确信的是，在近代早期阶段，印、中两国的利率远高于欧洲（尤其是西北欧）。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计，在1659年，印度苏拉特的年均利率也达到7.5%~9%，是同期英国利率水平的2倍。在17世纪中叶之前，印度的利率水平甚至更高（Habib，1982；Moosvi，2001）。就中国来说，近来一项开创性的基于数千个数据的研究表明，17—19世纪商业贷款的年均利率水平至少为12%，各区域在各年的利率水平差异也很大（Peng et al.，2006）。


  我们仍然没有深入研究并且没有充分理解利率上的这一差距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里需要提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欧亚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欧洲更高的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因此造成的中、印两国（相对于劳动来说）更为低廉的资本价格——是否并非外生的，而是西欧有组织的金融中介不断兴起而导致的内生结果？这个结果也许可以清晰地阐明所谓的劳动密集型这一亚洲发展模式，或者引起人们对这一模式的质疑。亚洲的这一发展模式实际上是长期应对资本相对稀缺的结果，而资本相对稀缺又是由公共机构的不足或者无法得到保障的财产权导致的。[6]很多学者已经指出了欧洲金融工具和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公共机构支付及现代欧洲国家财力增强之间的联系（North and Weingast，1989）。以这些重要的联系为基础，在近代早期阶段的欧洲，大量的核心制度（诸如公司化实体的兴起、代议制政府以及向法律制度的转型）都得以发展起来（North，1981；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


  殖民统治与大分流


  殖民化是否导致了欧洲与亚洲分流的命运？就印度而言，从18世纪中叶开始，其在政治上服从于东印度公司的统治，随后则服从于英国王室对其的控制，这就意味着资源从殖民地流入英帝国，其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制度结构的变化都取决于英帝国的利益需要。这些变化为殖民地带来的发展利得则源自新制度的引入，比如建立了基于个人财产权的土地租佃体系，获准进入帝国领先的资本市场，通过全球化的贸易联系实现专门化，并且建设了铁路网络和灌溉系统。依附学派把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视为剥削性的，他们认为通过贸易实现的专门化是导致欧亚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Frank，1975）。其他文献则发现，在不断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印度实际上通过生产经济作物促进了经济发展（Roy，2006）。1870—190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的估计结果显示，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在此期间呈现出轻微的上升趋势，而这一阶段正是印度进行专门化农业生产的时期（Heston，1977）。对全球化的批评源自去工业化产生的不利影响，因为印度棉纺织业面临着来自英国工业化经济的竞争（Thorner，1962）。


  不考虑关于这些议题的争论本身存在的优点，在20世纪上半叶，经济增长的实证证据表明欧洲与印度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当欧洲的人均GDP大幅增长时，印度的经济增长却仍呈现出相反的趋势，直到殖民统治时期结束（Sivasubramonian，2000）。印度经济的停滞不前可以归结于印度农业部门的停滞以及在印度人口增长加快时殖民国家没能有效地防止生态危机的出现。在进行反事实检验时，我们将会遭遇更多的难题：如果不存在殖民者对其的剥夺，那么印度的经济发展路径将会是什么样的？答案是：由于针对农业的投资十分有限而且灌溉系统也并未出现明显的改良，所以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不会提高。在缺乏独立的关税政策的情况下，工业发展将遭遇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这一时期，后发的工业国家开始针对其幼稚产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关于英国从殖民统治中获取的收益的文献认为，殖民统治产生的经济收益相对较低。这些经济方面的收益包括帝国与殖民地之间贸易的收益、对殖民地进行投资的收益，以及殖民地治理的成本和印度资源的净流失（O'Brien，1988b；Davis and Huttenback，1988）。尽管殖民统治也许扩大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差距，但是本章其他方面的证据则表明，经济上出现大分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


  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持续的时间来看，与印度相比，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影响都更为有限。在18世纪中叶，当东印度公司大举进攻使得印度次大陆处在其完全的殖民统治之下时，在甚有作为的乾隆皇帝的治理之下，清朝的国家实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顶峰。直到19世纪40年代，英国才强迫中国以及东亚打开自由贸易的大门。而即便在那时，西方帝国主义者也从未在中国实现完全殖民，但是西方帝国主义者通过特别贸易权、主权租借以及在通商口岸拥有治外法权或划分势力范围等彰显其相对于中国的优势地位。然而，西方的现代化企业也许挤垮了中国本土化商业或中国企业，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成为技术转移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


  也许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最为深远的影响是它引发了动摇清帝国根基的政治革命的浪潮，这一革命浪潮随着1911年清帝国的垮台而达到顶点。随后出现的军阀混战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深远影响。但是，即使就当时而言，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也并非全为负面。正如马（2008a，2008b）所论证的，诸如上海、天津以及武汉这样的通商口岸成为20世纪前30年中经济增长的关键。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有些“特权”碰巧与出现经济增长的某些方面的必要条件一致，诸如维护治安和公共秩序、产权和合约实施的安全性，以及使商人远离被随意征税和官方勒索的危险。如此看来，我们就不会对随后在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20年代所出现的所谓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感到过分惊讶了，因为经济增长出现的一些必要条件已经存在很多年。


  西方制度对当时的中国所产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即使很难对其进行估计）是西方制度所展现的成就激发了中国人进行长期的经济变革。一个可用作比较基准的例子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1872年之后，日本在吸收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采取了更为进取的态度。日本最终成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不过它随后在东亚地区又走上了殖民主义道路。显而易见的是，对西方制度的吸收和采纳还远不足以解释日本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地理或一些历史事件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如果没有德川时代的重大制度变革，日本可能就会走上西方帝国主义之后其他亚洲国家的道路，这并非不可想象。


  结论


  相对于修正主义者的观点，本章所展示的研究使得我们的观点更接近有关欧洲各国相对生活水平的传统立场。我们已经发现的证据表明，在近代早期阶段，亚洲与西北欧地区之间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已经显现出来，而且在工业革命初始阶段，这一差距才进一步扩大。亚洲的印度与欧洲的那些落后地区更为相似，而不是与较为发达的西北欧地区更相似。在17世纪，大分流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注释：


  [1]感谢Stephen Broadberry、Kevin O'Rourke、Joachim Voth和Tirthankar Roy的评论和建议。文责自负。


  [2]表11.1B显示，Parthasarathi（1998，2001）对1750年所使用的技能工资远远高于该地区的平均工资。织布工之间差别很大。许多人做助手，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织布工用一台织布机所赚得的收入接近平均工资水平。有许多熟练的织布工拥有不止一台织布机，因而会雇人充当助手。熟练织工的收入更高，有些人可能拥有很高的技能溢价。这显然不是Parthasarathi所暗示的该地区的平均工资。因此，我们将他的估计值排除在表11.2之外。如果将Parthasarathi的估计值包括在表11.2之内，在18世纪上半叶印度白银工资将高达英国水平的40%左右。


  [3]Moosvi修正后的估计值表明，1595年的人均粮食消费是1961年的1.05~1.32倍。有一个共识是，如果我们比较1595年和19世纪末不同类别工人的工资，工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下降了。Moosvi估计，1595年非熟练工人的平均收入在支付了生活必需品之后只剩下10%，但在19世纪70年代，财务赤字达到了16%。对于熟练工人来说，差异较小，但数据再次显示实际工资下降了。


  [4]这一数字指的是居住在有至少5000个居民的定居点的人，与本卷第10章中的城市化估计数形成对比，第10章使用的是10000人的阈值。


  [5]参见Pomeranz（2000）关于传统中国要素市场的灵活性的论述。


  [6]参见Sugihara（2003）对劳动密集型发展路径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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